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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科研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学术界争论许久，无非是两种意

见：一是根据国外主流研究动向，认为产业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产业组

织（ＩＯ）；一是根据传统与现实的需要，认为产业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有

关产业经济的诸多领域（包括产业组织），例如产业发展、产业结构等等。两种

意见的本质区别在于对学科研究对象的范围大小理解不一，前者比较狭义，后

者比较广义。根据不同的理解，学科的发展就会有所不同。
我们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比较倾向于广义的研究对象，这一方面是因为

我们的研究队伍中有比较强的研究力量关注产业组织之外的产业经济问题，另

一方面也是因为现实经济中有许多如产业结构、产业发展、产业竞争力等方面

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研究。尽管如此，我们仍把产业组织（ＩＯ）作为我们复旦

大学产业经济学科研究的重点，使之与国外主流研究保持一致。根据上述想

法，我们自己的学术出版物《复旦产业评论》所发表的论文有重点研究领域，但

不局限于这些重点。本辑所选论文关注五个方面的问题：产业竞争力、市场结

构与企业行为、模块化与产业链、产业规制和产业创新。

产业竞争力问题

产业竞争的内涵已由传统的价格比较，发展为质量竞争、价值竞争和创

新竞争，产业竞争的范围也从单一产业扩大到产业链，甚至是国与国在全球

范围内的竞争，知识、人力资本、集群已成为产业竞争力的新源泉。在知识经

济社会，人力资源、智力资本和知识创新是资源配置中的关键要素，一个国

家产业的竞争力从本源上看应该是内生的。因此，芮明杰在《产业竞争力的

新钻石模型》一文中，对波特教授的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基于产业知识

吸收与创新能力的“新钻石模型”，认为中国产业的发展，现在与未来首先

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其次要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产业分

工体系以在产业链中谋求好的位置，才能保持与发展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

产业竞争力。
在产业全球竞争的情况下，政府如何对本国企业给予支持？罗云辉的《扶

持我国出口导向企业实施ＲＲＣ战略的理论依据》一文，通过两次运用两阶段博

弈，对由补贴政策、企业ＲＲＣ投资、产量和利润水平决定构成的三阶段博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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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因果关系的比较静态分析，认为“提高竞争对手成本”（ｒａｉｓｉｎｇｒｉｖａｌｓｃｏｓｔｓ，
下文简称ＲＲＣ）战略是一项当前对外贸易形势下，既能有效提高我国出口收益，
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反倾销诉讼，同时不以出口企业具有市场势力为必要条

件的策略性行为。政府通过若干扶持出口企业实施 ＲＲＣ战略的政策措施，可

以提高出口企业的利润和国内社会福利水平，同时有利于缓和外贸争端，营造

稳定良好的外贸环境。
张诚等人的《我国电子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以笔记本电脑

产业为例》一文，选择我国已发展十多年、拥有世界一流产品设计和制造技术的

笔记本电脑制造业为切入点，以一手调研记录和产业数据为分析基础，从产业

战略、组织、文化、供应链管理和信息技术等角度分析该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

素。研究发现该产业具备了产业集成、集群生产、柔性合作、稳定的商业人际网

络等特点，这些都是影响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刘仕强、顾国章的《基于时变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上海工业增长因素分析》

一文，应用时变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行业面板数据，测算出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上海

工业３２个行业的动态劳动、资本产出弹性，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变化率；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各因素对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度。主要结论是：（１）上海

工业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投入的高速增长和加速的技术进步率；（２）资本增长比

技术进步对上海工业产值的增长有更大的贡献度，而要实现工业可持续增长，
必须依靠更快的技术进步；（３）上海工业总体的技术效率向下变化，说明市场自

由竞争的加剧导致了不同行业或企业的技术效率差距在拉大，这有利于行业资

源优化配置和上海工业可持续发展。
宋巍、顾国章的《上海制造业集聚因素的实证分析》一文，则从产业集聚的

角度考察了影响上海市制造业发展的五个因素，它们分别是：（１）平均劳动报

酬，可以产生离心力，也可以产生向心力；（２）企业的平均规模，平均规模越大的

企业越能发挥规模优势；（３）产业的前向与后向关联度，即企业倾向于定位在有

众多买者和卖者的地方；（４）产业内的专业化，专业化程度高的企业被认为有较

高的生产率；（５）产业间的多样性，产业间的交叉孕育可以刺激产业的技术创新

从而提高产业的生产力。研究认为，产业的前向、后向关联以及产业间的多样

性对产业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上海市较高的工资率对产业的长期发展起到了

支撑的作用。
汪军红、李治国则考察了产业结构变动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运用协整

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研究了产业结构变动与货币流通速

度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货币化假说”。认为，虽然货币化程度对货币流通速度

的影响随着时间而逐渐体现，但是“货币化假说”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的货币流

通速度下降，除了经济规模和利率水平两个基本因素外，产业结构变动是我国

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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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问题

新的市场结构促使企业采取了新的策略，企业的行为又进一步促进了市场

的演化。方曙红、李正逸研究了差异化定价对提升产业规模的意义，通过拓展

霍特林价格竞争模型，在寡头垄断竞争市场条件下，以交通补贴为例，考察差异

化定价的价格激励措施对于企业的销售和利润以及对整体产业规模的提升意

义。差异化定价的价格激励措施会因行业需求结构的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适

用性。也就是说，市场规模的大小、价格弹性的改变都可能导致差异化定价的

失效，从而使企业利润均衡在较低的水平。因此，差异化的定价不仅要因消费

者而异，而且也要根据行业特性进行不同设计。
双边市场是目前国内外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为产业组织理

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纪汉霖、管锡展在《服务质量差异化条件下的

双边市场定价策略研究》一文中，考虑了双边平台提供的服务的质量差异，研究

了质量差异以及网络外部性对于平台定价策略和利润等的影响，并建立了一个

简单的“在位—进入”模型，考察了进入平台的服务质量选择的问题。
差异化战略和成本领先战略并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战略，二者可以被一个

企业同时采用以获取竞争优势。芮明杰、李想的《差异化、成本领先和价值创

新———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个经济学解释》一文，运用产品差异化模型考察成本

相同和成本不同两种情况下企业的竞争行为，证明具有成本劣势的企业具有降

低成本的动机和更强的差异化动机，而价值创新则是企业同时采用差异化和低

成本战略以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逻辑，并提出企业价值创新的风险和对策，从

而给出了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个经济学解释。
左斌则基于企业的异质性假设，探讨了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的演进与发展趋

势。认为企业异质性的根源存在一个由物质资本资源到人力资本资源，再到组

织资本资源的演进过程。在企业异质性假设的基础上，企业通过组织知识的积

累，可以获得竞争优势，且这种优势内生于企业资源，具有持续性。
住宅市场的发育发展极为复杂，具有很多不同一般商品市场的特殊性质。

同时，由于住宅需求存在着基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双重性，更增加了住宅

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住宅市场还与国民经济多个部门相互影响、相

互制约，这更增加了该产业研究的复杂性。陈杰、郝前进的论文《上海住宅产业

发展历程回顾：市场化进程的经验与启示》，对上海住宅房地产产业自１９９３年

后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认为上海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

住宅的双重商品属性不断释放的过程。上海住宅市场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多

个方面特别如城市化进程、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社会保障等相互制约而又相

互影响、相互促进，政府行为的主导性贯穿于上海住宅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始终。
如何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在住房产业中的各自作用和实现相互协调，是今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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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住宅房地产业发展中的首要课题。

模块化与产业链问题

在当今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中，产业链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层

次。学者们从各种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至今没有形成统一

的研究基础，甚至基本概念的运用都相当混乱。郁义鸿的《产业链研究的理论

定位与概念界定》一文，对以产业链为对象的研究进行理论定位，进而对一些基

本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可以将从各个角度切入的产业链研究纳入一个

统一的框架，为构建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链理论提供基础。
随着知识逐步取代物质资源愈来愈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的竞争

优势来源于知识与创新的企业竞争优势。生产模块化实际上是应对知识密集

型任务的一种分工和组织方法，也是对消费需求个性化趋势的一种反映，更是

对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一种追求。芮明杰、刘明宇在《模块化网络状产业链的

知识分工与创新》一文中，透过知识视角考察模块化生产的本质，分析了以模块

化生产为基础的网络状产业链的知识分工模式，以及知识创新的ＳＥＣＩ过程，揭

示分散的知识创新是网络状产业链区别于线性产业链的一个根本差异。
随着分工的演进和市场竞争的深化，知识整合已经由企业内部扩展到企业

组织之间，知识的共享和转化开始在产业链的层面上发生。芮明杰、刘明宇在

《网络状产业链的知识整合研究》中发现，对于网络状产业链，资产关联服从于

知识的关联，知识整合是网络状产业链整合的实质。企业组织间的ＳＥＣＩ过程

构成了网络状产业链的知识整合平台，“巴”在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网络状产

业链由知识冲突引发ＳＥＣＩ过程，从企业隐藏知识到产业链明晰知识的转换结

果是标准的演化。
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都在争取获得更强的市场势力，通过对上游或者下游

企业施加纵向约束来获得更多的利益。基于零售商垄断势力的纵向关系主要

有两种：零售商的抗衡力量以及零售商向生产商实施纵向控制。张赞在《基于

零售商垄断势力的纵向关系的研究综述》一文中，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这两个方

面的理论成果，并提出未来需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发展方向。

产业规制问题

“行政性垄断”是我国垄断或寡头垄断产业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最

为显著的区别，白让让在《行政权力、纵向约束与管制困境》一文中，通过对相关

案例的分析表明，在缺乏有效规制和监管的条件下，“行政性垄断”与市场势力

相结合，严重地阻碍了这些产业的市场化进程。突出表现就是垄断企业依托行

政性权力，通过市场进入、产权安排、价格制定、技术标准和市场划分等诸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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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来限制有效竞争的形成，即通过市场圈定将潜在的进入者从市场中排斥出

去，以创造和维持非经济意义上的垄断势力。由于行政权力与规制权力的非平

衡配置，规制机构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以及政企合谋的存在，这些反竞争行为

却无法得到有效的规制和约束。因此，强化管制者的独立性和权威是管制重建

的重要环节。
基于城市供水必需品的公共利益特征和自然垄断性特征，世界各国一直对

其实行严格的政府规制。在城市供水的政府规制中，人们一直关注的焦点问题

是价格规制，即规制者如何在防止供水企业进行垄断定价的同时，激励企业提

高效率，以实现企业的财务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英国在公用事业中实行的激励

性规制是一个较为成熟的模式，被视为成功的典范。李眺在“激励性规制在城

市供水产业中的应用研究———英国城市供水产业的价格规制经验”一文中，详

细阐述英国城市供水领域中实行的激励性价格规制体系、价格规制的具体方

法，在此基础上探讨激励性价格规制形式对我国城市供水改革的借鉴意义。
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的实施源于自２００２年开始的电力供应紧张，这通过产

业链传递到上游煤炭产业，导致电煤供应紧张。但是，煤电价格联动导致的电

力价格上涨的成本最终要由全社会承担，因此必须谨慎实施煤电价格联动机

制，最大程度地减轻其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借鉴美国

电力产业实施燃料调节条款所取得的经验并吸取其教训，不断调整与改进现有

方案，再辅之以其他配套措施，才能实现煤炭与电力产业向市场化进程过渡中

的有效适应。于立宏在《美国电力产业燃料调节条款及其启示》一文中，系统总

结了美国电力产业普遍采用的燃料调节条款及其对电力企业绩效的影响，分析

了我国现行的“煤电价格联动”方案，以及与美国燃料调节条款之间的差异，以

此作为基准，对煤电价格联动方案的顺利实施提出了政策建议。
不同的法律监管框架对于审计质量有很大影响。李眺在《法律监管与审计

质量提供———产业组织视角的分析》一文中认为，由于审计服务固有的信任品

特征，市场机制难以确保有效的审计质量提供。而法律监管对审计师具有较强

的事前威慑力，法律监管越严格，审计师的努力程度越高，相应的审计质量越

高。在将审计的外部性纳入到社会福利的分析时，严格责任制度将是一种帕累

托改进的法律制度。在中国，长期以来对于审计师的法律责任制度都存在着缺

失，导致了人们对于外部审计制度的一种普遍不信任。因此，加强审计师的法

律监管将是提高我国证券市场审计质量的明智选择。

产业创新问题

创新作为企业的基本活动，与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主要范畴———市场结

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和公共政策———联系紧密。新产业组织理论突破了熊

彼特假说的局限，将产业特性、市场力量等其他产业组织因素纳入技术创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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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同时借鉴和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研究了技术创新对产业组织演

进的作用机制。芮明杰、余东华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中技术创新思想的演进

与发展》一文中回顾、总结了新产业组织理论中技术创新思想的演进历史和最

新进展，认为正是由于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视角的转换，技术创新思想已经

成为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中极具活力和影响力的研究领域。
当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已加入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但是在整

个国际分工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如何摆脱我国始终徘徊在产业链中处于低

附加价值模块生产的困境，进行本国高科技产业的创新和升级是我国目前急于

解决的问题。伍华佳的《模块化时代中国高科技产业创新与升级———以两岸信

息产业竞争与合作为例》一文，研究了在电子信息产业，台湾与大陆各自的竞争

优势，分析了两岸电子信息产业如何通过全方位的合作形成战略联盟，实现优

势互补，以中国特有的竞争优势走向亚洲市场乃至全球市场。
张洁、苏多坚的《美国、日本和德国促进 Ｒ＆Ｄ活动的比较研究》一文，则选

取了美国、日本和德国作为典型对象，从Ｒ＆Ｄ政策机制、法案法规、中介机构三

个方面进行阐述，研究政府在本身承担 Ｒ＆Ｄ 活动、参与 Ｒ＆Ｄ 成果转化和

Ｒ＆Ｄ产业化过程中采取的政策，为我国政府建立促进自主创新的产业环境和

法律体系提供借鉴。
随着新兴产业的迅猛发展，标准的创新也成为产业创新的重要表现形式。

由此，标准竞争日趋激烈，技术标准联盟正在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联盟形

式。严清清、胡建绩的《技术标准联盟及其支撑理论研究》一文，主要根据国内

外的相关资料对技术标准联盟的定义及其相关的支撑理论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提出技术标准理论和战略联盟理论是研究技术标准联盟的基本理论，它们与外

部性理论、技术生命周期理论、组织理论、竞争理论和博弈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研究技术标准联盟的相关支撑理论体系。
２００７年６月教育部下文，我们复旦大学产业经济学科第三次被确认为国家

重点学科，这是对我们多年的努力研究与教学工作的高度肯定，同时也给了我

们巨大的压力，因为在评审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也看到了兄弟院校

同行所取得的重大成绩。作为我们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复旦产业评论》
的编辑出版希望进一步得到国内外同行的鼎力支持，使之成为产业经济研究成

果发表的重要园地。

芮明杰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０日

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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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产 业 竞 争 力



产业竞争力的新钻石模型

芮明杰

　　摘　要　在知识经济的今天，人力资源、智力资本和知识创新已经是资源

配置中的关键要素，成为一个国家产业发展的最主要的资源，在国际产业竞争

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产业的竞争力从本源上看应该是内生的，
产业竞争力的本源性变量应该是产业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但也取决于该国产

业参与世界产业体系的程度与在其中的位置。
关键词　产业竞争力；创新能力；新钻石模型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ｏｒｔ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ｆａｍｏｕｓ“ｄｉａｍｏｎｄｍｏｄｅｌ”ｔｏ
ｍａｒｋｔｈｅｆｏｕｒ“ｋ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ｈｅ“ｎｅｗｄｉａｍｏｎｄｍｏｄｅｌ”ａｄｄｓ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ｖ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ｈｉｓｗａｙ，ｉｔｃａｎ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ｒ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ｎｅｗｄｉａｍｏｎｄ
ｍｏｄｅｌ

一

在当代国际产业竞争中，人们发现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力资源丰富为特征的

比较优势越来越难于实现，或者需要借助外资才能实现。这是因为，当代国际

产业竞争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人力资源的素质在国际竞争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使劳动

力作为生产要素具有主动性、伸缩性的特点突现出来，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劳

动熟练程度、劳动态度等比劳动力的数量更为重要。
第二，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在产业和企业发展中具有主导性、战略性作用，

而传统生产要素的地位下降。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

天、海洋开发等为主的新科技革命，对生产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一方面，
新科技革命产生了一批节能、低耗的新技术，降低了传统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

中的地位，特别是减轻了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自然资源可以被改良、再造，
也可以被新材料所替代；经过人力投资，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又可克服劳动力数量不足的局限。因此，传统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

３

 原文发表于《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中的地位下降了。
第三，企业计划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提高了。在李嘉图时代，企业还

是传统式的家庭小企业和小工场手工业，企业在资源配置中不占主导地位，资

源配置主要靠市场机制。因此，比较优势注重市场价格机制，强调的是价格竞

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跨国公司这种最典型的现代企业制度大量出

现，已成为重要的资源配置主体和竞争主体。跨国公司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是，围绕其全球竞争的战略目标，对全球产业进行整合，将具备供求关系的上、
下游产业分布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以互相利用优势，实现战略资源的真正共

享。与全球垂直一体化的生产体系相适应，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得到很快发

展，打破了过去那种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的分工。在这样的全球经济格局

下，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合战略优势资源相比，发展中国家仅仅根据

要素禀赋原则组织生产，在国际市场中并不一定具有优势。因此，发展中国

家的产业发展，除了要发挥比较优势外，还要构筑产业的竞争优势。只有培

育产业竞争优势，才能最大限度地持续地获得国际分工的利益，比较优势才

能通过产业竞争优势得以实现。

二

产业比较优势转化竞争优势的过程，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包括现代化的基

础设施、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科技创新能力、相关的支持性产业、有效竞争的市

场结构、增长的国内需求条件等。迈克尔·波特认为，各个产业对其经营环境

有不同的要求，相同的国内环境会特别有利于某些产业的发展，造成这些产业

特别发达，同时特别阻碍另一些产业，使其变得特别落后。为了对产业竞争优

势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他提出了一个“关键因素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产业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

迈克尔·波特的基本观点是，一国的国内经济环境对产业竞争优势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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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其中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因素有四项：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性

产业及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这四个因素可能会加快本国产业竞争优势

的培育，也可能造成产业发展停滞不前。在一个国家的众多产业中，最有可能

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是在国内这四个关键因素中特别有利的那些产业。因此，
“关键因素”是一个国家产业竞争优势最重要的来源，被称为影响产业竞争优势

的“钻石体系”。
第一个关键因素是生产要素，它指的是生产某种产品所需要的各种投入，

其中包括：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以及基础设施。生产要素

可进一步分为初级生产要素（ｂａｓｉｃｆａｃｔｏｒ）和高级生产要素（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ｆａｃｔｏｒ）两

类。初级生产要素是指一国先天拥有或不用太大代价就能得到的要素，如天然

资源、地理位置、气候、非熟练或半熟练劳动力、融资等；高级生产要素指通过长

期投资或培育才能创造出来的要素，如现代化的通信基础设施、高质量人力资

源、大学和研究机构等。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的升级，初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正

在日渐下降，高级生产要素的获得和培育对于国际竞争来说更具有意义。
第二个关键因素是需求条件，它指的是国内市场对某类产品或服务的需

求。迈克尔·波特认为，国内市场的大小及性质不但影响生产的规模和效率，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产业发展的动力，会刺激本国企业对产品或服务的改进

和创新。本国市场要促进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必须细分市场的需求结构，要

善于满足老练而挑剔的客户需求，要能够预期需求走向。
第三个关键因素是相关和支持性产业，它是指与某个产业相关联的上游产

业和互补性产业。支持性产业主要是指提供原材料、零部件、机械设备等上游

产业，能为下游产业快速、有效地适应市场需求变动、降低成本、提高竞争优势

创造了条件。相关产业是指因共用某些技术、共享同样的营销渠道或服务而联

系在一起的产业或具有互补性的产业，可以合作、分享信息，甚至在电脑、设备

和应用软件等方面能够互补，形成相关产业在技术、流程、销售、市场或服务上

的竞争优势。
第四个关键因素是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它是指企业在一个特定

的国家环境中如何创立、组织、管理公司，以及竞争对手如何。在不同的国家

中，相同产业的公司在目标、策略及组织形式等方面大相径庭。产业竞争优势

就是各种差异条件的最佳组合。如果某一产业的公司在公司目标、策略及组织

形式等方面的选择与该国产业竞争优势资源恰好相符合，则该产业的竞争优势

将充分地展现出来。一个国家内部市场的竞争结构也会对产业竞争优势产生

重大影响，激烈的国内竞争是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的最有力的刺激因素。
迈克尔·波特认为，除了上述四种主要影响因素外，还有两个重要变量可

能对产业竞争优势产生重要影响，这就是机遇和政府（见图２）。机遇是那些超

出企业控制范围内的突发事件，如技术的重大创新、石油危机、战争等。机遇可

以打破现存的竞争环境、竞争秩序，创造出“竞争断层”。这种断层的出现虽然

５产业竞争力的新钻石模型



可以使原有产业的竞争地位丧失殆尽，但也提供了新的机会。政府通过在资本

市场、补贴、生产标准、竞争条例等方面的政策直接影响到企业、产业的竞争优

势。Ｑ．约翰逊在对亚洲新兴工业国或地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进行分析

后也强调指出：为了经济的发展，一个发展导向的集权的“硬的”政府是必要的，
因为它为投资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并且为政策的有效贯彻提供了所需的机构。
但是，机遇和政府对竞争优势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同样的机遇给不同的企业

可能造成不同的影响，能否利用机遇以及如何利用机遇还是取决于四种基本因

素。政府对产业竞争优势的作用主要在于对四个关键要素的引导和促进上。

图２　产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因素

基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扩张，要求产业的发展要以比较优势为基

础，但更重要的是培育和提升产业竞争优势。

三

中国产业必须找到在世界产业体系中的位置不断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制

度变革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条件，但产业竞争力不会因为制度的变革自动

地强大起来。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按照迈克尔·波特教授的看法，一个

国家产业的竞争力与该国的要素禀赋、需求条件、相关产业支持、市场结构形态

相关，一个国家产业的竞争力就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这个看法虽然有道理，
但我认为不够全面。正是因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一个国家产业的竞争力从本源

上看应该是内生的，但也取决于该国产业参与世界产业体系的程度与在其中的

位置。何况波特教授对竞争力的内生性变量的把握我认为还是浅层次的。我认

为产业竞争力的本源性变量应该是产业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因为我们已经看到

有这样的案例即它的要素禀赋、需求条件、相关产业支持、市场结构形态不一定很

符合波特教授的要求，但它的产业确有相当大的竞争力，如日本、韩国等等。
我对波特教授的钻石结构做了一点修改，见图３。从图３中可以看到，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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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新钻石模型

波特教授的钻石体系加了一个核心，有了这个核心才能真正发展出自己产业的

持续的竞争力。因此，我认为中国产业发展的现在与未来首先要培养自己的知

识吸收与创新能力，其次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在产业链中谋

求好的位置，进而保持与发展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产业竞争力。具体来说：
第一，通过各种政策，激励企业走自主创新之路，发展形成产业竞争力。
（１）逐渐将出口补贴政策转变为研发投资补贴。当前的出口补贴政策，导

致相当一部分企业着眼于技术含量低、投入少、进入门槛低的产业，这类企业往

往在占用了大量出口配额、造成环境污染后，并不能真正赚取利润，它的生存之

道就是出口补贴所得。因此，将出口补贴政策转变为研发投资补贴有利于企业

的产品结构、我国的产业结构向科技含量高、自主创新能力强、国际竞争力高的

方向上健康发展，而且，这一政策并不需要政府额外承担财政负担。当然，牵扯

到的税收制度变更不一定能由区政府决定，但这一方向上的努力肯定是值得

的，毕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全国的一项重要任务。
（２）加大政府在支持产业与企业技术开发方面的直接投入，由主要支持公

共科研项目转变为通过多种形式向企业的研发提供公共资金资助。可以采用

的形式一般包括：拨款，利率补贴，贷款，贷款担保，参股。同时改变目前技术创

新资源由国有大中型企业占主导的配置占有格局，改变以所有制类型为依据的

资源分配方式，建立竞争性的效率导向的资源分配体制，是创新资源向高效率

的企业流动。
（３）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的加速折旧。折旧制度落后，折旧率比较低，导致企

业设备落后，工艺陈旧，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不足。加速折旧虽然从表面上看

来会因多提取折旧导致成本增加，但实质上相当于企业从政府获得一笔优惠的

无息贷款。近两年，北京市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当

年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和为此所购置的单台价值在１０万元以下的试制用关键设

备、测试仪器的费用，可一次或分次摊入成本，对购买国内外先进技术、专利所

发生的费用，经税务部门批准，可在两年内摊销完毕。
（４）鼓励科技创新活动的税收优惠政策。针对新产品和研究开发支出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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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税的优惠政策。具体的实施方案包括“所得税减免”和“应税收入抵扣”。
比如，对在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政

府授予荣誉称号并给予奖励，所获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高新技术企业当年发

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增长１０％以上的，当年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可再

按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的５０％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再比如，国家高科技

园区落户的高新技术企业，工资总额增长幅度低于经济效益增长幅度、职工平

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的，实际发放的工资在计算企业所得

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可允许据实扣除。
（５）通过政府的直接采购政策，为新产品提供市场，扶持新产品的发展。发

挥政府采购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作用。通过预算控制、招投标等形式，
凡纳入浦东新区预算管理的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对于同类产品，优先采

购转化高新技术成果的产品。另外，政府采购往往对资助对象的要求有特定的

要求，中小企业相对而言较难得到这方面的资助。因此，需要通过其他政策，比

如创新基金，增加中小企业获得资助的机会。
第二，要致力于提升生产要素的结构和水平。
在现代国际竞争中高级生产要素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包括高级专业

人才、科技知识、经济信息、基础设施等。因此，“政府最传统也是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创造和提升生产要素”。由于生产要素的标准是不断提高的，越来越高级

化、专业化，一个国家长期的竞争优势不是取决于现在的生产要素，而是要看

“有没有一套能持续提升生产要素的机制”。①政府在提升生产要素结构和水平

中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一要重视教育和训练。强化教育和培训机构是提高产

业竞争优势最有远见、最可行的手段。二要提高研究和开发能力。迈克尔·波

特认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要起着引导、带动的作用，要在政府资金支持下形

成以高等院校为主、专业科研院所为辅的研究开发体制，鼓励企业的研究开发

投资，产学研相结合，把研究开发与产业竞争优势协调起来，促进技术商品化和

技术扩散。三要发展现代化的、高级的基础设施，包括先进的交通运输、后勤补

给和电信设施等。四要培养信息整合能力。政府要扮演收集和传播信息的角

色，建立产业发展信息网。
第三，要致力于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竞争秩序还比较混乱，有的产业存在着过度竞争，有的

产业存在着行业性的垄断，还存在着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问题。这些问题不同

程度上影响了产业竞争力。因此，需要政府创造条件，完善市场竞争环境，使市

场竞争保持活力，又能够发挥规模经济性。政府在创造市场竞争环境方面，一

方面要加快对行业性垄断产业的改革和重组，使自然垄断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分

离，加强对自然垄断的规制，扩大竞争性业务的市场准入；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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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１５页。



反垄断法、市场公平交易法、行业守则和行规，整顿市场竞争秩序，打破地方保

护主义，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第四，要致力于扩大国内需求。
国内市场需求对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本国企业在满

足国内需求、把握国内市场机遇和创造竞争优势等方面，要比国外企业容易，也

要比在国外市场容易，有利于本国企业的成长；另一方面，国内市场需求的成长

和规模的扩大，会刺激企业扩大投资、引进先进技术、更新设备，相反，国内市场

需求缓慢，则会使企业的投资和设备更新趋于保守，不利于企业成长。同时，如

果国内市场规模太小，成长慢，会使本国产业对国外市场过度依赖，容易受国际

市场波动和保护主义影响。当然，这不是说，开拓国际市场不重要。实际上，国

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延伸，有利于产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但是，满足国内

市场是开拓国际市场的基础，是产业竞争力的基本动力和源泉。因此，对那些

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限制特定产品消费的政策要进行清理，创造良好的消费

环境，为产业竞争力创造宽松的市场需求环境。
第五，要致力于制度创新。
基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竞争力，实质上是社会资源的流动和重新

组合。因此，完善的市场机制是产业竞争力的最重要的制度条件。当前，很重

要的一个问题是继续调整所有制结构，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又积极鼓励和

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为产业竞争力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

微观基础。一方面，要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继续推进

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缩小国有经济战线；另一方面，要清理限制非国有

经济发展的政策性限制，扩大非国有经济的市场准入，为产业竞争力创造更灵

活的微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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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我国出口导向企业
实施 ＲＲＣ战略的理论依据

罗云辉

　　摘　要　本文探讨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以产量竞争的方式争夺出口市场

的情况下，本国政府对本国企业实施提高竞争对手成本（ＲＲＣ）战略的投资进行

补贴的理论依据。通过两次运用两阶段博弈，本文对由补贴政策、企业ＲＲＣ投

资、产量和利润水平决定构成的三阶段博弈进行了因果关系的比较静态分析，
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对本国企业 ＲＲＣ投资补贴有利于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

产量、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增加，也有利于本国社会总福利水平的增加，对外国企

业产量、利润和社会福利则形成负面影响。由于 ＲＲＣ战略较之掠夺性定价温

和且更易实施，这一补贴政策对于保持我国出口稳定增长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关键词　ＲＲＣ战略投资补贴；出口；产量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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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ｔｉｓ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ｅａｓｉｅｒｔｏ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ｙｐｒｉｃ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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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ＲＣ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ｕｂｓｉｄｙ；ｅｘｐｏｒｔ；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引　　言

近几年来，我国出口额的增长率每年达到２５％左右，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

国，出口因素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１／３以上，继续保持出口收益的持

续、稳定增加具有重要意义。出于若干复杂的原因，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抬

头，旨在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多哈回合谈判进展艰难，我国未来的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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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当前，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是，由于生产成本优势和国

内出口企业间的竞争，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往往具有价格优势，而贸易

保护主义者常常藉此对我国企业利益进行损害。譬如，世界贸易组织从１９９５
年成立到２００４年，共进行了２５００项反倾销调查，针对中国内地企业的就有

３８６项，其中在２７２项中我国企业遭到了加征１００％以上关税的处罚。之所以

有如此高比例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和胜诉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世贸组织某

些规则的不合理和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滥用。在２００１年我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时，接受了在２０１５年前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条件，这是美国等

国同意我方加入世贸组织的前提，亦是我国可接受的代价。根据世贸组织规

则，成员国在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商品的“正常”价格水平时，可以使用

属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且享有市场经济地位的第三国（地区）的价格作为参

考。问题是，出口产品本身往往正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产品，以所谓“第三

国”该商品的价格为标准，当然很容易得出倾销的结论。事实上，如果以国内商

品价格作为参照，中国会在大部分反倾销调查中获胜。①

迄今，在世界贸易组织１４９个成员经济体中，尚有９０个没有承认我国的市

场经济地位，而在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５９个成员经济体中，与我国双边贸

易额达到１０００亿美元以上的仅韩国一国。许多重要的出口市场国仍然出于某

些政治目的和受其国内部分利益集团的影响，试图继续不予承认我国的市场经

济地位，并设法利用世贸组织的上述规定和其他途径阻碍我国产品顺利出口。②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沿用原有的出口模式极有可能还会遭遇“反倾销”诉讼和其

他贸易壁垒，对出口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当前，中央强调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鼓励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

业结构，这将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出口收益，化解贸易争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

量。与这一形势和要求相适应，我们需要在具体的政策层面上做出调整和应

对，并将这类政策构筑于严谨的理论分析基础之上。
为减少反倾销诉讼，保障我方利益，提高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支配力

（ｍａｒｋｅｔｐｏｗｅｒ）无疑是一条有吸引力的途径。拥有市场支配力即我方企业面

临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的需求曲线，从而具有直接通过自身产量决策影响价格和

收益水平的能力。这样，制定较高的国际市场价格既可提高我国出口企业的收

益，又不易引发其他国家的生产商提起反倾销诉讼。问题在于，要提高市场势

力，就需要产品本身具有相当程度的差异化水平，以致能与其他国家出口商的

同类产品相区隔，从而形成一个替代性低、相对独立的市场；或者使国际市场生

产同类产品的他国企业数量或规模减少。就提高产品差异化水平而言，技术水

１１扶持我国出口导向企业实施ＲＲＣ战略的理论依据

①
②

参见《参考消息》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０日第４版的相关报道。
譬如，美国于２００５年４月通过了一项允许向他们认为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提起反出口补贴诉讼

的法案，一些国会议员甚至在５月份提议美国企业提起针对中国的反补贴诉讼。



平提升和广告等各项投入增加是基本途径。但是，我国目前的要素禀赋、产业

结构以及解决就业的迫切压力，不太可能短时期内在整体上实现出口产品能级

和纵向差异化水平的大幅跃升，而九年之后我国已然自动获得世界贸易组织市

场经济国家地位。也就是说，从长远来看，产品差异化是优化我国出口结构的

重要途径，但毕竟我们在短期内也面临保障出口顺利增长的迫切任务，为此还

需要其他政策措施。
至于减少其他国家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数量或规模，就牵扯到“排他性战

略”（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的使用。排他性战略中，最常见的是采用“掠夺性定

价”，即企业通过初始阶段的低价格，迫使竞争对手无利可图（或预期无利可图）
而退出市场，其后再利用由此获得的市场势力提升价格，弥补和扩大总收益。
根据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成果，掠夺性定价在完全信息的背景下是不可能奏效

的。①这里的信息主要指企业的成本信息。事实上，我国遭受反倾销诉讼的出口

企业，由于大都处于产品或产业价值链的相对低端部分，生产成本是比较容易

被测算的，从而往往不满足实施掠夺性定价的先决条件。退一步，即使成本信

息难以被估算，我国企业实施掠夺性定价也存在不可行因素。按照 Ｍｉｌｇｒｏｍ和

Ｒｅｂｅｒｔｓ、Ｋｒｅｐｓ和 Ｗｉｌｓｏｎ分别于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６年完成的理论分析，在成本信

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实施掠夺性定价策略的企业必须至少在连续两期内实施低

价，才可能诱使其他在位企业退出市场或潜在进入企业不进入。②问题是，我们

即使尚未制定掠夺性低价就已遭受如此之多的反倾销诉讼和“特别保护措施”，
实施至少两期的更低价格将竞争者排挤出市场，无疑更增加了遭受抵制的可

能，造成实际效果与目的背道而驰。
这就是说，通过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势力来缓解我国大量出口企业面

对的困局，要么不易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要么很可能在未达到目的之前就已引

致出更大的贸易争端。为此，我们需要探讨其他的可行途径。
在本文中，我们试图论证“提高竞争对手成本”（ｒａｉｓｉｎｇｒｉｖａｌｓｃｏｓｔｓ，下文简

称ＲＲＣ）战略是一项当前对外贸易形势下，既能有效提高我国出口收益，又能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反倾销诉讼，同时不以出口企业具有市场势力为必要条件的策

略性行为。政府通过若干扶持出口企业实施 ＲＲＣ战略的政策措施，可以提高

出口企业的利润和国内社会福利水平，同时有利于缓和外贸争端，营造稳定良

好的外贸环境。
需要说明的是，通常人们将政府干预的范围限于垄断、信息不对称和外部

效应，即所谓的市场失灵领域。这样来看，关于出口的政府干预政策似乎缺乏

足够的依据。应当说，这些对政府合理干预范围的界定是微观经济学基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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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关这一点的论述，可见以 ＭｃＧｅｅ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一系列论著和Ｓｅｌｔｏｎ著名的“连锁

店悖论”。

Ｍｉｌｇｒｏｍ和Ｒｅｂｅｒｔｓ、Ｋｒｅｐｓ和 Ｗｉｌｓｏｎ的论证内容业已进入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在此略过。



福利最大化的分析。然而，在牵扯到国际贸易时，传统理论中的“社会”与某一

国家或政府代表的社会范围相重合这一不言自明的假设就不再成立。一国的

政府考虑的是如何最大化本国福利，而不是将他国福利也同等程度纳进来权

衡。这样，一国的干预政策尽管可能不是最大化“国际社会”福利的，但却最

大化本国福利，于是，站在本国的立场，干预政策就可能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

要性。
本文第二部分就Ｓａｌｏｐ和Ｓｃｈｅｆｆｍａｎ（１９８７，１９９３）对ＲＲＣ战略的分析给出

几何图示，说明以价格为选择变量情形下ＲＲＣ战略实施的依据；第三部分基于

企业数量竞争和若干假设，分析一国企业实施 ＲＲＣ战略对自身及竞争同一出

口市场的他国企业均衡产量和利润水平的影响；第四部分研究本国政府对本国

出口企业实施ＲＲＣ战略进行补贴（或处罚）时，彼此竞争的各国出口企业各自

的均衡产出水平及本国政府的最优补贴额度；第五部分引申出几点政策建议；
第六部分则是简单的小结。

以价格为选择变量的ＲＲＣ战略———
Ｓａｌｏｐ和Ｓｃｈｅｆｆｍａｎ分析的几何图示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６８）、Ｅａｓｔｅｒｂｒｏｏｋ（１９８１）、Ｇｉｌｂｅｒｔ（１９８１）、Ｓｃｈａｒｆｓｔｅｉｎ
（１９８４）等人曾分别对ＲＲＣ战略的某些具体做法和相关内容作出分析。比如，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关于美国叶绿泥石采矿行业案例的分析，就说明了全行业劳动工资

合同是如何因更大程度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成本而有利于资本密集型

企业利润的，尽管后者也为此增加了成本。现实经济中，许多企业在自觉地实

行这样的战略举措。比如，沃尔玛（ＷａｌＭａｒｔ）在美国的零售店中，非管理层的

员工平均时薪约在８．２３美元到９．６８美元之间，高于该国目前５．１５美元／小时

的最低工资标准，也高于其竞争对手 Ｋｍａｒｔ和 Ｔａｒｇｅｔ６．７５美元的时薪。为

此，一向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的沃尔玛于２００５年在美国国会山积

极游说当局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尽管美国还有约５％的人失业。显然，建议

的实施效果并不会影响沃尔玛的成本，但其竞争对手却会因此而付出更高的薪

资成本。
１９８３年，Ｓａｌｏｐ和Ｓｃｈｅｆｆｍａｎ将ＲＲＣ战略提炼为一个独立主题加以论述，

并在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９３年完成了较为详细的分析。Ｓａｌｏｐ和Ｓｃｈｅｆｆｍａｎ的分析是

以企业将价格作为竞争的最终选择变量为前提的，基本思路如图１所示。譬如

一个竞争性产业的供给曲线由三段梯度水平线构成：Ｉ１ 段对应产出及生产能力

在小于Ｑ１ 的范围内具有不变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ｃ１ 的生产者；Ｉ２ 段对应产出

及生产能力在Ｑ１—Ｑ２ 的范围内具有不变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ｃ２ 的生产者；Ｍ
段对应的生产者没有生产能力约束，具有ｃｍ 的不变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均

衡点对应Ｑ的产出水平和ｃｍ 的竞争性价格。由于ｐ＝ｃｍ ＞ｃ２＞ｃ１，Ｉ１、Ｉ２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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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生产者都拥有边际内租值。

图１　Ｓａｌｏｐ和Ｓｃｈｅｆｆｍａｎ对　
ＲＲＣ战略分析的简单图示　

假设某种原因导致 Ｍ 段对应的生产者

的成本升至ｃ′ｍ，则当Ｉ１、Ｉ２ 对应的生产者成

本不变时，Ｍ 段曲线上移，市场均衡产量减

少Ｑ －Ｑ，价格上升到ｃ′ｍ。可以看出，在

这一竞争性市场中，价格由产业的边际成本

（和需求）所决定，即在一定的需求弹性内，价

格随产业边际成本的提高而提高。同时还可

以看到，Ｉ１、Ｉ２ 对应的生产者的利润和市场

份额都增加了。由此可见，如果Ｉ１、Ｉ２ 对应

的生产者能够通过自身的行为使 Ｍ 段曲线

的位置上移而不致自身成本更大幅度地提

高，则采取这类行为是有利可图的。
在图１中，为便于说明而将假设各企业具有平均成本，实际上这一条件并

不重要，可以设想单个企业产量占市场需求的比例很小而各企业的成本水平是

连续的，这样，市场供给曲线就向右上倾了。
不同于Ｓａｌｏｐ和Ｓｃｈｅｆｆｍａｎ以价格作为企业间竞争的选择变量，本文以产

量为战略选择变量。这不仅是因为技术上相对易于处理，而且因为我国的出口

产品中，大多是生产能力具有“沉没性”或“承诺性”的制造业产品①，这使得数量

竞争模型更为适用。

实施ＲＲＣ战略对出口企业均衡产量和利润的影响

假设有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生产某种针对第三国市场出口的同类替代产

品②，只有本国政府对本国企业的ＲＲＣ战略进行补贴（处罚）。即在三阶段完全

信息动态博弈中，第一阶段为本国政府确定对本国企业可置信且为各方所知的

ＲＲＣ战略补贴水平ｓ，第二阶段为彼此竞争的两国企业各自决定实施 ＲＲＣ战

略的投资水平，第三阶段为两企业同时决定均衡产量并产生均衡利润水平。
按照逆向归纳法的思路，我们首先从第三阶段开始分析，而将第一、第二阶

段的相关变量看作外生变量。
设企业ｉ为争夺国际市场的本国或外国企业，其收益Ｒｉ 取决于双方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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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发达国家出口的相当一部分是软件、芯片、娱乐产品及服务贸易等，这类产品的边际成本相对市

场需求往往始终很小（比如复制一部电影胶片）。由于生产能力约束可以认为在生产能力范围之外的边

际成本变得很大，故这类产品可以认为生产能力的约束很小，以市场逆需求函数代替产量并无不妥，从而

企业间的竞争以价格为选择变量来刻画是恰当的。
结论可一般化到多企业。



水平ｙｉ、ｙｊ，企业ｉ除ＲＲＣ投入之外的生产成本为Ｃｉ，ＲＲＣ战略投入水平为

ｘｉ，ＲＲＣ投入的单项成本为ｖｉ，利润水平为：

πｉ＝Ｒｉ（ｙｉ，ｙｊ）－Ｃｉ（ｙｉ，ｘｊ）－ｖｉｘｉ （１）

我们假设ＲＲＣ战略使竞争对手总成本及任一产量水平上的边际成本增

加，但随着ＲＲＣ战略投入水平的增加，提高竞争对手成本的效果越来越不显

著，即：

Ｃｉ

ｘｊ ＞０，Ｃｉ

ｙ（ ）ｉ ｘｊ＞０，Ｃｉ

ｘ（ ）ｊ ｘｊ＜０

考虑到企业ｉ、ｊ生产的是替代品，可假设一方产量的提高会降低另一方的

收益及边际收益，即Ｒｉ
ｊ ＜０，Ｒｉ

ｉｊ ＜０。
设函数πｉ 具有连续偏导数，则纳什均衡产出水平的最大化一阶必要条件和

二阶充分条件分别为：

πｉ
ｉ＝Ｒｉ

ｉ（ｙｉ，ｙｊ）－Ｃｉ
ｉ（ｙｉ，ｘｊ）＝０ （２）

πｉ
ｉｉ ＝Ｒｉ

ｉｉ（ｙｉ，ｙｊ）－Ｃｉ
ｉｉ（ｙｉ，ｘｊ）＜０ （３）

首先分析两企业产量ｙｉ、ｙｊ之间的关系。在这最后阶段的博弈中，应将前

一阶段博弈中的ＲＲＣ战略投入水平ｘｉ 视做既定的外生参数，由此，考察ｙｉ、ｙｊ

之间的关系时，可将ｘｊ看作常数。这样，对（２）式全微分可得：

Ｒｉ
ｉｉｄｙｉ＋Ｒｉ

ｉｊｄｙｊ－Ｃｉ
ｉｉｄｙｉ＝０ （４）

即：

ｄｙｊ

ｄｙｉ ＝－（Ｒｉ
ｉｉ－Ｃｉ

ｉｉ）
Ｒｉ

ｉｊ
＝－πｉ

ｉｉ

Ｒｉｊ
＜０ （５）

这说明，企业１、企业２之间出口产量的竞争是战略替代型的，各自对对方

产量变化的最优反应是向与其呈相反的方向调整。
再考察ｙｉ、ｙｊ与ｘｊ之间的关系。由于ｘｊ是处于ｙｉ、ｙｊ前一阶段的变量，故

此时宜将ｘｊ视为外生变量。（２）式对ｘｊ求导，可得：

Ｒｉ
ｉｉ
ｄｙｉ

ｄｘｊ＋Ｒｉ
ｉｊ
ｄｙｊ

ｄｘｊ－Ｃｉ
ｉｉ
ｄｙｉ

ｄｘｊ－
Ｃｉ

ｉ

ｘｊ ＝０ （６）

即：

πｉ
ｉｉ
ｄｙｉ

ｄｘｊ＋πｉ
ｉｊ
ｄｙｊ

ｄｘｊ－
Ｃｉ

ｉ

ｘｊ ＝０ （７）

同样，企业ｊ最大化一阶必要条件为：

πｊ
ｊ＝Ｒｊ

ｊ（ｙｉ，ｙｊ）－Ｃｊ
ｊ（ｙｊ，ｘｉ）＝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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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ｘｊ求导，可得：

πｊ
ｊｉ
ｄｙｉ

ｄｘｊ＋πｊ
ｊｊ
ｄｙｊ

ｄｘｊ ＝０ （９）

（７）式、（９）式联立得：

πｉ
ｉｉ πｉ

ｉｊ

πｊ
ｊｉ πｊ

ｊ

熿

燀

燄

燅ｊ

ｄｙｉ

ｄｘｊ

ｄｙｊ

ｄｘ

熿

燀

燄

燅ｊ

＝
Ｃｉ

ｉ

ｘｊ
熿

燀

燄

燅０
（１０）

按照克莱姆法则：

ｄｙｉ

ｄｘｊ ＝
πｊ

ｊｊ
Ｃｉ

ｉ

ｘｊ

πｉ
ｉｉπｊ

ｊｊ－πｉ
ｉｊπｊ

ｊｉ

（１１）

ｄｙｊ

ｄｘｊ ＝
－πｊ

ｊｉ
Ｃｉ

ｉ

ｘｊ

πｉ
ｉｉπｊ

ｊｊ－πｉ
ｉｊπｊ

ｊｉ
＝

－Ｒｊ
ｊｉ
Ｃｉ

ｉ

ｘｊ

πｉ
ｉｉπｊ

ｊｊ－πｉ
ｉｊπｊ

ｊｉ

（１２）

我们可以稳妥地假设每个企业自身产量变化对边际利润的影响程度超过

竞争对手产量变化对边际利润的交叉影响。即：

πｉ
ｉｉπｊ

ｊｊ＞πｉ
ｉｊπｊ

ｊｉ
①

又因为πｊ
ｊｊ＜０，πｊ

ｊｉ＝Ｒｊ
ｊｉ＜０，Ｃ

ｉ
ｉ

ｘｊ ＞０，可得：

ｄｙｉ

ｄｘｊ ＜０，ｄｙ
ｊ

ｄｘｊ ＞０

ｄｙｉ

ｄｘｊ ＜０意味着企业ＲＲＣ战略投资的增加将导致竞争对手的均衡产量减

少，这符合一般的预期。值得注意的是，ｄｙ
ｊ

ｄｘｊ＞０，说明ＲＲＣ战略投资使得实施

者自身均衡产量增加，这不同于通常所见的成本增加对应于自身产量的减少。
我们明确了企业进行 ＲＲＣ战略投资对自身及竞争对手均衡产量的影响，

就可将分析上溯到第二阶段，内生化ＲＲＣ战略投资水平。一阶条件（２）式的解

取决于ｘｉ 和ｘｊ，因此ｙｉ、ｙｊ分别是ｘｉ 和ｘｊ的函数。企业ｉ的利润函数就可直

接表示为：

Πｉ＝πｉ（ｙｉ（ｘｉ，ｘｊ），ｙｊ（ｘｉ，ｘｊ），ｘｉ，ｘｊ）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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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条件对绝大多数需求和成本函数是成立的，同时保证了均衡的唯一性和稳定性。参见

Ｎｉｋａｉｄｏ（１９６８）。



最大化一阶必要条件为：

Πｉ
ｉ＝πｉ

ｉｙｉ
ｉ＋πｉ

ｊｙｊ
ｉ－ｖｉ＝０ （１４）

由于πｉ
ｊ ＝Ｒｉ

ｊ，且根据包络定理，πｉ
ｉｙｉ

ｉ＝０，故（１４）式可表达为：

Πｉ
ｉ＝Ｒｉ

ｊｙｊ
ｉ－ｖｉ＝０ （１５）

又ｙｊ
ｉ＝

ｄｙｊ

ｄｘｉ ＜０，Ｒｉ
ｊ ＜０，可得：

ｖｉ＝Ｒｉ
ｊｙｊ

ｉ＞０ （１６）

成本最小化要求Ｃｉ
ｉｙｉ

ｉ＋ｖｉ＝０，即ｖｉ＝－Ｃｉ
ｉｙｉ

ｉ＜０。

可见，ＲＲＣ战略投资的策略性效应πｉ
ｊｙｊ

ｉ为正，使得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行为

与成本最小化的要求并不一致。这说明，由于企业的 ＲＲＣ战略投资存在因减

少竞争对手产量而增加自身利润的策略性效应，因此企业会为利用此效应进行

额外的ＲＲＣ战略投资，而不是局限于追求成本最小化。

政府对本国企业ＲＲＣ战略投资补贴（征税）
的效应及最优补贴

本部分我们探讨出口企业的最优ＲＲＣ战略投资水平与外生的某一国政府

ＲＲＣ战略补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内生化补贴数，寻求第一阶段政府的最优

ＲＲＣ战略投资补贴决策。
企业ｉ的利润函数为：

Πｉ（ｘｉ，ｘｊ，ｓ）＝Ｒｉ（ｙｉ（ｘｉ，ｘｊ），ｙｊ（ｘｉ，ｘｊ））－Ｃｉ（ｙｉ（ｘｉ，ｘｊ），ｘｊ）－
（ｖｉ－ｓ）ｘｉ （１７）

其中，ｓ为企业ｉ所在国政府对其ＲＲＣ战略投资补贴或税收（ｓ＞０为补贴，ｓ＜
０为征税）。ｓ值先于ｘｉ、ｘｊ确定，是可置信的“共同知识”。

企业ｉ、ｊ最大化利润的一阶必要条件分别为：

Πｉ
ｉ（ｘｉ，ｘｊ，ｓ）＝０ （１８）

Πｊ
ｊ（ｘｉ，ｘｊ）＝０ （１９）

二阶条件为：

Πｉ
ｉｉ ＜０，Πｊ

ｊｊ ＜０

分别对（１８）式、（１９）式全微分可得：

Πｉ
ｉｉｄｘｉ＋Πｉ

ｉｊｄｘｊ＋Πｉ
ｉｓｄｓ＝０ （２０）

７１扶持我国出口导向企业实施ＲＲＣ战略的理论依据



Πｊ
ｊｉｄｘｉ＋Πｊ

ｊｊｄｘｊ＝０ （２１）

即：

Πｉ
ｉｉ Πｉ

ｉｊ

Πｊ
ｊｉ Πｊ

ｊ

熿

燀

燄

燅ｊ

ｄｘｉ

ｄｓ
ｄｘｊ

ｄ

熿

燀

燄

燅ｓ

＝
－１
　［ ］０

（２２）

按照克莱姆法则，

ｄｘｉ

ｄｓ ＝
－Πｊ

ｊｊ

Πｉ
ｉｉΠｊ

ｊｊ－Πｉ
ｉｊΠｊ

ｊｉ
＞０ （２３）

ｄｘｊ

ｄｓ ＝
Πｊ

ｊｉ

Πｉ
ｉｉΠｊ

ｊｊ－Πｉ
ｉｊΠｊ

ｊｉ

（２４）

由于（２３）式中的Π与（３）式中π的区别只是在于，前者将三阶段博弈中的前

两阶段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后者将后两阶段博弈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因此，正如我

们此前假设πｉ
ｉｉπｊ

ｊｊ＞πｉ
ｉｊπｊ

ｊｉ，是出于企业自身产量变化对边际利润的影响程度超

过竞争对手产量变化对边际利润的交叉影响，在此假设Πｉ
ｉｉΠｊ

ｊｊ ＞Πｉ
ｉｊΠｊ

ｊｉ，可基

于同样的理由。因此，ｄｘ
ｉ

ｄｓ ＞０，即政府补贴会对本国企业的ＲＲＣ战略投资起

到促进作用。考虑到ｄｙｉ

ｄｘｉ＞０，ｄｙ
ｊ

ｄｘｉ＜０，这将进一步促进本国企业的出口量，抑

制外国企业的出口量。
政府补贴对外国企业ＲＲＣ战略投资的作用取决于（２４）式，亦即Πｊ

ｊｉ 或对称

的Πｉ
ｉｊ 的符号。将（１５）式两端对ｘｊ求导可得：

Πｉ
ｉｊ ＝Ｒｉ

ｊｙｊ
ｉｊ＋ｙｊ

ｉ
ｄＲｉ

ｊ

ｄｘｊ
（２５）

我们分别探讨（２５）式右边两项的符号。

关于第二项，我们已经确知ｙｊ
ｉ＜０。

ｄＲｉ
ｊ

ｄｘｊ ＝Ｒｉ
ｊｉｙｉ

ｊ＋Ｒｉ
ｊｊｙｊ

ｊ，已知Ｒｉ
ｊｉ ＜０，

ｙｉ
ｊ ＜０，ｙｊ

ｊ＞０，可见，当Ｒｉ
ｊｊ≥０时，（２５）式右边第二项肯定为负。Ｒｉ

ｊｊ≥０可以

解读为企业ｊ为提高企业ｉ的成本而增加的投入，会以作用递减的方式减少企

业ｉ的收益，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如同第二部分的分析思路，在外生化前一阶段变量，进行完前一阶段变量

对后一阶段变量比较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就可将前一阶段变量内生化，而把后

一阶段变量作为单纯的自变量（而不再作为更后一阶段变量的函数），进行最优

化分析。
最优化ＲＲＣ战略投资补贴或征税政策的目的在于最大化本国福利Ｗ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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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企业在政府ＲＲＣ战略投资补贴条件下的利润所得减去补贴额。

Ｗｉ＝Πｉ（ｘｉ，ｘｊ，ｓ）－ｓｘｉ （２６）

最大化一阶条件为：

ｄＷｉ

ｄｓ ＝Πｉ
ｉｘｉ

ｓ＋Πｉ
ｊｘｊ

ｓ＋Πｉ
ｓ－ｘｉ－ｓｘｉ

ｓ ＝０ （２７）

Πｉ
ｉ＝０，Πｉ

ｓ ＝ｘｉ，由（２１）式知ｄｘｊ

ｄｓ ＝－
Πｊ

ｊｉ

Πｊ
ｊｊ

ｄｘｉ

ｄｓ
，故（２７）式可表示为：

ｄＷｉ

ｄｓ
熿

燀
＝ Πｉ

ｊ（－Πｊ
ｊｉ

Πｊ
ｊｊ）－ 燄

燅
ｓ ｄｘｉ

ｄｓ ＝０

由（２３）式可得：

ｓ＝－Πｉ
ｊ（Πｊ

ｊｉ

Πｊ
ｊｊ） （２８）

我们已知Πｊ
ｊｊ ＜０，Πｊ

ｊｉ ＜０在通常情况下成立，因此，ｓ的符号取决于Πｉ
ｊ 的

符号。Πｉ
ｊ ＝πｉ

ｉｙｊ
ｊ＋πｉ

ｊｙｊ
ｊ，由于πｉ

ｉ＝０，πｉ
ｊ ＝Ｒｉ

ｊ ＜０，ｙｊ
ｊ＞０，故Πｉ

ｊ ＜０，因此，

ｓ＝－Πｉ烄

烆
ｊ
Πｊ

ｊｉ

Πｊ
ｊ

烌

烎ｊ
＞０。这说明，为最大化本国福利，相对于自由放任或者ＲＲＣ战

略投资征税，政府对出口企业的ＲＲＣ战略投资应进行补贴，且补贴额度由（２８）
式体现。

引申出的几点政策建议

由上述分析可引申出至少如下几点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有些已然在

实施，我们的分析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
１．鼓励我国企业对国外原材料生产企业的收购、兼并和纵向约束。
这不仅是由于我国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稳定的原材料供给，而且还在于，某

些上游原材料是包括我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在内的下游产业的必要投入，通过对

上游产业的纵向一体化，我们可以提高竞争对手的成本，从而有利于我国企业

的利润增长。这尤其适用于我国具有劳动力优势的垄断行业和寡头行业，如氧

化铝产业、石化产业和钢铁产业。政府支持中国铝业、中石油或宝钢等国有大

型企业对国外采矿或原油生产企业的收购、兼并或参股是有益的。另外，国内

企业还可以对竞争对手的某种约束作为与上游企业签订长期购销合同的前提。
由于我国许多产业对于原材料的需求量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较大，这种纵向约

束往往是可行的，这中间可能需要相关行业协会的配合，甚至政府的直接参与。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政策效果明显，往往需谨慎实行。事实上，在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９１扶持我国出口导向企业实施ＲＲＣ战略的理论依据



举行的中美第二轮战略对话中，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就提出：“北京没有与其

他国家共同开发多样化的能源资源，而是采取了看来就像它可以封锁全球能源

供应似的行为。”①看来，对这类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往往还需要从更广泛的视

角来审视、定夺。

２．扶持国内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
随着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对诸多产品制定“标准”成为经济发展所需，因

此，如果政府扶持把本国企业标准上升为行业标准，成为得到ＩＳＯ、ＩＥＣ等国

际组织认可的国际标准，意味着提高了同行业其他企业的成本，从而会有利

于我国企业利润提高和社会福利。目前的情形是，在数万个国际技术标准

中，我国在国际上领先的技术标准仅有１０个左右，有６０％的出口企业不同程

度地遭受到国外技术性壁垒，为此出口总额每年损失高达７００亿美元。因

此，扶持国内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和现实的迫

切性。

３．积极有效利用绿色壁垒等非关税壁垒。
在这方面，欧美国家走在我们前面。比如欧盟２００６年７月开始实施《关

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的指令》，没有达到此标准的电

子电气设备不得在欧盟市场销售。虽然这个指令是针对所有厂商提出的，但

欧盟大部分生产商已将生产基地外移，仍然保留的企业绝大多数已经达到

这一指令的要求，由此带来的成本增加非常小，而我国的生产厂商为达到此

要求就得从产品设计、原材料和检测各方面进行调整改造，相当多厂商的成

本将增加１０％左右。类似的举措我们应予以借鉴，对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

他国优势产业，如生物医药、部分农产品、快餐等设置非关税壁垒或影响相

关标准制定。
４．利用ＲＲＣ战略，争取以较小代价获取外部技术。
在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谈判中，可利用ＲＲＣ战略效果为筹码，争取以较小代

价获取外部技术。许多我国所需，如提高资源利用率、新材料等技术的转让受

到限制，缺乏这类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会增加我国对相关初级产品的需求并可能

推高其价格，反过来有损于技术所有方。②因此，我们可以缺乏技术会导致相关

初级品需求量和价格提高，进而增加技术拥有国成本为可置信的谈判筹码，以

降低获得技术转让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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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参考消息》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９日第８版。
比如，日本拥有从低质、廉价重油中分离出各种成品油成分的技术，这会提高进口原油的利用

率。我国可以缺乏相关技术将提高日本原油进口成本，作为以较低代价受让该技术的筹码之一。要说明

的是，原油是初级产品，即我国获取成品油的代价比日本高，但考虑到下游产业的其他成本，如劳动力、土

地等，对于最终产品（如聚乙烯等），我国的成本优势可能仍然存在，这样的话ＲＲＣ战略才是对我国有利

的。如果单纯考虑初级产品（如成品油），我国成本则是高的（否则不是技术受让方），根据前文分析，这时

只有对方有动力实施ＲＲＣ战略。



５．实施ＲＲＣ战略需要对市场需求有一定的把握。
在实施ＲＲＣ战略导致自身成本提高的过程中，不因市场需求减少或弹性

过大使得竞争对手退出的同时，自身利润亦下降。比如，长虹公司在几年前估

计农村市场很快启动，大量购进彩色显像管，大大提高了竞争对手的原材料成

本，但由于市场需求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增加，反倒造成企业亏损。在国际贸易

中，国际市场需求变动更为剧烈，我国企业往往面临比国内市场更大的风险，因

此，宜在鼓励或实施ＲＲＣ战略时，充分考虑国际市场需求萎缩或未如所料增长

的可能。

小　　结

我们通过两次运用两阶段博弈和逆向归纳法，分析了一个三阶段博弈的最

优解。其中，首先是本国政府对本国出口企业确定ＲＲＣ投资补贴政策和额度；
其次，在此政策背景下两国企业各自决定实施 ＲＲＣ战略的投资水平；最后，两

国出口企业针对第三国市场进行产量竞争并产生均衡利润水平。我们的分析

表明，不同于从宽泛的“国际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得出的不干预政策的结

论，本国政府对本国企业实施提高竞争对手成本的行为进行补贴，不仅有利于

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产量、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增加，而且有利于本国社会总

福利的增加。在我国当前出口增长面临较大保护主义壁垒的情况下，这一政策

结论对于保持出口和宏观经济的继续健康增长有着积极的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的出口产品中，有相当大比例是由外商投资企业或中

外合资企业生产的，①这些企业为我国带来了税收、就业、技术和管理溢出效应

等诸多好处，但毕竟生产者剩余并不完全构成我国的国内社会福利，对这类企

业是否应进行ＲＲＣ战略投资补贴，上文尚不能给出回答。另外，国内企业实施

ＲＲＣ战略在提高国际市场上他国企业成本的同时，也可能提高我国其他企业的

成本，这种情况下政策导向是支持或处罚，也还不能得到解答。而且，我们的分

析基于若干假设前提的成立，这其中，只有本国政府进行ＲＲＣ战略投资补贴政

策等假设，并不一定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另外，尽管由于政策刚性使得第一阶

段的补贴成为之后企业之间博弈的可置信前提，但这并不总是成立的，Ｎｅａｒｙ
（１９９１）、Ｚｉｇｉｃ（２００１）的实证工作都说明，政府政策选择置于企业战略变量选择

之后往往更能刻画现实情况。这些前提的改变有可能导致结论的不尽相同，对

此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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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子制造业产业竞争力
影响因素分析———以笔记本电脑产业为例

张　诚　陈文波　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ｏｓｔｅｒ
ＪａｓｏｎＤｅｄｒｉｃｋ　ＫｅｎｎｅｔｈＬ．Ｋｒａｅｍｅｒ

　　摘　要　电子制造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兴支柱产业之一，但面临

着行业利润率不断下降和国际品牌垄断市场等危机。在研究技术创新的同

时，研究人员也需要探索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创新途径，从而更好指导我国电

子制造业的发展。从这一思路出发，本文选择已发展十多年、拥有世界一流

产品设计和制造技术的笔记本电脑制造业为切入点，以一手调研记录和产业

数据为分析基础，从产业战略、组织、文化、供应链管理和信息技术等角度分

析该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该产业具备了产业集成、集群生产、柔

性合作、稳定的商业人际网络等特点，这些都是影响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值得深入研究。研究结果对我国电子制造业的发展和管理实践具有一定借

鉴价值。
关键词　笔记本电脑制造业；产业组织；产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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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电子制造业，即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目前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

柱产业和重点发展产业。根据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该行业

占ＧＤＰ的比重从１９９７年的０．８７％增长到２００４年的４．１４％。行业的销售收

入、工业增加值和利润总额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３７．１％、３６．２％和３３．５％，不

但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年均增长８．２％的发展水平，也高于工业部门年均

１２．８％的增长速度。到２００４年，全行业销售收入已达到２．６５万亿元，增加值

达到５６５０亿元，出口额达到２０７５亿元，已超过全国外贸出口额的１／３。因此，
电子制造业也已成为各大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

洲地区（朱彤，２００５），在“十五”和“十一五”规划中的重点发展产业。
尽管国内电子制造业产值不断增长，但其中隐藏的危机也不容忽视。除去

企业规模、人力资源，以及设计和制造技术水平等方面的不足，目前电子制造业

存在的最大危机在于不断下降的行业利润率以及国际品牌对全球销售市场或

核心技术的垄断（王林通，２００５）。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０４年该行业的平均

销售利润率为４．２２％，低于６％的全国工业平均销售利润率。计算机、家电等

行业的利润率尤为偏低，且近年来呈逐年下降趋势。此外，我国电子制造业核

心技术和国际销售市场目前主要控制在国际大型企业的手中，如计算机行业的

英特尔、微软、戴尔，通信行业的诺基亚、三星等。这使得国内企业往往只能通

过代工／设计（ＯＥＭ／ＯＤＭ）生产或是生产低端产品的方式获得较低的利润，而

国际企业可以容易地通过压低价格的方式获得超额利润并影响国内企业的运

营和发展。
目前分布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笔记本电脑制造产业就是这种情况下

的典型体现。该行业以我国台湾（台资）ＯＤＭ①企业为主体，近年来保持高速发

展，年增 长 率 达 到２５％。到２００５年 底 笔 记 本 产 量 达 到３９００万 台（ＭＩＣ，
２００５），占个人电脑总产量的３３．３％（ＩＤＣ，２００５）。其中，台产笔记本的全球市

场份额达到７２％（ＭＩＣ，２００５），并且有九成以上是向国际品牌供货（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０４）。但是，国际水平的笔记本电脑产品设计能力、制造技术和工

艺、高速增长的市场，以及高比例的市场占有量并没有保证我国笔记本制造业

获得满意稳定的收益。由于持续的竞争和技术发展，笔记本价格不断下降。尽

管零部件制造成本也在不断降低，但制造企业的利润降低更为显著。根据我国

台湾证券交易所提供的公司财务数据显示，大多数台湾笔记本电脑制造上市企

业的 毛 利 润 率 只 有 ５％—８％ 左 右，规 模 前 三 位 的 制 造 企 业 净 利 润 率 为

－０．７％—３．７％，小企业则大多亏损，不少企业逐渐被淘汰。大陆地区台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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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ＯＤＭ泛指笔记本电脑制造商，不论其参与电脑设计工作的程度有多深。



脑制造业的背景和现状也与之非常类似。
在我国“十一五”规划强调技术创新并确立电子制造业为重点发展产业的

今天，我们不仅需要重视技术创新研究，也需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和分析产业

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等方法，探讨产业竞争力的动态发展途径，从而更好地在理

论上指导我国电子制造业的产业投资、发展和管理实践。从这一思路出发，选

择发展了十多年，产品设计和制造技术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在电子制造业占

有一定地位的笔记本电脑制造业作为研究切入点，从产业战略和组织等管理角

度分析笔记本电脑产业的竞争力影响因素，并总结其发展过程中管理策略的得

与失，具有较好的实践和理论价值。
本文的研究资料主要基于产业一手数据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ＰＣＩＣ研究中

心对个人电脑制造业多年的相关研究。企业调研则是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５年间在

我国台湾和大陆地区展开的。被访谈者多为企业信息部门主管，也有高层经

理、产品开发经理、采购经理以及销售经理。有两组人员分别进行了两轮调研，
每组两名研究人员。第一轮访问了我国５家 ＯＤＭ 的１０余名管理人员。基于

第一轮调研的结果，第二组人员在台湾和大陆地区进行了调查访问，主要集中

在供应商。这些访问大多由台湾“中央大学”和复旦大学的ＥＭＢＡ毕业学员组

成，共访问了１２家企业的２０余名管理人员。每次访谈均整理出了访问记录和

录音供后续分析。

电子制造产业竞争力理论研究

产业竞争力指某一产业具有的开拓市场、占据市场并获得利润的能力（修

文群，２００５），它是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绝对竞争优势的总和（陈柳钦，２００５），具体

包括产业在知识、技术、资本、管理水平、制度、品牌等方面的竞争能力和创新、
文化形成、组织实施过程等活动（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９０）。已有的产业竞争力研究角度

主要包括组织、环境和信息技术等方面：一方面研究如何在适应当前竞争环境

和企业文化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产业组织和供应链管理，从而改善产业现状和

提高产业竞争力（杜惠平等，２００２）；另一方面研究国家政策制度、市场等环境因

素如何影响产业组织的完善和信息技术的合理使用，从而提高产业运营效率

（麦新，２００４）；还一方面研究如何引入适合产业组织特性的信息技术应用，从而

改善供应链管理绩效，帮助产业快速应对市场需求变化（刘纪原，２００３）。
在对个人电脑产业的研究中，Ｋｒａｅｍｅｒ和 Ｄｅｄｒｉｃｋ（１９９８）通过产业访谈和

调研研究了个人电脑产业全球化现象，发觉显著影响着该产业的发展和趋势的

是市场、政策以及产业组织中的集群因素，而不是以前人们想象的低人力成本。
通过进一步研究，Ｋｒａｅｍｅｒ和Ｄｅｄｒｉｃｋ（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发现除本身具有的市场外，
我国政府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推行的政策，如鼓励企业信息化、政策性采购

等，是影响个人电脑产业竞争力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Ｄｅｄｒｉｃ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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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ｒａｅｍｅｒ（２００５）发现，在世界个人电脑产业中，信息技术的应用正在改变企业和

产业的结构，通过应用信息技术及相应标准，电脑制造企业能够规范内部流程，
并逐渐开始控制产业上下游企业，从而形成以其为核心的供应链组织，并由此

获得竞争优势。

我国笔记本电脑制造业的产业竞争力分析

我国笔记本电脑制造业已发展十余年，其基础来自台湾已发展四十余年的

电子制造业，并已经历过了装配、制造与设计开发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从最初的

简单装配逐渐发展到复杂组装，并进入了设计与制造阶段。目前，台湾产笔记

本电脑已占据七成以上的世界市场，其制造重心随着产业迁移逐渐转移到我国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该产业迁移现象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

开始，目前８５％以上的产能已完成迁移（国研网，２００５）。
在本研究中，产业竞争力主要从产业战略、产业组织、供应链管理、信息技

术应用和产业文化等角度展开分析。总体来说，目前我国笔记本电脑制造业具

备了产业集成、集群生产、柔性合作和信息技术应用不平衡等特点，并形成了稳

定的商业人际网络，这些都是影响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且该产业的运作

模式与西方产业模式并不完全相同。如果运用得当，中国传统的商业方式和人际

关系等因素可以保证良好的供应链运作，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供应链上游企业。

　　（一）我国笔记本电脑制造业的产业战略分析

面对低利润，顶级企业的压价压力，以及行业内的激烈竞争，笔记本制造企

业采取了多种策略。具体包括规模扩张、自主品牌、纵向整合和从组装转向生

产等。
从扩大公司规模战略来看，这注定只有少数笔记本制造商可以实现大规模

生产（见表１）。在规模的竞争中，广达和仁宝电子一直是主导企业，随后是纬创

资通、英资达和华硕。目前该产业中大型企业的规模扩张战略使得不少代工制

造企业因无法实现规模效应而逐渐被淘汰。

表１　我国台湾产笔记本销量 （单位：百万台）

企　　业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４年全球市场份额（％） ２００４年增长率（％）

广达 ９．３ １１．１ ２４ 　１９
仁宝电子 ５．５３ ７．７ １７ ３９
英资达 ３ ２．８ ６ －６
纬创资通 ２ ３．２ ７ ６０
华硕 １．９ ２．７ ６ ４２
大众 １．３ ０．６ １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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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企　　业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４年全球市场份额（％） ２００４年增长率（％）

华宇 ９ ０．７ ２ －２２
志合 １．１６ １．４ ３ ２１
精英电脑 ８．７８ ０．５ １ －４２
蓝天 ５ ０．５ １ １０
神达电脑集团 １．４ ３ —
伦飞 ０．４ １ —
全球销量 ３７．８ ４６．１ ７２ ２２

　　资料来源：Ｄｉｇｉｔｉｍｅｓ（２００５）。

第二种战略是除了ＯＥＭ（电子设备原产商）以及 ＯＤＭ 业务外，发展 ＯＢＭ
（自主品牌制造商）业务。大多数的笔记本制造商（如广达、仁宝电子、纬创资

通、神达、英资达、志合和大众）都是ＯＥＭ 或ＯＤＭ，也就是说它们是为顶级企业

（如惠普、戴尔、东芝、苹果和 Ｇａｔｅｗａｙ）生产笔记本电脑的。ＯＥＭ 和 ＯＤＭ 的

区别在于：ＯＤＭ 除了产品生产外还会参与部分产品设计。许多规模较小的

ＯＤＭ 也有ＯＢＭ 业务，但主要集中在我国台湾等地区性市场，以避免和它们的

顶级企业客户冲突。华宇、华硕、蓝天、精英和伦飞就是这样，即既销售自己的

品牌产品，也为顶级企业贴牌生产。
第三种战略是纵向整合。华硕一方面既是 ＯＢＭ，也是 ＯＥＭ／ＯＤＭ；另一

方面还进一步纵向集成部分供应链。华硕将这些不同功能的业务下放到不同

子公司，因此这些 ＯＢＭ 和 ＯＥＭ／ＯＤＭ 业务与别的公司相比更独立些。华硕

的自有品牌子公司完全由华硕控股，并且没有上市的打算。和其他 ＯＤＭ 不同

的是，华硕前向集成供应链，从已是全球领先的主板生产集成到系统装配，同时

也逐步开始生产一些组件。和其他ＯＤＭ 相比华硕有更高的利润，不过这可能

是因为它的主板利润较高。鸿海在台式机生产上也有类似的成功战略，从生产

电缆、连接器和外壳前向集成到生产主板和装配系统。目前还不清楚从 ＯＤＭ
生产后向集成到组件生产（内部使用的主板除外）是否可行。比如，广达的显示

器业务一直亏损，而且在资本密集型的液晶显示器生产中已经无法和大型厂商

（比如三星）相比。

ＯＤＭ 采取的最后一种增加附加值的战略是增加整机相对准系统的生产比

例。整机即包括所有组件的完整的笔记本电脑，准系统则只包括主板、外壳、电

缆和连接器，但不包括显示器、微处理器、主存、电池、键盘、硬盘和光驱等在最

后组装阶段才装配的部件。整机可以直接售予顾客和零售商，而准系统必须经

过顶级企业和分销商最后装配。惠普、东芝、索尼、苹果和Ｇａｔｅｗａｙ等品牌电脑

正趋向从ＯＤＭ 处购买更多的整机笔记本。目前 ＯＤＭ 整机生产比例已达到

６５．９％（ＭＩＣ，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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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笔记本制造企业不断寻求多种竞争力提升的策略，有的通过扩

大公司生产规模以获得规模效应，有的通过开发本地自有品牌以稳固市场地

位，有的通过纵向整合供应链以增强主导地位并进一步控制供应链。其中最普

遍的做法是供应链纵向整合以及全面化生产，通过提供周边部件生产（如主板、
外设、电缆线、显示器等零部件）并负责整机装配来参与竞争。那么这些演化是

否有助于产业整体提升竞争力，或者可供电子制造的其他行业借鉴，是值得深

入研究的课题。

　　（二）我国笔记本电脑制造业的产业组织方式分析

随着台湾当局放宽产业政策，大量台湾笔记本厂商及其供应商整体性地将

生产基地迁往内地，其中笔记本电脑产业链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而台式机

产业链主要集中于珠江三角洲。随着迁移，原来的台湾笔记本商业网也随之移

到长江三角洲区域，台商间一直以来的人际关系也保留下来了，台资企业的管

理沿袭了先前的当面协商的方式，ＯＤＭ 和供应商间的合作往往也依赖于面谈

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关系网。例如，一位受访企业总经理告诉研究人员：“协商价

格时我比较喜欢与我的供应商对视。”
尽管目前我国内地的物流存在问题，但通过在客户附近建厂，供应商很巧

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把运输风险降到最小。正如一家供应商所说：“我们的厂

房选址就是以保证离每个客户都不超过２小时车程为前提的。”
因此，与当前国际化采购和生产的大背景不同，我国笔记本电脑制造产业

形成了集群生产的组织方式，不仅制造装配工厂集中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其零

部件供应企业和原料供应企业大多与制造装配企业处于物理位置很近的区域，
一般保证１天以内的车程距离。从而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笔记本电脑企业集群

的现象。据统计，在苏州和昆山各有１５００家左右这样的台资电子企业，总资产

均上百亿美元。
应该说，笔记本电脑生产商和供应商的集群化是中国产业网络协调的一大

特色，它们主要依靠非正式方式而不是科技途径进行通讯交流。集群生产不仅

有助于信息共享，加速物流，减少库存，保证本地生产的零部件的及时供给，而

且由于大多数供应商采用轮班制，再加上可以通过加班来赶订单，使得集群生

产具有很大的柔性，能应对需求的即时变化。例如，我们访谈的某家公司曾应

ＯＤＭ 要求接了一份该公司产能１．５倍的订单，他们在接下来的３个月里每天

从早上８点工作至凌晨１点，按时完成了订单。
集群生产的产业特性也存在于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台式电脑制造产业。

除去成本和效率的考虑，集群生产可以提供及时信息分享、零件本地化等优势。
尽管产业目前运行良好，但仍存在许多潜在挑战，例如，在产业低利润的今天，
如何与国际供应链协调运作，如何取得更好的质量控制与精确的国际市场交货

时间，以及规模扩大后如何适应客户对直销和定制的更高需求。深入分析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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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组织方式是探索我国电子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工作之一。

　　（三）我国笔记本电脑制造业的供应链管理策略分析

ＯＤＭ 主要从各个供应商处购入连接器、电线和电池组等部件，以及电阻

器、电容器等电子元件，那么供应商必须保持适当的库存量以便在成本最小化

的同时也能满足ＯＤＭ 的需要。而另一方面，大多数供应商不愿持有大量库存，
相较之下他们更倾向于持有原材料而非产成品。因此，供应商通常采取混合生

产方式，部分按库存生产，部分按订单生产。一家供应商表示：“我们按订单生

产电缆，因为各个顾客都会有不同的设计要求；而对于标准化的连接器我们则

按库存生产以调整生产负荷。不过为了生产绩效和财务控制，我们主要采用按

订单生产的方式。”通常而言，供应商是很具柔性的，即使雇员每天都要超时工

作到１５小时，他们也会随时满足客户的订单需求。另外，为了能准时发货，供

应商愿意将订单外包给他们信任的同行企业。
ＯＤＭ 通常为每种零部件保留２—３个供应商。同时从多个供应商处得到

报价能提高生产成本透明度，供应商间的竞争也能压低价格。通过在供应商之

间分配订单，并且让这些供应商知道自己获得的订单比重，供应商就能了解自

己在价格和质量上是否有竞争力，从而形成重要的反馈循环。尽管在供应链中

市场份额的竞争相当激烈，ＯＤＭ 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主要仍以长期合作为主。
他们签订的订单合同很灵活，而且在合同签订后如果情况有所变化也是能重新

协商的。通常，供应商不会向客户透露自己的库存量，但却需要保证无论什么

样的订单都能如期交付。另一方面，ＯＤＭ 不会常常更换供应商，也不会以投标

方式发放订单，而是更希望建立长期合作的方式。
因此，ＯＤＭ 和供应商之间像私人关系那样的组织因素可能会比技术方案

更重要。正如一家供应商所言：“我认识台湾最大 ＯＤＭ 企业的董事长有足足

３０年的时间了，我们一直都很关照对方。”ＯＤＭ 希望供应商能向他们提供所需

的一切，与此同时也很照顾对方。他们会和供应商一起寻求价格更低的方法以

满足顶级企业的需求。尽管 ＯＤＭ 只有６％的毛利润率，但我们访问的一些供

应商却有高达１０％—２０％的毛利率。台湾的笔记本电脑生产供应链通过组织

联系和个人关系紧紧相连，生产效用和效率均很高。通过这样的方式，成百上

千的供应商在关系联系的中枢网络中交互，使供应链达到供需平衡并不断降低

库存，ＯＤＭ 也因此能快速响应品牌企业的需求。
研究发现，柔性合作也是笔记本业产业组织的特色。由于集群方式压缩了

物理空间，企业可以主要依靠面谈方式，而不是信息技术手段，来进行沟通和协

调。这种方式更加适合我国传统商业文化的情况，如通过面谈聚会等可以交流

感情的方式进行谈判，如看重长期合作关系和友情发展而不是单纯经济利益关

系，如更依赖人的网络而不是信息的网络等。因此，目前产业中的合作并不单

纯靠合同保证，而具有柔性的潜规则（Ｆｏｓ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６），比如，供应商愿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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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临时改变的订单，通常也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或收益减少。而客户通常为部

件保留２—３个供应商并维持一种平衡，即便供应商产品质量出现波动也会给

予改正机会，而非简单地停止合作。那么这种柔性如何给我国企业带来产业竞

争力，是一种管理特色还是缺点，如何解决低利润和更快供货的压力等等问题，
都是研究产业组织策略应该考虑的。

　　（四）我国笔记本电脑制造业的信息技术应用方式分析

在目前笔记本电脑制造业中，企业的信息技术应用情况存在明显不平衡的

情况。笔记本电脑制造商，如广达、仁宝等，都在信息技术系统中投下巨资，包

括ＥＲＰ、车间自动化系统等。他们也使用了跨组织系统，例如ＥＤＩ、ＲｏｓｅｔｔａＮｅｔ
协议等，为供应商、顾客和运输商提供信息交流，并且主要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

应用与国际品牌电脑商进行商业活动。但是零部件供应商在信息技术方面投

资很少，即使他们的生产规模已经很大，而有限的信息系统投资也主要是在财

务管理方面。除了使用客户提供的信息系统进行订单查询外，他们主要还是依

赖面谈、电话或者传真与供应商进行交流。可以说通过信息技术传递的信息链

在ＯＤＭ 制造商之后就断开了，而由ＯＤＭ 充当信息交流和服务的中心的角色。
这种信息技术使用方式就目前来看并没有影响供应链的效率。由于成本、规模

以及零部件供应企业的领导往往与电脑制造商领导有紧密的个人联系或关系

等多方面原因，这种信息技术应用方式是可以理解的。
考虑到目前的集群生产和柔性合作等产业特性，是否有必要通过信息技术

提高企业业务处理的自动化程度值得进一步分析。而另一方面，增强信息技术

应用是否会削弱当前产业组织中的人际关系网和合作基础？这些问题应该引

起企业和研究人员的关注。

　　（五）我国笔记本电脑制造业的产业文化分析

研究显示，我国笔记本制造企业和供应商之间的生产协作主要依赖人际关

系完成，而不是信息自动化。这些关系有的已存在１０—３０年历史，是传统商业

模式的一个典型表现。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１９９５）的研究指出：在我国社会，企业领导间

的私人关系是企业间信任的决定因素之一。黄光国（２００５）的本土文化研究也

显示，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家族或人情为基础的关系网是我国企

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之一。笔记本产业中的企业关系网，就提供了一种在不完

善法律体系下解决合同冲突问题的机制，即在维护长期合作意愿的基础上，供

应商尽可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变化并承受相应的利润减少或损失，而客户也愿意

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由供应质量或供货问题带来的损失，并不轻易更换供应商。
这与西方企业通常的“全赢或全输”（ｗｉｎｏｒｎｏｔｈｉｎｇ）方式明显不同。

尽管笔记本电脑制造商主要通过信息技术与国际品牌电脑商从事商业交

易，但在我国产业链中，私人关系在协调生产、物流管理、产品开发等方面起着

０３ 复旦产业评论（第２辑）



更重要的作用（Ｆｏｓ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尽管信息技术能加快信息传播速度、提高

工作效率，并加强产业内交流，但也可能会压制人际网络中的交流沟通活动，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该产业商业运作的原有模式。该产业中很多企业一直保

持着通过见面或电话方式进行企业间协商的现象，除去成本考虑，也可能体现

了这种微妙关系的存在。
本研究小组从产业数据中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尽管直接面对国际品

牌的ＯＤＭ 制造企业毛利率普遍低于１０％、净利率低于５％，但产业链中零部件供

货商的利润率相对较高，毛利率普遍高于１０％，净利率高于５％（Ｆｏｓｔ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在该行业面临低利润率、竞争压力和价格压力的今天，产业链中接近原

料加工和制造的企业反而能获得较高利润，这是有趣的现象。考虑到国际品牌

企业并不直接向上游供应企业订货，而是由ＯＤＭ 制造商负责整合，那么这种现

象可能体现了我国以文化为基础的产业组织策略对上游企业的保护，以及对整

体产业竞争力的维护，应该作为产业组织和竞争力研究的一个重点，并可尝试

由此在产业竞争力研究模型中加入文化维度。

总 结 和 展 望

笔记本电脑制造业是电子制造业中的一个重要子产业，其产业特征，如产

业集群、柔性合作、信息化应用、商业文化等，均具有一定普遍意义。比如，台式

电脑产业也具有以上特点，差别仅在于我国台式电脑制造产业是以珠江三角洲

为核心。由于该产业发展在我国已较成熟，制造水平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其

目前遇到的挑战以及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电子制造业产业竞

争力的影响因素和构建动态发展模型。因此，笔记本电脑制造业具有的这些重

要的产业发展、组织、运营和文化特点应该引起电子制造业其他产业研究的关

注和思考。
但另一方面，笔记本电脑业不能完全代表全部电子制造业。除电脑制造

外，电子制造业还包括通信设备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家用视听设备制造、
电子元器件制造等十余个子产业。每个行业在具有制造业共同的特征外，也具

有各自的产业特征，如不同的市场特点、产业渠道、产业规模、行业政策、制造技

术水平、产业链位置和角色等。这些不同的产业特性会影响到笔记本电脑产业

研究结果在整个电子制造产业中的应用。因此，在由笔记本电脑产业为切入点

进行分析后，需要进一步结合不同产业特性的差异，研究笔记本产业竞争力影

响因素分析的适用性，从而把握我国电子制造产业产业竞争力的分析。
从目前情况来看，在笔记本电脑（以及台式电脑）这个技术推动的产业，掌

握市场和服务资源也可以形成很强的产业内的竞争力，并能通过压低价格的方

式获得超额利润、影响其他产业成员的运营和发展。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在我

国企业成为该产业中主要制造商角色的同时，国外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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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演变成为品牌销售和服务的提供者，并控制了国际市场的销售。目前现状是

美国品牌企业在开发全球品牌、提供客户服务、引入信息技术以及引领行业发

展方面遥遥领先。一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拥有较大发展前景，比如，以低

成本为优势的戴尔和以产品创新为优势的苹果。其他美国主流品牌机如惠普

面对戴尔不断的价格竞争在艰难赢利。
另一方面，国际水平的产品设计能力、制造技术和工艺、高速增长的市场，

以及高比例的市场占有量并没有保证该产业的制造商获得满意稳定的收益。
因此，我国笔记本电脑产业目前的一个显著演变在于部分制造企业（如联想和

宏基）开始探索转变产业角色的途径，尝试在国际市场（而不仅是本地市场）发

展自有品牌及相应销售渠道。那么我国企业在进入销售市场和技术竞争前沿

时，能否合理应用制造后端产业链发展多年的产业组织和合作的特点，并根据

制造产业发展战略的历史经验和得失制定适合自身特点的企业战略，则是我国

大型电子制造企业和研究人员应该重视的问题，也是本文研究的价值所在。

参 考 文 献

Ｄｅｄｒｉｃｋ，Ｊ．ａｎｄＫ．Ｌ．Ｋｒａｅｍｅｒ，“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ｎＦｉｒｍ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５，４７（３）：１２２１４２．
Ｄｉｇｉｔｉｍｅｓ，“Ｓｌｉ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ＴｈｉｎＭａｒｇｉｎｓ：Ｔａｉｗａｎｓ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ＭａｋｅｒｓＲａｔｃｈｅｔｕｐ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５．
Ｆｏｓｔｅｒ，Ｗ．，ｅ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ＣＡＰＳ（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Ｓｕｐｐｌ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０６．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Ｆ．，Ｔｒｕｓｔ：ＳｏｃｉａｌＶｉｒｔｕ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ＧｌｏｂａｌＳｏｕｒｃｅｓ，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ＰＣｓ＆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ｅｓ：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Ｔａｉｗａｎ，ＧｌｏｂａｌＳｏｕｒｃｅｓＬｔｄ．，２００４．
ＩＤＣ，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ＰＣＭａｒｋｅｔ：１Ｑ０５Ｒｅｖｉｅｗ，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Ｍ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Ｃｏｒ

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
Ｋｒａｅｍｅｒ，Ｋ．ａｎｄＪ．Ｄｅｄｒｉｃｋ，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Ｇｉａｎｔ：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ｉｎｔｈｅ１９９０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Ｉｒｖｉｎｅ，Ｃａ：ＣＲＩＴＯ（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１．

Ｋｒａｅｍｅｒ，Ｋ．Ｌ．ａｎｄＪ．Ｄｅｄｒｉｃｋ，“ＥｎｔｅｒｔｈｅＤｒａｇ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２００２，３５（２）：２８３６．

Ｋｒａｅｍｅｒ，Ｋ．Ｌ．ａｎｄＪ．Ｄｅｄｒｉｃｋ，“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Ｒｅｔｕｒｎ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ｔｈｅＵ．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８，９（４）：３０３３２２．

ＭＩＣ，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ＰＣ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０４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Ｔａｉｐｅｉ：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５．

Ｐｏｒｔｅｒ，Ｍ．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０，ＭａｒｃｈＡｐｒｉｌ：７３９１．

２３ 复旦产业评论（第２辑）



陈柳钦：《产业集群与产业竞争力》，《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５期，第１５—２３页。
杜惠平、杜和平、赵为粮：《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产业链分析》，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０２，２（１１）：３５—３９。
国研网：“笔记本电脑供应链折射全球化超高效生产”，２００５。
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文化反思与典范重建》，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２００５年版。
刘纪原：《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发展现状与对策》，《高科技与产业化》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第１０—１１页。
麦新：《电子制造业面临更大压力，本地分销商以增值服务加强客户支持》，《电子产品世

界》２００４年第１２期，第９７—９８页。
王林通：《我国电子制造业“软肋”》，《科学决策》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６１—６２页。
修文群：《台湾ＩＴ产业竞争力研究及两岸深度合作建议》，《海峡科技与产业》２００５年第

２期，第１２—１７页。
朱彤：《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布局与结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中国经贸导刊》

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第２７—２８页。

３３我国电子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以笔记本电脑产业为例



基于时变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
上海工业增长因素分析

刘仕强　顾国章

　　摘　要　本文应用时变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行业面板数据，测算出１９９５—
２００４年上海工业３２个行业的动态劳动、资本产出弹性，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

变化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各因素对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度。主要结论

是：（１）上海工业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投入的高速增长和加速的技术进步率；
（２）资本增长比技术进步对上海工业产值的增长有更大的贡献度，而要实现工

业可持续增长，必须依靠更快的技术进步；（３）上海工业总体的技术效率向下变

化，说明市场自由竞争的加剧导致了不同行业或企业的技术效率差距在拉大，
这有利于行业资源优化配置和上海工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时变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技术效率；因素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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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ａｎ（ｓｕｂ）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ｌｅｖｅｌ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ｉｔ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ｖａｒ
ｙ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３２ｓｕｂ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ｔｏ２００４．Ａｎｄｗｅａｌｓｏｇｅｔ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ｌａｂｏ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ｖａｒｙｉｎｇｒａｔｅ
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ｏ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Ｏｕｒｍａｉ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１）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ｉ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ｍａｉｎｌｙｄｅｐｅｎｄｓｏｎ
ｔｈｅｓｏａｒ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Ｃａｐｉｔ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ｈａｓａｇｒｅａｔｅ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ａ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ａｋｅｎｔｏ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３）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ｖａｒｙ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ｓｏｎｔｈｅ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ｔｒｅｎｄ，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ｇａｐ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ｍｏｎｇ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ｕｂ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ｓｗｉｄｅｎｉｎｇ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ｆｉｅｒｃｅｒｆｒｅｅ
ｍａｒｋｅ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ｓｓｕｒｅｌｙ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ｔｏ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

４３

 原文发表于《南方经济》２００６年第１２期。



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上海经济连续保持二位数增长率，工业的快

速发展是上海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上海的工业产值从１９９５年不足１３００亿元猛增至２００４年时的３５００亿元，

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１．６２％，与上海同期ＧＤＰ的增长速度相当。上海工业在整个

经济中的地位相对稳定，其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在１９９５年以前一直在５０％以

上，虽然在１９９５年以后几年略为下降，但自２００２年起又有所上升，稳定在５０％
左右。工业仍旧是上海经济的支柱和增长引擎。

上海工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重

均持续下降，它们分别从１９９５年的３７．２２％和１７．２１％一路降到２００４年的

６．８６％和５．３４％；而外商及港澳台经济的比例则持续快速增加，自１９９５年的

２８．５０％增至２００４年的５９．６８％；股份制经济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１９９６年和

１９９８年有小幅下跌），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从１９９５年的１７．０７％升至２００４年的

２８．１２％。这说明近年来公有制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越来越小；而非公

有制经济的比例则持续上升，对上海工业增长起着主导作用。
以上是对上海近期来工业发展的概括性描述，我们感兴趣的是近十年来促

进上海工业迅速增长的因素以及各因素作用的大小。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利用生产函数模型研究中国工业增长动因的文献相当丰富，观点也有所差异。
邹至庄（１９８４）发现中国工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的增长率没有增长的

趋势，他认为中国工业产出的增加，主要是由资本和劳动的增加而非技术的进

步所致。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Ｒａｗｓｋｉ和Ｚｈｅｎｇ（１９９２）使用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８７年两个年份的

２９３家企业的截面数据，结果发现中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７年期

间ＴＦＰ的增长率显著上升，并且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和

Ｍａｒａｋａｍｉ（２０００）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实证指出中国工业的 ＴＦＰ在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增长速度减缓，并提出中国工业的 ＴＦＰ增速下降是否与

要素投入的效率下降有关，中国经济是否有可能因走外延式扩张道路而发生类

似东南亚国家经济危机的问题。张军（２００２）指出，虽然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

效率（ＴＦＰ）有了显著改善，但投资效率在９０年代以后下降得很严重，工业部门

的盈利能力以及不断增长的企业亏损在９０年代以后戏剧性地出现了恶化趋

势。以上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增长动因的代表性研究，他们主要采用了传

统ＣＤ型、ＣＥＳ型和超越对数型生产函数来进行研究，很少有结合随机前沿面

加以分析（即考察技术效率或技术效率变化率）的研究。关于上海工业或工业

某行业增长因素作用的定量研究主要有：周惠中、郑绍濂、陈时中（１９８３）运用规

模报酬不变的ＣＤ生产函数模型对上海市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８０年的纺织工业部门

的经济增长因素作了定量分析，测定出技术进步（ＴＦＰ）、劳动力和固定资产的

增长对纺织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度分别为６６．１％、８．６％和２５．３％；高汝熹、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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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１９９７）运用规模 ＣＤ生产函数模型，在报酬不变的假定下测定出１９５２至

１９９４年上海第二产业的要素投入的贡献度为５５％（资本投入占绝大部分），技

术进步（ＴＦＰ）的贡献度为４５％。
本文将运用时变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最近十年来上海工业各行业的要素

产出弹性、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变化率进行了细致的实证分析，并综合得出

了较为科学的结论。

理论回顾与模型

一般的生产函数有一个潜在的经济学假设：在给定技术水平下，投入一定

量的劳动和资本，生产过程总能达到最优，即生产出最大化的产量，从生产可能

性曲线角度来说，生产过程总是位于可能性边界上。实际上很难满足这个假

设，就一个行业而言，行业内的多家企业生产效率总有差异，我们假定效率最高

的那家（或数家）能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则其余的由于相对低效率（如组织结

构、管理水平较差所致）自然无法达到可能性边界。因此，从整个行业来说，生

产也就不能达到最优。换句话说，实际产出与最大化产出可能有差距，此差距

定义为技术效率。考虑技术效率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是由 Ｍｅｅｕｓｅｎｍ和Ｂｒｏ
ｅｃｋ（１９７７）提出的，用公式表示如下：

Ｙｔ＝Ｆ（Ａｔ，Ｌｔ，Ｋｔ）ｅｕｔ＋ｖｔ

这里的ｕｔ 服从半正态分布，且ｕｔ≤０，定义ｅｕｔ为技术效率，可知０＜ｅｕｔ ≤１，只

有当ｕｔ＝０时，ｅｕｔ ＝１，生产达到最大的可能产量；一般情况下，ｕｔ＜０，ｅｕｔ ＜１，
生产没有达到最大的可能产量。ｖｔ 是随机误差项，服从均值为０的正态分布。
ｄｕｔ／ｄｔ为技术效率变化率，是衡量行业内低效企业与高效企业间技术效率差距变

动的指标，一般为负，｜ｄｕｔ／ｄｔ｜越大，技术效率下降得愈快，说明不同企业的技术效

率差距在拉大，通过相互追赶和优胜劣汰机制可促使行业实际产出大幅上升，接

近甚至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可见，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比传统生产函数模型的设

定更为一般化，并且它将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分离为两部分，一是技术效率，二是

技术进步。这个分离对于研究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含义，因为这两者的决定

因素不完全相同，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研究和对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而技术效率则取决于应用者的知识、理解及使用水平。所以，这两者所对应的政策

含义也不尽相同，对于一个国家（地区），如果技术低效是主要问题，那么政策应主

要鼓励企业更好地领会现有技术和提高其运用水平，而若技术进步迟缓是发展中

的主要问题，政策指向应是增加对科学研究的投资及鼓励新技术开发。
本文使用的是对数形式的时变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ＬＮＹ＝α０＋αＴＴ＋１
２αＴＴＴ２＋αＬＬＮＬ＋αＫＬＮＫ＋αＬＴＴ·ＬＮＬ＋αＫＴＴ·ＬＮＫ

６３ 复旦产业评论（第２辑）



＋１
２αＬＬ（ＬＮＬ）２＋αＬＫＬＮＬ·ＬＮＫ＋１

２αＫＫ（ＬＮＫ）２＋ｕｔ＋ｖｔ

该生产函数包含了ＣＤ生产函数和ＣＥＳ生产函数，所以更具有一般性，它考虑

了投入要素的替代变化和静态的技术进步，并显示了动态的技术变化和技术进

步及投入要素对产出的动态交互作用。对上式两边进行全微分，整理后得到：

ｄＹ
Ｙ ＝ （αＬ＋αＬＴＴ＋αＬＬＬＮＬ＋αＬＫＬＮＫ）ｄＬ

Ｌ 　　　　

＋（αＫ ＋αＫＴＴ＋αＫＫＬＮＫ＋αＬＫＬＮＬ）ｄＫ
Ｋ

＋（αＴ＋αＴＴＴ＋αＬＴＬＮＬ＋αＫＴＬＮＫ）＋ｄｕ
ｄｔ

等式右边第一、第二、第三对括号内的表达式分别是劳动产出弹性、资本产出弹

性和技术进步率，它们分别记为γＬＴ、γＫＴ、γＴ，技术效率变化率ｄｕ
ｄｔ＝ｄＹ

Ｙ －γＴ－

γＬＴ
ｄＬ
Ｌ －γＫＴ

ｄＫ
Ｋ

。这些指标均是时变的。进一步得到：

劳动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度ｃｏｂＬＴ ＝γＬＴ
ｄＬ
Ｌ

ｄＹ
Ｙ

资本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度ｃｏｂＫＴ ＝γＫＴ
ｄＫ
Ｋ

ｄＹ
Ｙ

技术效率变化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度ｃｏｂｄｕ／ｄｔ＝ｄｕ
ｄｔ

ｄＹ
Ｙ

变量、数据及回归结果

我们考虑上海全部工业中的３２个行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金属矿采

选业的规模很小，在整个工业产值中的比例微乎其微，所以我们没有把它们列

在考察范围之中），数据是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３２个行业的面

板数据，回归模型为：

ＬＮＹｉｔ ＝α０＋αＴＴ＋１
２αＴＴＴ２＋αＬＬＮＬｉｔ＋αＫＬＮＫｉｔ＋αＬＴＴ·ＬＮＬｉｔ

＋αＫＴＴ·ＬＮＫｉｔ＋１
２αＬＬ（ＬＮＬｉｔ）２＋αＬＫＬＮＬｉｔ·ＬＮＫｉｔ

＋１
２αＫＫ（ＬＮＫｉｔ）２＋ｕｉｔ＋ｖｉｔ

其中，Ｙｉｔ是以１９９５年为不变价格表示的第ｔ年第ｉ行业的产值，它由行业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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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以１９９５年为１００）平减后得到；Ｔ 是时间趋势，反映动

态的技术进步率，Ｔ＝１，２，…，１０；Ｌｉｔ是第ｔ年第ｉ行业本年度和上年度从业

人员的平均值，用来消除年度间从业人数的异常波动；Ｋｉｔ是第ｔ年第ｉ行业实

际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它是实际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实际流动资产年

平均余额之和，其中实际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以１９９５年为１００）平减后得到，而实际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经原材料、燃料、动

力购进价格指数（以１９９５年为１００）平减后得到。
根据上述时变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利用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上海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的３２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得到如表１所示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

应回归结果：
表１　两种方法回归模型的结果

待　估　参　数 固定效应结果 随机效应结果

αＴ
０．０６５９

（３．２５２２）
０．０６１０

（３．０４３８）

αＴＴ
０．００８４

（３．２５２２）
０．００４３

（３．１５７４）

αＬ
０．２５２１

（１．８２０２）
０．１８４４
（１．４２６５）

αＫ
０．１１８８

（３．６６２７）
０．１２８６

（３．９８９４）

αＬＴ
－０．０３０１

（－４．７６６０）
－０．０２６６

（－４．３４０６）

αＫＴ
０．００６８

（１．４４７５）
－０．００５８
（１．２３５５）

αＬＬ
－０．３８０１

（－５．２３８３）
－０．３８０１

（－４．８１６６）

αＬＫ
０．１８２６

（５．４６５９）
０．１７０６

（５．３３２７）

αＫＫ
０．０３１４

（２．４３６４）
０．０３８９

（３．０６９３）

Ｒ２ ０．９８３６ ０．９８１５
回归残差 ０．１４３２ ０．１４４１

ＤＷ 统计量 １．０３１８ ０．９２９９
Ｆ统计量 ２０９２．７１６ —

　　注：系数下面的小括号内数字为ｔ统计值，表示在１５％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１０％
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５％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１％水平下显著。

从表１可知，固定效应要优于随机效应的回归结果。就固定效应而言，除

了αＫＴ的参数估计在１５％水平下显著和αＬ 的参数估计在１０％水平下显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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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参数估计值均在５％甚至１％水平下显著。拟合度Ｒ２ 和调整后Ｒ２ 均在

０．９８以上，回归的标准差为０．１４３２。ＤＷ 统计量的值是１．０３１８，不能判别出

序列是否存在严重自相关；自相关系数约为０．３５，可以认为序列自相关现象并

不严重。Ｆ统计量很高，说明模型本身形式的合理性。我们接受固定效应估计

的结果。

各因素对工业增长作用的分析

下面我们分别讨论劳动、资本、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这四个因素对上海工

业增长的作用。利用上面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得到的参数值和各行业的数据，可

估算出历年上海工业各行业的劳动产出弹性γＬｉｔ、资本产出弹性γＫｉｔ、技术进步

率γｉｔ和技术效率变化率的历年平均值ｄｕｉｔ／ｄｔ，部分代表性行业的这些值分别

列在下面的表２、表３、表４和表５之中。
１．劳动的作用。
制造业包括轻重两大行业，轻工业中的饮料制造业和烟草制品业历年的劳

动产出弹性相对较高，前者在０．７左右，后者则超过１；而纺织业和服装、鞋帽制

造业历年的劳动力弹性为负，说明这两个行业劳动力过剩，人浮于事；其余都在

０—０．５之间，劳动对产出有促进作用，但较饮料制造业和烟草制品业要低得

多。重工业的各行业历年的劳动产出弹性几乎都是正的，石油加工、炼焦及

核燃料加工业的劳动力弹性相对最高，历年的数值在０．７左右，通用设备制

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四个

行业历年的劳动产出弹性几乎接近于０，劳动增长对这些行业发展的作用很

小；其余行业历年的劳动产出弹性值在０．２—０．５之间。电力、燃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历年的劳动产出弹性都在０．７和０．８之间，劳动力的正产出效应

较明显。
对工业各行业的劳动产出弹性进行加权平均（权数是当年各行业产值占工

业总产值的比例），得到历年行业加权的劳动产出弹性值（如表２最后一行所

示）作为整个工业行业的劳动产出弹性。该值从１９９５年的０．１９３逐步上升至

２００１年的０．３２４，然后开始下滑到２００４年的０．２２３。总体来看，因模型考虑到

资本对劳动的影响，劳动的产出弹性在０．２—０．３之间；而由于劳动力的持续负

增长，计算得到的劳动增长对产出增长的历年平均贡献度ｃｏｂＬＴ ＝－８．３２％。我

们注意到，虽然上海工业在快速发展，但工业就业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的

一个理由很明显，即随着上海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工业企业的独立

经营主体地位的确立，原来沉积在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大量隐性失业人员的

释放，使得工业实际就业人数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另外，正如下文指出的，近年

来工业投资迅猛上升，出现资本替代或排挤劳动力的现象，从而工业增长虽然

较快但其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不升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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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工业部分代表性行业动态的劳动产出弹性

年份
γＬｉｔ

行业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饮料制造业 　０．６５２　０．７０８　０．７０８　０．７０６　０．７１０　０．６９３　０．７０２　０．７１３　０．６９４　０．６１４
烟草制品业 １．０１８ １．１９６ １．０４７ １．０２９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８ １．０７４ １．１００ １．０９９ １．１５７
纺织业 －０．１９０－０．１６０－０．１００－０．０７０－０．０２０－０．０４０ 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０．０５０－０．１００
服装、鞋、帽 制
造业

－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７０－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６０－０．２００－０．２６０

石油加工、炼焦
及核 燃 料 加 工
业

０．７１５ ０．７００ ０．６９１ ０．６４５ ０．６３６ ０．６７０ ０．７５０ ０．６２０ ０．６１４ ０．５９１

通用 设 备 制 造
业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２ ０．１４３ ０．１２８ ０．０８０ ０．０２３

专用 设 备 制 造
业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８ ０．１６１ ０．１５０ ０．１５６ ０．１３２

交通 运 输 设 备
制造业

０．０６２ ０．０８２ ０．１１０ ０．１３１ ０．１６４ ０．１７７ ０．２２２ ０．２０６ ０．１９７ ０．１５４

电气 机 械 及 器
材制造业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７ ０．０８３ ０．０６１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３ ０．１３７ ０．１０７ ０．０７６ ０．０２８

电力、热力的生
产和供应业

０．７６３ ０．７１６ ０．７２４ ０．７６５ ０．７２７ ０．７３１ ０．７８４ ０．７９４ ０．７８１ ０．７６８

燃气 生 产 和 供
应业

０．７４１ ０．７８５ ０．７６６ ０．７８４ ０．８５８ ０．７９７ ０．７４９ ０．７６２ ０．７６４ ０．７２７

水的 生 产 和 供
应业

０．７４２ ０．７５３ ０．７２２ ０．７１３ ０．７０８ ０．７４３ ０．７６７ ０．７８０ ０．７９９ ０．７９７

３２个行业加权

γＬｔ
０．１９３ ０．２０６ ０．２２５ ０．２４１ ０．２６５ ０．２７８ ０．３２４ ０．２９２ ０．２６４ ０．２２３

　　２．资本的作用。
轻工业中的纺织业和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的资本产出弹性相对较高且

逐年上升，已超过１甚至达到１．５，但它们的劳动产出弹性均为负，反映了这两

个行业资本稀缺而劳动过剩的特性；其余行业的资本产出弹性也较高并逐渐增

加，近年来除烟草制品业外，大部分行业的资本产出弹性要高于同期的劳动产

出弹性。重工业所有行业的资本产出弹性都较高，而且增加很快，很多行业的

弹性值已超过１，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弹性已达到１．５，充分体现资本

在这些行业的主导作用。２０００年以前，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三个行

业的资本产出弹性与劳动的产出弹性相当甚至较低，但前者增长迅速，在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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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超过了后者。
上述的变化集中反映在历年工业行业的加权资本产出弹性的增长上，该值

在１９９５年为０．８２５，１９９６年小幅下降，１９９７年反转一直上升，在２００４年达到

１．４０４。此外，资本增长对产值增长的历年平均贡献度为ｃｏｂＫＴ ＝７１．３９％，验

证了资本的投入对上海工业经济增长的巨大拉动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工业

资本迅速增长与实际劳动投入下降同时发生，导致了人均资本量急剧上升，到

一定程度会出现“资本过度深化”的现象：一方面资本投入持续替代甚至排斥劳

动，工业劳动力失业率会上升，劳动者福利受损；另一方面资本的边际产出持续

下跌，工业增长速度下降（尽管工业仍在继续增长，但大大低于资本投入的增长

速度），从而难以实现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表３　工业部分代表性行业动态的资本产出弹性

年份
γＫｉｔ

行业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烟草制品业 ０．２４８０．３４３０．３８３０．４５７０．５３２０．５９８０．６６４０．７２５０．７７９０．８１７
纺织业 １．０４２１．０８９１．１２９１．１６９１．１９９１．２３９１．２７０１．３３６１．４０１１．４６３
服装、鞋、帽制造业 ０．８６５０．９３２１．０１９１．０９９１．１５０１．２０１１．２６２１．３４３１．４２３１．５０９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０．９６４１．０２８１．１０４１．１７３１．２１５１．２５５１．２７５１．３５６１．４５４１．５５０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

０．９５６１．０２２１．０９５１．１６１１．２１１１．２６４１．３１３１．３８８１．４５７１．５３５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造业

０．９３９１．００４１．０８７１．１５７１．１９９１．２４４１．２７３１．３４１１．４１７１．４９８

通 信 设 备、计 算 机
及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０．８４３０．８９４０．９５１１．０２５１．０９７１．１７３１．２６３１．３５５１．４６４１．５７９

电 力、热 力 的 生 产
和供应业

０．５７７０．６６２０．７４７０．８１６０．８７９０．９４９１．００８１．０６１１．１２１１．１８４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０．４１９０．４７００．５３２０．５９７０．６３２０．６９１０．７３９０．８０３０．８６５０．９２２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３４７０．４２２０．５１２０．６０２０．６７００．７３４０．７８３０．８４３０．８９１０．９４２

３２个行业加权γＫｔ ０．８２５０．７３３０．９５０１．０１３１．０６３１．１１０１．１５１１．２３２１．３１９１．４０４

　　３．技术进步的作用。
所有行业都呈现出加速技术进步的趋势。在轻工业中，饮料制造业、烟草

制品业等行业近１０年来都保持高速的技术进步率，特别是饮料制造业和烟草

制品业自２００１年后的技术进步率达到１５％—２０％，高于其他轻工行业和所有

重工行业；纺织业和服装、鞋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虽在加速，但落后于轻工其他

行业。与轻工业行业相比较，大部分重工业行业同期的加速技术进步率相对要

低（表中未列出），不过在上海工业产值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行业（如通用设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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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等）的技术进步率增加很快，正在缩小与其他工业行业技术进

步率的差距，有望从资本主导型转变为技术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进而提高上海

工业增长的技术含量，实现可持续集约型发展。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的技术进步率同样增加很快，目前已超过１５％。
进一步考察历年上海工业各行业的加权技术进步率，发现加速技术进步十

分显著，从１９９５年的３．１５％，持续上升到２００４年的１２．５６％。经计算，技术进

步对产出增长的历年平均贡献度ｃｏｂＴ ＝６３．３５％。可以预见，工业技术进步率

的加速趋势还会继续保持，进一步推动上海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表４　工业部分代表性行业动态的技术进步率

年份
γＫｉｔ（％）　　　

行业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饮料制造业 　８．０８９．３０１０．２３１１．１２１２．１５１３．１４１４．３２１５．４１１６．３６１６．８７
烟草制品业 １０．８６１２．５１１２．９５１３．７９１４．７７１５．８０１６．９１１８．０５１９．１１２０．５６
纺织业 －０．０７１．１７ ２．６１ ３．９２ ５．３７ ６．４０ ７．８７ ８．６７ ９．５７１０．３３
服装、鞋、帽制造业 １．８５２．８４ ３．６６ ４．３６ ５．３８ ６．３５ ７．３８ ７．９７ ８．６９ ９．２４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１．２７２．４０ ３．３９ ４．３１ ５．６１ ６．７６ ８．４７ ９．２９ ９．８４１０．３５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６４２．６６ ３．８２ ５．０６ ６．３２ ７．４８ ９．１３１０．１２１１．２２１１．９９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１．６７２．７６ ３．８４ ４．９２ ６．１７ ７．３０ ８．６１ ９．４６１０．３８１１．０８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业

１．６３２．７６ ３．７５ ４．６１ ５．８７ ６．９８ ８．４６ ９．２８１０．０６１０．７１

通信 设 备、计 算 机 及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３．２８４．５８ ５．９２ ６．９４ ７．９６ ８．７５ ９．４５１０．０２１０．３９１０．７５

电力、热 力 的 生 产 和
供应业

７．５０８．１４ ９．０４１０．２０１１．０２１２．０１１３．２９１４．４１１５．３６１６．３１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８．４２９．７１１０．６４１１．７１１３．２５１３．９９１４．８６１５．９２１６．９４１７．８０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８．８８９．８７１０．５５１１．３３１２．２８１３．４５１４．６６１５．７５１６．９４１８．０２

３２个行业加权γＴｔ（％） ３．１５４．２３ ５．３２ ６．４０ ７．６１ ８．７７１０．１０１０．８８１１．５９１２．５６

　　４．技术效率的作用。
各行业历年的技术效率变化率总体为负，说明各行业内企业间的技术效率

差距在拉大。表５列出的是各行业技术效率变化率的历年平均值。除了家具

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行业的技术效率平均

变动值为正（说明这几个行业的技术效率近年来有所改善），其余行业的效率变

动值都为负。在轻工行业中，烟草制品业下降０．７７个百分点，其余行业下降幅

度相对较大（１—２个百分点）；在重工行业中，技术效率下降较快的有石油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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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４．０９％）、医药制造业（－４．２１％）、通用设备制造业

（－１．６４％）、交 通 运 输 设 备 制 造 业 （－２．９５％）、电 气 机 械 及 器 材 制 造 业

（－１．０１％）。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技术效率大幅下降

平均为４个百分点，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降幅较小。

表５　工业部分代表性行业的历年平均技术效率变化率

ｄｕｉｔ／ｄｔ（％）
行　　业

历　年　平　均　值

烟草制品业 －０．７７
家具制造业 １．０５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４．０９
医药制造业 －４．２１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１．８７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４１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１．６４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２．９５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１．０１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４．００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０．５１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４．０６

　　一般而言，属于政府高度垄断的行业，市场竞争和外资进入极其有限，行业

内企业的技术效率差距不大，行业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下降较小。在市场竞争

激烈的行业，或有外资大量进入的行业，由于新技术、先进的外来管理经验及工

艺提高了行业的随机生产前沿水平，但同时拉大了企业间的技术效率差距，使

得行业相对前沿技术效率水平下降（涂正革、肖耿，２００５）。
对比上面数据，属于政府高度垄断经营的烟草制品业技术效率降幅很小；

而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医药制造业技术效率大幅下跌，可能是因

为政府对这些行业实行的“抓大放小”政策逐年落实，从而日益拉大了行业内大

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技术差距；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中电力、热力的

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也是政府高度垄断，且行业内多为大型企业，
这些行业技术效率大幅下跌，可能是近年来行业内不同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差

距加大所致。在市场竞争激烈的食品制造、饮料制造等轻工行业中，技术效率

下降较大；在市场竞争激烈且外资大量进入的行业，如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

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同样面临着技术效率

下滑的趋势。应该指出，相对前沿技术效率较低意味着可能通过优胜劣汰的市

场机制，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后，计算得到的全市工业技术效率变化率

对产出增长的历年平均贡献度为ｃｏｂｄｕ／ｄｔ ＝－２６．４２％，说明如果通过工业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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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来拉大不同行业或企业的技术效率差距，使工业总体

的技术效率变化率下降得更快，则能促使工业产出的大幅上升。

结　　论

根据上面对上海工业经济增长的因素及其作用的计算分析，可以得到以下

结论：
（１）尽管由于资本对劳动力的作用，使上海工业的劳动力产出弹性是大于

零的（在０．２和０．３之间），但劳动力增长对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度是负的，说

明现阶段很难依靠单纯的增加劳动力来提高产值。随着工业技术进步和行业

结构的优化，对技术型劳动力需求会增加，而低质劳动力的退出速度会更快，从

而工业行业整体就业人数会继续下降。
（２）上海工业的高速增长是依靠资本的高投入来实现的，资本增长对工业

产值增长的平均贡献度超过７０％。但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持续增长很可能出现

“资本过度深化”的现象，一方面会加剧现有工业劳动力的失业，另一方面资本

的边际产出（或投资效率）会大幅下跌，从而使上海工业高速增长的现状无法继

续维持。
（３）技术进步对工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虽然很高（６３％），但仍低于资本增

长的贡献度，由此说明目前上海工业处于资本导向型（或勉强称为资本与技术

共同导向型）发展阶段。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工业增长方式，即从资本

导向型（或资本与技术共同导向型）真正过渡到技术主导型。一般来说，一国或

地区的技术进步一方面来自国内的研发努力，可以用Ｒ＆Ｄ投入、专利申请（授

权）量等指标反映；另一方面来自国外的技术转移，技术转移的途径主要有两

条：进口技术设备和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经测算，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上

海工业加速技术进步率（表４最后一行）与Ｒ＆Ｄ投入的相关系数为０．９３，与专

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９３和０．８１，与各类技术合同成交

额的相关系数是０．９４；同进口技术设备额和实际吸收ＦＤＩ的相关系数则分别

是０．８９、０．６０。可以看出，上述这些指标与上海工业技术进步率密切相联。因

此，政府和企业一要在推动本市研发方面多下功夫，继续加大Ｒ＆Ｄ投入，提高

Ｒ＆Ｄ投入在ＧＤＰ中的份额；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鼓励科技人员申请专利的积

极性，在严格把好专利授权关的同时，缩减行政审批程序；大力发展技术交易市

场，鼓励各类技术的交易，加快技术的扩散。二要继续吸引ＦＤＩ，特别是那些技

术含量较高的投资项目；加快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并加以吸收、更新、改造，提高

工业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
（４）除少数行业外，大部分行业近年来平均技术效率变化率为负，技术效率

变化率对产出增长的平均贡献度－２６．４２％，意味着工业行业技术效率变化率

下降可导致工业产出大幅增加。随着外资和民营资本的更深介入，非公有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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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在工业的比例继续上升，国有企业垄断势力的减弱，市场自由竞争更加激烈，
工业各行业或企业间技术效率的差距在拉大，工业行业技术效率变化率将更快

下降。作为政府而言，要顺应并加速这种趋势，进一步减少行政干预，强化市场

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企业，则应积极吸纳最新的管理理念，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使自己的技术效率接近甚至达到行业最高水平。这些都有利于企业的优胜劣

汰，促使工业行业内资源整合，从而进一步推动上海工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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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制造业集聚因素的实证分析

宋　巍　顾国章

　　摘　要　本文从产业集聚的角度考察了影响上海市制造业发展的五个因

素，它们分别是：（１）平均劳动报酬，可以产生离心力，也可以产生向心力；（２）企

业的平均规模，平均规模越大的企业越能发挥规模优势；（３）产业的前向与后向

关联度，即企业倾向于定位在有众多买者和卖者的地方；（４）产业内的专业化，
专业化程度高的企业被认为有较高的生产率；（５）产业间的多样性，产业间的交

叉孕育可以刺激产业的技术创新从而提高产业的生产力。回归结果表明，产业

的前向后向关联以及产业间的多样性对产业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上海市较高

的工资率对产业的长期发展起到了支撑的作用。没有发现产业内专业化对产

业发展的影响，即没有找到关于 ＭＡＲ外部性的证据。
关键词　产业集聚；前向与后向关联度；专业化；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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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ｇｇｅｓｔ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ｉｎｋａｇｅｓ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ｈｉｇｈ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ａｂｏｒｗａｇｅｓｗｅｌｌｓｕｓｔａｉｎ
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Ｎｏ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
ｗｉｔｈｉ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ｉｎｋａｇｅｓ；ｓｐｅ
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前　　言

制造业是指对原材料（包括农产品与采掘业的产品）进行加工再加工，以及

对零部件装配的工业的总称。按照现行的工业分类标准，制造业包括了工业体

系中除采掘业和电力煤气及水产品供应业外所有２９个行业。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中最为庞大的产业体系，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既包括

６４



劳动密集型的传统轻纺工业和资本密集型的化学工业，也包括知识密集型与资

本密集型的机电工业。制造业不仅是一个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而且是技术的

载体和转化的媒介，一个地区是否具有高度发达的制造业体系，尤其是机电行

业是否发达，是衡量一个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作为长三角经济区的龙头，上海的产业集聚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

的兴趣。在上海市区的北面，是精品钢材及延伸产业集聚；在南面，已逐步形成

以石油化工和天然气化工为基础功能完整的石油化工及深加工基地；在东南，
已形成国内微电子生产线最密集区；在西北，集产、学、研、检测、展示、竞技、文

化与一体的汽车城业已形成；在西南，有大型成套设备和航空航天等装配制造

业集群；在长江口，一个造船及港口设备产业集聚正在形成中。无论是从数量

还是从质量上来看，上海的制造业集群都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之中。
本文将从影响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因素出发，考察这些因素对制造业产业

发展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将基于新古典框架，引入不完全竞争市场与规模经

济，主要研究企业的平均劳动报酬、平均规模、产业的前向后向联系、产业内

专业化以及产业间多样性对于上海制造业产业发展的影响。我们搜集了上

海市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１１０个三位数行业，２９个两位数行业关于累计工业总产

值、累计企业就业人数、累计企业人数、累计劳动报酬总额等数据，并进行了

计量分析。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的前向后向关联以及产业间的多样性对产业发

展有着显著的影响，上海市较高的工资率对产业的长期发展起到了支撑的作

用。但是没有发现产业内专业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即没有找到关于 ＭＡＲ外

部性的证据。

文 献 回 顾

产业集聚主要讨论这样三个问题，即集聚在什么条件下产生？集聚的中心

在哪里？集聚是否会持续下去？可以说，正是从对于这三个问题的思考出发，
经济学家们发展出了一套丰富多彩的产业集聚理论。在本文中，我们将把目光

聚焦在第三个问题上，即集聚是否会持续下去？

Ｆｕｊｉｔａ、Ｋｒｕｇｍａｎ和Ｖｅｎａｂｌｅｓ（１９９９）提出了一个回答这个问题的理论菜单

（见表１），他们将影响产业集聚的因素分成两类，一类是离心力，一类是向心力。
向心力包括产业关联性、厚的市场、知识溢出及其他纯粹外部性；离心力包括不

可移动的要素、地租、拥阻成本及其他纯粹外部不经济。
关于产业关联性的文献，以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在１９５８年的文献最为知名，文献强

调了强制性的前向—后向关联效应将促使产业长期稳定的发展。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１９９６），Ｋｒｕｇｍａｎ和Ｖｅｎａｂｌｅｓ（１９９５）模型化了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的思想，阐述了产业

间的垂直关联性是如何产生一种使相互依赖的公司定位在一起的趋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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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理论菜单

向　心　力 离　心　力

产业关联性 不可移动的要素

厚的市场 地租

知识溢出及其他纯粹外部性 拥阻成本及其他纯粹外部不经济

　　资料来源：Ｆｕｊｉｔａ，Ｍ．，Ｋｒｕｇｍａｎ，Ｐ．ａｎｄＶｅｎａｂｌｅｓ，Ａ．，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１９９９。

向心力中的第二项厚的市场，其实是指当地有对于某种商品的强烈需求，
最早见于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８０）。在那篇文章里，Ｋｒｕｇｍａｎ提出了一个类似于李嘉

图的两类国家两类商品的模型，说明了对于收益递增行业的产品，一个地方对

该产品的强需求，会导致产业的集聚与地方专业化。在国际贸易与区际贸易

中，该地将出口这种商品。这就是“国内市场效果”（ｈｏｍｅｍａｒｋｅｔｅｆｆｅｃｔ）。由

此可见，所谓的厚市场效应，是针对规模报酬递增的企业而言的。
经济活动的专业特性在一个特定的空间起什么作用？这个问题涉及外部

性是如何形成的。外部性的存在是无可争辩的，但外部性的成因确是多样的。
从产业角度来看，知识的外部性可以分为两种：产业内外部性和产业间的外部

性。产业内的外部性是指同一行业内的公司之间的外在性。自从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１９２０）第一次阐述了行业集聚与外部性的观点后，他的观点得到 Ａｒｒｏｗ（１９６２）
与Ｒｏｍｅｒ（１９９０）的发展：在一个特定的空间某个行业的大量集中能促进该行业

公司之间的知识溢出。Ｇｌａｅｓｅｒ等（１９９２）将它称为 ＭＡＲ外部性。当然也存在

产业间的外部性，那些有差异的公司之间也存在知识溢出。Ｊａｃｏｂｓ（１９６９）认为

知识的外部性源于具有差异性的公司之间，以及那些能对新知识产生较大回报

的经济单元之间的互补性知识交流。比较而言，ＭＡＲ外部性强调了专业化促

进创新发明；而Ｊａｃｏｂｓ则认为差异性与多样性更有助于创新发明。城市之所以

是创新的基地，正是因为在城市里，不论是知识还是商品，其差异性和多样化都

是最大的。他强调在一个地域内产业的差异性和多样化提升了知识的外在性，
最终推动了创新和经济增长。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６３）描述了产业间生产工具的扩散

以及知识是如何从一个产业传递到另一个产业去。Ｓｃｈｅｒｅｒ（１９８２）提供了一个

系统性的证据，说明一个给定产业大约７０％的发明都被应用于这个产业之外。
他们都对Ｊａｃｏｂｓ的理论给出了有力的支持。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产业集聚领域，出现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实

证研究，其中 Ｇｌａｅｓｅｒ、Ｋａｌｌａｌ、Ｓｃｈｅｉｎｋｍａｎ和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１９９２）通过对于美国

１９５６—１９８７年间１７０个城市六大支柱产业的实证分析，找到了产业间外部性的

证据，没有发现产业内外部性的证据。Ｈｅｎｄｅｒｓｅｎ、Ｋｕｎｃｏｒｏ和 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９５）
运用了美国在１９７０年以及１９８０年间前八大制造行业数据，分别对传统产业和

高科技产业两个样本集做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产业内与产业间的外部性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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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均非常重要，但是对于高科技产业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产业内集聚的

作用将越来越小。Ｈａｎｓｏｎ（１９９８）的文章没有发现 ＭＡＲ外部性和Ｊａｃｏｂｓ的外

部性的证据，但是发现了运输成本以及前向—后向关联度对于产业集聚形成所

起到的作用。
国内运用主流经济学方法对产业集聚的研究中，梁琦（２００４）是这一方面

杰出代表之一，梁琦（２００４）第八章从产业关联角度考察了ＦＤＩ的区位分布取

向，结果没有发现产业内集聚（专业化）的证据。对于其他学者的一些研究，
我们认为有两个主要的缺陷。一是很少将产业集聚的研究与本区域的产业

结构调整以及总体的产业布局结合在一起，提出的政策性建议往往只具有理

论上的价值。二是这些研究大多数仍然囿于区域经济学和传统的经济地理

学的藩篱。描述现象的多，实证分析的少，缺少令人信服的实证支持。而仅

有的一些实证文章，往往基于一般区位均衡的理论，对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

争结构进行探讨的不多。由于制造业企业基本上为规模报酬递增的，而所面

临的市场也近似为垄断竞争市场，所以这些实证分析得出的政策建议的价值

往往很低。

理论模型与数据说明

考虑ｊ产业代表性企业的利润函数：

Πｔ＝Ａｔｆ（ｌｔ）－ｗｔｌｔ （１）

其中，ｆ（ｌｔ）是生产函数，ｗｔ 是工资率，ｌｔ 是投入的劳动要素，Ａｔ 衡量的是代表性

企业之外影响生产率的因素，即技术的外部性。
利润函数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是：

Ａｔｆ′（ｌｔ）＝ｗｔ （２）

两边取自然对数并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得到：

ｌｎｆ′（ｌｔ＋１）
ｆ′（ｌｔ（ ）） ＝－ｌｎＡｔ＋１

Ａ（ ）ｔ
＋ｌｎｗｔ＋１

ｗ（ ）ｔ
（３）

根据产业集聚理论，我们认为技术的外部性的增长率，与这个企业所在产

业的前向后向关联度、产业内的专业化程度、产业间的多样性以及企业自身的

规模有关，也就是：

ｌｎＡｔ＋１

Ａ（ ）ｔ
＝ｇ（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ｉｎｋａｇｅｓ）（４）

进一步，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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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ｆ′（ｌｔ＋１）
ｆ′（ｌｔ（ ）） ＝ｌｎｗｔ＋１

ｗ（ ）ｔ

－ｇ（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５）

写成回归方程的形式：

ｌｎｆ′（ｌｔ＋１）
ｆ′（ｌｔ（ ）） ＝β０＋β１ｌｎｗｔ＋１

ｗ（ ）ｔ
＋β２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β３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β４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εｊｔ （６）

下面对上述变量进行量化并建立相应的指标。指标的量化模式参考了第

二部分中提到的三篇实证文献，其中产业内专业化以及产业间多样性的指标参

考了 Ｈａｎｓｏｎ（１９９８）、企业的平均规模以及产业的前向后向关联指标借鉴了

Ｇｌａｅｓｅｒ、Ｋａｌｌａｌ、Ｓｃｈｅｉｎｋｍａｎ和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１９９２）的相关内容，而对于计量方法选

择以及数据取舍方式的思路则取自 Ｈｅｎｄｅｒｓｅｎ、Ｋｕｎｃｏｒｏ和 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９５）。
具体的计量方程如下：

ｌｎ（ＯｕｔｐｕｔＳ
ｊｔ＋１／ＬＳ

ｊｔ＋１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ｊｔ／ＬＳ

ｊｔ
）＝β０＋β１ｌｎ（ＲｅｍＳ

ｊｔ＋１／ＬＳ
ｊｔ＋１

ＲｅｍＳ
ｊｔ／ＬＳ

ｊｔ
）＋β２ｌｎ

ＬＳ
ｋｔ

ＬＳ
ｊ

（ ）ｔ
＋β３ｌｎ（ＬＳ

ｊｔ

ＬＳ
ｔ
）

＋β４ｌｎ ∑
ｈ≠ｊ

ＬＳ
ｈｔ

ＬＳ（ ）ｔ（ ）
２

＋β５ｌｎ（ＬＳ
ｊｔ

ＥｓｔＳ
ｊｔ
）＋εｊｔ （７）

其中，
Ｓ＝ 上海

ｔ＝ 初始期

ｊ＝ 三位数产业

ｋ＝ 两位数产业（ｊ产业属于此类产业）
Ｌ＝ 企业就业人数

Ｒｅｍ ＝ 劳动报酬总额

Ｅｓｔ＝ 企业个数

Ｏｕｔｐｕｔ＝ 总产出

方程（７）中的因变量反映的是产业生产率的相对增长率，它衡量的是产业

生产率的年均增长。自变量的第一项反映的是企业员工年内平均报酬的增长

率，它表示工资率的增长。
自变量的第二项反映产业的前向后向关联度，即企业从上下游产业相互靠

近所得利益。譬如在服装产业，上下游产业包括纺织品、皮革业、毛织业。以两

位数产业就业相对于三位数产业就业的比率来测量市场关联度。这是因为两

位数产业划分包含了拥有直接前向后向关联关系的产业。例如，在交通运输制

造业这个两位数产业，包括通用零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车辆和机动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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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等三位数产业。这个比例越大，表明两位数产业下的三位数产业愈多，
即产业面临的前向后向关联度越强。如果产业关联度指标起作用的话，我们希

望它有正向作用。
自变量的第三项是产业内专业化指标，用当年产业就业与当年上海市总就

业量的比率来衡量。如果产业内专业化指数起作用的话，即产业内的外部性是

正的，那么在产业内集聚水平高的地方相对生产率也应该高。自变量的第四项

是产业间多样性指标，用的是ｊ产业以外其他产业的就业与上海市全部产业的

就业之比的平方和来衡量。这个指标的构建思路来自于 Ｈｅｒｆｅｎｄａｌ指数，也就

是说，行业劳动就业分布越均衡，这个平方和就越小。如果产业间多样性有正

的外部性，我们希望这个指标的系数是负的。
自变量的第五项是产业内企业平均规模指标，用当年产业就业量与当年产

业内企业总数之比来衡量。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个指标无法衡量产业内企业的

规模经济性，这是因为规模经济衡量起来很难，这里只能以平均规模代替。我

们认为企业平均规模越大的产业，将有更快的发展。
由于产业之间差别很大（从成熟产业到高科技产业），我们无法排除产业间

的异方差性，所以将运用处理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截面虚拟变量

的同时，我们将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ＧＬＳ）对模型进行修正。计量分析的工具

为Ｅｖｉｅｗｓ５．０。
下面对数据作一下简要说明，我们搜集了上海市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１１０个三

位数产业，２９个两位数产业关于工业总产值（千元，当年价格）、企业就业人数

（万人）、企业个数、劳动报酬总额（千元）的数据。数据的来源为《上海工业、能

源与交通统计年鉴》（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国研网工业统计数据库（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年）。其中，劳动报酬总额的数据取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１９９９—２００５
年），但是只有两位数水平上的数据。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关于工业总产值（千元，当

年价格）、企业就业人数（万人）、企业个数的数据取自《上海工业、能源与交通统

计年鉴》（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上海市总体就业量的数据取自《中国

工业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其余数据均来自国研网工业统计数据库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三位数产业中，炼铁业、矿山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业、化工

木材非金属加工专用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和皮革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农林

牧渔专用机械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缺少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度的数

据；塑料加工业缺少１９９８年度的数据。

回归分析与结果

由于没有三位数水平上的平均劳动报酬的数据，所以我们将回归方程分成

两步来做。第一步先做两位数水平上产业生产率增长率与工资增长率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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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回归方程如下，

ｌｎＯｕｔｐｕｔＳ
ｋｔ＋１／ＬＳ

ｋｔ＋１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ｋｔ／ＬＳ（ ）ｋｔ

＝β０＋β１ｌｎ
ＲｅｍＳ

ｋｔ＋１／ＬＳ
ｋｔ＋１

ＲｅｍＳ
ｋｔ／ＬＳ（ ）ｋｔ

＋εｋｔ

回归结果如下：

表２　对上海三位数产业工资增长率的回归分析结果（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

变　量 系　数 标准差 ｔ统计值

工资增长 ０．４９４６ ０．０８９６８ ５．５１５３
调整后Ｒ２ ０．１９３１

观察值 ２０３

　　注：表示在１％统计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５％统计水平下显著。

第二步再做三位数水平上产业增长率与产业前向后向关联度、产业内专业

化、产业间多样性以及产业平均企业规模的回归分析。为了区分产业内专业化

以及产业间多样化对于产业发展的影响，我们分别控制变量，（ａ）中，自变量只

有产业内专业化、规模经济以及前向后向关联度；（ｂ）中，自变量只有产业间多

样性、规模经济以及前向后向关联度；（ｃ）中，自变量包括产业内专业化、产业间

多样性、规模经济以及前向后向关联度。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对上海三位数产业生产率、增长率的回归分析结果（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

变　量 （ａ） （ｂ） （ｃ）

规模经济 －０．０２８５６ －０．００９６８ －０．００８１７２
（０．０２５６８５） （０．０２９５２２） （－０．０３１３３２）

前向后向关联度 －０．１７９６２ －０．１７７８２ －０．１６６７５

（０．０５７６２１） （０．０３７０６５） （０．０５８６７４）
产业内专业化 ０．０２７３４８ ０．００９０６３

（０．０５０７１７） （０．０５１７７１）
产业间多样性 －０．０７３４７ －０．０７０６８６

（０．０３１１４１） （０．０３２０７１）
调整后Ｒ２ ０．１５７１５８ ０．１５１５５１ ０．１４１７２７

观察值 １１１２ １１１２ １１１２

　　注：表示在１％统计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５％统计水平下显著。

结　　论

由回归结果，集聚因素对上海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可归结为以下五点：

１．提高工资率对上海制造业的生产率提升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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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２我们看到，工资增长率每提高１％，该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提高

０．５％。所以说，上海市制造业高的工资率并没有因为生产成本的提升对产业

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相反，对产业发展有促进作用。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

鉴》（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的数据可知，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间，上海市制造业平均劳动报

酬与全国平均劳动报酬的比为１．８６、１．９７、１．９２，从回归结果看，这一差距还有

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由于较高工资率的吸引，在未来的几年里，全国制造业高

素质人才仍将向上海大量集中。
２．上海制造业企业处于规模不经济的边界。
由于采用了企业的平均规模代替了规模经济作为衡量标准，我们无法直接

确定规模经济对于产业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但从表３中可以看到，在各种

情况下，平均规模的参数估计值的绝对值都很小，说明平均规模的变动对生产

率增长的影响很小。上海市制造业企业平均规模已经很大，部分产业的企业已

经达到了规模经济的边界。
３．我们没有发现产业集聚（专业化）的证据。
表３中情况（ａ）、（ｃ）的专业化参数估计值分别只有０．０２７和０．００９，产业内

知识溢出效应并不明显。这一方面说明了上海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产品总体

上附加值还很低，大量的核心技术还依赖于转让，生产主要集中在加工、组装阶

段；另一方面也说明上海劳动以及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已处在产业生命周期的末

段。只有加大研发投入，更新产品的生命周期才是解决困境的办法。
４．产业的前向—后向关联度与生产率增长成负相关关系。
这是一个比较意外的结果，即前向—后向关联度指标的参数估计值是负的。

从指标的构成看，若某三位数产业的前向后向关联指数上升，说明该产业中上游

或下游产业雇佣的劳动力数量上升。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上游或下游产业的平均

企业规模在扩大。联系上面上海市制造业企业平均规模过大的证据，我们可以得

到，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扩大规模并不能降低成本或是提高生产率，相反由于规

模过大造成的管理成本的上升，反而会抵消增加的产量所带来的收益。一个突出

的例子，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上海市钢铁业横向兼并后，并没有达到１＋１＞２的效

果，反而造成了效率的下降（ＳｕｎＰｅｉ，２００５）。可见，当某产业的上下游产业规模扩

大导致生产成本上升或效率下降时，该产业生产率的增长率必定会下降。
５．产业间集聚（多样化）是有利于产业发展的。
这与Ｊａｃｏｂｓ的理论相一致。在生产率提升方面，产业多样性指标是强于前

向—后向关联度指标的。说明哺育多样性的产业（有共同的科学基础），维持住

现有的上下游产业的布局才是目前产业规划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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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产业结构变动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
———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之谜

汪军红　李治国

　　摘　要　文章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研究了

产业结构变动与货币流通速度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货币化假说”。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货币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随着时间逐渐增强，但这并不能完全

解释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产业结构变动才是影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

主要原因。通过建立的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发现，我国狭义货币流通速度相对于

产业结构变动的弹性为２．７，广义货币流通速度相对于产业结构变动的弹性为

１．２。
关键词　产业结构；货币流通速度；货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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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ｒｙ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ｔｉｓｎｏｔｍｏｎｅ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ｂｕ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
ｔｈａｔｃａ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ｔｈｅ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ＢｙｔｈｅＥＣ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ｔｈｅｎａｒｒｏｗａｎｄｔｈｅｂｒｏａｄ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ｒｅ２．７ａｎｄ１．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ｏｎｅｔａ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

引　　言

货币流通速度是货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不仅涉及货币需求以及货

币供给政策的调整，而且还反映出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货币流通速度持续下

降一度成为转型期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主要问题。随着货币流通速度的持续

下降，基于传统式的交易型货币数量公式或收入型货币数量公式失灵，而计划

经济时期总结出来的所谓经验公式（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与流通中现金之比为

８∶１）更不能反映当前的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货币流通速度的不稳定使其可以

预测的货币主义观点受到挑战，进而使货币政策作为稳定经济的一个主要工具

５５

 原文发表于《财经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９期。



受到质疑。因此，如何分析和预测转型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决定机制，是目前

学术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共同面对的重要难题，而由此引申出的系列问题甚至

被称为新的“中国之谜”（Ｍｃｋｉｎｎｏｎ，１９９３）。
目前，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扩展货币定义的基础上。帅

勇（２００２）将之扩展为包括资本存量货币化在内的广义货币化假说；伍志文

（２００２）引入了基于资本市场的三部门广义货币数量论模型及金融资产囤积假

说；蒲成毅（２００２）指出数字现金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并使得货币流通速度

呈Ｖ字形。伍超明（２００４）指出货币流通速度分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货币

流通速度。但是通过引入新的影响因素以完善货币流通速度模型的研究较少，
李治国和唐国兴（２００６）进行了一定的尝试。本文试图采用协整分析，因果检验

等实证方法，寻找解释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新变量，从而得到新的货币流通速

度模型。

“货币化假说”是否成立

易纲（１９９６）提出了经济的“货币化假说”并以一些流通中现金的证据解释

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也就是说，货币化是导致当前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原因。
但自理论提出后，不少学者对此理论提出质疑。那么，货币化是否可以用来解

释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我们将用格兰杰（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检验

货币化程度与货币流通速度之间是否存在系统性的联系。如果存在，说明货币

化可以来解释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首先选择度量货币化程度的指标。很多学者都将麦金农（Ｍｃｋｉｎｎｏｎ）的金

融深化指标（广义货币 Ｍ２与当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作为度量一国货币化

程度的指标。但这个指标会受到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很大

程度的影响，同时也不能准确地代表该国的货币化程度，因此，我们选择信贷规

模与ＧＤＰ的比值作为货币化程度的指标，用ｆｏｐ表示。
我们考察货币化与货币流通速度之间的关系。具体思路是，考察它们之间

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及格兰杰因果关系。如果存在，说明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化

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规律性的联系，反之，则无这样的关系。
先看货币流通速度ｌｎｖ１、ｌｎｖ２①同货币化程度ｌｎｆｏｐ的关系：
从表１中的迹统计量λｔｒａｃｅ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λｍａｘ的检验结果可知，

在５％置信水平下，货币流通速度ｌｎｖ１、ｌｎｖ２ 同货币化程度ｌｎｆｏｐ之间，迹统

计量λｔｒａｃｅ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λｍａｘ均表明不存在协整关系。而表２中格兰

杰因果检验的结果也显示，货币化程度ｌｎｆｏｐ不是货币流通速度ｌｎｖ１、ｌｎ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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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ｌｎｖ１、ｌｎｖ２ 分别使用货币供应量 Ｍ１、Ｍ２计算，均为对数形式。ｌｎｆｏｐ表示货币化程度指数的

对数形式。



的格兰杰因。上述检验表明，货币化程度同货币流通速度之间并不存在“货币

化假说”假定存在的系统性联系。

表１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１９８１—２００３年）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

相关系数 原假设
统　计　量 ５％临界值

λｔｒａｃｅ λｍａｘ λｔｒａｃｅ λｍａｘ

ｌｎｖ１ ｒ≤０ １４．５９５５４ １０．２６２９３ ２５．８７２１１ １９．３８７０４
ｌｎｆｏｐ ｒ≤１ ４．３３２６１１ ４．３３２６１１ １２．５１７９８ １２．５１７９８

ｌｎｖ２ ｒ≤０ １７．７１９０７ １４．３７６３１ ２５．８７２１１ １９．３８７０４
ｌｎｆｏｐ ｒ≤１ ３．３４２７６１ ３．３４２７６１ １２．５１７９８ １２．５１７９８

表２　格兰杰因果检验（１９８１—２００３年）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样本数量：２１ 滞后期：４
原假设（Ｈ０） 样本数量 Ｆ统计量 概率值

ｌｎｆｏｐ不能格兰杰引致ｌｎｖ１ ２０ １．０６４３５ ０．４１５８４
ｌｎｖ１ 不能格兰杰引致ｌｎｆｏｐ ０．３７４８５ ０．８２２２２

ｌｎｆｏｐ不能格兰杰引致ｌｎｖ２ ２０ ０．０９７７８ ０．９８１
ｌｎｖ２ 不能格兰杰引致ｌｎｆｏｐ ０．７６８４９ ０．５６７６１

　　但是如果改变样本区间———将样本区间变为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我们发现货

币化程度ｌｎｆｏｐ同货币流通速度ｌｎｖ２ 之间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但同ｌｎｖ１ 之

间却不存在协整关系。这个何以解释？笔者认为，从理论上完全可以解释。

表３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表（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

相关系数 原假设
统　计　量 ５％临界值

λｔｒａｃｅ λｍａｘ λｔｒａｃｅ λｍａｘ

ｌｎｖ１ ｒ≤０ １８．４８３２６ １５．９０３９７ ２５．８７２１１ １９．３８７０４
ｌｎｆｏｐ ｒ≤１ ２．５７９２８７ ２．５７９２８７ １２．５１７９８ １２．５１７９８

ｌｎｖ２ ｒ≤０ ３８．４５９２７ ２７．７２１６５ ２５．８７２１１ １９．３８７０４
ｌｎｆｏｐ ｒ≤１ １０．７３７６２ １０．７３７６２ １２．５１７９８ １２．５１７９８

　　首先，我国金融产业改革比较晚，证券市场直到１９９０年才建立，而整个银行

的市场化改革是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的，之前银行信贷的对象还主要是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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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最为活跃的民营私营经济在各类信贷中占的份额很小。从理论上来说，货

币化程度同货币流通速度存在显著的关系应该是在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３年期间。因

此，货币化程度不能解释８０年代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是合理的。这也就是说，可

能存在其他一些比货币化更为重要的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其次，货币供应量 Ｍ１、Ｍ２的不同定义使得货币化程度对ｌｎｖ２ 的影响更

为直接。信贷的变化会直接导致货币供应量 Ｍ２的变化，而对 Ｍ１的影响则比

较间接。因此，ｌｎｖ２ 与ｌｎｆｏｐ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ｌｎｖ１ 与ｌｎｆｏｐ之间则不

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
根据以上分析的结果，货币化程度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随着金融改革的

深入逐渐增强，两者之间慢慢地出现了长期的规律性的联系。但货币化程度并

不能完全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我们需要寻找新变量

和新的解释因素。

产业结构变动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

在寻找新变量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可以将产业结构作为一个新变量进行

考虑。在经济增长中，第三产业运营需要大量短期资金，平均一个单位第三产

业增加值所依赖的货币存量要比一个单位第一或第二产业增加值多。因此，不

同的产业部门的货币流通速度不一样。在各产业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情况下，
产业结构的变动就会对整个经济的货币流通速度产生影响。

我们将创建一个指标来度量产业结构的变动。按照传统的分法，将产业分

成三个部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表示产业结构变动的指标是：

ｓ１
ｔ ＝∑

３

ｉ＝１
ｗｉ，ｔ

Ｙｉ，ｔ

Ｙｉ，ｔ１９７８

其中，ｉ＝１，２，３。ｗｉ，ｔ表示时刻ｔ时第ｉ产业占总ＧＤＰ的比重；Ｙｉ，ｔ表示ｔ
时刻第ｉ产业的实际产出。

为了印证我们的假定，下面我们对其进行分析。
１．对世界各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分析。
从图１和表４中可以发现，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以及泰国其货币流通

速度在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５年期间都有大幅的下降。而在这段时期，正是这些国家

经济高速发展，并伴随着巨大的产业结构变动。以韩国为例，在２０年间，其农

业占ＧＤＰ的比重就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０％左右下降到２００１年的４．３４％，其产业结

构变动可谓巨大。同期日本和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基本没有变动，而在此期

间，日本和美国产业结构并未发生巨大变化。①通过图１和表４我们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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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石油危机虽然造成了美国的产业结构变动，但是各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并未发生巨大的变化，主

要是就业结构的变化。



世界各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的高速下降一般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动。产业

结构的变动有可能解释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印度尼西亚
　

韩国

日本
　

菲律宾

泰国
　

美国

资料来源：ＩＭＦ统计数据库。
图１　世界各国货币流通速度（ｖ２）（１９７８—２００４年）

再看中国，从图２可知，自１９７８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就与农业在

ＧＤＰ中的份额同时下降，而且货币流通速度同农业占 ＧＤＰ份额的波动也极为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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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可见，产业结构的变动可以用来解释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表４　各国农业占ＧＤＰ比重

农业占ＧＤＰ比重

国　　家 １９７８年 １９８８年 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１年

印度尼西亚 ２８．１０ ２２．４８ １８．０８ 
韩　国 ２０．５１ １０．１０ ４．９５ ４．３４
菲律宾 ２８．２２ ２２．９６ １６．９５ １４．７２

泰　国 ２４．５０ １６．１８ １０．７８ ９．１２

日　本 ４．５５ ２．６１ １．６０ １．３７

美　国 ３．３２ ２．０４ １．６２ １．６１

　　资料来源：历年《世界经济年鉴》。

中国货币流通速度（ｖ１，ｖ２）同农业占ＧＤＰ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图２　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同农业占ＧＤＰ比重

２．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上面的图表分析，我们进一步使用协整检验与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来印

证我们的假设。
（１）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由于货币流通速度ｌｎｖ１、ｌｎｖ２、产业结构变动

（ｌｎｓｃ）这三个变量都是１阶差分平稳序列，记为Ｉ（１）。因此，为考察这三个变

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我们对这三个变量进行了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其检验结果

如表３所示。
从表５中的迹统计量λｔｒａｃｅ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λｍａｘ的检验结果可知，

在５％置信水平下，货币流通速度和产业结构变动之间，迹统计量λｔｒａｃｅ和最大

特征值统计量λｍａｘ的检验结果均表明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我们认为产业结

构变动和货币流通速度相关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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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表（１９８１—２００３年）

相关系数 原假设
统计量 ５％临界值

λｔｒａｃｅ λｍａｘ λｔｒａｃｅ λｍａｘ

ｌｎｖ１ ｒ≤０ ２０．９８７５７ １８．１３２０４ １８．３９７７１ １７．１４７６９
ｌｎｓｃ ｒ≤１ ２．８５５５３６ ２．８５５５３６ ３．８４１４６６ ３．８４１４６６

ｌｎｖ２ ｒ≤０ ３５．００６４３ １９．２９９１１ １８．３９７７１ １７．１４７６９
ｌｎｓｃ ｒ≤１ １５．７０７３２ １５．７０７３２ ３．８４１４６６ ３．８４１４６６

　　（２）格兰杰因果检验。为了进一步分析货币流通速度、产业结构变动之间

的相互关系，还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从表６的Ｆ统计量来看，在５％置信水

平下，产业结构变动是货币流通速度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结果说明，我国产业结构

的变动对货币流通速度有影响。

表６　格兰杰因果检验表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样本数量：２１ 　　滞后期：４
原假设（Ｈ０） 样本数量 Ｆ统计量 概率值

ｌｎｓｃ不能格兰杰引致ｌｎｖ１ ２１ ３．９４７７１ ０．０２８５８
ｌｎｖ１ 不能格兰杰引致ｌｎｓｃ １．０９５９３ ０．４０２２４

ｌｎｓｃ不能格兰杰引致ｌｎｖ ２１ ３．６５５４ ０．０３６０３
ｌｎｖ不能格兰杰引致ｌｎｓｃ ３．６０８６ ０．０３７４２

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实证分析

１．样本的选取。
本文使用的是１９７９—２００３年的年度数据。其中名义ＧＤＰ、实际ＧＤＰ指数

（价格水平以１９７８年为１００）、各产业实际 ＧＤＰ指数（价格水平以１９７８年为

１００）、各产业ＧＤＰ占ＧＤＰ比重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４年）；货币供应

量 Ｍ１、Ｍ２、一年期存款利率，所有信贷来自于ＩＭＦ统计数据库。货币流通速

度ｌｎｖ、ｌｎｖ１ 是用名义ＧＤＰ和货币供应量 Ｍ１、Ｍ２计算的。存款利率Ｒｔ 利率

水平我们取的是一年期的存款利率，为了反映实际的存款利率，通过时间加权

取实际存款利率①。ｌｎｙｔ 为实际 ＧＤＰ指数的对数形式，实际 ＧＤＰ是以１９７８
年的价格水平为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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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用一年为３６０天，每月３０天换算。



２．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的结果，估计的货币流通速度模型是：

ｖｔ＝α＋β１ｙｔ＋β２Ｒｔ＋γＺｔ＋εｔ （１）

其中，ｖｔ 表示货币流通速度，Ｒｔ 表示存款利率，Ｚｔ 表示产业结构变动等新的影

响因素，εｔ 表示误差项。
首先，将货币流通速度ｌｎｖ１ 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考虑异常值的影

响，引入虚拟变量Ｄｔ，１９９３年为１，其余年份为０。计量分析表明，上述变量之

间存在协整关系：

　ｌｎｖ１ｔ＝５．２６８－５．１８２４ｌｎｙｔ＋０．０３８５ｒｔ＋４．３１４２ｌｎｓｃｔ－０．１２４４Ｄｔ （２）
（１２．６）　　（－５．８）　　　（７．４）　　　（５．３）　　 （－２．２）

ＡｄｊＲ２ ＝０．９７４　　ＳＥ＝０．０５４　　ＤＷ＝１．４３

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Δｌｎｖ１ｔ＝－３．４７９５Δｌｎｙｔ＋０．０２２２Δｒｔ＋２．７４０５Δｌｎｓｃｔ－０．０７６９ΔＤｔ－０．８０８９Δｅｔ－１

　（－３．０）　　 　（３．４）　　　（２．６）　　 　（－２．５）　　　（－４．１）
（３）

ＡｄｊＲ２ ＝０．５８０　　ＳＥ＝０．０４２　　ＤＷ＝１．６７

从上述误差修正模型来看，当年产业结构变动上升量以２．７４的比率影响

当年狭义货币流通速度ｌｎｖ１ 的上升水平，当年实际产出增长以３．４８的比率影

响当年货币流通速度ｌｎｖ１ 的下降水平，而上一年度的非均衡误差项则以０．８１
的比率对当年的货币流通速度ｌｎｖ１ 做反向修正。

我们再以货币流通速度ｌｎｖ２ 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模型中不但考虑

异常值的影响而引入虚拟变量Ｄｔ，还考虑了时间趋势的影响，引入趋势变量

Ｔｔ，其值为当年所在年份。计量分析表明，上述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ｌｎｖ２ｔ＝１３９．０２－１．８９５８ｌｎｙｔ＋０．００６９ｒｔ＋１．７０１８ｌｎｓｃｔ－０．０６９２Ｔｔ－０．１０７７Ｄｔ

（３．８）　　 （－３．１）　　 （１．９）　　　（３．５）　　 （－３．６）　　（－３．２）
（４）

ＡｄｊＲ２ ＝０．９９６　　ＳＥ＝０．０３２　　ＤＷ＝１．４６

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Δｌｎｖ２ｔ＝－２．６１８２Δｌｎｙｔ＋０．０１３４Δｒｔ＋１．７１３６Δｌｎｓｃｔ－０．０９９９ΔＤｔ－０．９５９８Δｅｔ－１
　（－２．５）　　 　（２．３）　　　（１．８）　　 　（－３．６）　　　（－３．４）

（５）

ＡｄｊＲ２ ＝０．５７０　　ＳＥ＝０．０３８　　ＤＷ＝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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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误差修正模型，短期内，当年产业结构变动上升量以１．７１的比率影响

当年货币流通速度ｌｎｖ２ 的上升水平，当年实际产出增长以２．６２的比率影响当

年货币流通速度ｌｎｖ２ 的下降水平，而上一年度的非均衡误差项则以０．９６的比

率对当年的货币流通速度ｌｎｖ２ 做反向修正。
因此，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机

制已经形成。产业结构的变动会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相应的变化。

结　　论

本文建立了一个基于产业结构变动的货币流通速度模型，这个改进的模型

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更为可靠。而且，我们设计了一个度量产业结构变动的指

数，这个指数比使用简单的某个产业占总产出的份额来表示产业结构变动更为

合理和有效。
虽然货币化程度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随着时间而逐渐体现，但是“货币

化假说”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我们通过分析货币流通速

度同产业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发现除了经济规模和利率水平两个基本因素

外，产业结构变动是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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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



差异化定价对提升产业规模的意义研究

方曙红　李正逸

　　摘　要　文章通过拓展霍特林价格竞争模型，在寡头垄断竞争市场条件

下，以交通补贴为例，考察差异化定价的价格激励措施对于企业的销售和利润

以及对整体产业规模的提升意义。模型结论显示，在一定的市场规模、价格弹

性条件下，采取合适的差异化定价策略能够刺激消费者需求，增加企业利润，进

而扩大产业规模，提高社会整体福利。
关键词　霍特林价格竞争模型；交通补贴；差异化定价；产业规模；纳什

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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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ｚｅ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ｐｒｉｃｅｉ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ｐｒｉ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ｍａ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ｄｅｍａｎｄｓ，ｂｏｏｓ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ｒｏｆｉｔａｎ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ｘｐ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ｅｎｔｉｒ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ｍ
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ｏｔｅｌｌｉｎｇｐｒｉｃ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ｕｂｓｉｄｙ；ｐｒｉｃｅ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ｉｚｅ；Ｎａｓｈ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引　　言

一直以来，价格策略都是重要的营销手段之一，在竞争异常激烈、差异化空

间较小而价格弹性较大的日用消费品行业，尤为如此。一些大型仓储式零售企

业，在打出“天天低价”等口号之后，交通补贴又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促销策略。
由于仓储式卖场对空间面积的要求较高，往往选址在城市偏远或近郊区域，又

因为其销售的都是日用快速消费品，决定了消费者的购买频率较高，而各个卖

场在价格和商品种类方面往往大同小异，所以，空间距离成为消费者选择商场

的重要指标。这里交通补贴指的是广义的概念，具体所采取的形式主要有班车

接送、大宗商品送货上门，以及根据乘车发票给予适当折让等，究其目的在于使

７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０５ＪＡ６３０００９）。北京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８日首届中国管理学

年会入选论文。



消费者对于距离不敏感，而实质仍然是一种价格策略，达到降低消费者购买总

成本的最终效果。交通补贴这一促销策略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典型的歧视性、
差异化的降价策略，其降价幅度因各个消费者的距离远近而异。其目的旨在消

除消费者空间上的差异性，吸引远距离的消费者，通过扩大市场份额，来达到仓

储式卖场的规模效应。差异化定价策略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营销手段

之一。
然而，差异化定价在业界的普遍性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研究和关注，迄

今为止国内学者对于价格策略方面的研究主要都偏向于恶性价格竞争方面的

研究。例如张维迎和马捷（１９９９）根据Ｂｒａｎｄｅｒ和 Ｋｒｕｇｍａｎ处理寡头竞争的方

法，提出了恶性竞争的产权条件；王伟光（２００１）以彩电业为例，解释了过剩经济

中价格竞争形成的原因；安同良和杨羽云（２００２）将研究尺度从企业个体上升到

产业组织，从产业特征把握价格竞争发生的内生性；祝向军和刘明东（２００３）利

用寡占理论对中国保险市场中的恶性价格竞争的机理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

基本都旨在剖析过度价格竞争、恶性价格竞争的形成和后果，认为价格竞争阻

碍企业持续成长和市场的良性发展，因此需要修正制度设计或者在产品中引入

异质性，来打破价格战的“囚徒困境”。
然而，以前的研究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价格策略不创造价值，必然属于

零和博弈。事实上，我们希望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价格策略并不等同于价格

战，也不等同于单纯的降价行为。本文不是把单一企业的博弈决策和相互博弈

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而从产业的角度考察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除了产品本身

的异质性，企业同样可以在定价策略上引入异质性，通过一定的价格筛选机制

吸引和锁定企业所关注的那一部分目标消费者，降低他们的购买成本，刺激消

费需求。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只要差异化的定价策略适当，就可以在提高企业

效益的同时，提升整个行业的规模。
本文下面首先介绍霍特林价格竞争模型，讨论在其假设下实施交通补贴的

结果，结果只能得到令人失望的两败俱伤的结果。然而，拓展霍特林价格竞争

模型，讨论在不同的市场规模假设下进行交通补贴对产业规模的影响，我们说

明在一定条件下完全可以获得积极的成果。最后，进一步将交通补贴这一特例

拓展到差异化定价，我们讨论了其适用性、效果和现实意义。

霍特林价格竞争基本模型

霍特林模型是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纳什均衡的一个实际应用，考虑的是产品

在物质性能上具有一致性，但存在所处地理位置的差异性时，消费者除支付产

品的价格外还得支付不同交通成本时商场的定价策略。
假设有一个长度为１的线性城市位于横坐标上，消费者在这一区间［０，１］

以密度１均匀分布。设有两个商场位于城市两端，销售同样的物质产品。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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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ｘ＝０处，商场２在ｘ＝１处，两个商场产品的单位成本均为ｃ。消费者承担

每单位距离ｔ的交通成本，对商场的选择完全基于其购买总成本（价格加上交通

成本），他们具有单位需求，即购买一单位产品，所以对商场１的需求等于发现

从商场１购买更为便宜的消费者数量。
令ｐｉ 为商场ｉ的价格 （ｉ＝１，２），则消费者对商场１的总需求为：

Ｄ１（ｐ１，ｐ２）＝ｘ
其中

ｐ１＋ｔｘ＝ｐ２＋ｔ（１－ｘ）

因此

Ｄ１（ｐ１，ｐ２）＝ｐ２－ｐ１＋ｔ
２ｔ

对商场２的需求为总需求１减去对商场１的需求：

Ｄ２（ｐ１，ｐ２）＝１－Ｄ１（ｐ１，ｐ２）

设两商场同时选择价格，则纳什均衡是这样一种价格组合（ｐ
１ ，ｐ

２ ），使得

商场ｉ的利润πｉ＝ （ｐｉ－ｃ）Ｄｉ（ｐｉ，ｐ－ｉ）最大，即：

ｐ
ｉ ∈ａｒｇｍａｘ

ｐｉ
｛（ｐｉ－ｃ）Ｄｉ（ｐｉ，ｐ

－ｉ）｝（ｉ＝１，２，－ｉ表示商场ｉ的对手商场）

例如，通过利润函数对价格的偏导数为零，商场２的反应曲线ｒ２（ｐ１）为：

Ｄ２（ｐ１，ｒ２（ｐ１））＋［ｒ２（ｐ１）－ｃ］Ｄ２

ｐ２
（ｐ１，ｒ２（ｐ１））＝０

两商场价格反应曲线的交点决定了纳什均衡，容易求得其取值为：

ｐ
１ ＝ｐ

２ ＝ｃ＋ｔ

在纳什均衡价格水平下，商场１和商场２达到竞争稳定状态，两者的需求

和利润都相同，Ｄ１ ＝Ｄ２ ＝ １
２
，π１ ＝π２ ＝ｔ

２
。

提供交通补贴时的行业规模

在以上模型的基础上，现假设两家商场均实行交通补贴，那么霍特林模型

中产品的唯一差异———空间差异所带来的成本得以消除，企业陷入完全同质化

的竞争，替代弹性无限大。在这种假设下，企业仅仅将价格作为竞争策略，就会

陷入伯川德悖论（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ｐａｒａｄｏｘ），即在均衡情况下，企业竞争的结果是价格

等于边际成本，ｐ
１ ＝ｐ

２ ＝ｃ，两企业的利润均为０。
由此可见，与不进行交通补贴相比，进行交通补贴反而降低了企业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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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润。
但是，这里值得指出的是，由于霍特林基本模型里假设消费者具有单位需

求，仅购买一单位商品，消费量不随价格变动而变化，所以在长度为１的线性城

市，市场总需求为１，换言之，整个消费市场的规模是既定的。在市场规模不变

的前提下，商场与消费者这两个群体实际上构成了零和博弈。商场１和商场２
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交通补贴的行为实质是将消费者的交通成本转移到企业自

身的过程。在市场规模既定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的价格战必然损害整个行业的

利润。而对于单个企业的效果，由上例可以看出，不仅销售量没有上升，而且利

润可能同时下降。
然而，这一假设与现实有较大出入。诚然，对于一些需求较为稳定的必需

品，例如冰箱、微波炉等，需求对于价格变动不敏感。但对于大多数经常品来

说，随着价格的下降，消费量往往会上升，即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而且这一

特性在价格弹性较大的产品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一假设的改变对于我们

研究的意义在于，市场上各个企业之间已经不再是零和博弈，通过降价（补贴）
相当于提高了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增加消费量，从而有可能共同做大整个市

场。下面对模型的需求曲线进行修正，进一步探索交通补贴的促销效果。

模型拓展：线性需求下提供交通补贴时的行业规模

假设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为Ｓ，消费者具有线性的商品需求，α为价格弹性，
则位于ｘ处的消费者对商场１的商品需求为：

Ｄ１ ＝Ｓ－ｔｘ－αｐ１

对商场２的需求为：

Ｄ２ ＝Ｓ－ｔ（１－ｘ）－αｐ２

如果Ｄ１ ＞Ｄ２，则说明在同样的预算约束下消费者能够从商场１购得更多

的商品，从而他将选择商场１，反之亦然。所以由Ｄ１ ＝Ｄ２，可以求得消费者对

商场选择的临界点：

ｘ０ ＝α（ｐ２－ｐ１）＋ｔ
２ｔ

在ｘ０ 左边的消费者会选择商场１，ｘ０ 右边的消费者会选择商场２。
对于商场１的总需求是区域［０，ｘ０］内消费者个人需求的积分：

ＡＤ１ ＝∫
ｘ０

０
Ｄ１ｄｙ＝∫

ｘ０

０
（Ｓ－ｔｙ－αｐ１）ｄｙ＝ （Ｓ－αｐ１）ｘ０－ｔ

２ｘ
２
０

同理，对于商场２的总需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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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２ ＝∫
１

ｘ０
Ｄ２ｄｙ＝∫

１

ｘ０

（Ｓ－ｔ（１－ｙ）－αｐ２）ｄｙ

＝ Ｓ－αｐ２－ｔ（ ）２ －（Ｓ－αｐ２－ｔ）ｘ０－ｔ
２ｘ

２
０

纳什均衡价格组合（ｐ
１ ，ｐ

２ ）是使得商场ｉ利润πｉ 最大的价格策略。

ｐ
ｉ ∈ａｒｇｍａｘ

ｐｉ
｛（ｐｉ－ｃ）ＡＤｉ（ｐｉ，ｐ

－ｉ）｝

两家商场价格反应曲线的交点即为纳什均衡点（ｐ
１ ，ｐ

２ ），解得：

ｐ
１ ＝ｐ

２ ＝ Ｓ
２＋αｃ

２－ｔ（ ）８ ·１
α

此时临界点ｘ０ ＝１／２，相应地：

ＡＤ１ ＝ＡＤ２ ＝ Ｓ
２－ｔ

８－αｃ（ ）２ ２

π１ ＝π２ ＝ Ｓ
２－ｔ

８－αｃ（ ）２
２
·１
２α

现在假设商场１和商场２同时实行交通补贴，则：

Ｄ′１＝Ｓ－αｐ１

Ｄ′２＝Ｓ－αｐ２

同样可以计算得，当ｐ′１＝ｐ′２＝Ｓ＋αｃ
２α

时，ｘ′０＝１／２为临界点，此时双方的

博弈达到最优均衡状态时，两商场利润达到最大，

π′１＝π′２＝
（Ｓ－αｃ）２－αｔ

８α

ＡＤ′１＝ＡＤ′２＝ Ｓ
２－αｃ（ ）２ ２

比较两家商场同时不实行补贴和同时实行补贴两种情况，可以发现因为有了

交通补贴， （所以两家商场得以提高价格 ｐ′１＝Ｓ＋αｃ
２α ＞ｐ

１ （＝ Ｓ
２＋αｃ

２－ｔ）８
·

１）α
，同时总需求均有所上升。而对于商场利润πｉ（同时不补贴）和π′ｉ（同时补

贴时）（ｉ＝１，２）的比较，则因不同的需求弹性α会有如下几种不同的情形：

（１）当α＜ ８Ｓ－ｔ
１６＋８ｃ

时，π′ｉ＞πｉ；

（２）当α＝ ８Ｓ－ｔ
１６＋８ｃ

时，π′ｉ＝πｉ；

（３）当α＞ ８Ｓ－ｔ
１６＋８ｃ

时，π′ｉ＜π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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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线性需求假设下的交通补贴策略效果与既定规模假设下完全

不同：利润最大化目标下，如果市场需求是既定的，最好的策略是均不补贴，而

在线性需求情况下，同时补贴有可能会提高两家商场的利润水平。利润之所以

上升，究其实质，是因为两家商场以差异化的定价策略（交通补贴）替代了统一

的低价格水平，并促进了消费总量的上升。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交通补贴使得企业能够向消费者统一收取更高的价

格，同时提高消费需求，但只有在价格弹性α不是太大时，交通补贴作为一种促

销措施才能提高双方企业的利润；反过来，如果价格弹性较大的话，不实行交通

补贴而适当降价（即同时不补贴的情况）是更为有效地提高利润的措施。

启示和建议：从交通补贴到差异化定价

交通补贴的实质是一种差异化的定价策略，根据各个消费者与商家的距离

远近实行有区别的成本补偿，以达到消除消费者空间上的差异性，增强购买力，
提高消费总量的目的。由此进一步引出的问题和启示是：针对各类消费者的不

同特质和不同消费行为，是否有可能通过实行更为广泛的差异化定价措施（而

不仅仅是交通补贴），来提高消费量，拉动需求？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借助电子邮件、数据挖掘等技术，商家与消费者

在沟通层面上已经从传统的粗放单一的沟通模式转变为差异化的一对一沟通，
例如，根据顾客以往的消费记录分析消费偏好，并且有针对性地提供广告和邮

购目录等。那么，以上模型论证告诉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定价层面上突破过去

的一种商品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只能制定一个价格的思维定势，完全可以根据顾

客的特征分类制定不同的价格。这种“歧视性”的定价必须基于良好的甄别机

制，通过一种自动筛选顾客的过程来实现。事实上，从交通补贴延伸开来，存在

更多的差异化定价的形式。例如，商家推出产品“以旧换新”活动，往往是基于

旧的产品提供一个购买新产品的价格折扣，仅仅针对现有顾客，目的在于提供

激励促使消费者提高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同时也有效地锁定了原有消费者，
进一步强化他们的品牌忠诚度，这种定价策略本身也是客户关系管理在广度和

深度上的突破和拓展。另外，一些耐用商品购买第二件时可以享受折扣，这一

措施旨在降低消费者的边际成本，刺激消费者购买的“规模效应”。又如中国香

港“自由行”开放之初，某些香港商家推出政策，凭内地旅游通行证可以用人民

币购买等值的港币商品或者在原来港币价格上进一步打折，从而大幅度提高了

内地游客的购物热情。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复杂的交易机制往往可

能并不增加多大的交易成本，这为设计越来越复杂的筛选机制进行个性化的定

价促销带来了现实的可能。
从本质上说，这些差异化的价格激励措施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特定机制甄

别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曲线，最大程度地扩大需求总量，索取消费者剩余。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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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者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导致消费模式表现出明

显的层次性。内需增长总体持续徘徊，而投资大幅增长，需求与供给的结构失

衡隐藏着巨大的经济风险。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持续稳定地扩大内需以保证经

济均衡、高速、可持续的增长？研究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价格激励措施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正如模型所示，如果策略运用恰当，可以同

时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和企业的利润水平，有利于把中国经济增长带入新的

发展水平。
另一方面，以上的模型显示，差异化定价的价格激励措施会因行业需求结

构的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适用性。也就是说，市场规模的大小、价格弹性的改

变都可能导致差异化定价的失效，从而使企业利润均衡在较低的水平。因此，
差异化的定价不仅要因消费者而异，而且也要根据行业特性进行不同设计。当

把消费者和企业作为博弈双方整体考察动态博弈的时候，好的机制设计有利于

双方福利和效率的共同提高，实现帕累托改进；而不好的机制则可能导致以邻

为壑的损人利己甚至两败俱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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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量差异化条件下的
双边市场定价策略研究

纪汉霖　管锡展

　　摘　要　双边市场中的平台可以提供有质量差异的多种服务，原来的双边

市场文献考虑了平台提供单种服务的定价策略等，本文研究了垄断和竞争情况

下提供两种服务的平台的定价策略，研究发现垄断平台先提供高质量后提供低

质量服务时高质量服务定价最高，并且平台利润相对于平台同时提供质量差异

服务时要高。在一个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平台和一个低质量服务的平台的竞争

中，研究发现高服务质量平台倾向于提高服务质量，而在一定条件下低服务质

量平台愿意将服务质量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本文接着研究了提供质

量差异服务的在位平台和提供单种服务的进入平台的“在位—进入”的情况，研

究表明两边用户之间的网络外部性强度、服务质量参数在对于进入平台利润的

影响中均存在拐点，在拐点两边对于平台利润的影响是相反的，用户中的高端

和低端用户的比例对于进入平台选择何种质量标准的影响重大。
关键词　双边市场；平台；网络外部性；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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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ｔｒｙ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ｃｈｏｏｓｉｎｇｏｎｌｙｏｎｅｋｉｎｄ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ｆｉｎｄｓｔｈａ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ｘ
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ｕｓｅｒｓ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ａｒａｍｅ
ｔｅｒａｌｌａｆｆｅｃｔｐｒｏｆｉｔｏｆｅｎｔｒｙ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ａｎｄｈａｖｅｉｎｆｌｅｘｉｏｎ，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ｔ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ｌｅｘｉｏｎｈａｖ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ｖｅｒｐｒｏｆｉｔｏｆｅｎｔｒｙ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Ｆｉ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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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 的 提 出

双边市场是目前国内外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为产业组织理

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具有网络外部性的两个边的用户被一个中介

平台联系在一起，中介平台在促成两个边之间的交易的时候，也向两个边进行

收费以弥补平台运营成本或者盈利。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市场形态都属于双边

市场的范畴，例如，银行信用卡平台、软件操作系统平台、电子商务平台、求职网

站等。双边市场的中介平台在制定定价策略时，比一般的单边市场中的企业考

虑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从平台的功能上讲，主要有两个：一是提供服务；二是收费。考虑一个提供

匹配中介服务的市场，例如，求职网站或者婚介网站以及电子商务平台等，网站

提供相关的搜索功能，用户到网站上可以搜索感兴趣的交易对象。在现实中，
网站提供的服务的质量往往是有差异的，一般的搜索服务是面向广大上网用户

的，可以提供一般的搜索，而高端的搜索服务则面对高端用户，用户可以很精准

地搜索交易对象。中介平台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依靠低端的搜索服务来培

育用户基（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ｂａｓｅ），提高中介平台的市场形象，建立品牌；而高端的服务

则用来获得收入并且盈利。
在考虑定价策略和竞争策略时，目前国外现有的文献只考虑了平台只提供

了一种中介服务的情况，并没有考虑到现实经济生活中平台面对两个边的用户

并提供质量差异的中介服务的情况。本文建立了数学模型，研究了垄断和竞争

市场环境下的平台提供差异性服务的定价策略以及对于利润的影响，同时考虑

了一个“在位—进入”平台在服务质量上竞争的简单模型。

文 献 回 顾

相关的文献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文献是关于独立的单边企业如何处理质量

差异产品的研究，另外一部分是双边市场提供服务的文献。
在单边企业提供异质产品的文献中，以下是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献：Ｍｏｏｒｔｈｙ

和Ｐｎｇ（１９９２）研究了面临着异质消费者的企业如何决定产品发布时序的问题，
研究发现当消费者在等待产品发布的“耐心”上有差异时，企业采用序贯引入产

品的策略是利润最优的。企业可以对那些对产品需求比较强烈而等待“耐心”
较差的消费者提高质优价高的产品，过段时间后再提供低质量低价的产品给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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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不是很强烈的消费者。Ｖｉｎｃｅｎｔ（１９８９）和Ｅｖａｎｓ（１９８９）考虑了一个序贯议价

模型，他们的研究表明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为了显示其产品的高品质而在议

价过程中有意延长议价过程。潘小军（２００３）的研究表明无论网络外部性效果

存在与否，垄断厂商先提供高质量版本产品，再延时提供低质量版本产品是利

润最优的策略。当网络外部性效果存在时，在先高质量后低质量的销售过程

中，高质量产品的价格要低于没有网络外部性时的价格；当产品具有网络外部

性特征并且企业只生产提供一种质量的产品，则所有产品的均衡价格不变，而

且产品需求均大于没有网络外部性时的需求，因此，利润也高于无网络效应时

的利润，并且随着网络外部性的增强而增强。
双边市场目前还没有专门研究提供异质服务的文献，Ｃａｉｌｌａｕｄ和Ｊｕｌｌｉｅｎ

（２００２）考虑了一个提供一种质量服务的互联网中介平台进行价格竞争的模型，
研究发现互联网中介平台缺乏进行排他的激励，因为进行排他反倒会降低平台

的利润。在定价策略上，互联网平台会采用补贴一边而在另一边制定高价获得

盈利的方式。
可见，以前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单边企业提供异质服务或者平台提供单种服

务方面，对于双边市场的平台提供异质服务的定价策略没有涉及，而现实经济

生活中平台提供差异服务的情况又大量存在，以下的模型主要就是针对平台提

供差异服务的情况而建立的。

模　　型

首先讨论垄断平台提供质量有差异的服务的情况，再扩展到竞争平台的

情况。

　　（一）服务质量有差异的垄断平台

假设平台提供两种质量的匹配服务，分别为λＨ 和λＬ，λＨ 和λＬ 表示匹配成

功的概率，λＨ ＞λＬ。θ表示消费者的口味参数，θ在区间［０，Θ］上均匀分布，消

费者只有单位产品需求。两边的用户数都是１。由于两边用户之间存在着网络

外部性，其效用函数为：

Ｕ ＝ λθ＋λαｎ－ｐ，　若接受该种服务

０，｛ 若不接受该种服务

其中，ｐ为平台提供的服务的价格，α表示网络外部性参数，ｎ表示平台另外

一边用户的数量。当两边用户使用高质量的匹配服务时获得的效用是ＵＨ ＝
λＨθ＋λＨαｎ－ｐＨ，使用低质量的匹配服务时获得的效用是ＵＬ ＝λＬθ＋λＬαｎ－
ｐＬ。假设ｐＨ／λＨ ＞ｐＬ／λＬ，令ＵＨ ＝０，ＵＬ ＝０，可以得到消费者消费口味的临

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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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Ｈ ＝ｐＨ／λＨ －αｎ，θＬ ＝ｐＬ／λＬ－αｎ （１）

令ＵＨ ＝ＵＬ，可以计算出对于消费高质量和低质量服务无差别的消费者的

口味参数是：

θＨＬ ＝ （ｐＨ －ｐＬ）／（λＨ －λＬ）－αｎ （２）

在ｐＨ／λＨ ＞ｐＬ／λＬ 的假设下，θＨＬ ≥θＨ ≥θＬ。
当消费者的口味参数位于不同的区间时，消费者的行为会有所不同：当θ∈

［０，θＬ）时，消费者不购买任何服务；当θ∈ ［θＬ，θＨＬ］时，消费者购买质量为λＬ

的服务；当θ∈ （θＨＬ，Θ］时，消费者购买质量为λＨ 的服务。
按照时序方式可以将平台序贯提供服务分为几种方式：平台同时提供高质

量和低质量服务；先提供低质量服务，再提供高质量服务；先提供高质量服务，
再提供低质量服务。

１．平台同时提供高质量和低质量服务。
在平台同时提供高低两种质量的服务时，θ∈［θＬ，θＨＬ］的消费者购买质量

为λＬ 的服务；θ∈ （θＨＬ，Θ］的消费者购买质量为λＨ 的服务。假设平台两边是

对称的，也就是无论是低端还是高端服务，平台对于两边制定相同的价格，平台

一边的利润等于两种服务的利润之和，平台的利润等于两边的利润之和，则平

台的利润函数为：

π１ ＝２ｐＬ
ｐＨ －ｐＬ

λＨ －λＬ
－ｐＬ

λ（ ）Ｌ
＋ｐＨ Θ－ｐＨ －ｐＬ

λＨ －λＬ
＋αｎ（ ）２ ＋ｐＨ Θ－ｐＨ －ｐＬ

λＨ －λＬ
＋αｎ（ ）１

π１ 是（ｐＨ，ｐＬ）的函数，取 π
ｐＨ

＝ π
ｐＬ

＝０，可以得到平台对于质量差异的

两种服务的定价公式：

ｐＬ１ ＝λＬ

２
（Θ＋α），ｐＨ１ ＝λＨ

２
（Θ＋α） （３）

可以得到ｐＨ１／ｐＬ１ ＝λＨ／λＬ，表示平台对于服务的定价与服务质量呈正相

关关系。同时可得低端服务的需求量为零，在均衡状态下，用户只选择消费高

质量的服务。
平台的利润为：

π１ ＝λＨ（Θ＋α）２
２

（４）

２．平台先提供低质量服务，再提供高质量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θ∈［θＬ，θＨＬ］的消费者购买质量为λＬ 的服务，由于信息不

对称，θ∈ （θＨＬ，Θ］的消费者并不知道平台是否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对于这

部分用户，会存在一个等待成本。定义θ３ ＝Δｕ＋ｐＨ －ｐＬ

λＨ －λＬ
－αｎ，Δｕ表示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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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服务的用户的等待成本的门槛值。对于这部分偏好高质量服务的用户，
如果他们的等待成本大于Δｕ或者耐心不足，他们会选择低质量的服务；反之，
他们会选择等待，直到平台推出高质量的服务。因此，两种质量的服务的需求

量分别为：

ＤＬ２ ＝Δｕ＋ｐＨ －ｐＬ

λＨ －λＬ
－ｐＬ

λＬ
，ＤＨ２ ＝Θ－Δｕ＋ｐＨ －ｐＬ

λＨ －λＬ
＋αｎ

可以求解出定价公式：

ｐＬ２ ＝λＬ

２
（Θ＋α），ｐＨ２ ＝λＨ

２
（Θ＋α）－Δｕ

２
（５）

比较（５）式和（３）式，在其他参数相同的情况下，在平台先推出低质量服务

后推出高质量服务的情况下，低质量服务的定价不变，而高质量服务的价格会

有所下降，下降的幅度等于偏好高质量服务用户的等待成本的一半，也就是用

户的耐心越好，则高质量服务的价格下调幅度就越大。
平台的利润为：

π２ ＝λＨ（Θ＋α）２
２ ＋

（Δｕ）２
２（λＨ －λＬ）－Δｕ（Θ＋α） （６）

３．平台先提供高质量服务，再提供低质量服务。
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并不知道平台会延迟提供低质量的服务，原来购

买低质量服务的θ∈［θＨ，θＨＬ］的消费者现在改为购买高质量服务，θ＜θＨ 的消

费者不购买任何服务。当平台推出低质量服务后，θ∈ ［θＬ，θＨ）的消费者开始

购买低质量服务，这样，在两个阶段中对平台的服务的需求为：

对高质量服务：ＤＨ３ ＝Θ－ｐＨ

λＨ
＋αｎ，对低质量服务：ＤＬ３ ＝ｐＨ

λＨ
－ｐＬ

λＬ

利润函数对两个价格求导可得：

ｐＬ３ ＝ λＨλＬ

４λＨ －λＬ
（Θ＋α），ｐＨ３ ＝

２λ２
Ｈ

４λＨ －λＬ
（Θ＋α） （７）

平台的利润为：

π３ ＝
２λ２

Ｈ（Θ＋α）２

４λＨ －λＬ
（８）

４．分析和结论。
在定价方面，ｐＬ１ ＝ｐＬ２ ＞ｐＬ３，ｐＨ３ ＞ｐＨ１ ＞ｐＨ２。其实在平台同时提供质

量差异服务时，低质量服务的需求为零，这时ｐＬ１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以上的关

系式表示，平台在先提供高质量服务再提供低质量服务时，采用“高质量高价

格、低质量低价格”的定价策略，即对于先推出的高质量服务收取一个“撇油”的

价格，对于延迟推出的低质量服务采用低价以获取更多的用户和市场份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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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在先提供低质量后提供高质量服务时，对于高端服务的定价在三种情况中是

最低的，并且相对于平台同时提供质量差异的服务时的高端价格所下降的幅度

等于高端用户的“等待成本”，也就是偏好高端服务的用户对高质量服务等待的

“耐心”。
在平台利润方面，π３ ＞π１，表明垄断平台先提供高质量服务再提供低质量

服务时的利润高于同时提供质量差异服务时的利润，但是平台先提供低质量服

务再提供高质量服务对于平台利润的影响是模糊的。在第一种和第三种提供

服务方式下，平台利润均随着网络外部性的增强而增加。

　　（二）服务质量有差异的竞争平台

这种情况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非常普遍，例如，有的房地产中介专门从事高

档住宅或者别墅的中介，有的房地产中介主要从事一般档次的住宅的中介。求

职网站中有的网站主要从事针对广大求职者的求职信息服务，如前程无忧等；
有的中高端服务网站，特别是猎头公司开办的求职网站则主要针对中高端的求

职信息服务。模型采用了 Ｈｏｔｅｌｌｉｎｇ分析框架。
１．模型的假设。
假设两个平台位于线段的两端，表示为ｉ，ｊ＝１，２，两边表示为ｍ，ｋ＝１，

２，两边的用户在线段上连续均匀分布，ｔ表示用户到两个平台的单位交通成本。
假设两边的用户在两个平台上都是单归属①，即每个用户只会在一个平台上注

册交易，而不会同时在两个平台上注册交易，同时每个用户在平台上只交易一

次。这样，每边的用户可以分为偏好高质量服务和低质量服务的用户群，每个

用户群会比较到两个平台上注册交易的净收益，并最终决定到哪个平台上注册

交易。ｕｉ
ｌ 和ｕｊ

ｌ 表示ｌ边的一个用户在平台ｉ和ｊ上注册交易所获得的效用，两

边的单个用户获得的净效用分别等于注册获得的效用减去到两个平台的运输

成本。用下标Ｌ和Ｈ 表示用户偏好低质量的还是高质量的服务，为计算简便

起见，假设两边用户的网络外部性参数相同，都为α。不失一般性，假设平台１
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质量表示为λＨ，平台２提供低质量的服务，质量表示为λＬ。
假设两个平台对于同一边的用户制定的价格相同，即ｐ１

１＝ｐ２
１＝ｐ１，ｐ１

２＝ｐ２
２＝

ｐ２，其中上标表示平台，下标表示边的序号②；两个平台在两边的用户市场份额

是（ｎ１
１，ｎ１

２，ｎ２
１，ｎ２

２）。假设两边的用户总数都各自为１。
对于两边的用户，其效用函数为：

ｕ＝ λαｎ－ｐ，　若接受该种服务

０，｛ 若不接受该种服务
（９）

９７服务质量差异化条件下的双边市场定价策略研究

①

②

单归属（ｓｉｎｇｌｅｈｏｍｉｎｇ）原来是电信和网络领域的术语，双边市场理论借用了这个概念，表示一

个用户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只在一个平台上注册交易。
双边市场文献中通常采用这样的表示方法。



２．模型的计算。
在以上的假设下，对于ｍ 边的一个用户，在平台ｉ上的效用是ｕｉ

ｍ－ｔｍｘ，在

平台ｊ上的效用为ｕｊ
ｍ－ｔｍ（１－ｘ），ｘ表示用户到平台的距离，ｔｍｘ 和ｔｍ（１－ｘ）

表示用户到平台ｉ和ｊ的效用损失。
不失一般性，对于ｍ 边的用户来说，存在一个分界点，这个点上的用户到两

个平台上的效用是相同的：

ｕｉ
ｍ－ｔｍｘ＝ｕｊ

ｍ－ｔｍ（１－ｘ） （１０）

将（９）式代入（１０）式可以得到：

ｘ＝ｎ１
ｍ ＝ １

２＋α（λＨｎ１
ｋ－λＬｎ２

ｋ）－（ｐ１
ｍ－ｐ２

ｍ）
２ｔｍ

（１１）

求解可以得到平台１在两边所获取的用户数。在对称均衡的情况下，也就

是两个平台对于同一边采用相同的定价，平台１的利润函数为：π１ ＝ｐ１
１ｎ１

１＋
ｐ１

２ｎ１
２。

π１ 是（ｐ１
１，ｐ１

２）的函数，这是一个二元函数求极值的问题，求解可得：
引理１　当α２（λＨ ＋λＬ）２ ＜４ｔ１ｔ２ 时，提高高质量服务的平台的利润有极大

值，则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平台的利润高于提供低质量服务的平台的利润，且两

个平台利润的差距与两边用户之间的网络外部性的强度均成负相关关系。
引理２　提高高质量服务的平台的利润与高质量服务参数成正相关关系。

提供低质量服务的平台的利润和服务质量的关系是复杂的，当ｔ＞βλＨ 时，两者

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当ｔ＜βλＨ 时，提供低质量服务的平台的利润与低质量服

务参数成负相关关系。
综合以上引理得到：在一个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平台和一个提供低质量服务

的平台进行竞争时，在对称均衡的条件下，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平台倾向于提高

服务质量，这样有利于提高平台的利润。如果ｔ＜βλＨ，提供低质量服务的平台

倾向于降低服务质量，这样同样有利于提高该平台的利润。两边用户的网络外

部性增强，会降低两个平台的利润差，削弱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平台的市场地位。

　　（三）双边平台市场进入的模型

市场上存在一个主垄断厂商的情况比比皆是，先进入市场的垄断的双边平

台占据了两边用户的全部，新进入市场的平台首先需要选择采用何种服务质

量。假设进入平台选择高端服务和低端服务时的质量等于λＨ 和λＬ，并且只选

择一种服务质量。模型考虑了一个两阶段博弈：第一阶段在位平台和进入平台进

行价格竞争；第二阶段在位平台再决定没有受到直接竞争的服务质量的定价。

１．进入平台选择低质量服务。
假设两边的用户总数都是１，并且两边用户中的偏好高端服务和低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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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户比例均为ｓ和１－ｓ。由于两个平台在低端服务上竞争，对于平台１，偏好

低端服务的用户越多，对于高端服务的需求就越小，假设Ｄ１（ｐＨ）＝１－ｎ－
γＨｐＨ，ｎ表示选择低端服务的用户数。对于ｍ 边的一个用户，在 Ｈｏｔｅｌｌｉｎｇ框

架下，存在一个效用的无差异点：

λＬαｎ１
ｋ－ｐ１

ｍ－ｔｘ＝λＬαｎ２
ｋ－ｐ２

ｍ－ｔ（１－ｓ－ｘ） （１２）

可以得到：

ｘ＝ｎ１
ｍ ＝１－ｓ

２ ＋αλＬ（ｎ１
ｋ－ｎ２

ｋ）－（ｐ１
ｍ－ｐ２

ｍ）
２ｔ

（１３）

虽然在低质量服务上竞争的两个边的用户总数是１－ｓ，但是用户到平台１
上注册交易时，面临的用户仍然是一个总量的概念，也就是具体到公式里两边

ｎ１
１＋ｎ２

１ ＝１，ｎ１
２＋ｎ２

２ ＝１，将（１３）式展开并变形得到：

ｎ１
１ ＝１－ｓ

２ ＋αλＬ［２ｓ＋２ｎ１
２－１］－（ｐ１

１－ｐ２
１）

２ｔ
，

ｎ１
２ ＝１－ｓ

２ ＋αλＬ［２ｓ＋２ｎ１
１－１］－（ｐ１

２－ｐ２
２）

２ｔ

求解可以得到两个平台在低端服务上获得的市场份额，采用与本文第２部

分相同的求解方法得到：当ｔ＞βλＬ 时，平台２的利润函数取得极大值，ｔ表示两

边用户到平台的单位运输成本。
进入平台２在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两边的价格为：ｐ１ ＝ｐ２ ＝ｔ（１－ｓ）－βλＬ

考虑平台１的利润函数：π１ ＝ｐ１ｎ１
１＋ｐ２ｎ１

２＋ｐＨ（１－ｎ１
１－γＨｐＨ）＋ｐＨ（１－

ｎ１
２－γＨｐＨ）

得到利润最大化的ｐＨ ＝ｔ（１＋ｓ）－βλＬ（２ｓ＋１）
４γＨ（ｔ－βλＬ）

。

这样得到平台１和平台２的利润为：

π１Ｌ ＝２［ｐ１ｎ１
１＋ｐＨ（１－ｎ１

１－γＨｐＨ）］，π２Ｌ ＝
［ｔ（１－ｓ）－βλＬ］２

ｔ－βλＬ

２．进入平台选择高质量服务。

同上，得到利润最大化的ｐＬ ＝ｔ（１＋ｓ）－βλＨ（２ｓ＋１）
４γＬ（ｔ－βλＨ）

平台１和平台２的利润为：

π１Ｈ ＝２［ｐ１ｎ１
１＋ｐＬ（１－ｎ１

１－γＬｐＬ）］，π２Ｈ ＝
［ｔｓ－βλＨ］２
ｔ－βλＨ

３．分析和结论。
通过对以上结论进行分析比较得到如下引理：
引理３　在位平台提供低质量和高质量的服务，进入平台无论选择哪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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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质量，其对于两边的定价与质量标准参数和两边之间的网络外部性参数成负

相关关系。
引理３说明，在位平台提供高质量和低质量的服务，当进入平台选择其中

一个服务质量标准进入市场时，服务质量标准越高，说明在位平台将消费者服

务得越好，消费者的转换成本就越高，进入平台只能制定低价才能够进入市场。
同时两边之间的网络外部性越强，在位平台原来占据了大量的消费者，网络外

部性的增强也会造成消费者的转换成本提高，这也会导致平台只能制定低价才

能够进入市场。
引理４　在平台选择高质量服务进入时，进入平台的利润和用户群中高端

用户的比例成正相关关系。进入平台利润和两边用户之间的网络外部性强度

之间的关系上，存在一个拐点，当β＞ｔｓ
λＨ

时，进入平台利润与网络外部性强度为

正相关关系；当０＜β＜ｔｓ
λＨ

时，进入平台利润与网络外部性强度为负相关关系。

进入平台利润和高质量服务参数的关系上，存在一个拐点，当λＨ ＞ｔｓ
β

时，进入

平台利润与网络外部性强度为正相关关系；当０＜λＨ ＜ｔｓ
β

时，进入平台利润与

网络外部性强度为负相关关系。
引理４表明进入平台在决定是否进入市场进行竞争时，两边用户之间的网

络外部性强度对于利润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平台两边的用户非常看重平台

另外一边的用户数目，也就是网络外部性强度大，对于进入平台是有利的。
引理５　在平台选择低质量服务进入时，结论和引理４类似，略去。
综合引理３和引理５，可以看到无论平台选择什么样的质量标准进入市场，

两边用户之间的网络外部性强度对于进入平台的利润有着重要影响：当网络外

部性处于一个比较小的区间时，外部性的增强对于进入平台是不利的；当外部

性处于一个比较大的区间时，外部性的增强对于进入平台是有利的。我们可以

这样解释这个问题，在位平台相对于进入平台占有的用户和市场份额要大得

多，进入平台在进入市场争夺用户时，一般重点争夺一个边的用户，利用外部性

的纽带作用，吸引另外一边的用户到新平台上交易。如果用户之间的外部性比

较弱，在新平台用户量很小的时候，外部性对于在位平台的作用要远大于进入

平台，这样外部性增强会有利于在位平台巩固市场份额，防止用户流失，因此对

于进入的新平台反倒不利。当外部性跨越了一个门槛，此时进入平台的用户数

也逐步增多，这时外部性对于在位平台的作用逐步减弱，而对于新平台的作用

逐步增强，这时，外部性增强变得对进入新平台有利。
引理６　用户群中偏好高端服务用户的比例越大，进入平台越偏好于选择

高质量服务进入，反之进入平台偏好于选择低服务质量进入。

２８ 复旦产业评论（第２辑）



结 论 与 不 足

由于消费者的异质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无论是垄断平台还是竞争平台，
一般都提供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服务。本文的创新之处是考虑了双边平台提供

的服务的质量差异，研究了质量差异以及网络外部性对于平台定价策略和利润

等的影响，并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在位—进入”模型，考察了进入平台的服务质

量选择的问题。
在垄断平台提供质量差异服务的模型中，本文的结论与以前单边市场的研

究有所不同，平台先提供高质量服务再提供低质量服务时的利润确实高于平台

同时提供两种服务的利润，但是与平台先提供低质量服务再提供高质量服务时

的利润相比较，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这也是本文的研究一个可以拓展的地方。
在平台竞争时，本文考虑了两个提供单种质量服务的平台之间竞争的情

况，没有考虑两个提供质量差异服务的平台之间竞争的情况，之所以这样是因

为后者的模型的参数比较多，模型推导非常复杂，即使得出结论也很难进行比

较分析。这同样也是本文一个可以拓展的地方，可以考虑模型的假设的简化，
以及推导计算方法的改进。

在“在位—进入”模型中，本文假设在双边平台的用户群中高端用户和低端

用户的比例是固定的，这样也是为了简化计算。可以考虑将消费者口味参数的

研究方法引入到模型的推导中去，但这会带来繁复庞大的计算量。如何规避繁

复的计算，以简洁优美的数学模型研究双边市场，笔者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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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成本领先和价值创新
———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个经济学解释

芮明杰　李　想

　　摘　要　差异化战略和成本领先战略并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战略，二者可

以被一个企业同时采用以获取竞争优势。本文运用产品差异化模型考察成本

相同和成本不同两种情况下企业的竞争行为，证明差异化战略和成本领先战略

并不矛盾，指出差异化有利于企业避免恶性竞争，获取市场势力，而且当成本不

同时，具有成本优势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并具有进一步成本领先的

动机，具有成本劣势的企业则具有降低成本的动机和更强的差异化动机。文章

讨论了价值创新是企业同时采用差异化和低成本以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逻辑，
并提出企业价值创新的风险和对策，从而给出了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个经济学

解释。
关键词　差异化；成本领先；价值创新；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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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差异化战略的经济学意义是制造稀缺，是企业从对市场的深度挖掘中发现

细致的差异化需求，在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的市场结构中对某一商品或服务进

行创新，与消费者的不同需求相吻合，制造商品或服务的某一方面或经营过程

中某一环节有别于竞争对手的稀缺，即“局部的供不应求”，从而产生竞争优势，
获得超额利润。而成本领先战略要求企业面向市场，以成本为竞争中心或导

向，使企业成为产业中的低成本厂商。
在迈克尔·波特（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８０，１９８５）的战略分析框架中，成本

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目标积聚战略是企业在战略管理中可以选择的一般性

战略。三种战略的实施需要不同的资源和技能，并且在组织安排、程序控制和

体制创新等方面有差异。波特认为，企业可以选择三个战略中的任何类型，但

是这种选择要受企业规模的大小和获取资源的难易程度来决定。波特还认为，
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是处于一条连续轴上的对立的两端，成本领先旨在降低成

本，而实施差异化战略往往会使成本上升。当一个企业同时实施成本领先战略

和差异化战略时，它必须将所拥有的资源“一分为二”，分别投入到两个战略的

实施过程中。但是，由于规模、劳动、资金、能量、运输、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限

制（除非该企业的实力非常强），投入到两个战略中的资源可能都达不到竞争者

的规模和市场的要求，结果两个战略都失败。
加雷斯·Ｒ．琼斯和约翰·Ｅ．巴特勒（ＧａｒｅｔｈＲ．ＪｏｎｅｓａｎｄＪｏｈｎＥ．Ｂｕｔｌｅｒ，

１９８８）批判了波特的观点，认为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他们将成本分为制造成本和交易成本，将两者纳入商业战略的分析框架之中，
认为企业与消费者的交易不仅要考虑产品的交易成本，还要考虑制造成本，如

果制造成本下降的幅度等于或大于交易成本上升的幅度，那么差异化战略的实

施就没有以牺牲成本领先为代价，反而有助于成本的下降，此时两种战略的实

施就是并行不悖的。他们提出，差异化战略实施过度或不够，都不能获得成本

领先的优势，因此，企业在实施差异化战略时，一定要衡量实施程度的问题，努

力做到在获得差异化的同时使交易成本和制造成本之和最小化。
戴维·贝赞可、戴维·德雷诺夫和马克·尚利（１９９９）讨论了成本优势和差

异优势的经济学逻辑和组织逻辑，批判了波特的观点，认为一个公司的优势很

少完全建立在成本或差异上，可以成功地同时追求成本优势和差异优势。三位

作者举例说明这两个战略并不是不能和谐共存的，并且提出，从理论角度看，有

一些因素会削弱一个行业中观察到的差异定位和成本定位的替代性。
Ｗ．钱·金和勒妮·莫博涅（２００５）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战略的一种新的战略

思路———“蓝海战略”。他们将市场空间分为两种海洋：红海代表当前已知的市

场空间，蓝海代表当前未知的市场空间。在红海中，产业边界是明晰和确定的，

５８差异化、成本领先和价值创新———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个经济学解释



游戏的竞争规则是已知的，身处红海的企业以竞争为主要手段，以击败竞争者

为目标，遵循价值与成本互替定律，根据差异化或低成本的战略选择以攫取已

知需求下的更大市场份额，当市场空间变得拥挤时，利润增长的前景随之黯淡。
与之相反，蓝海代表着亟待开发的市场空间、创造新需求和高利润增长机会，它

通过扩展已经存在的产业边界而形成，发现蓝海的企业重新制定游戏规划，无

需竞争，打破价值与成本互替定律，同时追求差异化和低成本。
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差异化战略和成本领先战略并不是两个相互

排斥的战略，在某些情况下二者存在内在一致性（辜岚、喻桂华，２００４），可以被

一个企业同时采用以获取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产品差异化模型考

察成本相同和成本不同两种情况下企业的竞争行为，证明差异化战略和成本领

先战略并不矛盾，指出差异化有利于企业避免恶性竞争，获取市场势力，而且当

成本不同时，具有成本优势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并具有进一步成本

领先的动机，具有成本劣势的企业则具有降低成本的动机和更强的差异化动

机。文章讨论了价值创新是企业同时采用差异化和低成本以获取竞争优势的

战略逻辑，并提出企业价值创新的风险和对策，从而给出了企业竞争优势的一

个经济学解释。

模 型 的 建 立

假设市场中存在ｎ家企业，每家企业只经营一种产品（这里将服务也看作

为产品）且不同质，但有一定的替代性，定义一个系数θ表示产品之间的替代程

度，１－θ就可以说明产品间的差异化程度。θ越小，产品间的差异程度越大，特

别是当θ＝０时，产品完全差异，单个企业垄断市场进行生产，各家企业的决策

互不影响；θ越大，产品的差异程度越小，当θ＝１时，产品无差异，即同质，企业

之间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
为简洁又不失一般性，对需求函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各家企业的反需求函

数为：

ｐｉ＝ａ－ｂ（ｑｉ＋θ∑
ｎ

ｊ≠ｉ
ｑｊ）（ｉ，ｊ＝１，…，ｎ，ｊ≠ｉ；ａ＞０，ｂ＞０）

其中，ｉ、ｊ代表各种产品。
当市场中只有两家企业时，ｎ＝２，Ｂｏｗｌｅｙ从如下形式的代表性消费者效

用函数中推导出反需求函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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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虽然Ｂｏｗｌｅｙ的模型是一个水平差异化的代表性消费者模型，但它可以通过集成，从垂直差异化

的标准个体消费者模型中推导出来，因此本文并没有严格区分水平差异化和垂直差异化。参见斯蒂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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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ｑ１，ｑ２）＝ａ（ｑ１＋ｑ２）－１
２ｂ

（ｑ２
１＋２θｑ１ｑ２＋ｑ２

２）＋ｍ

其中，ｍ 代表所有其他商品，并有一标准价格ｐｍ ＝１（斯蒂芬·马丁，２００３）。
为了简化讨论，本文只考察同一行业内的双寡头竞争，假设市场上只存在

两家企业：

ｐ１ ＝ａ－ｂ（ｑ１＋θｑ２），ｐ２ ＝ａ－ｂ（θｑ１＋ｑ２）

其中，ａ和ｂ为正，０＜θ１。

模型的推导和分析

设企业１和企业２分别拥有不变的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ｃ１、ｃ２，则必然有

ｃ１ ＜ａ，ｃ２ ＜ａ。
由产品差异化的Ｂｏｗｌｅｙ线性反需求模型，可得企业１的利润为：

π１ ＝ ［ａ－ｃ１－ｂ（ｑ１＋θｑ２）］ｑ１

使π１ 最大化的对于ｑ１ 的一阶条件给出了企业１的产量最优反应函数方程式：

２ｑ１＋θｑ２ ＝ａ－ｃ１

ｂ

同理，企业２的产量最优反应函数方程式为：

θｑ１＋２ｑ２ ＝ａ－ｃ２

ｂ

　　（一）两家企业成本相同的情况

假设ｃ１ ＝ｃ２ ＝ｃ，
（１）若产品之间无差异，θ＝１，Ｂｅｒｔｒａｎｄ悖论成立，企业设定的是价格。

ｐ１ ＝ｐ２ ＝ｃ

ｑ１ ＝ｑ２ ＝ａ－ｃ
２ｂ

π１ ＝π２ ＝０

此时两家企业陷入价格竞争，没有超额利润。
（２）若产品之间存在差异，０＜θ＜１，Ｂｅｒｔｒａｎｄ悖论不成立，企业设定产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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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对Ｃｏｕｒｎｏｔ的批评是，如果企业设定价格而不是产量，那么，在只有两个供给者的情况

下，均衡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这个结论在产品同质时是正确的，如设θ＝１时的情况。如果产品是差异化

的（通常是这样），企业数目和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变化就以同样的通常方式影响市场绩效，而不管企业设

定的是价格还是产量。参见斯蒂芬·马丁：《高级产业经济学》（第二版），史东辉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０—５９页。



非合作均衡产量是：

ｑ１ ＝ｑ２ ＝ １
２＋θ

ａ－ｃ
ｂ

在均衡产量给定的情况下，古诺均衡价格为：

ｐ１ ＝ｐ２ ＝ｃ＋ａ－ｃ
２＋θ

根据均衡价格和产量便可得出均衡利润：

π１ ＝π２ ＝ １
ｂ

ａ－ｃ
２＋（ ）θ

２

此时两家企业均能得到相等的正利润，利润大小由产品的差异化程度大小

决定。可以推出：

ｑ１／θ＜０，ｑ２／θ＜０，ｐ１／θ＜０，ｐ２／θ＜０，π１／θ＜０，π２／θ＜０

所以，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增大，两家企业的均衡产量、均衡价格和均衡

利润都在增加。ａ－ｃ
２＋θ

为企业通过实施产品差异化可以获得的价格高于边际成

本的部分，１
ｂ

ａ－ｃ
２＋（ ）θ

２
为企业通过实施产品差异化可以获得的超额利润，也可

以理解为顾客为满足差异化需求而付出的额外代价。

　　（二）两家企业成本不同的情况

假设ｃ１ ＜ｃ２，
（１）若产品之间无差异，θ＝１，具有成本优势的企业１只需将价格定为ｃ２

－ε（ε可以为极小），就能独占整个市场。

ｐ１ ＝ｃ２－ε

ｑ１ ＝ａ＋ε－ｃ２

ｂ

π１ ＝ａ＋ε－ｃ２

ｂ
（ｃ２－ｃ１－ε）

（２）若产品之间存在差异，０＜θ＜１，两类企业可以在市场上共存。
非合作均衡产量是：

ｑ１ ＝ １
２＋θ

ａ－ｃ１

ｂ ＋θ（ｃ２－ｃ１）
ｂ（４－θ２）

ｑ２ ＝ １
２＋θ

ａ－ｃ１

ｂ －２（ｃ２－ｃ１）
ｂ（４－θ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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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均衡产量给定的情况下，古诺均衡价格为：

ｐ１ ＝ｃ１＋ａ－ｃ１

２＋θ＋θ（ｃ２－ｃ１）
４－θ２

ｐ２ ＝ｃ２＋ａ－ｃ１

２＋θ－２（ｃ２－ｃ１）
４－θ２

根据均衡价格和产量便可得出均衡利润：

π１ ＝ １
ｂ

ａ－ｃ１

２＋θ＋θ（ｃ２－ｃ１）
４－θ［ ］２

２

π２ ＝ １
ｂ

ａ－ｃ１

２＋θ－２（ｃ２－ｃ１）
４－θ［ ］２

２

不难发现，相比具有成本劣势的企业，具有成本优势的企业能够以更高的

产量、更低的价格经营，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如图１、图２所示。可以推出：

ｑ２／θ＜０，ｐ２／θ＜０，π２／θ＜０

所以，当成本不同并且相对不变时，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增大，具有成本

劣势的企业的均衡产量、均衡价格和均衡利润都在增加，如图１、图２所示。

图１　企业利润随差异化程度的变动
（成本差距不十分明显）

　　　
图２　企业利润随差异化程度的变动

（成本差距非常明显）

令ｓ＝ａ－ｃ１

２＋θ＋θ（ｃ２－ｃ１）
４－θ２ ，有ｑ１ ＝ｓ

ｂ
，ｐ１ ＝ｃ１＋ｓ，π１ ＝ｓ２

ｂ
，且：

　　　ｓ
θ＝４θ（ａ－ｃ１）－（４＋θ２）（ａ－ｃ２）

（４－θ２）２

＝ ａ－ｃ２

（４－θ２）２ － θ－２（ａ－ｃ１）
ａ－ｃ［ ］２

２

＋４（ａ－ｃ１）２
（ａ－ｃ２）２ －｛ ｝４

当θ＝０时，ｓ
θ＜０；θ→１，ｓθ

逐渐增大，若ｃ２－ｃ１ 足够大，有可能使ｓ
θ＞０。

所以，当成本不同并且相对不变时，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增大，具有成本

优势的企业的均衡产量、均衡价格和均衡利润都在增加，如图１所示。但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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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成本差距非常明显，当产品差异化程度没有增大到一定量时，随着产品差异

化程度的增大，具有成本优势的企业的均衡产量、均衡价格和均衡利润是不断

减少的，可以理解为产品差异化“稀释”了成本优势，如图２所示。

Δｑ＝｜ｑ１－ｑ２｜＝ １
ｂ（２－θ）

（ｃ２－ｃ１）

Δｐ＝｜ｐ１－ｐ２｜＝１－θ
２－θ

（ｃ２－ｃ１）

Δπ＝｜π１－π２｜＝２ａ－ｃ１－ｃ２

ｂ（４－θ２）（ｃ２－ｃ１）

可以推出：

Δｑ／θ＞０，Δｐ／θ＜０，Δπ／θ＞０

所以，当成本不同并且相对不变时，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增大，两家企业

均衡价格间的差距逐渐增大，均衡产量间和均衡利润间的差距都在减小，具有

成本优势的企业的相对竞争优势被削弱，具有成本劣势的企业因此具有更强的

差异化动机，如图１、图２所示。可以推出：

Δｑ／ｃ１ ＜０，Δｐ／ｃ１ ＜０，Δπ／ｃ１ ＜０

Δｑ／ｃ２ ＞０，Δｐ／ｃ２ ＞０，Δπ／ｃ２ ＞０

所以，当产品差异化程度不变时，随着具有成本优势的企业成本的减小，两

家企业均衡价格间、均衡产量间和均衡利润间的差距都在增大，具有成本优势

的企业的竞争优势得到增强，因而具有进一步成本领先的动机；随着具有成本

劣势的企业成本的减小，两家企业均衡价格间、均衡产量间和均衡利润间的差

距都在减小，具有成本优势的企业的相对竞争优势被削弱，具有成本劣势的企

业具有降低成本的动机。
综合以上模型的推导和分析可知，差异化是内生的，企业具有追求产品差

异最大化的内在冲动。企业通过主动实施差异化战略，可以弱化价格竞争，获

取垄断利润和更强的市场力量。尤其当企业成本不同时，对于具有成本劣势的

企业而言，实施产品差异化不仅可以避免被淘汰，而且能够比具有成本优势的

企业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因而具有更强的差异化动机。与此同时，企业也受

到同一行业中其他企业差异化战略的影响，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差异化程度将会

被改变，与其他企业的价格之间、产量之间和利润之间的差距也会因此而改变。
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并不矛盾。企业在实施差异化战略的同时，除

了需要控制差异化的成本以外，具有成本优势的企业可以通过进一步成本领先

以增强竞争优势，而具有成本劣势的企业也可以通过降低成本来缩小与优势企

业的差距甚至实现赶超。
需要注意的是，当成本差距很大而产品差异化又达不到一定程度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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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优势的企业不实施产品差异化更能够获得竞争优势。因此，当产品被对手

模仿或担心对手模仿时，成本领先的企业往往会采取价格战策略，以将现有竞

争者赶出市场或阻止潜在竞争者进入。但是随着现有产品市场需求的萎缩和

衰退期的到来，实施差异化战略是企业避免被淘汰的必然选择。成本优势的存

在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已经获得成功的企业的创新动力，这也为劣势企业或新

进入企业通过实施创新性的差异化战略获得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

企业价值创新

价值创新是企业同时采用差异化和低成本以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逻辑

（Ｗ．ＣｈａｎＫｉｍａｎｄＲｅｎéｅＭａｕｂｏｒｇｎｅ，１９９７）。价值创新通过创造没有直接竞

争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以较低的价格提供给顾客，在为顾客提供独特效用的同

时，又能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企业价值创新以顾客需求为根本出发点。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最先把

顾客价值纳入公司战略中来。他在描述企业的定义时说，企业的宗旨是存在于

企业本身之外的，企业的宗旨只有一个定义，就是“创造顾客”（ＰｅｔｅｒＦ．Ｄｒｕｃｋ
ｅｒ，１９５４）。这就是说，企业的目标在于以消费者为核心进行价值创新，开发并

满足顾客真正的需求，为顾客创造价值，这样才能形成市场，进而才能形成利

润。奥梅伊（ＫｅｎｉｃｈｉＯｈｍａｅ，１９８８）强调，战略的本质在于满足顾客的真实需

求，为顾客创造价值，而非在产品市场上战胜对手。芮明杰（２００４）提出，企业竞

争优势归根结底取决于企业相对于竞争对手为顾客创造价值的大小。
不重视顾客需求的企业不可能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美国著名的市场营

销专家西奥多·莱维特（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Ｌｅｖｉｔｔ，１９６０）提出了“营销近视症”（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ｇｍｙｏｐｉａ）的概念。他指出，一个产业能够兴起，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它迎合了

顾客的需求或者潜在需求，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为它要求顾客改变消

费习惯甚至生活方式去试用一种新产品。当产业度过了导入期而步入成长期、
产业前景一片光明、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发现与开拓市场而是“填补”现有

市场之时，产业中的企业经营者不能正确认识或是忘记了产业兴起的真正原

因，或是忙于抢占市场而无暇顾及产业的发展大计，以致忽视了悄然袭来的顾

客需求变化和产业衰退的阴影，这就是“营销近视症”。患上“营销近视症”的企

业为了战胜同一产业内的对手，大打价格战，竞争异常激烈，结果往往是两败

俱伤。
企业可以通过价值创新开创新的产业，并在新产业中占据领先地位。针对

波特（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８５）所提出的企业首先要考虑自己进入的产业状况

的产业领先思想，芮明杰、余光胜（１９９９）提出了全新的“产业领先”的概念。他

认为，消费者都有一种消费需求的本能欲望，但是人们有时并不知道他们自己

真正想要什么，因此企业如果能够把握人类的基本需求欲望，开拓人类的未来

１９差异化、成本领先和价值创新———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个经济学解释



需求，那么有需求也就存在产业，企业就可以自己开创一个新兴产业，从而处于

产业演化更迭体系中领先者的地位，尽量把握新兴产业在成长过程中给企业带

来的无穷收益。

Ｗ．钱·金和勒妮·莫博涅（２００５）提出的蓝海战略要求企业将注意力从市

场的供给者转向需求者，从关注市场上对手做什么，转向全心全意地为顾客创

造具有质的飞跃的价值，即价值创新，从而开创市场新空间，跨入无对手的竞争

最高境界。价值创新是具有重大价值（对顾客是效用，对企业是竞争优势）的创

新行动，其重点既在于“价值”，又在于“创新”。在没有创新的背景下，价值的焦

点是规模扩张型的“价值创造”，它提供了价值，但并不足以使企业超越市场。
在缺乏价值的背景下，创新往往是技术拉动型、市场推广型的，或者是理想主义

的，即忽略客户是否愿意接受并支付相应的价格。蓝海的创造是在降低成本的

同时为客户创造价值，从而获得企业价值和客户价值的同步提升。由于客户价

值来源于企业以较低的价格向客户提供更高的效用，而企业的价值取决于价格

和成本结构，因此价值创新只有在整个企业的效用、价格和成本行为正确地整

合为一体的时候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蓝海的探索者们同时追求差异化和低

成本。
前文的模型已经证明了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可以并且也应该共存

以获取更大的竞争优势。图３描述了差异化—低成本之间的动态关系，它们是

价值创新的立足点。企业同时实施差异化战略和成本领先战略，以较低的价格

满足顾客的根本需求，实现价值创新，从而产生竞争优势，反映为利润、市场份

额、新的市场空间，甚至是独占的新兴产业。

图３　差异化—低成本之间的动态关系

价值创 新 不 仅 仅 是“创 新”，而 是 涵 盖 整 个 公 司 行 为 体 系 的 战 略 问 题

（Ｗ．ＣｈａｎＫｉｍａｎｄＲｅｎéｅＭａｕｂｏｒｇｎｅ，１９９７）。价值创新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

产品或服务。美国市场营销专家菲利普·科特勒（２００６）将企业的差异化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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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为商品、服务、销售、人员、企业形象等，这些变量中的任何一种新发现或新

组合，都可能改变由现有经营要素组合形成的不同产品，实现差异化。价值创

新也并不等同于技术创新，它是为顾客提供满足特定需求的核心元素的重构，
技术充其量只是帮助实现这种重构的手段。

企业价值创新的风险和对策

　　（一）企业价值创新的风险

价值创新是开创市场新空间、突破竞争的战略思考和战略执行的新途径。
成功实施价值创新的关键是企业必须能够真正创造“差异”或者至少能够给顾

客感受上的“差异”。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是企业价值创新的需求基础，也就是

说，消费者的差异化偏好必须存在而且要有支付能力。对企业而言，必须有能

力识别并在消费者的承受范围内满足其差异化需求，要有供给能力作保证。由

于差异化是内生的，因此，企业价值创新主要存在以下风险：
（１）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易于被模仿和复制，竞争对手提供类似的产品和

服务，降低企业间的差异化程度，导致陷入价格竞争。
（２）在某些特定市场，消费者差异化需求不足，企业无法实施差异化战略。
（３）企业尚未准确了解和识别消费者认为具有价值的产品核心元素，就贸

然实施主观设计的差异化战略，消费者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差异性认同不足，
没能形成真正的差异。

（４）企业形成差异化的成本过高，通过加价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大多数消

费者难以承受差异化产品和服务的较高价格而不愿购买，企业也就难以盈利。

　　（二）规避价值创新风险的对策

（１）培育核心竞争力。英国经济学家彭罗斯（Ｐｅｎｒｏｓｅ，１９５９）认为，企业在

任何时点上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只是企业使用其内部资源的几种方式之一。提

斯（Ｔｅｅｃｅ，１９８２）指出，企业的能力存在于一种可推广的能力上，这种能力可应

用于许多最终产品的生产中。企业拥有许多种可以用自己拥有的组织技术生

产的最终产品。在这些可能性中，有一些可能被企业认识到，而另一些也许并

没有被企业认识到。企业选择是一种与它的组织技术相一致的最终产品组合，
并且，这种技术在某些最终产品组合上是可以转移的。

因此，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差异化战略的支撑。企业应该在经营中培育不可

模仿的、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这种核心竞争力可以使企业独占性地锁定目标

顾客群，并且能够在必要时支持企业的差异化战略，实现原有产品向新产品的

升级或转型。只有成功塑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才会有持久的发展，也才

可能为消费者创造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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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追求知识超越。哈默尔和普拉哈拉德（Ｈａｍｅｌ和Ｐｒａｈａｌａｄ，１９９５）认为

顾客向来是缺乏先见的，并不知道他们自己需要什么，成功的现代企业应该超

越顾客导向，即引导顾客朝他们愿意却尚不自知的方向走，接受企业为他们准

备的全新物品和服务，进而开创崭新的产业。
以知识和学习为基础的企业的新逻辑（芮明杰、樊圣君，２００１）强调通过对

企业知识资源的全面运用，全方位把握顾客需求知识状态，不仅了解其现有需

求，而且洞察其内在渴望；不仅考虑其认知面，而且体察其情感面，追求对顾客

知识域的超越。企业的持续成长要求企业建立知识更新机制，与顾客需求知识

域保持动态配合，引领顾客需求知识域的演变路径。企业的知识经营寻求企业

判断的顾客需求知识与顾客实际需求知识域间的匹配和超越：知识对接只是将

顾客明确显示的需求知识加以利用；知识确认则源于对顾客需求知识域的部分

了解，通过互动过程予以确认；知识超越则超越顾客现有需求知识空间，提供顾

客意想不到而深刻的价值。三类策略层层递进，高下分明。
企业对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经营战略总可以归结为三类策略中的某一类。

追求卓越的企业应该致力于领先的知识超越策略，识别消费者现有的多样化和

个性化需求，体认基本人性需求，超越顾客导向，结合自身能力不断地进行价值

创新，其中包括产品和服务的调整以及重新选择产品和服务，从而不断地提高

自身的差异化水平，以准确的经营定位锁定各自的目标顾客，以错位经营来占

领各自的市场空间填补市场空白，为各自相对稳定的消费群体提供适需的产品

和服务，让顾客拥有独特或差异化的个性化价值体验。只有持续的和追求知识

超越的价值创新战略，才能够有效保证企业的持续成长。
（３）创造成本优势。企业价值创新主要为了满足顾客的特殊价值需要而使

产品或服务具有独特之处，因为产品或者服务上的“差异”或者“别具一格”满足

了顾客的特殊需要或者给顾客以特别的价值感受。企业可以因此要求顾客支付

相应的价格上的补偿。只要企业所获得的补偿超过了为实现差异化而花费的成

本，企业就能够提高盈利能力。但是创造差异不能以牺牲成本优势为前提，价格

上的补偿不能超过价值上的给予。以低成本实现差异化是价值创新的关键。
企业成本包括制造成本和交易成本（ＧａｒｅｔｈＲ．ＪｏｎｅｓａｎｄＪｏｈｎＥ．Ｂｕｔｌｅｒ，

１９８８）。成本领先是因企业拥有规模经济、专业技术、优惠的原材料或其他能带

来低成本的因素而使企业获得超过产业平均利润的一种先发制人的战略。如

果企业能够创造和维持全面的成本领先地位，即使差异化的方式被竞争对手模

仿和复制，处于低成本地位的企业也可以获得高于产业平均水平的收益（芮明

杰，２００４）。因此，成本优势可以作为价值创新战略的保护壁垒而存在。

结　束　语

本文在讨论差异化战略时，并没有严格区分水平差异化和垂直差异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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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差异化并存可能会使得企业在不同类型行业中的竞争战略有所不同（戴

维·贝赞可等，１９９９），需要今后作进一步研究。另外，企业之间具有异质性，而

传统的差异化理论和模型似乎忽视了这一点，所以没有深入探讨不同的企业实

施差异化战略的能力差异。实际上，企业异质性在企业竞争优势的经济学分析

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企业异质性所导致的能力差异对差异化战略是否会

有影响，会有怎样的影响，如何影响，需要理论界和实业界共同关注和思考，也

是作者进一步研究的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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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的演进与发展趋势
———基于企业异质性假设的考察

左　斌

　　摘　要　本文以企业“异质性”的根源为主线，认为企业异质性的根源存在

一个由物质资本资源到人力资本资源，再到组织资本资源的演进过程。那么相

应地，由于企业竞争优势源自企业“异质性”，论述企业“异质性”根源的过程，就

同时也是描述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的演进过程。以此为基础，本

文认为企业能力理论与企业知识理论是在探索企业竞争优势源泉的过程中形

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的发展阶段，而不是一

般所认为的是与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并行的两个理论。
关键词　以资源为基础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竞争优势；核心能力；知识；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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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各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竞争优势问题进行了探讨。但这些理论

均没有较为系统的梳理。本文就拟在对企业竞争优势外生论的批判的基础

上，对以资源①为基础的企业竞争优势内生论进行系统的阐述。从逻辑与历史

的双重角度论述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的演进，并以此为基础对理

论的发展进行预测。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在引言之后，文章的第二部分是对企

业“同质性”基础上的企业竞争优势外生论的批判，并以此作为内生竞争理论的

起源；第三部分以企业“异质性”为线索，论述了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竞争优势

理论的演进。本文认为该理论存在一个从资源观到能力观，再到知识观的演进

过程，并运用演进主义的思想，描述了这一演进过程。第四部分，是一个简短的

小结，主要从组织知识的路径依赖性与历史依赖性的局限，对以资源为基础的

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预测。

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的起源：
竞争优势外生论的终结

　　传统的观点将企业竞争优势归结于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与市场环境等，认

为企业竞争优势主要是由企业外部的某些变量所决定的，可以将这些理论统称

为企业竞争优势外生论。企业竞争优势外生论的逻辑基础是企业的“同质性”
假设，我们从同质性假设的破灭来引出竞争优势外生论的终结。

１．企业“同质性”假设。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企业都被假定为同质的（杨瑞龙、刘刚，２００２）。

在这一假设条件下，就无所谓竞争优势。但是，根据美国经济学 家 Ｍｕｌｌｅｒ
（１９７７）对１９５０—１９７２年间６００个美国制造业企业的持续盈利率进行的统计研

究，企业之间存在着盈利差异是不争的事实。要对此作出解释，在企业同质性

假设前提不变的情况下，理论界首先想到的是修正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假设。这

就涉及了产业组织理论和战略管理学的竞争优势理论。
２．产业组织理论下的竞争优势理论。
新古典产业组织理论学者认为，一个企业既不能影响产业条件也不能影响

其自身业绩，而企业所处的产业结构将决定企业的竞争优势。在此背景下，梅

森（Ｍａｓｓｏｎ）和贝恩（Ｂａｉｎ）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认为在不完全竞争

市场结构下，个别企业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产业内存在的进出壁垒、政府管制和

产品差异等导致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和获利水平的差异。他们在总结上述思想

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组织理论的ＳＣＰ（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分

析范式，并运用该范式分析得出企业竞争优势由外生的市场结构决定。产业组

７９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的演进与发展趋势———基于企业异质性假设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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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理论指明了获得竞争优势的途径，比新古典竞争优势理论前进了一大步，具

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解释力。但是，根据产业分析制定的战略有明显的缺陷，忽

视了企业内部差异，诱导企业进入一些利润很高但与自身竞争优势不相关的

产业。
３．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
波特（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８０，１９８５）通过其两部著作构建了产业结构分析的竞争优

势框架，提出了５种市场力量模型。模型的基本含义是：产业结构特征决定了

企业的产业内的竞争地位。因此，企业选择一个正确的产业介入是获得竞争优

势的关键（波特，１９９７）。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分析强调的仍然是外部市场环境

对竞争优势形成的重要性，这有很明显的新古典竞争优势理论的痕迹。我们也

可以从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中找到ＳＣＰ范式的痕迹，实际上波特的竞争优势

理论是以ＳＣＰ范式为基础的，只不过是ＳＣＰ范式的产业组织理论在企业层

次的应用而已。由此可见，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也是外生于企业的，是由外部

市场竞争关系和市场机会所决定的。
４．竞争优势外生论的终结：企业“同质性”的破灭。
随着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深入，结果表明在企业“同质性”的假设前提下的竞

争优势外生论既存在逻辑上的漏洞，又不能解释同行业企业间存在着的竞争优

势差别的现象。在理论上，基于ＳＣＰ范式和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的企业竞争

优势外生论，在企业“同质性”的条件下，将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市场环境等视

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图１概括了竞争优势外生论的内在逻辑。

图１　企业竞争优势外生论的内在逻辑

但是，这个看似很严谨的推论，其实存在很大的逻辑漏洞：既然企业的竞争

优势是外生地决定的，那么企业在面临相同的外部条件时，其竞争优势不应存

在着差别。且产业内的企业由于市场环境一致，盈利情况应该是基本一致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鲁梅尔特（Ｒｕｍｅｌｔ，１９８２）的实证研究表明：“产业内长期利润率的分散程

度比产业间的分散程度要大得多。”事实上，产业内分散程度比产业间的分散

程度要大３—５倍。所以鲁梅尔特（Ｒｕｍｅｌｔ，１９８７）认为：“最重要的超额利润

的源泉是企业具有的特殊性，而非产业内和相互关系。”所以，企业同质性假

设的破灭，导致竞争优势外生论的终结，要解释和探寻企业竞争优势的深层

原因，只有进入企业内部。理论与实证的研究最终都转向了企业“异质性”
假设。

８９ 复旦产业评论（第２辑）



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的演进

企业竞争优势外生论的终结，引起了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
企业能力理论、企业动态能力理论、企业知识理论等竞争优势内生论的发展。
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对这个讨论进行一番梳理，并以企业“异质性”假设为

主线，阐述了一个完整的以资源为基础的竞争优势内生理论的演进。在这样做

之前，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企业竞争优势内生理论演进的机制和机理是什么，
即企业“异质性”的根源是如何不断变迁的。

　　（一）以资源为基础的竞争优势理论的演进机制与机理：企业异质性

１．企业异质性假设。
既然企业“同质性”假设条件下，对市场结构等外部因素的修正无法最终解

释竞争优势的根源。接下来的理论，就只能对假设条件进行修正了。以资源为

基础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企业拥有的资源各

不相同，具有异质性（Ｐｅｎｒｏｓｅ，１９５９），企业资源的异质性导致了企业之间的异

质性。同时，由于资源不是自由流动的，使得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可能会在长期

存在。绩效优良的企业与一般企业的区别，正是在于其所控制的异质性资源优

势（Ｐｅｎｒｏｓｅ，１９５９；Ｂａｒｎｅｙ，１９９１）。
在此基础上，巴尼进一步明确了企业异质性假设的两个基本的条件：（１）

资源不同质地分布于各个企业中；（２）这些资源具有黏性，不可能无成本地在

企业之间 转 移。企 业 的 物 质 性 资 源 是 企 业 形 成 竞 争 优 势 的 基 础（Ｂａｒｎｅｙ，

１９９１）。

２．企业异质性根源的变迁。
企业异质性的根源，虽然是在企业不断追求其资源优势的过程中形成和演

变的，但是，从企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异质性根源也存在一个历史变迁的

过程。在企业创立初期，通常的企业最缺乏的就是企业的物质资本资源，因此，
在这个阶段，企业主所拥有的物质资本的差异性，就是企业异质性的根源；当企

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企业主能否有能力管理企业变得更为关键，而能力的

基础———人力资本资源变得重要，企业能否在变化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与发展，
就看企业是否能够拥有和利用这种人力资本资源，因此，人力资本资源的差异

性就成了企业异质性的根源；而到企业发展成为一个大企业或企业集团时，由

于企业层级制结构的增多，企业能力很容易在日常事物中形成一种“核心能力

刚性”，从而制约企业的发展，因此，这个时候要求企业不断地创新，而这种创新

的动力只能是来自于企业内部的知识的差异性，因此，到大规模与多层级制企

业阶段，企业异质性根源于企业内部知识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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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的演进过程

１．资源基础阶段：物质资本资源。
在马歇尔的企业“内部差异”的基础上，彭罗斯在其企业成长理论中开创性

地把企业看作是一束资源的集合（Ｐｅｎｒｏｓｅ，１９５９），并认为企业内部未被使用的

资源的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和资源差异共同决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成长。
Ｗｅｒｎｅｒｆｅｌｔ发展了这一思想，明确地提出了资源基础理论，从资源的角度分析

了多元化企业进入战略的效用。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在资源基

础阶段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企业异质性，根源于企业资源的异质性，从而决定

了不同企业的绩效水平（Ｗｅｒｎｅｒｆｅｌｔ，１９８４）。换言之，对于企业的竞争优势来

说，企业内部条件比其所面对的外部条件更具有决定性作用，企业保持竞争优

势的关键就在于企业资源的异质性的积累。
但是并非所有的资源均能产生异质性，从而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企

业资源的内容十分广泛，因而对企业资源分类的研究就预示了理论的下一步发

展。Ｗｅｒｎｅｒｆｅｌｔ将资源分为在一定程度上附属于企业的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

（Ｗｅｒｎｅｒｆｅｌｔ，１９８４）。巴尼（Ｂａｒｎｅｙ，１９９１）在总结前者的基础上总括性地提出

了企业资源的三个层次：物质资本资源（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７５）、人力资本资源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４）和组织资本资源（Ｔｏｍｅｒ，１９８７）。
由于在竞争较为充分的市场上，资源（特别是流动性较强的物质资本资源）

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流动。由此可见，竞争优势与对大多数企业都具有普遍意义

的资源间不可能存在因果关系。仅仅是资源的可获得性，并不足以解释竞争的

成功，拥有某些优势资源并不必然意味着具有竞争优势。进一步的研究将表

明，有效率地调动资源的能力才是竞争优势的关键，而这种能力只能基于企业

内部的人力资本资源。
２．能力基础阶段：企业能力理论。
由于物质资本资源的可交易性或可转让性，基于物质资本资源之上的企业

异质性不能长久，因而，相应的竞争优势亦不能持续。进一步的探求表明，隐藏

在资源背后的企业配置、开发和保护资源的能力才是竞争优势的深层来源。企

业异质性的根源由具体的资源的异质性变成了抽象的能力的异质性（余光胜，
２００２）。由此产生了企业能力理论。

企业能力理论认为，在资源基础阶段的观点把企业异质性的源泉定义在具

体的作为物的资源上，完全脱离了企业中人力资本的因素，造成了资源与其配

置者的分离。实际上，客观存在的物质资源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完全取决于

使用它的人，资源异质性源自人的异质性。在这一前提下，潘拉哈拉德和哈默

（ＰｒａｈａｌａｄａｎｄＨａｍｅｌ，１９９０）指出，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能力是企业多方面的

资源、技术和不同技能的有机组合，而不是单纯的企业资源，他们将这种能力命

名为“核心能力”。

００１ 复旦产业评论（第２辑）



核心能力论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企业的异质性，从而解释了企业竞争优

势的内生性。如该理论认为，本田（Ｈｏｎｄａ）汽车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的成功就

在于其利用长期积累的关于发动机制造方面的核心能力，迅速进入汽车产业，
从而成为世界汽车产业强有力的竞争者。

随着研究的深入，核心能力的局限也日益凸现。巴顿（ＬｅｏｎａｒｄＢａｒｔｏｎ，
１９９２）提出了“核心能力刚性”①的概念。核心刚性形成之后，企业原有的核心能

力有可能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一个包袱，从而以核心能力为基础的竞争优势也

将荡然无存。
核心能力刚性化的局限，首先导致了能力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分支———动态

能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梯斯、皮萨诺和舒恩（Ｔｅｅｃｅ＆Ｐｉｓａｎｏ，１９９４；Ｔｅｅｃｅ，
ＰｉｓａｎｏａｎｄＳｈｕｅｎ，１９９７）提出了动态能力的概念，认为动态能力是“企业整合、
建立以及重构企业内外能力以便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的能力”。还提出了一个

动态能力的分析框架，试图将核心能力动态化，以克服核心能力刚性。对核心

能力动态化过程的探究，最终集中到了“组织知识”②这种组织资本资源上。这

又推动了知识基础的竞争优势理论的发展。
３．知识基础阶段：企业知识理论。
在能力基础阶段曾经提到，资源效用的大小取决于使用它们的人。物质资

本资源的异质，进化为人力资本资源的异质性。但是，上述研究表明，人力资本

资源异质性即能力的异质性，又根源于组织知识存量的差别。能力异质性只是

知识存量异质性的表现，没有知识的支撑，能力将成为无源之水。彼得·德鲁

克就曾经指出，企业所拥有的，具有唯一异质性的资源就是知识。
每个企业的知识积累都是独特的，因此彭罗斯、尼尔逊和温特等人认为，企

业内生的知识的积累看作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由于特定企业内部环境的

作用，每个企业内部长期积累的知识都是独一无二的，即它们往往表现为只可

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性知识（ｔａｃｉ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同时这些知识的共享只能建立

在共同经历的基础上，即只能以一种组织资本的形式存在。正如梯斯所认为

的：组织是“通过工作来记忆”的，离开具体的工作环境，组织知识就会失去价

值。归纳地看，企业组织知识具有的特有性质保证了其异质性：（１）过程性，企

业组织知识总是伴随某个过程，只能体现在“干”中学的知识；（２）组织完整性，
在企业内，分工导致个人知识，协作导致组织知识，虽然这两种知识都是默会性

的，但组织知识具有完整性，组织知识的转让不是不可能的，便是成本高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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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核心能力刚性”是巴顿提出的与“核心能力”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是指由于能力的长期积累

而导致的难以适应变化的一种惰性。
组织知识是组织资本的主要组织部分。根据普斯格特和威斯克（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ａｎｄＶｉｓｓｃｈｅｒ，１９８０）

的论述，组织知识是组织资本的基本源泉，“知识是企业的一种资产，因为知识影响生产的可能性且与产

品产出相伴而生。我们把这一企业资产称为企业的组织资本”。具体参见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Ｅ．Ｃ．ａｎｄＶｉｓｓｃｈｅｒ，

Ｍ．，１９８０，“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８８（３）：４４６—４６１。



（Ｔｅｅｃｅ，１９８２）。组织知识的这种对具体环境的依赖性，就决定了保持持续异质

性的可能性。
至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异质性假设作为考察企业竞争优势的

基础。图２概括了企业异质性根源的演进过程，从而也表明了企业竞争优势的

根源的演进过程。

 

图２　企业异质性的根源的演进与企业竞争优势

在图２中，我们可以看出，企业异质性假设的基本含义包括：（１）企业是一

个历史的不断内生成长和演化的有机体，企业异质性的源泉存在一个由资源到

能力，再到知识的演化过程；（２）企业组织知识作为关键性的组织资本是非竞争

的和难以模仿与替代的；（３）企业异质性假设根源于企业内部的各种资源的异

质性，因此根源于企业异质性的企业竞争优势是内生于企业的。也就是说，在

企业异质性假设的基础上，企业通过组织知识的积累，可以获得竞争优势，且这

种优势内生于企业资源，具有持续性。
在描述整个企业异质性源泉的演进，从而分析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的

同时，我们也同时得到了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的演化路径，如

图３所示。

图３　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的演进

结合图２、图３所示，我们可以总结出，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
就是在追求企业竞争优势的过程中，即对企业“异质性”根源的探索过程中逐步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是由于企业异质性的根源，从而导致企业竞争优势的根

源，存在一个由物质资本资源到人力资本资源，再由人力资本资源到组织资本

资源的演进过程，进而导致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经历了资源基础

阶段，到能力基础阶段（企业能力理论），再到知识基础阶段（企业知识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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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小结：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的发展趋势

上文阐释了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的演进。值得强调的一点

是，在每个历史阶段，当强调某一种资源的作用的同时，并不是完全排斥其他资

源的作用。这三类资源无论是在哪个历史时期，都存在于企业当中，并作用于

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因此，可以说这三个理论阶段的划分不是完全的严格

的，它们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在空间上具有并存性。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竞争优势尚处在发展的过程

中，要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并指导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还需要做许多工作，尤

其是对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１．与企业产权制度结合的竞争优势的形成战略。
在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理论框架下，企业是一个以资源、能力与知识的联

合为基础的生产性组织，因此，企业产权制度表现为一种以要素产权（物质资本

产权与人力资本产权）与劳动产权（组织资本产权）为基础的联合产权制度。要

在企业内形成竞争优势的源泉，必须充分激励企业内部各种资源的所有者，因

此必须结合联合产权制度的不同阶段来形成企业竞争优势。在物质资本资源

阶段，在实施一种以物质资本资源的联合为基础的联合产权制度，这样才能保

证，企业内部物质资本资源所有者有激励去形成企业竞争优势；同样，在人力资

本资源阶段，必须实施一种以人力资本资源的联合为基础的联合产权制度；在

组织资本资源阶段，必须实施一种以组织资本资源的联合为基础的联合产权制

度———以劳动产权为基础的联合产权制度。要指出的是，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

段，应该有不同的联合产权制度，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企业内部的资源所有者形

成企业竞争优势。
２．组织知识的路径依赖性和历史依赖性的突破。
知识是通过积累而获得并发挥作用的，这不但决定了组织知识的异质性，

同时也决定了知识的积累必须以一定的知识存量为基础，缺乏相关的知识积

累，企业无从积累和形成组织知识。也就是说，企业的增量知识严格依赖于企

业的现有存量知识，即组织知识具有的路径依赖性和历史依赖性（余光胜，
２００２）。因此，如何克服组织知识的这种路径依赖性与历史依赖性，是以资源为

基础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３．组织知识的创新和积累。
组织知识对于形成企业竞争优势是相当关键的，从而也决定了企业的成

长。如何在企业内部生成这种异质性的组织知识，亦是研究的重点。基本的思

路应该有两条：一是促进关于外部市场环境的知识和内部资源优势向核心知识

转化；二是企业家应该积极营造组织学习的环境，突出培养组织学习能力，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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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外部知识的吸收，同时加强组织自我知识创新的能力。
４．竞争优势理论的综合。
对于企业竞争优势，在批判竞争优势理论外生论的前提下，以资源为基础

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但是现在的发展表明，以资源

为基础的竞争优势内生论也存在着局限，它避免了企业“同质性”的极端，但是

转入另一个极端：市场同质性。因此，关于竞争优势理论的下一步发展方向，应

该是将外部市场因素与内部资源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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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住宅产业发展历程回顾：
市场化进程的经验与启示

陈　杰　郝前进

　　摘　要　本文对上海住宅房地产产业自１９９３年后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

总结。住房曾经作为福利品而不是商品在中国社会存在了很多年。研究住房

产业如何实现从计划配置向市场配置转换对于理解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

进程具有重要意义。自１９９３年以来，上海住宅房地产市场可以划分为４个阶

段：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的低市场化阶段、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住房全面市场化体制改革后

的徘徊和调整阶段、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５年５月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阶段、２００５年５
月至今的适度回调阶段。在充分利用统计资料的基础上，本文深入而中性地分

析了每个阶段的特点、动因以及经验所在，最后得出启示：上海住宅房地产市场

的发展历程就是住宅双重商品属性不断释放的过程，其发育发展程度与国民经

济多个方面紧密相连、相互影响。同时我们也见证了政府行为在上海住宅房地

产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
关键词　上海；住宅房地产；市场化；住房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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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１９９３年前的上海住宅房地产业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前，城镇居民的住房被作为福利品来看待，完全由政府进

行生产和分配。住房的商品属性被完全否定，通过市场机制供给、分配住房的

思路被彻底排斥。由于住宅投资没有回报，开发商投资积极性很低，资金来源

严重匮乏，居民的住房质量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以上海为例，上海１９５５—１９７８
年间住宅占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比例（除个别年份外）基本都低于５％，最低的

１９６９年只有０．３％。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上海市区人均居住面积１９５２年为

３．４平方米，１９７８年为４．５平方米，２７年间只增加了１．１平方米（见图１）。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２００５年），《上海统计公报》（２００５年）。①

图１　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与住宅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比重（１９５２—２００５年）

实行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中，在大多数产业都进行全面市场化改革后，对

住宅是不是商品、能否通过市场方式予以解决，决策层和整个社会仍然存在较

大争议，导致住房体制改革十分迟缓。尽管经历１９８０—１９８８年提租和出售公

房阶段、１９８８年《宪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和１９８９—
１９９８年住房券补贴—住房公积金阶段，大多数城镇居民还是没有强烈的购房欲

望，开发商也没有进行住宅投资的激励动机，居民“住房难”并未随着收入水平

的大幅提高而获得缓解。以上海为例，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上海职工的人均年工资从

６７２元上升到５６５０元，１５年间增长了７．４倍，可人均居住面积仅从４．５平方米

增加到７．３平方米，增加不到１倍，增量不足３平方米，平均每年增加只有

０．１８７平方米（见图１）。这些事实使人们逐渐取得共识：城镇住房制度必须彻底

破除福利分房、实物分配的思路，面向市场化的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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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用数据除注明外，２００５年的数据皆来自《上海统计公报》（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５年前的数据皆

来自《上海统计年鉴》（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和《上海房地产市场》（１９９４—２００５年），后者是上海房屋土地资源

管理局和统计局联合编制的年度报告。



本文以１９９３年作为起点考察上海住宅房地产业市场化发展。尽管上海的

商品房建设开发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期就出现，但是从１９９３年才算正式起步

的。１９９３年（内销）商品房完成投资８３．７亿元①，比１９８６—１９９２年的总和提高

了６９％，当年新开工面积１０１８万平方米，是１９８６—１９９２年累计的１．８倍。

１９９３年竣工面积３２０万平方米，其中商品住宅３０７．２３万平方米，占９５．８％。
当年商品住宅竣工面积相当于前７年累计的６５．３％（《上海房地产市场》，１９９４，
第６３—６４页）。

同时，一般认为１９７８年以后至今的上海经济发展也是以１９９３年为分界

线。在１９９３年前，上海的经济发展落后于其他沿海开放城市，发展速度相对缓

慢。１９９３年以后，随着浦东开发，上海全国经济中心地位被重新确认，上海经济

也连续１３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经济总量、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图１显

示，在住房体制改革基本实现市场化后，短短７年，上海市民人均建筑面积从

１９９８年的１３．４平方米增加到２００５年的２１．３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从９．７平

方米增加到１５．５平方米，增加量超过１９９８年前２０年总和的１．６倍，平均每年

增加０．８平方米，是前２０年平均速度的３倍多，是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平均速度的２
倍，上海城市居民的住房质量总体上得到明显提高。２００４年，房地产业所创造

的增加值更是占到上海国民生产总值的８．４％，在六大支柱产业中排名第三，仅

次于信息产业与金融业，超过商贸流通业，真正成为上海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根据图１，本文将１９９３年以后上海住宅房地产发展历程分为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低

市场化阶段、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住房体制改革后的徘徊和调整阶段、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５
年５月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阶段、２００５年５月后的适度回调阶段。

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住房体制改革前：低市场化阶段

尽管１９９４年７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确定

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

会化”的住房制度改革目标，并且提出了以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为主，辅以提租

和售房等改革措施，但是由于住房租金相对低廉，１９９８年以前大多数城市居民

仍有机会通过福利分房制度得到住房，普通公众对住房的商品属性意识淡薄，
住宅的投资需求效应和财富增值特点更被忽视，很少有主动通过市场去购买私

有住宅的行为。住宅建设中面向市场销售的比重始终不到６０％，内销商品住宅

大部分销售给企业和事业单位，个人购买比重较小（见表１），一个成熟的市场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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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１年８月之前，上海存在内销、外销两种商品房。外销房一般比重不到总数的１０％。内销房

在１９９４年８月前还分为一般内销商品房和高标准内销商品房，后者比重很少，主要面向侨胞，又称为侨

汇商品公寓。１９９４年８月上海建委决定停止审批新的高标准内销商品房项目。２００１年８月起，上海内

外销商品房并轨。



未形成。所以住房市场经历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的短暂爆发增长后，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

住宅投资和新增供给量还是发展缓慢，徘徊不前。上海城区居民的人均居住面

积从１９９３年的７．３平方米增加到１９９７年的９．３平方米，只增加了２平方米，平

均每年增加０．５平方米。

表１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上海内销商品住宅房销售结构

年　份
内销一般商品房（住
宅）销售面积（万ｍ２）

以市场价格出售
给个人（万 ｍ２）

以市场价格出售给
企事业单位（万 ｍ２）

个人以市场价格
购买比重（％）

１９９２年 ５５．８９ 　８．１５ ４７．７４ １４．６
１９９３年 １４４．９８ ３６．０１ １０８．９７ ２４．８
１９９４年 １３３．４４ ６７．２ ６６．２４ ５０．４
１９９５年 ５０７．６５ １７２．６ ３３５．０５ ３４．０
１９９６年 ５２８．５６ ２４４．８３ ２８３．７３ ４６．３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改革后的徘徊和调整

１９９８年７月，国务院会议发布新一轮房改的２３号文，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取

消住房实物分配，实行货币化购房制度，一个商品化的住宅市场在上海破壳而

出。尽管上海住宅建设投资开始实现市场导向，单位福利性质的住宅投资比例

越来越小，单位自建等形式的非市场化住宅投资比重大大下降，但是上海的商

品住宅投资市场并没有立刻被启动，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商品住宅的投资和新开工面

积不仅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商品房平均价格在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之间也出

现负增长，销售面积也不尽如人意。中房上海商品住宅房指数在１９９７年１１月

底为７５４，１９９８年１１月为６６９，１９９９年１１月为６４１，２年间累计下跌了１６％
（见图２）。这说明经历长期住房实物分配体制的上海居民对住宅的商品属性认

识还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过程，房地产投资开发商也对商品住宅房地产市场普

遍存在疑虑，进入意愿不大。
为刺激和鼓励商品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１）１９９８年６月１日推出，２００３年５月３１日截止的“购房退税”政策，即个人

自购房可抵扣购房日起个人所得税，有效地提高了高收入者、港澳台等境外人

士买房的积极性。（２）对国家规定的税费，采用地方贴费的办法。如房产交易

契税原规定为３％，１９９９年减为１．５％，其中上海市地方财税贴费一半，个人实

际只交０．７５％。（３）银行住宅贷款按揭体系始于１９９３年，但一直发展缓慢，
１９９６年起上海各商业银行将首期最低付款从总房款的３０％下降为２０％，有些

银行甚至宣传零首付制度，并延长了还贷期限，最长可达３０年。这些政策在

１９９８年后进一步得到宣传和落实，大大释放了消费者的购房预期。（４）１９９４年

２月起上海开始试行的“蓝印户口”制度，继续执行，大大增加了外地人对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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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上海房地产价格评估师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ｖａｌｕｅｒ．ｏｒｇ．ｃｎ／。

图２　月度中房上海指数（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房地产的需求（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废止，取而代之的是“上海市居住证”制度）。据

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统计，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１年，外省市企业和个人在上海

购买新建商品住宅共计６．４８万套，占同期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登记过户总量的

１１％（见表２）。共有４．１５万套预售房的外省市买家申请蓝印户口，占同期预

售房总数的９．３％。

表２　上海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商品房销售对象（按地域划分）

年　份
商品房预售对象

为本市（套）
预售对象为

外地（套）
预售对象

对境外（套）
外地和境外购买

所占比例（％）

１９９７ ４２９５６ １８６２ ６２ ４．２９
１９９８ ７６２７８ １７３７ ３５ ２．２７
１９９９ ９０９７７ ５２２１ ３６ ５．４６
２０００ １０７６８６ ９３５５ ５２ ８．０３
２００１ １２５６５７ ２４６１７ ／ １６．３８
２００２ １７４８７０ ３９３４８ ／ １８．３７
２００３ １７４２７９ ４６０９０ ８６４４ ２３．９０

　　注：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的外地和境外购买所占比例不包括境外，为粗略估算。

这些政策在当时对扩大商品住宅需求、刺激住宅消费、繁荣市场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２０００年起，上海市商品房价开始止跌回升，当年个人购买商品

房住宅面积突破１２００万平方米。对商品住宅的投资明显增加，新开工面积快

速增长，上海市房地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也逐年上升，从１９９１年的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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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至２０００年的５．５％，第一次在所有行业中占居第四位置，真正成为上海国

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５年５月：快速发展阶段

从２０００年起，上海住宅房地产市场开始持续升温，２００３年后更是可以炙热

来形容。尽管商品住宅的投资金额和竣工面积在５年内增加了１倍多，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却还是快速上涨。官方统计的销售均价由２０００年的３３２６元／平方

米上涨到最高峰２００５年５月的７０５４元／平方米，５年半内住房价格上涨了

１２１％［《上海统计年鉴》（２００５年）、《上海统计公报》（２００５年）］。中房上海住宅

月度价格指数也从２０００年８月的６６０点快速上扬至２００５年５月的１４５６点，
不到５年间的上涨幅度为１２０．６％（见图２）。

总结该阶段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的原因，既有合理的居住消费需求增强因

素，也有过度投资需求和市场炒作带来的影响。
从居民的基本消费需求来讲：首先，住房市场的初始私有化必然带来旺盛

的购房需求（Ｂｕｃｋｌｅｙ，ＨｅｎｄｅｒｓｈｏｔｔａｎｄＶｉｌｌａｎｉ，１９９５），而且作为一个新兴市

场，上海每年新建商品房相对总人口来说还是比例过小。上海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

累计的新竣工的商品住宅面积也就１７４８４万平方米，相当于新增１６０万多套商

品住宅供给，年均也就是２０万多套，而这相对于上海４９０多万户本地家庭和大

量外来购买力来说，仅占约４％的比例。另外１９９８年之前建造的绝大多数住宅

质量是相对低劣的，几乎每个居住其中的家庭都存在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新

建住房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住房改善需要。
第二，收入及未来预期的增长使各阶层都愿意提高对住房消费的投入。

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从４２７７元增加到１８６４５
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上涨了１４７％。其中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之间就实际增长了

７０％。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年，职工人均年工资从５６５０元增长到２６８０３元，扣除物价

因素实际增长１６９％，其中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之间就实际增长了８１％。从更长时

间段来考察房价，其总上涨幅度与收入还是基本适应的。１９９５年（内销一般性）
商品住宅房的平均销售价格是２４７７元／ｍ２，到２００５年的上涨总幅度是１７０％。
收入的强劲增长，客观上带动了住房消费需求的增加。

第三，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期，居民通过收入增长积累了不少现金，但却没

有按比例的用于住房消费。国际研究一般认为，住房是最重要的大宗消费品，
居民消费支出中的２５％—３５％应该用于住房消费（ＴｈｅＨｏｕｓ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
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２００４），过高和过低都不是合适的。住宅市场化改革前上海

居民绝大多数对住房消费是十分低的。历史上长期被压抑的住房需求，在市场化

初期被快速释放，因此这一时期的住房需求、房价上涨带有一定的补偿性味道。
第四，城市化加快、城市旧区改造的加速，客观上带来住房市场的内部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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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上海市区面积在逐年扩大，不断有新的郊区农业人口进入城市。由于历

史欠账多，上海的旧区改造任务非常繁重。仅在上海市区内部，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就产生安置动迁居民４０多万户，平均每年新增对商品住宅房的潜在需求近９
万多套（见表３），而同期每年预售商品房套数也不过十几万套（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上海市居民拆迁

年份 中心城区居民拆迁户 中心城区居民拆迁面积（万平方米）

２０００ ６８２９３ ２８８．３５
２００１ ７１９０９ ３８６．６６
２００２ ９８７１４ ４８５．００
２００３ ７９０７７ ４７５．４７
２００４ ４１５５２ ２３２．５２
２００５ ７４４８３ ８５１．８５

　　第五，城市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增加，提供了大量外部刚性需求。劳动力

市场的流动性是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基础，但在福利分配住房时期，住房只能

从单位获得，极大地制约了劳动力在城市之间乃至城市内部的流动。住宅房地

产市场的兴起为劳动力市场流行性的增加提供了便利，后者反过来又对住房市

场提出了更高要求。上海在１９９３年以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使其对周边地

区乃至全国的人才吸引力大大增加。上海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仅户籍人口就新增

５４万多人、３５万多户，其中境外人士３万多户（历年《上海统计年鉴》）。上海对

外来人口获得上海户籍有严格控制，可以获得户籍的外来人口一般都具有较强

的购买能力。同时，没有取得户籍但在上海就业的外来人口中同样也会对上海

的住宅产生大量需求。
第六，文化传统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拥有自有

住房，住房也是青年人谈婚论嫁的首要条件。另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诸多

欠缺使住房甚至充当“防老”的工具（出租获得租金），也诱发对住房的大量需

求。国外经验表明，在社会保障缺乏的国家，对自有房的需求强烈，如很多低收

入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而北欧等社会保障发达的国家，自有房比例则不高，
约为５０％—６０％，而调查显示上海居民自有房比例约为８０％。

最后，与上海房地产市场刚起步时相比，２０００年之后开发的楼盘品质有了

明显提升，“含金量”有了显著提高，除建筑材料和建筑质量外，绿地、轨道交通、
配套公共服务的大规模投入都构成房地产增值的一部分。最典型的例子是一

号线莘庄地铁站附近房地产市场的发展，１９９５年平均房价为２０００元／平方米，
２００３年则上涨为４５００元／平方米，增值１２５％。另外，住宅建造成本也大幅上

升，１９９３年竣工房屋的平均造价为１３６３元／平方米，２０００年为１９４７元／平方

米，２００３年则上涨到２９８７元／平方米。房产品质价值的提升刺激了消费者的

购买欲望。消费者愿意为增加的这部分品质价值多付费用，获得更高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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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杰，２００５）。
从外部环境分析，投机气氛活跃也是该阶段推动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１）１９９９年以后整体市场投资渠道的缺乏，特别是２００１年６月以后股市

的一路下跌（见图３），中小投资者对股市逐渐失去信心。另一方面，由于住宅商

品固有的一些属性（不动产；销售不出去可以转租；随着经济发展、周围环境优

化可以增值等），房地产投资（尤其在大城市）基本上成为高回报、低风险投资的

唯一渠道，投资房产的人群包括个人、企业、银行、基金等等（顾建发，２００５）。

资料来源：ＷＩＮＤ数据库。

图３　１９９３—２００６年上证指数（收盘点）

（２）低利率的经济环境和金融市场监管的放松，使房地产消费者得以充分

利用金融工具杠杆作用实现潜在消费的同时，也鼓励了非理性的住宅消费，同

时过度刺激了住宅的投资需求。住房市场的一大特点就是跟其他市场特别金

融市场的发展息息相关又相互影响。１９９６年底至１９９７年初，五大国有银行和

政府开始提供低息住房贷款和优惠政策鼓励住房市场的发展，但效果并不明

显。２００１年左右，由于其他行业投资渠道匮乏，风险增大，同时房地产融资抵押

物品属于不动产且具有增值预期，相对风险较小，商业银行开始积极从事房地

产市场的融资业务，不断降低房贷首付比例（可以为２０％，甚至提出零首付政

策），提高住房贷款的年限（最长可达３０年），由于当时中长期贷款利率只有６％
左右（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下降了１倍），客观上也刺激了通过按揭进行住房

投资和提前实现住房消费，住房按揭贷款的绝对数量和占总贷款比重都迅速增

加（见图４）。根据《２００４年上海市金融运行报告》，截至２００４年底上海住房按

揭贷款占银行新增贷款的比重已经超过了７５％，而这一比重的全国平均水平只

有１２％；２００４年上海市中资金融机构人民币自营性房地产贷款累计增加１０２３
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累计增加７２８亿元，新增个人住房贷款占中长期贷款

增量的比例高达４８％，在增加的１０２３亿自营性房地产贷款中所占的比例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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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７０％。按揭制度一方面大大激活了房地产市场客观存在的潜在消费需求，另

一方面也有可能让部分消费者不顾自身经济能力进行非理性的住宅消费，更为

部分房地产投资者运用金融手段、发挥金融手段的杠杆作用提供了契机。

图４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上海居民存款与住房按揭贷款

（３）外地高收入者和境外的旺盛需求。２００１年８月上海正式实施内外销

商品房用地的归并，打通了外资进入上海房地产的渠道。表２显示，２００１年后

来自外地和境外的购房者比例显著上升，这部分购买力带来的强劲需求对房价

上涨有带头作用。仅以境外购房者为例，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外销商品房出售情况一

路上涨，但与同期内销住房价格对比可以发现，两者差距一直非常大：１９９９年外

销住宅均价为１３４６美元／平方米（见表４），２０００年为１１０９美元／平方米，而

２０００年上海市中心城区内销住宅平均单价为３８３４元／平方米，单价最高的静

安区也仅为５３９７元／平方米（《上海房地产市场》，２００１）。２００１年前外销、内销

商品房上巨大的价格差异，显示了境外资金对上海市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潜在需

求，２００１年内外销房市场的并轨给这部分市场需求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表４　１９９９年上海部分外销住宅销售价格

项目名称 价格（美元／平方米） 价格（元／平方米）

九龙花苑 １２６９ １０５０４．７９

爱都公寓 １１００ ９１０５．８０

鸿发苑 ２３００ １９０３９．４０

华尔登广场（一期） ２４５０ ２０２８１．１０

欧阳大厦 ９１８ ７５９９．２１

龙柏花苑 １７００ １４０７２．６０

罗马花园 ２０００ １６５５６．００

　　注：按照１美元＝８．２７８人民币进行换算，１９９９年美元兑人民币在这个线附近波动，见
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资料来源：《上海房地产市场》，２０００，表３４，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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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持续升温，加剧了境外投资者对上海房地产市场的

投资动机。
（５）买涨不买跌的消费者投资心理。当住房销售价格持续快速上涨，住宅

的投资需求属性得到充分认识，住宅商品具有的财富增值效应使住宅价格不断

自我上涨。

２００５年５月后住房市场的适度回调

上海住宅房地产价格过快的上涨幅度和银行对房地产市场的过量融资，引

发了社会多方面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也使央行意识到其潜在的金融风险。中

国人民银行于２００３年６月出台“１２１文件”，提高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个人购房首

付款的比例；银监会于２００４年３月出台文件，要求银行严格控制房地产贷款，
加强对银行业务的监督和风险防范；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和２００５年３月，中国人民银

行两次加息，提高银行贷款成本，加强监督审查，抑止银行对房地产市场的推波

助澜、杠杆作用；２００５年４月，国务院推出“加强房地产市场引导和调控的八条

措施”；２００５年５月，七部委（建设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

行、税务总局、银监会）联合发出《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八条措

施调控楼市。
同期，上海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当前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

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完善廉租住房制度，建立房屋租赁新机制，加快旧

住房改造；建立完善住房保障政策；１６项举措监管楼市；打击１４种房地产违规

不法行为；取消转按揭，提高多套购房贷款利率；银行严控房贷审核，支持市民

的中低价自住房贷款，严格控制市民购买第二套以上住房的贷款等。
从２００３年６月起，经历了２年金融政策调整，特别是２００５年５月中央和上

海市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重大行政和税收管治政策，上海住宅房地产市场结束狂

热上涨的阶段，从２００５年６月起第一次出现价格回调。如图２所示，中房月度

上海住宅价格指数自２００５年６月的１４５６这一历史高点一路滑落，出现连续８
个月的大幅下调，一直到２００６年３月才企稳在１２６６点，这期间累计跌去２３０
点，相当于１３％的跌幅。但在２００６年３月以后，市场基本保持平稳状态，２００６
年后半年逐步出现略有小幅回调的局面，但整体价格走势还是基本稳定。

央行上海总部发布的《２００５年上海市金融运行报告》也指出，２００５年末上

海市中资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４０８８．８亿元，比年初增加５８７．３亿元，但由

于商品住房成交量回落，个人住房贷款自７月起连续６个月负增长，７—１２月累

计减少１１７亿元，导致个人消费贷款在全部贷款中的比例出现回落。２００５年全

市个人消费贷款增加１５２亿元，同比少增６０３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增加

１９９．４亿元，同比少增５２９亿元。全市个人消费贷款占全部人民币贷款的比例

为１９．７％，同比下降１．１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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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与 启 示

先前的研究已经指出，住宅商品具有耐久性、复杂和多重异质性、空间位置

的固定性、昂贵性和政府行为性五个方面的特征（Ｓｍｉｔｈ，ＲｏｓｅｎａｎｄＦａｌｌｉｓ，
１９８８），这导致了住宅市场的发育发展极为复杂，具有很多不同一般商品市场的

特殊性质。同时，由于住宅需求存在着基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双重性，更

增加了住宅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住宅市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跟

国民经济多个部门相互影响、互相制约。历史见证了，上海住宅房地产市场的

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住宅的双重商品属性不断释放的过程。住宅市场化改革有

效地调动起产业界新增住房的积极性，使住房的供给在总量上不再成为难题，
尽管新的历史经验表明，住房供给结构上的缺陷尚有待于市场之外的手加以平

衡；同时，清晰可见的是，上海住宅市场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多个方面特别如城

市化进程、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社会保障等相互制约而又相互影响、相互促

进，这其中的关联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深入研究；我们还注意到，政府行为的主

导性贯穿于上海住宅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始终。如何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在住

房产业中的各自作用和实现相互协调，是今后上海住宅房地产业发展中的首要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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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模块化与产业链



产业链研究的理论定位与概念界定

郁义鸿

　　摘　要　在当今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中，产业链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

的研究层次。学者们从各种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至今没有

形成统一的研究基础，甚至基本概念的运用都相当混乱。本文首先对以产业链

为对象的研究进行理论定位，进而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可

以将从各个角度切入的产业链研究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为构建一个相对独立

的产业链理论提供基础。
关键词　产业链；产业链理论；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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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当今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中，产业链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层

次。学者们从各种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至今没有形成统一

的研究基础，甚至基本概念的运用都相当混乱。一些相关概念的使用很不规

范，甚至相互混淆，互为冲突，为该领域的研究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就目前在学术杂志和各类媒体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学者们所使用的概

念有些直接与产业链相关，有些属于相近概念或相联系的概念。简单罗列一

下，至少可以看到以下这些常用的概念，如：价值链、企业价值链、产业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价值星系；知识链、企业知识链、产业知识链；产业集群、企业网络、
模块化产业结构，等等。

本文首先就产业链的研究层次进行界定。研究层次的界定是理论定位的

基础。本文认为，产业链研究是介于产业关联（投入产出）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

９１１



论之间的一个研究层次，是比产业关联更微观而比产业组织更宏观的一个研究

层次。以产业链为研究对象，意味着凡是与产业链有关的经济问题，都应该属

于产业链理论研究的范畴。
由此，在对比产业关联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的情况下，本文对于产业链

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简要的罗列。事实上，这些问题是从各个不同角度对

产业链进行的研究，而这些问题绝大多数也已经成为当今研究的主题。
进一步，对于各种角度的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该如何界定？这些概念之

间的相互联系又是如何的？同时，与其他相关的研究领域之间，基本概念有何

差异？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对于这些基本概念之异同及其相互关系的讨论

是本文的主要内容。笔者试图借此对这一研究层次的研究角度和内容进行一

个系统梳理，以廓清一些概念的误用，规范理论概念的使用。
我们首先需要对产业链这一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并明确这一研究层次的研

究特点。我们从经济活动的组织开始讨论。

经济活动的组织与产业链研究的层次

一个经济系统中的生产是由许许多多最基本的活动，通过一定的相互联结

的方式进行运作而实施的，这种基本活动之间的联结方式，我们称之为经济活

动的组织。①
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认为，所有经济学问题的研究都是围绕着经济活动

的组织来进行的，而这种组织不外乎分工与协调两大方面。就此而言，所有经

济学问题也都可以划分为与分工有关的问题和与协调有关的问题，以及两者之

间的相互联系的问题。②
于是，经过多少年的学科本身的演化，经济学产生了不同的分支和领域，而

这种划分主要是按照经济活动组织的不同层级来进行的。从微观到宏观，目前

的层级划分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产业关联经济学和宏观经济

学。这里我们不妨从经济活动组织的角度，对这些不同层级的研究对象做简要

归纳，并由此指出，产业链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层级。
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市场为研究对象的，从生产活动角度来说，它研究单

个产业。在微观经济学基础上，产业组织理论更深入地分析单个产业中的“组

织”，以及相应的市场绩效等问题。在此之上，产业关联经济学研究的是各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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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１９７２）使用了“活动”这一概念来分析产业的组织。这里我们不考虑经济中的消费

活动，这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就此而言，本文只考虑经济中的生产子系统。
杨小凯（１９９８）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关心的重心是资源配置问题，而“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

经济学家关心的重点却不是资源配置问题，他们关心资源稀缺性程度如何可以被人类的经济活动所减

少，或国家如何得以富起来”。笔者以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而就分析的对象来

说，两者都是经济活动的组织问题，即分工与协调问题。



业之间的联结方式，但它的研究对象覆盖了整个经济系统。或者说，产业关联

经济学是将整个系统划分为若干部门之后，来研究这些部门之间的关联与整个

系统的运作之间的联系。在最高层级，则是宏观经济学，它完全以整个经济系

统的运作为研究对象。
可以看到，在产业组织理论与产业关联经济学之间，出现了一个跳跃，即从

单个产业的研究直接跳跃到了整个经济系统的研究。但在现实经济中，在单个

产业与整个经济系统之间，存在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层级，即产业链层级。尽管

目前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大量关于这一层级的研究，但至今为止，并

未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或者说，各种角度的研究未能被统一在一个

系统的框架中，甚至相关概念的使用也相当混乱。
本文对产业链作如下定义：所谓产业链是指，在一种最终产品的生产加工

过程中———从最初的矿产资源或原材料一直到最终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
包含的各个环节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链条。

这里需要对此概念做出几点说明：
第一，产业链中的“环节”包括流通环节在内。在现代经济中，流通业已经

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虽然有些厂商采用“直销”的方式将产品销售给消

费者，但在一般意义上，我们仍需将流通作为一个环节纳入产业链之中。
第二，这里的“产品”既包括物质产品，也包括各种服务在内。在现代经济

中，服务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因此，作为一个研究层次，完全不可忽视

服务作为一类最终产品的重要地位。①

第三，在一个产业链中，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因此，
一个产业链也就是一个由多个相互链接的产业所构成的完整的链条。但在这

里，所谓“环节”本身如何界定并不能一概而论。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具体划

分，依赖于现实中的产业划分。虽然从理论上说，甚至可以无限细分，但一般来

说，根据所研究的具体产业的不同，根据所研究的问题，可能给出对于产业链环

节的不同界定。通常将电力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来看待，但在研究电力改革的

时候，却需将电力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链，②其主要的环节包括发电、输电、
系统运行、配电、零售或电力趸售等。③

第四，互补品特别是严格互补的产品通常应包括在同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之

内。产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是，为了生产某种最终产品，需要投入两种或多种

互补品。如汽车零部件多达上万种，对于最终的汽车整车来说，它们都是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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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Ｈｏｕｌｉｈａｎ（１９８８）认为，产业链是从供应商开始，经生产者或流通业者，到最终消费者的所有物质

流动（转引自芮明杰等（２００６））。笔者以为，将定义局限于物质产品是不合适的。同时，该定义也未明确

对“供应商”加以界定。
按照我们的定义，严格说来，此时电力是一个产业链的相对独立的“片断”。
参见［美］萨莉·亨特：《电力市场竞争》，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的投入品，无疑都属于同一个汽车产业链。
综上所述，在整个经济系统中，产业链属于中观而又偏于微观的层级，即处

于产业组织学与产业关联经济学之间的层次。对此我们可用图１表示。

图１　产业链研究的层级定位

将产业链研究与产业关联经济学的研究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后者更强调

的是宏观角度的产业关联问题。而按照我们的定义，产业链是对应于某一种最

终产品所形成的一个生产链条，这一链条可能由很多个产业所构成，但并不会

覆盖整个经济系统。

产业链边界的界定与产业链的决定因素

在对产业链研究的经济学问题进行讨论之前，结合上述几点说明，我们还

需要讨论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是产业链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产业链的演

变又是如何发生的？二是如何界定产业链的边界？

首先，就产业链边界的界定来说，笔者以为，这与市场边界的界定具有类似

的特性。针对最终产品市场而言，其市场边界主要是由产品相互之间的可替代

性所决定的。这是从消费者角度出发的界定准则。按照 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８８）的说法，
“它或者涉及一种同质产品，或者涉及一组有差别的产品，而这些产品至少都是

其中某一种产品的很好的替代品（互补品），且与经济的其他部分发生有限的相

互作用”。
如我们所定义的，产业链是从某种最终产品出发，向其上游进行追溯的。

那么，从市场边界的讨论可以看到，这里所说的“某种最终产品”，也应该是符合

上述界定要求的。也就是说，是属于同一个单个市场的所有产品的集合。
由此可见，可以更明确地看到，对产业链的界定确实与研究目的有关。如

果我们要研究小轿车产业的相关问题，那么所谓最终产品市场就只包括小轿车

在内；如果我们要研究整个汽车产业，那我们的最终产品市场就要将大客车、运

输货车等均包括在内。由此也就导致对应的不同的产业链边界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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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讨论的边界界定主要涉及横向的产业间联系。在纵向关系上，所产生

的问题与产业链的决定因素有更密切的关系。
我们不妨考察一下产业关联经济学的分析逻辑。类似于其完全消耗系数

的概念，产业关联分析背后的经济学思想是，由一种最终产品的生产向其上游

的追溯可能是一条包含无穷个环节的链条。仍以汽车为例，作为最终产品的整

车，其生产首先追溯到上万个零部件。每一个零部件还都有其上游，最主要的，
至少可以追溯到汽车钢板，进而追溯到钢铁产业，追溯到铁矿，而铁矿的开采则

需要矿山设备，矿山设备的生产又需要各种投入如开采设备，从而又追溯到钢

铁等等。此外，还可涉及模具、木材、塑料从而化工，等等。这种无穷追溯的方

法显然不适用于产业链问题的研究。因此，产业链的边界一定是有限的。
究竟如何界定产业链的纵向边界？笔者以为，与横向边界类似的，一个主

要的界定准则是依赖于研究目的。大致说来，可以按照研究的问题属于短期的

还是长期的，可以对产业链边界进行界定。如果研究的是短期问题，那就可以

将与投资品有关的产业排除在外，即在不考虑其对长期投资影响的情况下来界

定产业链。如果要分析与某种最终产品相关的产业链变动的长期问题，那也就

需要将其对长期投资的影响考虑在内，也就要将生产设备纳入该产业链的边

界。目前关于移动通信是否应该上３Ｇ的讨论，实际上采用的是长期眼光。也

就是说，将３Ｇ设备这一产业也纳入了３Ｇ产业链之中。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仍

然不应采用如产业关联那样的无穷追溯的方法。
由产业链纵向边界的界定以及关于产业关联方法的讨论，可以看到，作为

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产业链主要是由产品特性与生产技术决定的。这里

所说的产品特性与生产技术主要是指与最终产品有关的特性与生产技术，但同

样应包括所涉及的中间产品的特性及其生产技术。这一概念实际上与本文一

开始所讨论的经济活动的组织有着直接联系，也就是说，它仍然涉及生产的分

工与协调的问题。
不妨以亚当·斯密最著名的制针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斯密（斯密，１９９７）指

出，就最简单的制针生产来说，当其进行深度分工之后，可以划分为十八道工

序：“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

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两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

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用“活动”这一概念来说，这十八道工序实际上

就是十八种活动，而在理论上，在极端分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十八个

产业。于是，以大头针为例，在不考虑铁丝的生产的情况下，这就构成一个相对

独立的大头针产业链。然而，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可以设想，在现代技术条件

下，这十八道工序可以完全由同一台机械来完成。这样，十八个纵向关联的产

业被合并为一个产业，即大头针产业。
由此可知，技术的进步从最基本的“活动”层面，就改变了产业本身，也就

改变了产业链的构成。进一步，由于产业链的构成被改变，对于分工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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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也就完全得以改变。在大头针作为一个由十八个产业构成的产业链

的情况下，由于分工被如此细化，经济活动的组织对协调的要求也就是非常

高的，即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上，上下游产业之间都需要进行协调。而在

现代技术条件下，这种协调已经完全不必要，它已经完全被自动化生产方式

所消除。
这些基本活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有些甚至是互为补充的，例如，汽车

产业中的零部件生产和最终装配活动。但我们可以假定这些基本的活动都是

可以分离的。

产业链研究的经济学问题

以产业链为对象的研究可能有不同的研究目的，也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角

度，但经济学是基础性学科，无论采用什么角度，出于何种研究目的，其背后都

有着一些基本的经济学问题。因此，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当我们将产业链作为

一个研究对象的时候，相关的经济学问题主要有哪些？

关于产业链理论研究的经济学问题，笔者以为，首先，可以大致将所有与单

个产业（市场）有关的问题推广到产业链层次。但远不仅如此，因为产业链各个

产业之间存在的复杂的上下游关系或互补关系，带来了更多更复杂的论题。从

这一角度可以认为，产业链的经济学问题，是建立在单个产业（市场）研究的基

础上的，其主要关注的应该是相关产业之间的经济学问题。进一步还需关注的

是，当我们将产业链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层次，即将产业链作为一个整体

来看待的时候，所涉及的经济学问题。
如前所述，经济学问题可以看作生产活动的组织问题，也就是生产的分工

与协调问题。从这一角度出发，产业组织理论主要分析的是单个产业（市场）的

组织问题，也就为产业链经济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产业组

织理论中，一个相对独立的论题是纵向控制，包括纵向一体化和纵向约束等，也

就更直接地成为产业链研究的理论基础。
但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中的纵向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上下游两个产业之间

关系的研究，特别集中在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的纵向关系的研究。这固然是理

论抽象的需要，但相对说来，也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其研究的角度实

际上仍然是单个市场的角度，而不是真正将产业链作为一个整体来展开其理论

研究的。
笔者认为，在纳入了规范的政府规制问题的情况下，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

研究范式可以归纳为结构—行为—绩效—规制（ＳＣＰ—Ｒ）（郁义鸿、管锡展，
２００６）。当我们将该研究范式推广到产业链层次的时候，就可以相当明确地提

炼出产业链研究的经济学问题。在这里，“结构”应指产业链纵向结构；“行为”
是指厂商的纵向控制策略行为或出于产业链控制角度的各种相关行为；“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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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指从产业链整体角度出发对市场绩效的衡量；①而“规制”则是在ＳＣＰ分析基

础上，政府所应采取的规制政策。
基于上述设想，这里不再对具体的产业链研究的经济学问题进行展开。但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设想仅仅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范畴的讨论，也就是相对静

态的分析角度的考虑。当我们从长期发展或动态角度进行分析的时候，在产业

链层次上，还需分析的应该包括产业链的长期演化，产业链的发展问题，及其对

经济增长的作用等相关论题。

企业边界问题与其他相关概念的界定

为了对其他相关概念及其与产业链概念的联系进行讨论，我们首先需要讨

论的是，企业边界的界定与产业链概念之间是一种怎样的联系，而它们与经济

活动的组织即分工与协调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首先，产业的划分与产业链的界定是由产品特性与生产技术决定的，而企

业的边界是由企业的决策来决定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角度。两者之间有着

密切的联系，但前者是基础，在产品特性与生产技术不变的条件下，企业边界的

改变并不对产业边界和产业链边界带来影响。
从交易成本理论角度出发，企业对其边界的选择是在市场交易成本与企业

内部管理成本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从整个经济系统运作的角度来说，在给定

了生产分工的条件下，企业边界的选择涉及采用怎样的机制来对各个生产环节

之间的联结进行协调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明确了一个具体的产业链之

后，该产业链如何运作，是一个运作机制或制度安排问题。这种制度安排或者

运作机制的选择并不能改变产业链本身，而只是决定该产业链运作的效率。
运用不同的理论，或许可以给出不同的答案，但实际上，它们仍然也应该可

以被统一在一个系统的框架之内。这一框架的基础应该建立在企业私人激励

下的决策行为分析的基础上。设想经济中所有产品的特性与生产技术已经给

定，那么，所有的产业链也就已经给定。此时，企业的边界可以只包括某一个产

业链中的一个产业，②也可以将整条产业链包含在企业边界之内，也可以跨越两

条甚至多条产业链的若干个产业，甚至可以将几条不同的产业链完全包括在单

个企业的边界之内。那么，此时需要回答的是，企业出于怎样的激励，来决定企

业的边界？

在这里，我们需要引入价值链、知识链等概念，并由此简要说明这些概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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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郁义鸿（２００５）中，笔者对“产业链类型”的概念作了界定，并从产业链整体角度出发，讨论了

“产业链效率”的概念，对几种主要的产业链类型的产业链效率的度量作了分析。
事实上，在经典的微观经济学分析中，大多假设单个企业只生产单种产品，或者说企业边界在单

个产业之内。只在分析范围经济问题的时候，才考虑多产品企业的决策行为。



间的联系。表面看起来，这些概念似乎属于管理学，但其背后仍然有着经济学

意义，而且应该说，价值、知识这些概念的经济学涵义是其管理学涵义的基

础。芮明杰等认为，“产业链在本质上是以知识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功能网链，
通过知识的分工和知识共享创造递增报酬，为顾客创造价值，产品的生产联

系和由此产生的物质流动只是产业链的外在表现形式”（芮明杰等，２００６，第７
页）。毫无疑问，对于产业链中各个产业之间的知识联系的分析深入到更深

层次的问题，但这仍然不能改变由产品特性及其生产技术所决定的产业链的

基本结构。
从价值角度的分析与从知识角度的分析有着密切联系。波特的价值链概

念首先是针对企业来说的，但实际上，从逻辑意义上来说，作为其基础的也仍然

是产业价值链。
实际上，如果将任何一个给定的产业链细分到所涉及的每一种经济活动，

我们可以给出相应的价值链，即产业价值链。这里的价值是指附加价值，即通

过某一种经济活动，附加在最终产品价值中的那一部分。当然，在通常意义上，
我们的产业链是以单个产业为基本元素来构成的，那么，完全类似地，可以分析

每一个产业在整个链条中所提供的附加价值，从而获得相应的产业价值链。所

谓“微笑曲线”就是对产业价值链特性的一种描述。其涵义是，如果将整条产业

链的价值作为１００％，那么，处于产业价值链上端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和处于其终

端的分销渠道和品牌活动将占据其中的大部分附加价值，而处于中间部分的制

造加工活动则只能获得其中的小部分附加价值。
再考虑到，从事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具备相应的各种不同的知识，我们就

可以从产业链出发，来确定相应的知识链，或称产业知识链。由于通常来说，复

杂的经济活动需要复杂的知识，也就应该能够获得更高的附加价值，因此，实际

上是产业知识链的构成决定了产业价值链的构成。
由此可见，与产业链对应的产业价值链和产业知识链，同样是与企业边界

的界定不相关的概念。而与企业边界对应的，则是企业价值链和企业知识链的

概念。运用经济活动的概念，它们是与企业所参与的经济活动对应的价值链与

知识链。
从一定意义上，波特（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８５）对于企业价值链的分析正是建立在企

业所参与的活动的基础上的。①只是波特从企业运作角度出发，将企业的所有活

动划分为基础活动和辅助活动两大类，并由此给出了企业价值链的基本结构。
一方面，企业价值链的分析是建立在企业边界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企业战略

决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企业边界的决定，因此，这种价值链分析方法也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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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对应的概念的话，或许我们可以用“企业活动链”的概念来描述企业各项活

动之间的联系。有些学者所用的“产业链”概念实际上是指这里的“企业活动链”，但这与一般的产业链的

概念相混淆，因此这里也不能采用“企业产业链”的概念。



了企业边界界定的有效工具。①

进一步，考虑到类似的知识与价值之间的联系，我们就可以得到对应于企

业价值链的所谓企业知识链。进一步，如果纳入管理学中的能力理论的相关概

念，我们还可以得到企业的“能力链”。事实上，企业能力背后的深层次因素就

是知识，而每一种活动所需要的能力（知识）是各不相同的，因此，这也就成为企

业边界决策的影响因素。
顺便说明，能力与活动之间不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有些能

力可能支持好多种活动，甚至支持不同产业的类似活动，例如，产品销售能力。
重要的是，许多活动需要特殊的技能，这种特殊能力的培育很难在短时间内完

成。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完整的产业活动图谱，以及与活动相对应的能力

图谱。
最后，就产业集群和企业网络等相关概念说明两点。
一是波特是从地区竞争力角度来运用产业集群概念的。他将产业集群界

定为：“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领域中，同时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

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关产业的厂商，以及相

关的机构（如大学、制定标准化的机构、产业公会等）。”②可以看到，如果排除了

地理上集中的要求，我们对产业链边界的界定与其有较大的相似性。
波特（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８０）指出：“产业集群以三种主要形式影响竞争：首先，它增

加内部企业或产业的生产力；其次，它增加创新的能力，并因此导致生产力的提

升；第三，它刺激新企业的成型，进而反援创新并扩大整个产业集群。”然而，就

此三点来说，并不明显体现出距离的作用。或者说，对于一般的产业链来说，抛

开距离因素，这三种“形式”的影响同样是存在的。由此可见，“地点”或地理上

的集中是产业集群的本质。除却了地理上的集中，产业集群几乎与产业链是等

价的。其差异就在于，产业链仅仅建立在技术与产品特性联结的基础上，而产业

集群则因强调竞争力角度的分析，从而将相关机构包括政府部门都包括在内。
二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企业网络等相关概念的运用实际上与经济活动之

间的协调问题有关。罗珉（２００６）认为：“除了资源配置机制和价值创造机制的

‘市场与企业’模式之外，还存在第三种模式———企业之间共同创造价值的中间

性组织，如战略联盟、价值网络、虚拟组织、价值星系等形式。中间性组织作为

新的准市场组织，是一个高度标准化、模块化系统。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中间性

组织的本质特征是一种合作竞争型准市场组织，是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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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波特是从竞争优势的建立角度来运用价值链这一工具的，其对于“价值”的定义是“客户对企业

提供给它们的产品或服务所愿意支付的价格”，且强调，“分析价值链而不是分析附加价值，这是研究竞争

优势的一种恰当方法”，认为“附加价值不能表明企业与其供应厂商之间的联系”。但如果企业的最终目

标是实现长期利润最大化的话，那么，最终是其附加价值起到决定作用。而当我们针对每一项具体的活

动来分析其对于企业附加价值的决定作用的时候，还是能够对于企业边界的决定产生重要作用的。
参见波特（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８０）。这里我们采用“产业集群”的译法而不采用“产业簇群”的译法。



制度安排。中间性组织就是以实施契约为目的进行运转的，由各个模块要素所

有者签订的一组不完备的要素使用权的特殊交易契约的履行过程。”①然而，从

经济活动协调的角度出发，在企业与市场之间加入一类中间性组织，只是增加

了运作机制选择的空间。就此而言，如果运用契约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的话，对

于这一层次的相关问题的研究与企业—市场模式的分析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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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接受张五常（１９８３）关于企业与市场相比，不过是用“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合约”的观点的

话，所有中间组织形态也都不过是合约的不同形式而已。至于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否由此可以将其区

分出第三种类型，或许也还是值得斟酌的。



模块化网络状产业链的知识分工与创新

芮明杰　刘明宇

　　摘　要　本文透过知识视角考察模块化生产的本质，分析了以模块化生产

为基础的网络状产业链的知识分工模式，以及知识创新的ＳＥＣＩ过程，揭示分散

的知识创新是网络状产业链区别于线性产业链的一个根本差异。
关键词　模块化；网络状产业链；知识分工；知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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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和基础正在发生改变，知识取代物

质资源愈来愈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知识与创新的

企业竞争优势。生产模块化实际上是应对知识密集型任务的一种分工和组织

方法，也是对消费需求个性化趋势的一种反映，更是对企业竞争优势获得的一

种追求。今天，企业的竞争优势已经表现为它拥有的知识优势。企业知识优势

是容易消散的，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知识的漏斗效应与知识外溢、
竞争对手的模仿与超越、“熊彼特冲击”导致的“创造性破坏”（“熊彼特冲击”是

指由于创新而导致的“产业突变”）、消费者需求偏好的改变（徐勇，２００４）。由于

企业的知识优势容易失去，所以企业需要通过不断的知识创新以保持自己的

竞争优势。但是模块化网络产业链的知识创新虽然可以是那些在网络中的

一个个企业的行为，但更重要的是网络产业链整体的创新。企业是独立的利

益主体，企业之间的竞争促使企业要尽可能地降低知识的可转移性，而网络

产业链的知识创新则要求在网络产业链中有更便利的知识共享和新的知识

创新机制。

９２１

 本文为复旦大学２１１重点研究项目“基于知识共享的产业链整合理论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原文

发表于《当代财经》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模块化生产的本质

将一个复杂的系统或者过程按照一定的联系规则分解为可进行独立设计

的半自律的子系统的行为，被称为“模块的分解化”。按照某种联系规则将可进

行独立设计的子系统（模块）统一起来，构成更复杂的系统或者过程的行为，被

称为“模块集中化”（青木昌彦，２００３）。
模块化生产阶段，实现了产业链从产品工艺分工到产品功能分工的飞跃，

不仅产品的设计实现了模块化的设计，将产品功能分解成一个个模块，而且对

模块的生产加工知识也实现了以模块为单位的集成。模块化生产包含三个层

次的内涵：（１）产品体系中或者产品设计的模块化；（２）生产的模块化；（３）组织

形式的模块化或者说企业内部系统的模块化（大量面向外部供应商的外包子系

统）。因此，模块化是一种基于某个产品生产体系的流程再造。在这种产品

生产体系中，一种产品的功能通过不同的和相对独立的零部件来加以实现，
这些部件之间的嵌合是根据一套接口标准进行设计的，从而确保零部件的可

替代性。①

模块化的产品设计带来了应对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生产便利性，这就是模

块化定制：即是将能实现不同功能的主要软、硬件划分成相对独立的功能模块，
在统一的平台上加上不同的模块组合就能形成不同的产品。用户在购买产品

时，只需对产品所能实现的具体功能进行说明，生产销售人员就可以很方便地

提供使用不同功能模块的、用户所需要的产品。
生产的模块化实现了知识创新的分工，并产生了报酬递增的分工经济。例

如，电脑产业在分为电脑芯片、存储器、主板等进行模块化生产后，产品的成本

迅速下降，而产品的性能则迅速提高。
组织形式的模块化则使得企业可以专注于核心专长，其他的业务外包，因

此出现了虚拟企业等组织形式。这使得以ＩＴ为典型的产业链具有了新的特

征，不同于传统的产业链。但是一个现代化的产品往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

统，包含很多功能模块，这些模块之间的关系，无疑不像斯密的制针所提到的分

工那么简单，模块应该如何组织呢？这涉及大系统理论（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ｏｒｙ）。研究大系统的结构方案、稳定性、最优化、建立模型的简化问题。大系

统结构方案一般分为递阶控制方案和分散控制方案，前者又分为多级控制和多

层控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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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控制是将总目标分解成局部目标，并且利用各级局部决策单元和协调

器进行控制和协调，这时递阶结构呈金字塔型。如图１所示。局部决策单元相

当于一个个的半自律的模块，协调级则是处于系统级别的决策单元，对于整个

系统的总任务负责。

图１　多级控制示意图

多层控制则是根据控制任务或策略的分解来分层。图２中第一层是直接

控制层，根据上层的决策直接控制大系统的过程或状态，补偿频率高、变化快的

图２　多层控制示意图

扰动。第二层是最优化层，根据上层给定的品质指标和约束条件，通过制定直

接控制的策略，并设置其给定值，实现大系统的最优控制，补偿次高频的、变化

较快的扰动。第三层是自适应层，根据环境变化的缓慢扰动影响，校正大系统

的最优运行。这是根据扰动来源、频度分层控制的结构方案，对于模块化产品

而言，各个模块将获得更多的解决与自身相关问题的自主决策权，而系统层次

的决策将集中在适应对整个系统生存有影响的环境变化上来，该类模块化产品

系统内决策权是分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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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系统的分散控制可以用图３表示。它通过只具有局部信息的各子系统

局部控制器进行局部控制，来完成大系统的优化任务。这可以减少集中控制

（总体优化）或递阶控制时在信息传输方面的技术困难和设备费用。对于模块

化产品而言（子系统可以看作一个个的模块），这一类的结构赋予模块以最大的

自主权，系统信息（或者标准）存在于整个模块的信息链中。

图３　分散控制示意图

模块化生产是对传统生产的革命，是从生产工艺分工及组织到产品功能分工到

组织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会导致产品链、价值链和知识链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

化的本质是能够生产更多为消费者选择的产品，更有利于消费的个性化，而消费的

个性化是我们人类消费最伟大的方向。今天电脑生产过程中模块化设计，使得消

费者甚至可以“ＤＩＹ”（ｄｏｉｔｙｏｕｒｓｅｌｆ的缩写），即他不需要有关于ＣＰＵ、硬盘、驱动

器等的全部知识，只要知道关于这些模块的一般知识就可以完成模块的组合，因

此很多电脑爱好者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偏好组装电脑，真正实现个性化消费。

网络状产业链的知识分工模式

模块化生产使得产品链、价值链和知识链呈现一种网状的结构。从模块化的发

展过程来看，模块化最初是起源于产品的设计，后来扩展到产品的生产，最后发展到

一个产业链的组织方式。从下面这则消息可以发现模块化网络产业链的形成。
“Ｉｎｔｅｌ倡导的模块化网络引起了业界的关注，所谓模块化网络，即未来的网

络将基于开放的业界标准，并建立在标准的基础模块之上。整个行业将从目前

封闭的垂直模式转变成类似于ＰＣ行业开放的水平模式。这主要表现在定制

的、功能单一的专有通信部件和系统逐步退出，被基于标准的、分布式模块化部

件所替代；同时，不可升级的专有网络系统，将被分布式模块化网络所取代；定

制的基于大型主机的通信系统，将被基于模块化基础模块的开放系统所取代；
定制的ＲＴＯＳ和操作系统，将被业界基于标准的软件所取代；定制的 ＡＳＩＣ芯

片，将被可通过软件升级的网络处理器等通用芯片所取代。”①这则消息说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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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公司联合近百家企业制定标准，致力于将通讯行业发展成为一个类似ＰＣ业

的模块化网络产业链体系。
从产业发展的历史看，模块化网络产业链是技术与市场进步的结果，也

是人们创新的结果。在产品的投入产出生产过程中进行工艺分工并用生产

流水线将其组织起来，这就是产业链，是工业化中曾经最有效率的生产组织

方式。这样的产业链是线性的，这样的产业链其知识主要以内隐方式存在于

一个个独立的企业内部。模块化产品生产是功能性分工，在一个复杂的产品

中每一功能与其他的功能不是仅仅的线性的关联，而是一种复杂的网络状的

关联，因此而形成的产业链是网络状的。这种网络状产业链分工的背后也是

知识分工，它的生产组织的基础是整个产业链上的知识共享。对于模块化生产

而言，设计规则（也就是标准）是显性知识，是公开的，必须让大家知道，只有大

家遵循设计规则，才能实现模块之间的兼容，系统才能发挥预定的功能。以电

脑的模块化生产为例，电脑的生产可以分为处理器、主板、显示器、存储器、组

装、系统集成与检测等几个模块，在遵循设计规则的前提下，每一个模块的生产

厂商的知识是内隐的，每一个模块只要提供结构、界面的一些参数，使本模块的

接口能和其他模块对接就可以了，至于生产过程中的知识是不需要在产业链内

公开的，如图４所示。

图４　网络状产业链知识分工模型

对于各个模块的生产者而言，模块内部的知识是隐含的，标准是公开的，每

一个模块生产者只需要掌握关于设计规则的知识和本模块的生产知识就可以

了；顾客则只需要掌握如何操作（熟悉操作界面）的知识，对于模块化生产过程

的所有知识（包括设计规则）都不需要理会。分工经济的一个重要收益就是节

约学习成本，模块化通过减少知识显性化的范围，节约人们的学习成本，从而带

来报酬递增。一个传统的产品生产者需要掌握系统的全部知识，消费者也需要

了解很多关于产品的技术知识。在视窗时代之前，计算机的操作者不仅要明了

很多计算机指令，还要了解一些硬件知识，在视窗软件出现后，软件终于把硬件

完全屏蔽起来，人们的学习成本大大降低，电脑不再是只有专业人员才能驾驭

的“神秘之物”，电脑也因此能够普及到家庭。
模块化网络产业链为什么能够减少生产中知识显性化的压力呢？主要是

“设计规则”将一些依赖关系尽可能地放到模块内部，减少模块之间的依赖性。
或者说将相互依赖的部分统一到了设计规则中，“设计规则”的参数影响着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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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内部的参数。模块化是应对复杂系统的一个努力，由于复杂系统产生很高的

不确定性，系统进行集中控制是非常困难、代价高昂的，通过模块化，系统整体

只是应对影响系统生存的重大变化，而局部的不确定性交由各个模块自主处

理，模块化产业链实际上是一个知识管理的集分权机制。
设计规则是可以分层的，每一个模块可以有自己的设计规则，模块也可以

进一步细分，这些规则和模块的隐藏知识一起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知识链。网络

状产业链解决的是一个知识密集型任务，主要的显性信息浓缩在设计规则中。
使用计算机知识工程的术语来描述，设计规则至少要包含知识模型和通讯模

型，知识模型主要指定预期系统知识和推理需求；通讯模型指定与其他主体接

口的需求与期望，如电脑中央处理器与主板的接口（如图５所示）。

图５　网络状产业链知识管理模型

模块化网络产业链知识模型包括三个部分，即任务知识、推理知识和领域

知识。任务知识描述系统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通过将任务分解成

子任务和推理来实现这些目标，包括任务目标、任务分解和任务控制。领域知

识包括领域的类型、领域规则和领域事实，它们描述该领域中主要的静态信息

和知识对象，在模块化过程中主要解决用什么样的技术来完成任务。推理知识

描述使用领域知识的基本推理步骤，主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设计规则可以通

过知识模型确定知识分工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进行任务分解，每

个模块分别负责一定的细分任务，对于具体任务如何做，由每个模块自主决定，
但是所使用的基本原理框架即领域知识则是一致的。通讯模型负责解决模块

之间如何对话协调的问题，通过最少的信息沟通，保证系统集成的效果。
产品功能模块化分工是需要成本的，所以如何通过知识分工和知识共享获

得报酬递增的收益，又尽可能地减少成本增加，是模块化的关键。当模块的进

一步分解带来的边际报酬增加与边际成本增加相等时，分解就停止了。模块化

的成本不仅取决于产品的技术特性，知识分工与协作，还与制度环境、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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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相关，所以承担知识密集型任务的网络状产业链的分解整合与线性产业链

相比更为复杂。

网络状产业链的知识创新模式

网络状产业链的知识创新模式是分散式的，各个模块在遵循设计规则的前

提下，自主创新。模块的创新既可以是功能实现方式的创新，也可以是功能的

创新，甚至是新的模块组合创新。线性产业链的创新是集中的，由一个主导厂

商（一般是系统集成厂商）进行产品创新，其他的零部件生产厂商进行配合，协

作厂商的创新一般是工艺创新。模块化网络状产业链不仅通过科学地组织知

识的分工和知识共享有效地促进了知识的利用，同时也有利于知识的创造。知

识的创新最终要靠个体完成，但是促进个体进行创新并能够把创造为组织的知

识转化为生产力，需要有一个过程，即ＳＥＣＩ过程。
野中郁次郎等人认为，知识转换有四种模式：社会化（从模糊知识到模化知

识）；外在化（从模糊性知识到明晰性知识）；组合化（从明晰知识到明晰知识）；
内在化（从明晰知识到模糊知识）。野中郁次郎等人描述的ＳＥＣＩ过程就是知识

转换模式依次交替的过程：社会化（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外在化（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组

合化（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和内在化（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模糊知识通过社会化、明晰化转

换为更高层面的知识，通过组合化、内在化明晰的知识又转化为个人的模糊知

识，一方面可以指导“干中学”转化为生产力，同时个人模糊知识也是组织知识

创新的基础。这样知识创新过程就是一个螺旋上升运动的过程。这个看法在

网络状产业链中的知识创新中同样有意义。
网络状产业链上的知识创造从三个层次上进行，首先是设计规则的创造和

传播。设计规则确定了实现任务的新方法，虽然没有确定具体模块的设计内

容，但是确定了模块的任务范围和交流界面。这个创新过程主要通过知识的社

会化和外在化来完成，知识的社会化停留在团队内部，但是设计规则最重要以

明晰知识的形式推广，所以知识的外在化过程是必要的。这个过程中发起性巴

在设计规则的开始阶段，有助于把个人的创意、经验融合起来，逐步形成完整的

产品概念。对话性巴促进设计规则的公共术语和概念形成，最后明晰的知识通

过系统性巴传播推广。
其次是模块的设计。设计层次的下端是许多隐形模块，模块的知识对于产

业链来说是隐藏的、不需要公开的，但是各个具体模块设计规则的形成也是经

过了类似的过程，产品模块才能从概念变成可以供大批量生产的系统构件。不

过产品模块的ＳＥＣＩ过程，主要是在模块内部，而不是整个产业链。
另外是模块的操作。设计规则留下了一些选择的余地，模块是可以分离、

替代、组合的。鲍德温和克拉克将之称为“模块化的操作”。它们是：
（１）分离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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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用更新的模块设计来替代旧的模块设计；
（３）去除某个模块；
（４）增加迄今为止没有的模块，扩大系统；
（５）从多个模块中归纳出共同的要素，然后将它们组织起来，形成设计层次

中的一个新层次（模块的归纳）；
（６）为模块创造一个“外壳”，使它成为在原来设计系统以外起作用的模块

（模块用途的改变）。
模块操作的过程就是一个知识创造和知识转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组

合化是主要的知识转化形式，组织环境在知识的组合和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模块化使得知识组合所需要的学习成本下降，因为一些隐藏知识不需要被

模块操作者知晓，他们只需要知道关于设计规则和模块的明晰知识就可以了，
这使得网络状的产业链在知识组合过程中相对线性产业链竞争优势明显。例

如，电脑的个性化设计（又被称为“ＤＩＹ”），设计者不需要关于ＣＰＵ、硬盘、驱动

器等的全部知识，只要知道关于这些模块的一般知识就可以完成模块的组合，
因此很多电脑爱好者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偏好组装电脑，真正实现个性化。

在网络状的产业链中，经验性知识资产、概念性知识资产、常规性知识资产

和系统性知识资产共存于不同的环节。经验性知识资产主要和人力资本结合

在一起，难以分离，常规性知识资产以技能和文化的形式存在于组织中，概念性

知识资产、系统性知识资产主要以编码化的明晰知识存在于组织中，这些知识

与主体（个体或者组织）的可分离性不同、权利的主张者不同，所以知识产权问

题、激励问题在网络状产业链中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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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状产业链的知识整合研究

芮明杰　刘明宇

　　摘　要　在网络状产业链中，资产关联服从于知识的关联，知识整合是网

络状产业链整合的实质。企业组织间的ＳＥＣＩ过程构成了网络状产业链的知识

整合平台，“巴”在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网络状产业链由知识冲突引发ＳＥＣＩ
过程，从企业隐藏知识到产业链明晰知识的转换结果是标准的演化。

关键词　网络状产业链；知识整合；模块化；知识创新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ｓｔｈａ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ｎｅｔｌｉｋ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ｈａｉ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Ｉ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ｖ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ｈａｉｎ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ｔｈｅｆｌａｔｒｏｏｆ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ａ”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ＳＥＣＩ
ｓｔａｒｔｕｐ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ｗｈｉｃｈｐｒｏ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ｌｅｓ
ｉｎｔｈｅｅｎｄｂｙ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ｔａｃｉ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ｈａ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ｅｔｌｉｋ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ｈａｉ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引　　言

人们对于知识整合内涵和外延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Ｃｌａｒｋ（１９９０）首次完整表述了知识整合的概念，但是他们对知识整合的定义

主要局限于产品范畴。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和Ｃｌａｒｋ将企业的产品知识划分为两类：组

分知识和结构知识。前者指产品每个部件的核心设计思想以及把这些思想运

用到特定部件的方式，后者指把这些部件装配或者连接在一起形成整体所需要

的知识。他们认为组分知识的结构是受到外部市场的需求拉动，常常是问题导

向，在特定的解决方案中，会产生结构知识，这个过程就是知识整合（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Ｃｌａｒｋ，１９９０）。Ｉａｎｓｉｔｉ和Ｃｌａｒｋ（１９９４）将知识整合概念由产品扩展到市场，
进一步延展了知识整合的概念，认为组织的知识整合包括市场不确定环境下的

客户知识整合和技术不确定环境下的技术知识整合，并把知识整合区分为企业

外部整合和内部整合来描述企业能力的形成。Ｋｏｇｕｔ和Ｚａｎｄｅｒ（１９９２）认为知

识整合是对既有知识的新组合，以及运用为开发的潜在知识。Ｉｎｋｐｅｎ（１９９６）把

知识整合定义为知识的联结，即个人与组织间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促进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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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分享与沟通，并使个人知识转变为组织知识。上述研究开始关注到知识整

合过程中的知识转化问题。
随着分工的演进和市场竞争的深化，知识整合已经由企业内部扩展到企业

组织之间，知识的共享和转化开始在产业链的层面上发生。产业链分化在通过

迂回生产获得专业化递增报酬的同时，也提高了生产系统的不稳定性，增加了

协调成本。产业链的整合可以通过增强知识共享，协调分工，减少交易成本或

者组织成本。或者说，通过产业链整合将知识的外部性内部化，获得递增报酬。
产业链整合包括多种形式，一种是通过联盟实现产业链纵向一体化的最大化利

润，例如，制造商和经销商的联盟，它们通过价格和客户知识的共享实现价格策

略和市场细分的协调；另外是通过供应链管理，共享客户信息实现整个产业链

的快速响应和准确服务；还有企业的合并（兼并）、合资等等。产业链整合的目

的在于提高创造顾客价值的能力，以取得竞争优势，仅是共享知识并不能充分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进一步通过知识的整合，使得产业链上分散在不同环节的

知识能够协同起来，服务于创造顾客价值的最终目的。所以，产业链整合的过

程就是选择交易效率较高的组织模式，实现知识的共享、知识的融合与创新的

过程。资产形式（企业间兼并）、企业行为（企业联盟）的变化只是产业链整合的

表象，实质是知识的整合。

网络状产业链的知识整合模式

不同类型的产业链，知识共享与知识整合的内容不同、形式不同。建立在

大规模生产之上的传统产业，面临的需求是相对稳定的，所以产业链上知识共

享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产品的知识，例如工艺标准等，知识的整合主要是Ｈｅｎｄｅｒ
ｓｏｎ和Ｃｌａｒｋ（１９９０）所指的结构知识。对于市场需求变化剧烈的产业链，例如，
基于柔性专业化生产的产业链或者产业集群，需要共享的是如何满足顾客需求

的知识，知识整合要把客户知识和技术知识有效联结起来。网络状产业链是以

模块化生产为基础的，网络是模块间的联系形式。模块化生产是产品发展到复

杂系统的阶段后，为了减少信息传输和控制难度，降低系统的风险，所采取的一

种方法。网络状产业链以功能分工为基础，每个模块实现一项或几项功能，每

个模块的生产知识是隐藏的，它们通过公开的设计规则所确定的界面与其他模

块相联系。这种方法提供了市场反应的灵活性和满足顾客个性化需求的能力，
对于传统的一体化线性产业链而言，实现这样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代

价极为高昂。
知识共享与知识整合是网络状产业链知识管理系统中密不可分的部分，

知识的共享是知识整合的前提和后续过程。图１描述了知识共享和知识整

合在网络状产业链知识流中的关系。通过分享机制，知识和经验在产业链范

围内获得了最大范围的传播，从而充分孕育了模块间的各种联系方案，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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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经验的价值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体现；知识整合则最终确定模块之间的联

系规则，形成标准。标准又通过知识共享平台进行传播，模块生产企业将标

准所代表的设计知识和客户知识、技术知识进行整合，产生了新的知识（其中

模块生产知识是隐藏的）。

知识、经验等
（明晰和模糊）

新的知识
（明晰和模糊

幈 幇帲帲帲帲帲帲
）

知识共享
共享后的知识
幈 幇帲帲帲帲帲

整合后的知识
→知识整合 形成标准

图１　知识整合和知识共享关

对于复杂系统，一个联系规则不可能完全规定每一个模块的具体设计方

式，这样，当需要局部调整时，就不需要在整体上进行变动或者牺牲整体最优

化。联系规则只是对系统的结构进行明确，确定系统的构成要素（模块），以及

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规定界面，确定模块之间如何作用、如何交换信息；检

测，如何确定模块和整个系统是否发挥了作用，以及模块之间性能的优劣比较

等。实际上，联系规则还要考虑当时的技术条件、市场潜力等，一个好的标准要

权衡的不是当前的成本收益，而是未来的发展和现实条件。如果该项标准，所

应用的基本技术低于未来发展的需要，就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被淘汰。例如，
在网络通讯中，窄带技术就逐步被宽带技术淘汰。在移动通讯领域，ＣＤＭＡ和

３Ｇ等标准的竞争也在激烈进行。相反，如果某项标准在技术上领先，而价格高

昂，就会有失去主流客户被边缘化的危险，例如蓝牙技术。
在纵向一体产业链中产业链整合由资产实力者主导，在网络状产业链中，

知识实力者主导产业链整合。知识实力者是那些能够制定标准的企业或集群，
可以是单个的企业，也可以是由多个企业结成的联盟。借用 Ａｒｒｏｗ和 Ｈｕｒｗｉｃｚ
（１９６０）在经济系统理论论文中的表达方法，我们称这个单位为“舵手”。由于模

块已经实现了功能分工，功能与实物资产之间的关联很微弱，例如，软件的生产

可以使用不同的编程语言实现相同的功能，所需要的设备不过是通用的普通

ＰＣ机。对于硬件模块，企业也可以使用不同的工艺流程进行设计制造，前提是

符合设计标准。所以，网络状产业链的整合多数不是通过资产整合完成，而是

通过拥有知识优势的舵手，进行契约式的整合，例如，通过知识联盟。
网络状产业链的知识整合模式因系统任务的复杂程度不同而改变，相应地

舵手在产业链知识整合过程中的作用也不相同。复杂系统的组织涉及大系统

理论（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ｏｒｙ），大系统结构方案一般分为递阶控制方案和分

散控制方案，前者又分为多级控制和多层控制。这三种控制方案对应着三类知

识整合模式。
多级控制模式是将总目标分解成局部目标，并且利用各级局部决策单元和

协调器进行控制和协调，这时递阶结构呈金字塔型。多级控制是一种集权的知

识管理方案：系统的信息和知识自下而上地反馈到舵手，由舵手对信息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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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综合、制定标准，各模块只能被动执行。多层控制模式是一种分权控制方

案，在这种控制模式中，舵手仍旧负责标准的制定，但是模块获得了部分权力，
一些分散的、局部的、并非事关全局的扰动项由模块自主处理，信息交换在各个

层次都存在，舵手主要负责整个系统与环境的适应。
分散控制模式通过只具有局部信息的各子系统局部控制器进行局部控制，

来完成大系统的优化任务，这可以减少集中控制（总体优化）或递阶控制时在信

息传输方面的技术困难和设备费用。对于模块化产品而言（子系统可以看作一

个个的模块），这一类的结构赋予模块以最大的自主权，舵手是事后形成的，有

时候甚至不存在一个具体的舵手，而是众多企业联合起来制定标准，标准是产

业链内部模块之间在互动联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知识整合模式实际上反映了网络状产业链适应环境变化的方式，这是环境

特征和系统内部模块结构化的要求共同决定的。实施多级控制模式要求满足

两个特点：一是舵手拥有建立设计规则所需要的知识；二是环境的变化不是非

常剧烈，设计规则的集权不会对系统的环境适应性造成严重威胁。ＩＢＭ／３６０型

电脑设计就符合这种情况。
多层控制模式在满足环境变化方面要优于多级控制模式，因为设计规则可

以在信息交流中进行调整。以汽车制造业为例，“舵手”不可能获得所有专业领

域的新知识和客户需求信息，所以其设计规则只能是简约的，通过与模块之间

的交流，逐步调整适应。但是这种适应性是有限的，存在着路径“锁定”的风险。
如果“舵手”在信息交流和知识吸收方面行动迟缓（也可能是前期投入的沉没成

本太高，难以下定变动设计规则的决心），整个系统会被更有效率的系统淘汰。
分散控制模式在适应环境方面有较高的优势，因为在这种方式中是多个联系规

则竞争，通过筛选不断进化的。“舵手”通过事后（即在各主体的信息处理、设

计、生产之后）对整体规则的整合，找出最合适的模块组合方案，形成标准。

网络状产业链标准进化的ＳＥＣＩ过程

网络状产业链通过提供联系规则（或者称为标准）实现了企业间显性知识

的共享，但是系统的结构越复杂，事先设计好的联系规则就越容易有缺陷。当

设计的任务、技术环境发生变化时，需要中间阶段的信息交换，以便对联系规则

作不同程度的调整，这就是网络状产业链的动态知识整合过程。这要求在产业

链层次实现模糊知识的共享和向明晰知识的转化。
明晰知识和模糊知识的相互作用和转换存在四种模式：社会化（从模糊到

模糊），外在化（从模糊到明晰），组合化（从明晰到明晰）和内在化（从明晰到模

糊）。知识转化的四种模式构成了持续的螺旋过程———ＳＥＣＩ过程，知识创新在

这一过程中产生（Ｎｏｎａｋａ，２０００）这一过程需要一个平台以实现上述转换，这种

场所被称为“巴”（Ｂａ）。“巴”是分享、创造使用知识的环境（Ｎｏｎａｋａ，１９９８）。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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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知识转换模式都由不同种类的“巴”支持，知识转换模式不仅存在于组织内

部，而且存在于组织之间。网络状产业链的知识整合需要实现知识在产业链层

次的获取、处理、传递、融合和创新，同样需要完成ＳＥＣＩ过程，因此需要构建一

个知识整合平台。
如图２所示，新的需求、技术、方法、新发现的原理等明晰知识，在企业生产

实践过程中转化为组织的隐藏知识，这是知识内在化的过程，由个人的、间接的

互动予以支持，称为“练习性巴”，类似于经济学所称的“干中学”。新的知识往往

与原有的设计规则相冲突，这说明有一部分市场需求未能满足，或者更有效率的

方法未被采用。知识冲突是整个产业链ＳＥＣＩ过程的起点，意味着存在知识创新

的机会。这种冲突一般存在于舵手企业或者模块企业内部。标准进化的ＳＥＣＩ过

程需要遍及整个产业链，模块设计的改进在模块生产企业内部即可完成。

图２　网络状产业链知识整合平台

社会化是组织通过共同经历分享模糊知识的过程，“发起性巴”向个人和组

织提供模糊知识。舵手和模块企业通过解决共同的问题，实现模糊知识的共

享，并达成了关于知识主题的共识，通过围绕一定的主题挖掘系统需要的知识，
与主题无关的知识则被摒弃。在产业链的知识整合过程中，知识联盟就起到了

提供“发起性巴”这样一个场所的作用。为了形成明晰性的规则，知识需要外在

化，表现为明晰化的可以编码的知识，这个过程由“对话性巴”完成。通过组织

之间的直接交流，企业隐藏的知识逐渐明晰，问题得到明确的界定。舵手在明

晰知识基础上进行知识整理，知识整理与摒弃系统将传递过来的知识与知识原

有的知识系统进行比较，首先观察有没有新知识与旧知识冲突的现象，那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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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发展趋势的旧知识和不被纳入标准的新知识则被摒弃，保留下来的知识按

一定的逻辑重新归类，然后将这些条理化新知识传递给知识融合系统。
在知识明晰的基础上，通过组合化把不同来源的明晰知识连接起来形成新

的设计规则，这就是知识融合过程。知识融合系统的任务是负责把传递过来的

新知识融合到旧的知识系统中去，把它们整理成一个新的知识系统，在必要的

时候对原知识系统的结构进行重新的整理。ＣＰＵ从最初发展至今已经有二十

多年的历史了，这期间，按照其处理信息的字长，ＣＰＵ可以分为：４位微处理器、
８位微处理器、１６位微处理器、３２位微处理器以及６４位微处理器等等。相应

地，Ｉｎｔｅｌ公司的芯片也从Ｘ８６系列发展到奔腾Ⅱ、奔腾Ⅲ、奔腾Ⅳ，每一次升级

都伴随着设计规则的改变，影响到主板、存储器，甚至封装方式和机箱的接口设

计。只有实施新的设计规则，才能把处理器、主板、存储器等在新的界面下组合

起来，充分发挥新处理器的优势，使系统能够实现更高速度、更大容量的计算和

存储。与此同时，系统需要实现新、老标准的衔接。以Ｉｎｔｅｌ公司的１６位微处

理器为例，其典型产品是８０８６微处理器，以及同时生产出的数学协处理器，即

８０８７微处理器。这两种芯片使用互相兼容的指令集，但在８０８７指令集中增加

了一些专门用于对数、指数和三角函数等数学计算指令，由于这些指令应用于

８０８６微处理器和８０８７微处理器，因此被人们统称为Ｘ８６指令集。此后Ｉｎｔｅｌ推

出的新一代的ＣＰＵ产品，均兼容原来的Ｘ８６指令。
新的规则实现了知识的融合，从而化解了最初系统面临的知识冲突。在新

设计规则的框架下，各个模块通过“练习性巴”将规则等明晰知识内在化，根据

模块具体承担的任务、掌握的知识资源，进行具体的模块功能设计，其知识是隐

藏的，不需要在网络状产业链内部共享。但是伴随着规则知识、外界信息和新

知识的内在化，企业内部将会产生新的知识冲突，这就是标准不断进化的动态

循环过程。

网络状产业链知识整合的动力机制

知识冲突表明有新的利益存在，这成为网络状产业链知识整合的原动力，
这种利益的获取依赖一个有效的动力机制，推动ＳＥＣＩ循环。纵向一体产业链

整合的动力来源于交易费用的节约，模块的独立性使得在网络状产业链中，哈

罗德·德姆塞茨所称的连续性的经济效益和经济活动的管理控制所引起的信

息优势对于产业链资产整合的影响已不存在。只要遵循设计规则，模块之间的

组合也没有问题，所谓资产专用性所引起的交易成本在这里也不存在。企业边

界只与知识生产的特性有关，如果在模块生产的内部，部分生产知识是隐藏的，
模块的进一步分解会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这个时候，模块的进一步分解是不

经济的。在网络状产业链中，资产关联服从于知识的关联，知识的不可分性对

于产业链整合的影响大于资产的不可分性，网络状产业链的知识整合成本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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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形态和特性有关。
ＩｋｕｊｉｒｏＮｏｎａｋａ认为知识资产可以分为四类：常规性知识资产、经验性知识

资产、概念性知识资产和系统性知识资产。常规性知识资产，是指日常工作化

的、融化在组织的行为和实践中的模糊知识，它是组织通过内在化过程于“练习

性巴”中创造并共享的。经验性知识资产是通过经验传递而共享的模糊知识，
一般通过社会过程来建立，发生在“发起性巴”中。概念性知识资产是用意象、
符号和语言作为概念清楚表述的明晰知识，通过外在性过程建立，依靠对话性

巴将个人理解的模糊知识转化成公共术语和概念。系统性知识资产是系统化、
有序化的明晰知识，它们经过组合以文件和数据的形式存在，易于传播。

网络状产业链标准形成和进化的过程也就是知识资产的形态由常规性知

识资产最终转化为明晰的、有序化的系统性知识资产的过程。标准是一种公开

的、易于转移的系统性知识资产，在知识共享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涉及知识产权

问题。否则，会产生知识共享的陷阱，即大家都不做研发，等着“克隆”他人的成

果。另外，当模块进行系统的整合时，会发生交易费用，也会存在机会主义行

为。例如，模块化系统的设计者或系统集成与检测的队伍可能会以停止自己的

服务、收回知识产权等手段来威胁系统内其他有关人员，“阻碍”他们的工作。
网络状产业链知识整合的三种模式：多级控制、多层控制、分散控制，提供了不

同的产业链整合的动力机制，即自上而下、上下互动和自下而上。表１提供了

三种动力机制在知识创新、结构特征、知识转换和内在局限诸方面的综合比较。

表１　关于知识整合三种动力机制的比较

维　　度
知识整合动力机制

自上而下 上下互动 自下而上

知识创新主体 舵手 舵手、模块企业 模块企业

舵手企业角色 指挥者 发起人和协调人 找出路径的人

模块生产企业角色 执行者 参与者 合伙人

知识转换重点 组合化和内在化 社会化和外在化 外在化和组合化

组织 等级制 生产网络 演化

稳定环境 效率高 效率中 效率低

不稳定环境 效率低 效率中 效率高

系统结构方案 分级控制 分层控制 分散控制

　　自上而下的产业链知识整合，舵手掌握标准的制定权，同时也独占相应的

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利益。因此，整合的动力来源于舵手，舵手要推动完成

ＳＥＣＩ过程，使存在于产业链上和组织之中的常规性知识资产转化为系统性知识

资产。个人拥有的经验性的模糊知识只有受到一定的激励，人们才会拿出来分

享，知识的外在化和组合化也需要一定的成本，才能完成模糊知识向明晰知识

的转化。由于模块生产企业缺少动力促进自身模糊知识的社会化和外在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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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下知识整合的对象主要是明晰知识，知识转换以组合化（形成标准）和内在

化（模块应用标准）为重点。上下互动的产业链知识整合，舵手掌握标准制定的

主导权，但是并不能决定所有细节，要与模块生产企业协商。模块生产企业掌

握本部分模块设计的控制权，其知识也可以明晰化，并且获得知识产权的保护。
例如，以汽车发动企业为代表的模块集成供应商就有较强的与组装企业谈判

的能力。舵手可以通过向模块生产企业转移部分设计和开发权，获取效率提

升、创新激励等效果。因此，上下互动的知识转换以模糊知识的社会化和外

在化为重点。
自下而上的产业链知识整合，模块企业起到主要的推动作用，标准是众多

模块生产企业通过知识联盟或委托其他组织制定的，或者多个标准通过竞争进

行自然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模块企业拥有知识产权，它们一般把自己的专利

融入到标准之中，扮演合伙人的角色，知识转换以外在化和组合化为重点，以便

形成标准。通常一个产品要符合国际标准必要的专利数量在一百多项，例如，
音视频标准 ＭＰＥＧ４／Ｈ．２６４就包含大量的专利。标准分别有免费、选择性收费

（例如对联盟成员免费，对非成员收费）和收费三种形式。有的企业（或者联盟）
通过开放源代码吸引更多消费者使用该标准，以便巩固该标准的市场地位，然

后通过提供增值产品或者服务获取收益。例如，Ｌｉｎｕｘ是一个著名的免费的软

件，通过开放源代码形成了不同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的开放的操作系统标准，Ｌｉｎｕｘ得

到了除微软之外，几乎所有知名软件和硬件公司的支持。越来越多的模块添加

到Ｌｉｎｕｘ平台，使之更为成熟，与此同时，模块企业也获得了盈利。最典型的例

子是ＲｅｄＨａｔ和ＩＢＭ：ＲｅｄＨａｔ是纯软件公司，通过销售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ｅｒｖｅｒ、提供

技术支持、咨询等，连续四个季度基本持平，２００４年度财年收入可达到８９００万

美元，增长６７％，实现盈利。ＩＢＭ 是软件和硬件综合的公司，截至２００４年８月

则已经在Ｌｉｎｕｘ上产生了７．６亿美元的收入。①
知识整合动力机制的有效性是该机制被选择的基础，判断的依据是知识整

合的成本。在市场变化剧烈、模块创新活动频繁的环境下，常规性知识资产和

经验性知识资产处于不断变化、流动的状态中，自上而下的整合对于完成ＳＥＣＩ
过程，将模糊知识转变为系统性知识资产的成本很高。反之，如果产业链需要

整合的知识主要为概念性知识和系统性知识，这种动力机制无疑将有更高的效

率。对于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说，动力来源于模块生产企业，模糊知识的社会化

和外在化过程主要在模块企业内部完成，知识转化的成本较低。至于上下互动

的方式，情况则居于上面两种情况之间。
这从知识形态的角度揭示了舵手企业在不同条件下集权、分权的原因：当

模块的知识创新是一般性的、环境变化相对较慢、对于系统性能最优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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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时，舵手对于设计规则的决定权相对集中；当模块的知识创新是革命性的、
环境变化剧烈、市场需求对于价格和个性化服务敏感时，设计规则的决定权较

为分散，舵手主要是起到中间联络人的作用。

结 论 与 启 示

网络状产业链整合与其他传统产业链整合有着显著的不同，传统产业链的

整合多数表现为实物资产的整合，网络状产业链的整合主要表现为知识的整

合。知识整合在网络状产业链整合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产业链整合的实

质。网络状产业链知识整合的静态任务是提供一个公开的设计规则，使模块能

够在一个系统中发挥作用；动态任务则包括整合分散的创新知识，实现规则的

升级。
模块化生产的特点主要是，设计规则是公开的明晰的知识，模块的知识则

是隐藏的。这种联系规则使得网络状产业链在处于顾客需求多样化的环境中

能够通过模块的组合，以较低的成本提供大量个性化的产品，满足顾客的选择

价值。在市场不断变化、知识不断创新的环境里，网络状产业链的知识整合是

动态的，表现为设计规则（标准）的进化，按照舵手企业在知识整合过程中的控

制力高低，具体分为多级控制型、多层控制型和分散控制型。舵手企业与模块

企业之间的权力分配，反映了不同市场条件下知识的权力大小，在一定程度上

是市场势力和知识博弈的结果。
企业组织间的ＳＥＣＩ过程构成了网络状产业链的知识整合平台，它包括知

识的挖掘、知识的整理和知识的融合。网络状产业链由知识冲突引发ＳＥＣＩ过

程，从企业隐藏知识到产业链明晰知识的转换结果是诞生了新的设计规则。在

不同的知识整合模式下，舵手企业所起到的作用不同：在多级控制型的知识整

合模式中，舵手在知识挖掘、知识整理和知识融合过程中起到决定作用，单独决

定了知识摒弃的原则和知识融合的方向，其他企业只能遵照新的标准进行模块

设计。在多层控制型的知识整合模式中，舵手在知识挖掘、知识整理和知识融

合过程中起到领导作用，规则的主体框架由舵手确定，细节则由模块企业间共

同协商。在分散控制型的知识整合模式中，舵手只是起到路径寻找者的作用，
知识的摒弃和知识的融合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

知识整合的动力机制与知识资产的特性和产权保护紧密相关，不同的机制

在知识创新、结构特征、知识转换和内在局限等方面有着显著的不同，因此适合

于不同的知识整合任务和市场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存在路径锁定的风险，知识整合的结果并不一定是最

优的，即设计规则不一定符合技术上的最优标准，产业链的知识管理过程是一

个利益博弈的对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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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零售商垄断势力的纵向关系的研究综述

张　赞

　　摘　要　基于零售商垄断势力的纵向关系主要有两种：零售商的抗衡力量

以及零售商向生产商实施纵向控制。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这两个方面的理

论成果，并提出未来需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发展方向。
关键词　零售商；垄断势力；抗衡力量；纵向控制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ｅ
ｔａｉｌ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ｖｉｅｗｏｆｒｅｔａｉｌｅｒｓｍｏｎｏｐｓｏｎｙ，ｗｈｉｃｈ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ｔａｉｌｅｒ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ａｇａｉｎｓｔ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ｉｍｐｏ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ｅｔａｉｌｅｒｓ．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ｉｎｔｈｉｓ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ｂｒｉｎｇ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ｎｅｅ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ｔａｉｌｅｒ；ｍｏｎｏｐｏｌｙｐｏｗｅｒ；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引　　言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全球零售业发生了巨大变革，大规模的连锁店在

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兴起，从而导致了零售商规模的膨胀和零售业市场集中度

的显著 提 高。过 去，生 产 商 相 对 于 零 售 商 拥 有 完 全 的 垄 断 势 力（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ｐｏｗｅｒ）和谈判能力（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ｐｏｗｅｒ）①，零售商仅仅作为了生产商向消费者

传递商品的中介物。而如今，零售商通过连锁经营、并购扩张等策略使其垄

断势力日 趋 明 显，导 致 零 售 商 与 生 产 商 在 产 业 链 纵 向 关 系 中 的 地 位 发 生

置换。
基于零售商垄断势力的纵向关系主要有两种。见表１所示。当生产商也拥有

垄断势力时，零售商垄断势力相对于生产商来说就是一种抗衡力量（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

７４１


①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７０６７３０５８）。
这里需要区别“垄断势力”和“谈判能力”两个概念。“垄断势力”是企业能够主导市场的显著的

市场势力，垄断势力使得主导企业可以操纵价格或产量获取显著的超额利润，或者可以发起合谋或采取

排他性行为（Ｐｏｓｎｅｒ，２００１）。而“谈判能力”则体现了缔约双方相对的长期机会成本的差异。例如，如果

零售商Ａ不再买生产商Ｂ的产品，则会导致零售商Ａ的利润减少０．１％，而生产商Ｂ的利润减少１０％，
此时零售商Ａ相对于生产商Ｂ具有更强的谈判势力（ＯＥＣＤ秘书处）。在一般情况下，企业的“垄断势

力”越强，则“谈判能力”也越强，但两个概念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有时候两者并不一致。



ｐｏｗｅｒ）①；而当生产商没有垄断势力时，零售商拥有垄断势力后，就会向零售商

施加各种纵向控制（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手段。

表１　基于零售商垄断势力的纵向关系

是否具有垄断势力

生产商 否 是

零售商 是 是

纵向关系 下游向上游实施纵向控制 抗衡力量

　　零售商实施纵向控制手段的主要表现是：一些零售超市要求其生产商，如

果商品想要进入超市，必须先交“进场费”、“赞助费”等一大笔所谓的通道费

（ｓｌｏｔｔｉｎｇ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据国际著名咨询公司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 Ｔｏｕｃｈｅ１９９０年的估

计，美国日常用品零售行业的通道费总计为每年大约９０亿美元。另一个估计

则认为是大约１６０亿美元（汪浩，２００６）。
另一种常见的纵向控制手段是，某些大型超市要求生产商签订排他性协

议，在其产品上贴上“某某超市专卖”的标签。美国最大的玩具分销商 ＴｏｙＲ
Ｕｓ就要求生产商同意排他性交易条款，即生产商不能向其他玩具销售商提供

与ＴｏｙＲＵｓ相同的产品。此外，零售商还利用其垄断势力，要求生产商对商品

的零售价格进行统一控制，以削弱零售市场的竞争，等等。
基于零售商垄断势力的纵向关系问题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并形成了较

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以下就这两种纵向关系的研究成果分别进行讨论。

关于零售商抗衡力量的研究

过去，关于卖方势力对于生产、价格和企业利润的影响研究产生了大量的

研究成果，而对于买方势力的影响却较少关注。自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随

着美国大型零售组织的兴起，一些经济学者开始关注强势零售商的形成对社会

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加尔布雷斯假说”。１９５２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

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ＪｏｈｎＫｅｎｎｅｔｈ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在其著作《美国资本主义：
抗衡力量的概念》一书中②，提出了市场上交易双方，当一方经济力量强大时就

形成了可以中和另一方垄断势力的“抗衡力量”。他认为抗衡力量的一个典型

代表就是大规模零售组织的出现。通过实施抗衡力量，这些大型零售商能够从

生产商处获得更低的批发价格，并且将这种成本的节约传递给消费者。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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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于“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ｐｏｗｅｒ”，国内尚没有统一的译法。“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的词典释义为“对抗、抵

消”，笔者这里将“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ｐｏｗｅｒ”暂译为“抗衡力量”。
之后，加尔布雷斯在其发表的论文（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１９５４）中，对其书中“抗衡力量”的概念进行了进

一步的解释。



加尔布雷斯指出这些零售商通过实施抗衡力量，成为“单个消费者的代言人”
（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１９５２，ｐ．１３１），对社会是有益的。

尽管加尔布雷斯的这本书在当时非常流行，但是关于抗衡力量的假说并没

有得到普遍支持。最核心的批评来自于Ｓｔｉｇｌｅｒ（１９５４）与 Ｈｕｎｔｅｒ（１９５８）。他们

认为，加尔布雷斯并不能合理地解释为什么零售商有动机替消费者节省成本。
Ｓｔｉｇｌｅｒ（１９５４）指出，加尔布雷斯的抗衡力量的观点是假条，而不是理论，并通过

经验研究①反驳加尔布雷斯的观点。此外，当生产商和零售商能够签订两部收

费（ｔｗｏｐａｒｔｔａｒｉｆｆ）合约时，此观点显得更加无力。例如，当双边垄断（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的情况下，零售商和生产商能够通过两部收费获得联合利润最大化。
此时，无论谈判势力在两者之间如何变化都不会对零售价格产生影响。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大型零售商如沃尔玛、家乐福等的兴起，使得对

抗衡力量假说的讨论更为普遍。Ｓｔｅｒｎ和 Ｗｅｉｔｚ（１９９７）指出大型零售商主导地

位的增强是商品分销领域的一大革命。ｖｏｎＵｎｇｅｒｎ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１９９６）与 Ｄｏｂ
ｓｏｎ和 Ｗａｔ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７ａ）对于零售商的抗衡力量的福利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
Ｄｏｂｓｏｎ等（１９９９）对于最近几年学术界关于零售势力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其

中，Ｄｏｂｓｏｎ和 Ｗａｔ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７ａ）考虑一个垄断性的生产商和多个对称的寡头零

售商之间的关系。零售商由于地理位置、服务态度等不同形成零售服务的差异

化。结果表明，如果寡头零售商之间的服务具有很强的替代性，则零售价格随

着零售商数量的减少（即抗衡力量的增加）而下降，但是当零售商之间的服务差

异化很大时，抗衡力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零售价格的下降。
Ｃｈｅｎ（２００３）认为当零售商数量减少时，在位零售商不仅获得相对于生产商

的抗衡力量，也获得相对于消费者的垄断势力。由于零售层面集中度增加导致

的零售价格的变化反映了抗衡力量和垄断势力的联合效应。他指出ｖｏｎＵｎ
ｇｅｒｎ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１９９６）与Ｄｏｂｓｏｎ和 Ｗａｔ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７ａ）很难使抗衡力量的效应分

离出来。因此，Ｃｈｅｎ（２００３）考虑了这样的市场结构：上游一家生产商，下游有一

家主导的零售商以及一些边缘性的竞争者。基于两部收费合约，抗衡力量模型

化为主导零售商从生产商处获得更低的批发价格或分享更多的利润。他证明

了主导零售商抗衡力量的增加的确能够导致零售价格下降，但是原因不同于加

尔布雷斯，且抗衡力量也不一定能够提高社会福利。相反，更多的边缘性零售

商的出现对于抗衡力量导致的社会福利增加起到重要作用。
除了对零售商抗衡力量的理论分析外，还有一些经验性的研究成果。如

Ｅｔｇａｒ（１９７６）通过经验分析证明了分销渠道中渠道成员的抗衡力量能够削弱其

他成员的垄断势力。Ｃｏｔｔｅｒｉｌｌ（１９８６）用赫芬达尔指数（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ｉｎｄｅｘ）衡量

美国佛蒙特州（Ｖｅｒｍｏｎｔ）的零售市场集中度，分析其与零售价格之间的关系，结

９４１基于零售商垄断势力的纵向关系的研究综述

① 联邦贸易委员会（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发现，杂货连锁店和药品零售店的销售低价最多

分别有１／１５和１／１０的原因是来自更低的进价。



果表明：零售价格随着零售市场集中度的提高而增加，从而否定了加尔布雷斯

的抗衡力量假说。
近年来，随着我国零售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国内学者对于零售商垄断势

力的关注也逐渐增多，但大多偏重于基本概念和现象的介绍或者方法框架上的

分析。马龙龙、裴艳丽（２００３）指出零售商的连锁化、规模化和零售商为主导的

供应链对于经济效率与社会福利具有正面影响，但大型零售商滥用买方势力侵

害生产商和消费者利益，又对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造成损害。他们探讨正确认

识和评价零售商买方势力的方法。吴绪亮（２００５）在对买方集中和纵向限制行

为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零售业的反垄断政策制定提出了一些建议。

零售商向生产商实施纵向控制的研究

产业组织理论中关于纵向控制策略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垄断性的生产

商向竞争性零售商实施的纵向控制。根据Ｒｅｙ和 Ｖｅｒｇé（２００５）的分类，可以将

纵向控制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交易双方就交易价格或支付所达成的条款，
如非线性收费（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ｉｃｉｎｇ）、转售价格维持（ｒｅｓａｌｅｐｒｉｃ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简

写为ＲＰＭ）；一类是对交易某一方或双方的权利进行限制的条款，如独占交易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ｄｅａｌｉｎｇ）、独占区域（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搭售（ｔｙｉｎｇ）。产业组织

理论中对于纵向控制策略的研究，主要考察这些策略实施的私人动机和激励，
以及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零售业出现规模化、集中化的趋势，零售商凭借垄断势力压榨

生产商的案例日益增多。一些学者开始关注零售商向生产商实施的纵向控制

策略。Ｄｏｂｓｏｎ等（２０００）指出当零售商在产业链中具有更强的垄断势力时，最

常见的纵向控制手段有：零售商向生产商收取通道费；与生产商签订排他性协

议；零售商要求生产商对于零售价格进行限制；对关键投入品进行掠夺性购买

等。同时，作者对各种纵向控制可能的福利效果进行总结。
通道费是引起供销之间矛盾的主要因素。学术界对通道费的福利效果一

直争论不休。从国外的文献来看，对于通道费的市场效应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

观点：一是“效率改进效应”，如 Ｋｅｌｌｙ（１９９１）、Ｃｈｕ（１９９２）等。他们认为通道费

的收取可以提高产业链的运作效率，具有产品质量信号显示、提供生产商的产

品研发水平等作用；二是“反竞争效应”，以Ｓｈａｆｆｅｒ（１９９１）、ＭａｃＡｖｏｙ（１９９７）为

代表。他们认为通道费是零售商行使垄断势力的结果，它导致零售商或生产商

层面竞争的削弱，也会产生排他效应，从而使社会福利下降。
Ｂｌｏｏｍ、Ｇｕｎｄｌａｃｈ和Ｃａｎｎｏｎ（２０００）对通道费的两种争论进行了系统的总

结，并通过对生产商、零售商的实地调查证明了现实中这两种观点都具有合理

性。最近的研究发现，美国香烟市场通道费的收取导致零售价格降低，从而提

高消费者剩余（Ｂｒｏｎｓｔｅｅｎ，Ｅｌｚｉｎｇａａｎｄ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５）。而Ｉｎｎｅｓ和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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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则研究了多产品市场中“通道费”的作用。他们建立了如下模型：上游有

一家某一产品的垄断企业和其他产品的竞争性的企业，下游是非完全竞争的零

售商，且分析没有通道费、非对称的通道费以及对称的通道费这三种情况，研究

发现，零售商通过向竞争性的生产商收取通道费，使得垄断的生产商和零售商

获取一体化的垄断利润，因此具有反竞争性。
零售商向生产商要求签订排他性交易契约，是零售商发挥垄断势力的又一

大方式。Ｃｏｍａｎｏｒ和Ｒｅｙ（２０００）考虑了具有垄断势力的零售商与上游生产商

签订排他性协议的问题。他构建了一个生产商—零售商模型，两个层次都由主

导企业和边缘竞争者组成，有优势地位的零售商通过与生产商签订独占交易合

约，排除潜在的零售竞争者。他证明了在此情况下，纵向控制对于消费者福利

产生负面影响。Ｄｏｂｓｏｎ和 Ｗａｔ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６ａ）指出排他性的供给合约（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ｓｕｐｐｌｙ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使零售商出售的产品与其竞争对手不同，从而避免了激烈的

直接竞争。当品牌内竞争很激烈，零售范围经济性很低的情况下，这种合约可

能对私人有利。然而，它降低了消费者的选择，提高了最终产品价格，对社会是

不利的。排他性的约束可能不是来自于一方的要求，也可能是双方谈判的共同

利益。Ｄｏｂｓｏｎ和 Ｗａｔ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６ｂ）检验了双方实施排他性交易的动机。它包

括使得影响联合利润的外部性内部化，限制直接的品牌内和品牌间竞争，从而

避免了直接竞争和销售的同质化。
除了排他性合约外，拥有垄断势力的零售商还会要求生产商进行价格约

束。Ｓｈａｆｆｅｒ（１９９１）正式分析了在一个上游完全竞争下游双寡头垄断的市场环

境下，通道费和ＲＰＭ 的作用。假设生产商生产同质产品，他们为了获得有限的

货架空间而展开竞争，零售商各自选择从哪家生产商进货，但又在零售价格上

相互竞争。文章构建了空间差异模型，两家零售商在市场的两端，考虑消费者的

交通成本。Ｓｈａｆｆｅｒ（１９９１）表明：如果没有通道费和ＲＰＭ，则生产商之间的竞争将

导致批发价格等于其边际生产成本，生产商的利润为零。为了缓和零售市场的竞

争，也为了获取货架空间，生产商通常采取策略性的工具，如通道费和ＲＰＭ。这

两种策略都具有反竞争效果，因为他们都提高了零售价格和零售商的利润。与边

际成本批发定价相比，这两种方式都使得社会福利减少了，而通道费情况下的零

售价格和利润要高于ＲＰＭ。因此，通道费产生的社会总剩余比ＲＰＭ还低。
Ｄｏｂｓｏｎ和 Ｗａｔ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７ｂ）研究了一种双边寡头垄断的连锁关系（ｉｎｔｅｒ

ｌｏｃｋ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并证明了ＲＰＭ 的福利效应取决于上游和下游差异化的

相对程度，以及生产商和零售商的讨价还价势力。当生产商具有更强的讨价还

价势力时，双重加价问题更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ＲＰＭ 可能是有利于社会

的。然而，这个结论还取决于对线性批发价格的限制。Ｒｅｙ和 Ｖｅｒｇｅ（２００３）利

用Ｄｏｂｓｏｎ和 Ｗａｔ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７ｂ）的双边寡头垄断的连锁关系模型①，考虑了以下

１５１基于零售商垄断势力的纵向关系的研究综述

① 双边寡头垄断模型是指上下游都是双寡头垄断市场，即市场中分别有两家寡头垄断企业。



情况，即上游有两家生产两种产品的生产商，并通过下游两个差异化的零售商

（例如，服务的差异化、地理位置的差异化等）销售他们的产品。与 Ｄｏｂｓｏｎ和

Ｗａｔ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７ｂ）不同的是，Ｒｅｙ和Ｖｅｒｇｅ（２００３）允许生产商向两家零售商提供

两部收费契约。分析表明，由于上下游企业之间都存在竞争，在两部收费契约

下，零售价格低于垄断水平。①因此，生产商就有了实施ＲＰＭ 的动机。在ＲＰＭ
契约下，生产商将零售价格定在垄断价格水平，批发价格等于边际生产成本，并

通过特许费获得垄断利润。可见，ＲＰＭ 消除了品牌内和品牌间的竞争，使得企

业获得垄断结果。
国内对于强势零售商与生产商之间的纵向关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市场策

略的层面，缺乏严格的理论证明，仅有较少的研究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考察

这些纵向控制策略的福利效果。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集中于对通道费的讨

论。汪浩（２００６）运用一个双重寡头模型研究了连锁超市通道费对市场参与各

方的影响。他指出，通道费是大型连锁零售企业资本化其市场力量的手段。这

种策略一方面加强了大型连锁超市的价格优势，另一方面抬高了市场力量较弱

的其他超市的进货价格。张赞、郁义鸿（２００６）基于ＳＣＰＲ分析框架，对零售商

垄断势力下的通道费及其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

问 题 与 展 望

目前，关于零售商垄断势力下的纵向关系的理论研究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

重视，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但仍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１．缺乏统一的经济分析框架。
通过对零售商垄断势力下的纵向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零售

商垄断势力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目前尚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虽然许多学者指

出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研究模型假设条件不同。但是影响结果的关键假设

是什么？不同的假设会导致哪些可能的结果？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首先需要

建立一个统一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社会福利评价基准。
２．零售商实施纵向控制的研究缺乏系统性。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关于零售商实施纵向控制策略的研究尚存在以下不

足：第一，研究某一策略行为时，仅考虑一种纵向市场结构和一个关键假设，而

忽略了纵向市场结构以及其他假设的变化对于策略行为均衡结果的影响；第

二，多针对一种策略进行分析评价，鲜有对多种策略的综合研究，进而缺乏系统

性和全面性。以上这些问题为未来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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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ｅｙ和Ｖｅｒｇｅ（２００３）指出，如果上下游有一方是垄断的（一个生产商通过差异化的零售商销售

产品或者是差异化的生产商通过一个共同的零售商销售产品），则两部收费能够使零售价格等于垄断价

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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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产 业 规 制



行政权力、纵向约束与管制困境

白让让

　　摘　要　“行政性垄断”是我国垄断或寡头垄断产业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

的一个最为显著的区别，本文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分析表明，在缺乏有效规制和

监管的条件下，“行政性垄断”与市场势力相结合，严重地阻碍了这些产业的市

场化进程，突出表现就是垄断企业依托行政性权力，通过市场进入、产权安排、
价格制定、技术标准和市场划分等诸多手段来限制有效竞争的形成，即通过市

场圈定将潜在的进入者从市场中排斥出去，以创造和维持非经济意义上的垄断

势力。基于行政权力的纵向约束也是管制低效的一个主要原因，本文指出强化

管制者的独立性和权威是管制重建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　行政垄断；纵向约束；市场圈定；管制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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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ｒ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问 题 的 提 出

基于行政权力配置的垄断势力或曰：“行政性垄断”①，是我国垄断或寡头垄

断产业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最为显著的区别。以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７５１


①

原文发表于《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９期。
在这里本文借用“行政性垄断”并不表示对这一概念的认同，严格地讲行政权力在任何政治体制

下都是垄断的，它的行为主体是政府或其代理人，这与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的主体为企业是不同的。在

本文中它的真实含义是“行政权力安排下的垄断”，其主体是企业和政府。



较多地放在政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框架下进行，将其归因于体制的惯性或改

革的滞后，显然在一定时期这种判断具有合理性。垄断产业或领域的规制放松

或重建不可能超越渐进性体制转轨这一总体环境，一定程度上，由于产业的特

殊地位或产权特征，垄断产业的变革保持一定的滞后性甚至有利于其他环节的

快速推进。当前，在缺乏有效规制和监管的条件下，“行政性垄断”与产权变革

相结合，严重地阻碍了这些产业的市场化进程，突出表现就是垄断企业依托行

政性权力①，通过市场进入、产权安排、价格制定、技术标准和市场划分等诸多手

段来限制有效竞争的形成，也就是将对手或潜在的进入者从市场中排斥出去，
以创造和维持非经济意义上的垄断势力。

产业组织理论将这些限制竞争的行为定义为“纵 向 约 束”（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ｒｅ
ｓｔｒａｉｎｔｓ），特指在具有纵向关系的产业链中，一个企业利用所在市场的垄断势力

或讨价还价能力，通过各种纵向约束或控制的方式，以影响上游或下游的竞争

状态，达到阻止市场进入或延伸垄断势力的目的。②这里的垄断势力或能力源于

自然垄断、范围经济或技术专利，一般情况下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即便如此，由

于会对市场绩效、消费者剩余和竞争对手产生不利的影响，或仅仅因为这种结

构或行为有潜在的反竞争效果，在市场经济国家一直是规制和反垄断当局关注

的重点。③而在我国，正如我们在随后的分析中所观察到的，企业的垄断势力

在不同的层面上是直接或间接地依附于行政权力的安排和界定，而非市场长

期竞争的产物，显然基于西方实践对圈定行为的规制，不可能直接应用到我

国以行政性垄断为主的环境中。但是，行政性权力支配下的各种歧视和反竞

争行为在手段和目的上，又具有圈定的一般特征，为此利用纵向约束理论对

我国具体实践的分析，将使我们从更微观的层次透彻地理解这些行为，而行

为的界定是设定规制原则和判断是否反垄断的主要前提，这也是本文的研究

激励之一。
行政性权力下的纵向控制为什么具有较强的“圈定”激励是本文分析的另

一个诱因。通过对电力、电信和医药等几个产业的考察，我们发现尽管依托于

行政权力这些产业的运营商已经获得了超出垄断利润的市场势力，但仍通过强

化现有的垄断势力、垄断产业的“内部人”私有化，来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其控

制能力。我们通过“政、管、企”合谋这一假设对该现象的解释，揭示了规制变革

缓慢的内生原因。当然，解释的目的在于为进一步的规制重建提供理论和实践

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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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也包括界定这些权力的各种法律、法规以及诸多的“行规”。
显然这是早期“市场圈定”的概念，关于其最新进展我们将在第二部分予以介绍。
当然，由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自然垄断产业的大规模私有化或规制放松，这一情况已有所改

变，例如，欧盟就对那些市场占有率低于３５％的企业的纵向兼并、零售价格控制或独占交易等圈定行为

予以有条件的集体豁免。参见齐默尔曼：《经济学前沿问题》（中译本），第５章，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



我国的“行政性”垄断：纵向约束视角的透析

　　（一）纵向约束：效率提升还是竞争扭曲

处于同一产业链上下游不同阶段的厂商之间的协议或契约性安排被称为

纵向约束，在具体的实践中，这些约束可以划分为数量定价（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ｒｉｃｉｎｇ）、搭售（ｔｉｅｓ）、抽成（ｒｏｙａｌｔｉｅｓ）、独占交易（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ｄｅａｌｉｎｇ）、转卖的消费

者和价格限制等六种基本类型。经济学家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开始关注对这

些行为的规制问题，但即使针对具体的案例①也无法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原因

在于纵向约束具有效率提升和竞争扭曲的两面性。

１．双重加价、机会主义与效率提升。纵向约束对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改进，
首先体现在它具有消除或弱化双边垄断导致的双重加价的作用。假定某一产

业链由上下游垄断的企业构成，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函数为ｑ＝ａ－ｐ，下游企

业的问题就是在给定批发价格ｗ 时选择零售价格ｐ 以最大化利润πＤ ＝ （ｐ－

ｗ）（ａ－ｐ），此时的价格为ｐ＝ａ＋ｗ
２

。相应的，上游制造商通过选择批发价格

最大化πＵ ＝ （ｗ－ｃ）（ａ－ｗ）
２

，批发价格是ｗ＝ａ＋ｃ
２

。在双重垄断的结构下，

零售价格为ｐ＝３ａ＋ｃ
４

，社会总剩余是３（ａ－ｃ）２
１６

。而在完全一体化的结构下，消

费者支付的价格只有ａ＋ｃ
２

，福利水平却高达 （ａ－ｃ）２
４

。双重垄断势力的存在不

仅降低了制造商的利润，也减少了社会福利的总水平。为了减少这种定价机制

的纵向外部性，在完全一体化无法实施的条件下，拥有讨价还价势力的谈判制

造商可以采取诸如转卖价格维持、最低批发数量要求或收取特许费等方式，以

降低最终的零售价格、扩大销售量或抽取下游企业的租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消除或减少双重加价的外部性。
其次，纵向约束可以减少服务外部性。②为提高销量或吸引客户，零售商会

采取各种非价格工具如免费送货、广告营销、产品演示、信息披露等，这些服务

不仅对零售商有利，销量上升的收益也会被制造商所攫取。但由于服务水平难

以观察和证实，制造商不可能消化所有的支出，致使服务水平会低于他所期望

的水平。依靠两部收费、第三方介入等纵向约束工具就可以解决这种双边道德

风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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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最有名的是针对微软垄断案的长达十余年的诉讼和不同法官、经济学家近乎完全相反的判断，
以及法庭初始判决和最终执行之间的巨大反差。

参见谭国富（２００４）的论述。



最后，当下游零售商处于非完全垄断时，纵向约束有助于化解横向的外部

性。泰勒尔（１９８８）认为，当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零售商时，售前信息或服务如

产品功能展示、试用等虽然能够吸引潜在的消费者，但提供这些额外服务的零

售商会倾向于收取较高的价格，从而使消费者在一个零售商处享受这些服务

后，再与一个低服务水平的零售商进行讨价还价，以压低最终的支付价格。因

此，这种横向外部性使服务成为一种公共物品，每一个零售商都企图搭对方的

便车，导致额外服务不足，进而降低制造商的收入。例如，若消费者需求为ｑ＝
（ｖ＋ｅ）－ｐ，即需求不仅取决于使用价值ｖ，也与服务努力ｅ成正比，但提供这些

服务要发生成本，零售商的成本函数就变成ｃ（ｑ，ｅｉ）＝ｗｑ＋μｅ
２
ｉ

２
（这里ｉ＝１，２，

μ＞１）。在这些约束下，如果零售商之间进行价格竞争，唯一的均衡将是ｐ１ ＝
ｐ２ ＝ｗ和ｅ１ ＝ｅ２ ＝０，最终需求下降到ｑ＝ｖ－ｗ。生产者、消费者剩余以及社

会总福利分别是πｕ ＝
（ｖ－ｃ）２

４
、ｃｓ＝

（ｖ－ｃ）２
８

以及ｗｓ＝３（ｖ－ｃ）２
８

。经过简单

的计算可以发现，零售商之间的横向服务外部性导致了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
已有的分析表明，利用转卖价格持平（ＲＰＭ）可以防止消费者在获得高质量零售

商的服务后，再去减价商店购买相同的物品。
纵向约束所具有的消除或减弱以上三种外部性的特点，虽然其出发点是最

大化制造商的利润，但间接地给消费者带来了更低的价格、更多的服务，在这个

意义上经济学家认为它具有效率提升效应，这也是芝加哥学派反对规制纵向约

束的原因之一。

２．纵向约束、市场圈定与反竞争效应。经济学家之所以长期关注纵向约束

问题，不是因为它能改善市场效率，而是源于它具有反竞争的市场圈定效应。
泰勒尔（１９９７）将市场圈定定义为：“一种商业行为（包括兼并），该行为限制若干

买者与一个卖者接触的通道（上游圈定），或者限制若干卖者与一个买者接触的

通道（下游圈定）。”这些限制行为直接或间接强化和延伸垄断势力，其反竞争效

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价格扭曲。各种纵向约束行为虽然可能防止下游企业的套利或转卖

行为，但为弱化道德风险和各种外部性，而采取的独占交易、转卖平价维持或纵

向兼并等行为，也为垄断企业实施价格歧视、两部定价提供了可能，这必然使价

格更加偏离完全竞争的水平。例如，一个向价格弹性不同的下游市场提供产品

的垄断制造商，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往往会采用和高弹性的零售商一体化或

签订长期合约的方式，以降低对中间产品的需求，来提高低弹性零售商的价格，
这种结果也被称为“价格挤压”效应。此时，一部分消费者势必要支付高于下游

充分竞争时的价格。垄断者通过改变中间产品的供求状态和市场结构，可以将

其垄断势力或谈判势力延伸到下游市场。
第二，市场进入限制。这是纵向约束受管制者长期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

０６１ 复旦产业评论（第２辑）



当面临潜在竞争的威胁时，原有在位者可以采取掠夺性定价、纵向兼并等多种

形式，使前者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例如，独占交易的存在，会压缩进入者的市

场空间，因为新进入者需要一定规模的市场需求消化了固定成本或沉淀成本，
才能具备与在位者竞争的能力。如果在位者对下游市场的控制范围足够大，就

可以直接“封杀”进入。对那些拥有关键投入品或资源的在位者而言，为限制下

游竞争对手对其利润的侵蚀，还可以采取提高对“非一体化”零售商的供应价

格、降低供应的质量甚至拒绝交易的方式，达到提高竞争对手成本的目的，这种

方式在自然垄断或网络外部性产业十分流行。某种程度上，纵向约束就是进入

壁垒的一种形式。
另外，由长期契约引发的纵向合谋、为限制进入而刻意制造产品之间的不

兼容性、共同代理使上游制造商支付高额进店费等问题的存在，也在不同程度

上损害了市场竞争的效率。因此，尽管纵向约束存在着提高效率的可能，但其

在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一直受到较为严格的规制。

　　（二）“行政性”垄断、管企合谋与圈定激励

在成熟的市场体系下，纵向约束行为的发生一般建立在企业具有自然垄

断、绝对成本优势、技术专利或控制特定资源的基础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的管

制放松，使传统的公共企业或基础网络运营商，也逐渐失去借助政府权力所获

得的圈定能力，因此，纵向约束在西方国家大多属于经济性垄断的范畴。在我

国，受管制产业的纵向关系不是市场长期竞争的结果，更多的是传统计划体制

下产业运营模式的延续，随着管制的局部放松或取消，原有的垄断在位者为维

持垄断利润，在政府部门和管制机构的庇护下，不断利用各种非经济性手段，对

相关市场实施了圈定，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管制变革

远远滞后于其他领域。

１．纵向约束与“行政性”垄断。法律学者将行政垄断定义为：“行政组织利

用行政权力实施的损害市场竞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①按照

这一定义，行政垄断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及法律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后者

特指包括垄断企业在内的具有行政管理权的事业单位和企业。我国若干垄断

产业的具体管制实践中，企业的所有者、行业的宏观调控者和管制机构虽然已

实行了组织机构上的分离，但在一定范围或层次内，这些组织和受管制企业之

间还存在着共同的委托人（中央和地方政府），一些管制规则的制定和实施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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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郑鹏程：《行政垄断的法律控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０页，很明显这一定

义与经济学家的判断存在较大不同。例如，王学庆（２００３）就将行政垄断界定为：“用行政权力管住市场准

入，在一个市场只允许一家企业独家经营或少数几家企业垄断经营的市场结构。”前者虽有利于区分经济

垄断、国家垄断和部门垄断，但在我国垄断产业的产权、管理权、管制权相互交织的背景下，要作出严格的

区分是较为困难的。



得不借助企业来完成，这种组织和行政权力上的混合，就为企业借助其他行政

主体谋取非市场竞争的利润提供了可能。行政权力侵害市场竞争的一个突出

领域就是各种纵向约束或限制行为，具体的表现就是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强制

交易和强制兼并。①例如，在近年电力供应不足引发了对煤炭这一上游产品的激

烈竞争时，一些产煤大省相继采取了对出省煤炭收取高额的费用、强制煤炭企

业优先向本地发电厂以低价供煤以及阻止煤炭外运等措施，以确保本地电力的

供应。如果说，从电力产业的自然垄断属性和煤炭运输的范围经济出发，这些

行为还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石油产业的双寡头利用政府权威对没有这

一特点的零售市场的所谓整顿，明显地就是一种依托行政权力延伸垄断势力的

市场圈定。自１９９８年以来，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整顿成品油市场的文件，以清理

所谓不合格的批发或零售企业，并将产业的准入证的核定权界定给中石油和中

石化两个垄断企业集团，后者又将这种权力扭曲为只允许自己的公司涉及零售

领域，有意地提高了这一竞争业务的进入壁垒。政府和垄断者实施市场圈定的

理由是通过提高市场集中度，以应对 ＷＴＯ后跨国石油石化企业的竞争和渗

透，这是一种典型的由产权安排、行政权力和部门垄断导致的纵向约束。②

２．管企合谋与市场圈定。在市场经济国家，包括自然垄断产业在内的公共

事业要么是由政府按照法律授权来直接管理和经营，要么政府通过法律对私人

企业的定价、收费或服务资格等行为进行管制。在我国，虽然在其他产业已经

实现了国有资本的战略性退出，国家不再是产业资本的主要控制者，所有的市

场参与者就可以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下竞争。但是在公共事业方面，各级政

府不仅是唯一或最大的产权所有权人，还是产业运营规则和行为的管制人，竞

争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正如已有研究指出的那样，③这种管制的一个显著特

点是，法律授权的行政管制者同时又是行业的主管部门，甚至是原有企业的管

理者和经营者。④这种权力安排就为基于管企合谋的市场圈定提供了组织和实

施的基础或条件。
所谓管企合谋是指管制机构与受管制产业的运营者以联合收益最大化为

目标，对产业的进入、价格、兼并等行为或行为的规则作出不同于市场公开竞争

的安排和限制，市场圈定是实现管企合谋的一个常用的手段。管企合谋的发生

即可能源于企业对管制机构的俘获，更多地是因为在现有的体制下，管制权威

的缺乏所导致的它对相关行政权力和企业市场势力的倚重，即是一种被动的俘

获。包括政府主管部门在内的行政体系之所以倾向于通过纵向约束实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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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法律研究者已经将这些行为列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大纲）》（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专家建

议稿）。
例如，即使是埃克森美孚、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这样的巨型跨国公司，其在本国加油站的占有率

也只有２５％—３０％，而非绝对的垄断地位。
详见余晖（２０００）《受管制市场中的政企同盟》一文。
例如，信息产业部、电监会和国家医药管理局等。



圈定，一是因为现有受管制产业大多属于基础产业，对经济增长具有很高的引

导作用，这迎合了各级政府的 ＧＤＰ增长偏好；二是这些产业的就业弹性比较

高，需求的价格弹性比较低，可以为政府消化大量的冗员；三是通过特殊的定价

和税收安排，可以为政府提供高额的财政收入。企业在为政府实现这些外在目

标的同时，也会利用在产权、管理体系等方面的特殊背景，借助政府的行政权力

来强化自身的市场势力或集团利益。可见，管企合谋及其引发的市场圈定在一

定程度上是一个纳什均衡。在现实中，行政性市场圈定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形

式：（１）对非自然垄断产业的准入限制，例如，政府通过对成品油零售市场的严

格管制以维护寡头企业的高额利润，以及对包裹邮递业务的专营导致实际市场

竞争的无序；（２）对消费者选择权的不当限制，一些垄断或专营企业利用实际的

运营管理权，将自身业务任意向上下游延伸，以获得双边垄断势力，实现的手段

有搭售、捆绑和指定购买等；（３）对公共资源的非竞争性配置，如频率作为通讯

行业的关键性要素，不仅长期被几个寡头企业以国家的名义免费使用，也使其

他企业难以真正进入通讯服务产业，只能经营辅助型的业务；（４）用行政手段实

行地区间封锁，这是市场圈定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利用价格、税

收和收费等手段，对其他地区特别是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产品进入实施了各种限

制，其最终目的还是维护区域内垄断企业的利益。①

行政权力支配下纵向约束的规制困境

　　（一）有效规制缺失与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

行政权力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某些产业的管制组织体系、运营规

则和绩效，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有效管制的“缺位”，这种缺位的发生又源于我

国经济转轨时期特殊的环境和条件。首先，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管制变革，不

仅要实现从“基于计划的国家经营”到“基于市场的企业经营”的转变，还要完成

从“行政命令式”到“管制指引式”的行业管理方式的过渡，这与西方国家私有化

或竞争激励意义上的管制放松相比，面临更大的挑战。其次，这些产业大多属

于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先导地位，对我国其他产业的发展有引导效应，因此任何

的管制变革必须确保其供应的稳定或先行，在新的管制体系未形成之前，传统

体制或手段的存在具有重要的作用。最后，新的管制体系的建立本身就是一个

各种利益集团不断博弈和妥协的过程，在一定时期甚至会出现旧体制的复归现

象。这三个因素构成了有效规制缺失的体制或制度背景。
回顾中国若干产业的管制改革，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法律或法律干预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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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在２００４年的电力供给不足时，湖北十堰地区试图从电力相对富裕的陕西安康电网购买便

宜的电量，即使这种对本地有利的行为，也因当地发电企业的反对而被政府所阻止。



失。无论是管制者还是受管制企业的行为依据，基本上掌握在管制者手中，规

则的失范使许多行业的管制往往处于失控或过度管制的两种极端状态。管制

法律的不足，一方面使管制者的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界定，管制的依据要么来

自原有体制的惯性，要么以所有者的身份行使管制者的职能，造成管制者、管理

者和股东的角色错位。中立地位的丧失，必然使管制行为难以保持足够的公正

性。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法律的授权，管制者的权威和威信难以树立，如果管制

行为影响了某些主垄断企业的利益，讨价还价的结果经常以管制机构的退让、
折中来结束。这种结局的不断重复必然使管制机构的独立性受到影响，如果管

制者自身的利益又与企业的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管企”同盟或管制者被俘获就

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缺乏相对独立的管制法律体系，在一定层次或范围内

用行政规则直接或间接替代法律，是有效规制缺失的现实条件。
“强垄断者，弱管制者”的委托—代理关系，也是管制低效的原因之一，这也

是转型经济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在我国电力产业管制变革的进程中，为了提高

地方政府和原有垄断企业的“办电”积极性，中央政府将价格、税收和费收等权

力部分或全部下放给地方政府或企业，而管制机构的组织安排和权力配置却相

对滞后，新组建的电监会应有的权力大多处于和各级发改委、物价局和寡头垄

断企业共享甚至附属的境地，这就极大地削弱了它的独立性。正如已有研究所

指出的那样，①电监会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依附其他机构和运营商而生存。电

信产业也有相似的问题，作为法定的价格和市场进入机构的信息产业部，在近

年来的具体管制实践中，要么任由主垄断厂商以各种手段对新进入企业实施各

种反竞争限制，要么对运营商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定价规则和服务条款不予纠

正，最终的结果是各种类型的运营商不断突破产业管制的各种约束，②管制者却

处于“调节”和“认可”的尴尬地位。运营企业在就业、税收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

直接效应，也使不同级别或层次的政府利用行政管理权和管制权的混合或界定

不清，不断侵蚀管制机构的权力，不改变这种行政与管制不分的政府产业管理

的组织体系和权力配置结构，管制者的独立性无从树立。

　　（二）行政权力与市场势力的交错与规制困境

上述分析表明，行政权力与管制权力的不分在一定程度上是新旧体制转变

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政企”和“政资”完成初步的分离后，
运营商的市场势力和行政权力相互结合或利用，就明显地背离了管制放松的初

衷和目标，也是造成管制低效的现实障碍。例如，在我国的医药管理体制中，按

照行政层级划分的各类中间层组织，不仅没有消除最终消费者和产品或服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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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余晖（２００４）。
当然这种“突破”也许可以在短期提高产业的竞争效率和消费者福利，但付出的代价是竞争的无

序和管制者权威的丧失，以及按照谈判势力对不同运营者采取倾斜政策等。



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反而通过扭曲这种关系获得诸多不当利益。药品

批发或零售商借助政府在核定医疗公共服务资格方面的行政权力，间接地瓜分

了数量庞大的社会资金，而医院则通过政府对报销、住院范围的划分，在一定程

度上剥夺了患者的选择权。随着企业势力的膨胀，出现了行政权力依附强势垄

断者利益的趋势。这种权力的交错，使专业管制者的执行能力受到更多的限

制，原因在于行政机构的地位在现行的政府体制中要高于管制者，这一点在那

些地方利益更大的领域十分显著，即便在竞争性产业也是如此。

　　（三）反行政垄断的法律与管制缺位

在我国现存的十分薄弱的反垄断法律体系中，对行政性垄断或行为的界定

模糊不清，且分布在数量繁杂的各类政府规定性文件或通知中，法律地位十分

脆弱，主要表现在立法形式散乱、内容遗漏和制裁力度不够等诸多方面。①在这

一体系中，实际的执行者是各级工商管理机构，它在各级政府的权力和组织体

系中的独立性不强，难以对同级或上级行政机构的“违法”行为实施有效的制

裁。较低级别的工商管理机构是各类中间品交易市场的兴办者和监管者，与其

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本身就具有与厂商合谋进行圈定市场的动机。②这

些问题出现的根源就是法律和执法主体的缺位或权责不清。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的分析表明，基于行政权力的纵向约束或产业链控制，是我国反垄断

领域的一个显著特征，并由此引发了市场圈定行为的发生和泛滥。但是，由于

行政权力与规制权力的非平衡配置，规制机构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以及政企

合谋的存在，这些反竞争行为却无法得到有效的规制和约束。借鉴反垄断的法

律和规制体系相对成熟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特定的政府、企业和规制者关系，
按照本文的分析思路，针对此类圈定行为应采取渐进的规制举措：

（１）通过放松对相关产业进入的规制，引进民营经济成分，弱化企业和政府

之间的产权纽带，使二者缺乏圈定或合谋的长期利益基础。
（２）以法律的形式对行政性垄断的主体和行为做出可操作的界定，并将这

一权力界定给独立的规制机构，防止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对规制者的再干预。
（３）继续对垄断产业的竞争性与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业务进行拆分，在放

松或取消对前者不当规制的同时，强化对后者的“专业化”监管，阻断行政权力

和垄断权力相互利用的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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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郑鹏程（２００２），第１７５页。
例如，在著名的安徽阜阳“毒奶粉”事件中，正是工商管理人员为保护自身市场的利益，而收受不

法商人的贿赂，隐瞒了低劣产品的信息。



（４）在对地方政府规制区域性垄断产业的范围、权力做出严格限制的同时，
以权力和组织体系的重组来强化最高规制者的权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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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地方政府与受规制企业间存在多重利益关系的条件下，贸然采取美国式的两级规制体系，只

能强化区域内政企之间的同盟，妨碍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外部成分的有效介入。



激励性规制在城市供水产业中的应用研究
———英国城市供水产业的价格规制经验

李　眺

　　摘　要　我国城市供水产业的价格规制实行以成本加成为基础的收益率

规制。这种传统的价格规制形式最大的缺陷在于无法激励企业降低成本，导致

了企业的Ｘ无效率。在理论上，激励性规制通过允许企业保留因效率提高而带

来的高额租金，提供给企业降低成本的激励。目前英国已在城市供水产业中引

入了价格上限的激励性规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本文通过对英国城市供水

领域中实行的激励性价格规制体系、价格规制方法的研究，来探讨激励性价格

规制形式对我国城市供水改革的借鉴。
关键词　激励性规制；价格上限规制；周期性审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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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ｈｉｃｈ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ｓｔｐｌｕｓ．Ｔｈｉ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ｉ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ｎｏｗ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ｓｉｔｓｂｉｇｇｅｓｔｄｅ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ｓｔｒｅ
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ｅｉｎｃｅｎ
ｔｉ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ｔｈ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ｃｏｓｔｂｙ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ｍｔｏｒｅ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ｒｅｎｔａｒｉｓ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ＵＫｈａ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ｐｒｉｃｅｌｉｍｉｔｉｎ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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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ｃｅｌｉｍｉ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ｐｒｉｃｅｒｅ
ｖｉｅｗ；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引　　言

城市供水属于公用事业（ｐｕｂｌｉｃｕｔｉｌｉｔｙ）的范畴。公用事业在美国被法律裁

定为“影响公共利益的产业”（Ｇａｒｆｉｅｌｄ，ｅｔａｌ．，１９６４），这一观点对后来各国的

公用事业界定影响深远。每个公民的水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人们对于水的消

费是满足生存的必需品。因此，城市供水产业对社会是如此重大、基本和至关

重要，以至于城市供水企业被政府要求必须满足公众的需求，对公众提供充分

的、无间断的普遍服务。在另一方面，城市供水行业被视为最具自然垄断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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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产业①（植草益，１９９２）。基于城市供水必需品的公共利益特征和自然垄断

性特征，世界各国一直对其实行严格的政府规制。在城市供水②的政府规制中，
人们一直关注的焦点问题是价格规制，即规制者如何在防止供水企业进行垄断

定价的同时，激励企业提高效率，以实现企业的财务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目前，
随着学者们对政府规制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激励性规制已被逐渐用于现实

的公用事业政府规制中，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其中英国在公用事业中实行的

激励性规制是一个较为成熟的模式，被视为成功的典范。因此，本文详细阐述

英国城市供水领域中实行的激励性价格规制体系、价格规制的具体方法，在此

基础上探讨激励性价格规制形式对我国城市供水改革的借鉴。

英国城市供水的价格规制体系

１９８９年，英国政府正式对城市供水产业实施私有化，并颁布了《水法》（Ｗａ
ｔｅｒＡｃｔ），根据水法，设立了水服务规制办公室（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简称ＯＦＷＡＴ）③负责整个行业的经济性规制。ＯＦＷＡＴ的主要职

能是：
（１）制定水价（价格上限），颁布费率；监督供水及污水公司的财务和投资情

况，监测服务标准，检查服务质量。进行每５年一次的周期性审查和重新制定

价格上限。
（２）保证供水企业履行法律所规定的职责，为供水公司制定效率目标；同

时，保证供水公司能够有效地运营，尤其是保证其投资能够获得合理的回报率。
（３）保护水消费者的利益，如，保证消费者享受的水质和服务质量达到规定

的标准；通过价格上限政策保证水费的合理性；保证供水公司在确定和收取水

费时不因地区差异而出现偏袒和歧视现象，从而保护偏远地区的消费者利

益等。

１９８９年《水法》所规定的主要私有化措施是，政府向１０家地区水务局④和

其他２９家私有水公司颁发经营许可证，这２９家私有供水公司只负责供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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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城市供水产业由于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且供水管网的铺设需巨大的专用性投资

和沉淀成本，表现出典型的网络产业特征和成本加成性格，这就决定了由一家企业供应整个区域比两家

以上的企业来供应成本更低。
本文的城市供水产业包括供水（自来水）及污水处理业务。
水服务规制办公室简称ＯＦＷＡＴ，是英国负责城市供水产业经济规制的唯一机构，在本文中，我

们以ＯＦＷＡＴ为统一称呼。
在１９８９年以前，英国政府根据１９７３年颁布的《水利法》，在英格兰组建了９个地区水利局和１

个威尔士水利局。地区水利局负责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城市供水产业的经济性规制，同时每一个地区水

利局即为国有的自来水供应和污水处理公司，在各自的地区范围内全面负责自来水供应、下水道系统、污

水处理、制定水资源计划和环境保护。地区水利局的这种双重职能具有很大的缺陷，导致规制者既是规

制制定的“教练员”，同时也是实施具体经营活动的“运动员”。



务，但不负责污水处理业务。地区水务局则通过上市等方式改制为私有的供水

与污水处理公司，他们提供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全部污水处理业务，但其提供

的供水业务范围是那些只负责供水公司的业务不能覆盖的领域。到２０００年

时，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２９家水公司，其中，１０家较大的仍是原地区水务局改

制的供水和污水处理公司，其余１９家规模较小的是只负责供水的公司，它们由

原来的２９家私营供水公司合并而成。

英国城市供水的激励性价格规制形式

英国城市供水产业在实行私有化后，实行了最高限价的激励性价格规制形

式。其主要目标是将价格和利润保持在一个既不失公平、又对企业有提高效率

激励的水平上。为此，通过将规制价格与零售价格指数及生产效率挂钩，激励

性价格规制可以区分各种利润来源，如高效率的绩效、垄断力量或纯粹的好运。
英国供水产业主要采用ＲＰＩ＋Ｋ的价格规制形式，即规制者在实施激励性规制

的最初时期规定一个基期的价格Ｐ０，此后，被规制企业在任何一年中的名义价

格的提高不能超过ＲＰＩ＋Ｋ。其中ＲＰＩ表示零售价格指数（ｒｅｔａｉｌｐｒｉｃｅｉｎｄｅｘ），
即通货膨胀率；Ｋ代表的是供水企业收取的价格的增长率以使企业有财力能提

供可持续服务，并按照环境规制的要求进行必要的投资。Ｋ 可以分拆为两部

分，即Ｋ＝Ｑ－Ｘ，其中Ｑ代表与环境成本相关的为达到英国和欧洲委员会规

定的质量标准而发生的成本，这是由于近些年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于城

市供水的质量规制日趋严格，导致供水企业必须为符合这些环境标准进行额外

的追加投资。所以价格规制中必须考虑这种由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增加。Ｘ
因素则是代表与经济规制相关的反映将来通过改进效率以降低成本的潜力。
因此，一旦基期的价格确定后，Ｋ值的制定成为最高限价规制的重点。ＲＰＩ＋Ｋ
模式的合理性在于，一旦Ｋ值固定，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内，被规制企业完全承

担其成本，因而企业能够完全享有因绩效提高带来的剩余租金，从而提供给企

业节约成本的激励。同时，Ｋ值还可以提供给企业一个有保证的投资回报率，
避免企业的投资不足，并激励他们提供符合环境和水质量标准的产品和服务。

从１９８９年开始，ＯＦＷＡＴ为每个被规制企业规定了基期的价格Ｐ０ 以及此

后５年的 Ｋ 值。其中１０个 较 大 的 供 水 和 污 水 处 理 企 业 的 Ｋ 值 平 均 值 为

５．３５％（不同企业的Ｋ值分布在３％—７％之间）。而２９个只提供供水服务的

企业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度的Ｋ值平均值为１１．４％（王俊豪，１９９８）。需要提及的

是，由于不同企业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不同，ＯＦＷＡＴ通过周期性价格审查

机制（一般为每５年一次），为每一个被规制企业分别制定今后５年中每一年的

Ｋ值。并在下一次周期性价格审查中对每个企业的最高限价进行调整，重新制

定新的 Ｋ值。在最近的２００４年的周期性审查中，１０个供水和污水处理企业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 的 Ｋ 值 平 均 值 为９．４％（不 同 企 业 的 Ｋ 值 范 围 为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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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９％），只提供供水服务企业的 Ｋ 值平均值为１２．４％，其 Ｋ 值变化范围为

－０．７％—１５．９％（ＯＦＷＡＴ，２００６）。

价格上限调整的周期性审查

在价格上限实施的最初时期，ＯＦＷＡＴ为每个企业制定一个基期的规制价

格和价格上限 Ｋ值。此后，价格上限规制的重点就是重新制定企业的 Ｋ值，这

种价格上限的Ｋ值调整主要通过周期性的价格审查机制实现。
ＯＦＷＡＴ制定 Ｋ值的基本准则为：增进企业在未来一个时期的效率；提高

环境和饮用水质量；增进供水的安全性和服务的提高，允许提高服务质量的支

出；保证企业的财务健康；允许企业获得当期绩效改进产生的利益，但在随后的

价格审查时期，这些利益将通过所谓的“滑行通道”转移给消费者。周期性检查

的程序是透明的，在第一阶段，ＯＦＷＡＴ公布对周期性审查方法的征求意见稿。
第二阶段为供水企业营业计划草案的评估和市场调研。在该阶段，首先由供水

企业提交一份包括其提议的价格规制上限的营业计划草案，然后ＯＦＷＡＴ对该

草案提出问题。最终由水服务大臣给出最终的指导意见。第三阶段，决定每个

企业的价格上限。
在决定价格上限和Ｋ值时，ＯＦＷＡＴ最优先考虑的目标是使企业能够正常

运营，提供所有的服务以及履行环境和质量要求的义务。要做到这点，必须首

先关注企业的成本。包括确定企业提供正常运营活动及履行环境和质量要求

时所需的成本（主要指运营支出和资本支出）、企业资本的回报率（基于企业资

本成本的要求）以及税收。一个有效率的企业在提供供水服务时最基本的要求

是其收入必须能够补偿成本。为此，ＯＦＷＡＴ在制定价格上限和 Ｋ值时，要考

虑到企业这种合理的收入要求和收入基础（基于消费者的消费量）。具体的计

算方法为：企业的收入要求＝企业的总成本＋资本的回报＋税收。一旦得到企

业的合理收入要求，根据消费者的消费量即可计算出企业的价格上限和 Ｋ值。
１．确定企业总成本。
ＯＦＷＡＴ对企业效率的激励主要表现在确定企业的总成本中。要明确的

是，价格上限所需的企业总成本并不是供水企业实际发生的总成本，而是 ＯＦ
ＷＡＴ设定的一个有效率的企业的成本。设定的总成本＝企业提供服务的实际

成本－未来的效率节约＋依据过去绩效的调整。因此，未来的效率节约即为

ＯＦＷＡＴ规定的对企业提高生产率的要求。并且，依据过去绩效的调整是指对

企业的某种惩罚和奖励。基本思想是采用标尺竞争和“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

方式。
ＯＦＷＡＴ对企业成本激励的具体做法是：
（１）将企业的成本分解为运营成本和资产维护成本，然后分别评估企业每

种成本类型的效率。运营成本主要包括员工的工资、能源、原材料物耗以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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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成本等。资产维持成本主要指维持资产（管网设施、水泵站和水储存等非基

础设施）的运营能力所花费的成本，主要包括折旧成本或资产重置，以及管理费

用等。
（２）ＯＦＷＡＴ认为，不能简单地通过比较成本的大小来比较不同企业的效

率。因为有很多非管理的外部因素可以影响到成本，包括企业的资源特征、所

在区域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管网的连接密度、原水和处理后的自来水之间

的品质差距、地形因素、企业原有的资产条件以及企业的服务标准等。所以，
ＯＦＷＡＴ通过一个经济计量模型，在控制住这些外部因素后，来比较不同企业

的成本和绩效。据此将供水企业分为Ａ—Ｅ五个等级，并从Ａ等级（绩效最好）
的企业中选出一个标杆企业，从而为每个企业制定一个期望绩效标准，使得其

他企业通过对标杆企业的追赶来达到成本降低和绩效改进的目标。并且，ＯＦ
ＷＡＴ对于上一周期中超出期望绩效（生产率的下降更高）的企业进行奖励，允

许其成本具有一个正的溢价，而对于没有达到期望绩效的企业进行惩罚，给出

一个更高的成本降低和追赶标杆企业的要求。
２．确定企业的被规制资本价值。
供水产业的基本特点是提供可持续的服务和生产运营需要大量的投资，这

导致企业成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比例是资本支出，表现为折旧和资本重置。据

ＯＦＷＡＴ估计，资本支出约占消费者账单的３０％左右。价格上限的一个目标是

限制不合理的资本投资带来的成本上升和投资效率下降。其主要措施包括制

定投资上限，如果企业的投资超出规定的上限，企业必须要提交一份清单和原

因，以陈述该投资的合理性。
３．确定合理的资本回报率。
供水企业的财务特征是企业在可预见的未来有一个资金的净流出，这要求

价格上限的制定必须使企业能够支持其资金的流出，同时不使它的债务评级下

降。而要使供水产业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就必须考虑投资者所要求的回报

水平。
资本回报的最低限度是资本成本，即允许公司能够在资本市场上融资以获

得财务平衡。如果资本成本过低，那么企业就会在为其法定投资项目融资时遭

遇困难，导致投资不足；如果资本成本很高，投资者就会获得过高的资本回报，
并导致对资产的过度投资。

由于在金融市场上，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和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是不一样

的，价格上限中的资本成本制定是平均权重资本成本。即依据负债和权益资本

的不同权重计算资本的总资本成本，其具体计算公式为：资本成本＝资产负债

率×税后债务成本＋权益资本率×权益资本成本。在英国，一项调查表明供水

行业的名义资本成本为７．９％（ＣｏｏｐｅｒａｎｄＣｕｒｒｉｅ，１９９９）。
税后债务成本通常是依据公司税前债务成本和公司税率来调整的。资本

成本的确定难点在于权益资本成本。ＯＦＷＡＴ采用的主要方法是以资产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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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为主，以红利增长模型为辅的方法来计算权益资本成本。其计算公式为：

ｒｅ ＝ｒｆ＋βｅ（ｒｍ－ｒｆ）

其中，ｒｅ 为期望的税后权益资本成本；ｒｆ 为无风险的回报率；ｒｍ 为市场总的回

报率；ｒｍ－ｒｆ 为市场风险溢价；βｅ 为市场的ｂｅｔａ系数。
无风险的回报率由国债利率来表示，市场风险溢价可以由以往对于该行业

权益资本投资得到的回报减去国债利率的溢价来表示（ＢｒｅａｌｅｙａｎｄＭｙｅｒｓ，
１９９４），ｂｅｔａ系数一般由一些中介机构如最权威的伦敦商业学校风险测量服务

（Ｌｏｎｄｏ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Ｒｉｓｋ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ＢＳＲＭＳ）根据历史的股

票价格行为得到。
４．风险与企业的资本成本。
资本成本特别是权益资本的衡量与风险息息相关。在资产定价模型中，市

场ｂｅｔａ系数衡量投资者不能由多样化投资组合消除的资产风险。这是市场不

可避免的系统性风险。最权威的ＬＢＳＲＭＳ给出不同城市供水企业的ｂｅｔａ系数

一般在０．７—１之间波动。供水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的风险概念是决定权益资

本成本的最关键因素，因为投资者对于供水行业风险的理解影响了他们最低可

接受的资本回报。在资产定价模型中，反映行业风险的是市场风险溢价。由于

城市供水产业在当前以及可预见的将来都具有区域性垄断特征，与其他产业的

企业相比，城市供水企业的收益和盈利较为稳定，并且技术和经营环境的变动

相对更为缓慢，所以其风险是很低的。一项调查表明，投资者认为供水产业的

风险要低于铁路、机场管理公司等产业领域，而高于电力输配电产业。
对于投资者而言，城市供水产业的最大风险来源于规制的不确定性，即规

制者行为对资本成本的影响。规制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有：（１）规制行为的可

预见性和透明性；（２）是否有机制来处理成本的不确定性；（３）规制者对价格上

限调整的频率和幅度的判断能力。此外，供水产业还面临由未来资本项目投资

的大小和时机的不确定性造成的融资风险。基于城市供水产业的上述风险和

不确定性，评估资本成本并非易事。ＯＦＷＡＴ通常会请咨询机构来对资本成本

进行调查，同时借鉴一些学者的研究报告，作为制定资本成本的参考。
５．小企业的资本成本。
在１９９９年的价格审查中，ＯＦＷＡＴ允许那些只提供供水业务的小企业获

得一个更高的资本回报率，这个溢价反映了这些小企业面临更高的融资成本的

现实。由于规模更小，这些小企业很难进入股市等公共资本市场融资，即使能

够，也要承担更高的发行成本。因为小企业的经营风险更高，所以投资者需要

一个更高的资本回报。
６．未来不确定性的处理机制。
城市供水产业和其他产业一样存在外部的影响和变化，包括一些新的或变

动的法定要求对公司的影响（如更高的水质标准及污水处理标准）或是难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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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某些产出等。这些变动将导致企业非预期的收入和成本变动，从而给企业

和投资者带来风险。尽管不确定风险隐含在资本成本的评估中，但是，仍然有

某些无法预见的风险变动（如资本支出的变动）并没有在设定 Ｋ值时考虑到。
价格上限规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激励企业提高效率，但是，对于企业管理层无

法控制的成本或收益变动因素，如果其影响很大时，规制者必须要考虑其对企

业效率带来的影响。为此，１９９２年ＯＦＷＡＴ决定建立正式的干预机制，对较长

时期的价格合约进行干预，以校正这种风险性因素带来的误差，并且对１５个自

来水企业的Ｋ值进行了调整。
在ＯＦＷＡＴ周期性的价格审查中，处理未来不确定性的干预机制主要有两

种形式：
（１）中期调整和决定机制，如果不可预见的外部变动对成本或收益的影响

达到总收益的１０％时，ＯＦＷＡＴ将会修改价格上限。
（２）积累和记录机制。如果不可预见的外部变动对企业成本或收益的影响

小于总收益的１０％时，即该变动没有达到触发中期调整的门槛时，ＯＦＷＡＴ将

通过积累和记录机制，在下一次周期性审查中考虑被规制企业花费的额外

成本。
ＯＦＷＡＴ认为，公司经营环境的每一次变动进行价格调整是不必要的。价

格上限的中期调整门槛应该足够高，否则规制机构就要监控每一次环境变动导

致的成本，这会干扰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破坏激励性规制的效果。同时规制

机构也需要积累大量额外的数据和信息。

激励性价格上限在实践中的问题

激励性价格规制是一种以业绩为基础的高效能激励方案，它的优点是很明

显的，即企业完全承担成本，并因此完全获得绩效改进的效率租，所以能促进企

业提高效率。从英国城市供水产业的实践看，价格上限的制定（Ｋ值的调整）在

原则上并不频繁，与传统规制方式相比，可以节约大量的规制成本。并且，规制

当局只对企业提供的各种产品和服务制定一个总的 Ｋ值，企业可以在不违背价

格上限的基础上自由地决定其价格结构。然而，自１９８９年英国在实施价格上

限以来也面临一些实施上的困难，但 ＯＦＷＡＴ在不断的实践中积累了很多经

验，并开始在１９９９年的周期性价格审查中对价格上限制定的方法进行了逐步

的改进。
１．确定Ｋ值所需的企业信息。
价格上限规制的一个主要任务是确定Ｋ值。这需要评估企业的运营成本、

预测企业的需求信息、确定企业的被规制资产价值，并允许企业获得合理的资

本回报。因此，Ｋ值和价格上限的制定需要大量有关企业的信息，这意味着价

格上限规制和传统的收益率规制一样要面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陷入收益

３７１
激励性规制在城市供水产业中的应用研究

———英国城市供水产业的价格规制经验



率规制的怪圈。在实践中，ＯＦＷＡＴ在决定成本领域时引入标尺竞争①，通过对

所有被规制的只提供供水服务的企业或是供水与污水处理企业的业绩与成本

的比较，有利于规制者掌握更多的企业运营信息。

２．资本成本问题。
此外，与传统的收益率规制相比较，价格上限同样需要确保企业合理的资

本回报率。计算资本回报（资本成本）是困难的。Ｃｏｏｐｅｒ和Ｃｕｒｒｉｅ（１９９９）就认

为，ＯＦＷＡＴ低估了供水产业的资本成本，这在长期内将增加供水企业在资本

市场上融资的难度，最终影响供水企业的普遍服务及服务质量。并且，资本成

本的定价过低会激励企业改变其资本结构，由于负债的税盾作用，税后的债务

成本比权益资本更低。所以企业会选择负债率更高的紧资本结构。对其他公

用事业的经验研究表明，紧资本结构的资产负债率为４０％—５０％（ＯＦＷＡＴ，

２００３），但Ｏｆｇｅｍ（２００２）②的调查显示，供水企业的负债率高达６０％—７０％。尽

管这种紧资本结构在短期内会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但却使企业的资金链绷得

更紧，它会减少企业的财务灵活性，导致再融资的困难和风险，并使得企业难以

应付突发事件。英国的公共会计委员会也表达了对此同样的担忧。③ ＯＦＷＡＴ
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通过利用专业的金融机构、咨询公司对投资者的调查、企

业自身的提议以及学者的研究报告，提供多种关于资本成本的信息来确定最终

的合理资本回报，以便更有效地克服规制者在确定资本成本方面的专业知识的

缺乏。

３．价格上限的棘齿效应。
在价格上限规制中，一般而言，如果被规制企业在一个固定的合同期限内

的绩效在提高，则规制者允许被规制企业在这个价格审查时期内获得全部的剩

余租。但在下一个周期性价格审查中，规制者将为企业确定一个更高的生产效

率增长率Ｘ④，以便使消费者能够分享到企业效率提高带来的利益，这将降低企

业的价格上限，导致企业蒙受长远的损失，这就是著名的“棘齿效应”。棘齿效

应会对企业的激励起到限制作用，所以被规制企业存在着与规制者就Ｋ值讨价

还价的预期，并导致被规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激励，即被规制企业总是会在固定

合同期限结束时，通过减少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来降低规制者对企业提高生

产效率的预期，以争取一个更为“仁慈”的Ｘ值（Ｂｅｅｋｅｓ，２００３）。为此，ＯＦＷＡＴ
在周期性的价格审查中增加了一个特别的奖惩条例，对上一周期中绩效表现更

好的企业，允许其成本具有一个溢价比例，从而设置一个对企业更为有利的 Ｘ
值，以提高业绩表现更好的企业获得的利益。而对绩效表现更差的企业，则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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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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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称之为区域间比较竞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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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Ｃｏｏｐｅｒ和Ｃｕｒｒｉｅ（１９９９）。

Ｘ值为Ｋ值的部分分解项。



定一个更为严厉的Ｘ值。此外，ＯＦＷＡＴ正考虑延长周期性价格审查的时间间

隔，使得业绩更好企业能享有更长时间的剩余租。
４．价格上限的质量提供。
价格上限规制的一个明显缺陷是保证质量对被规制企业是代价高昂的。

在政府承担全部成本的低效能激励方式中，企业对成本业绩不负责任，所以就

没有激励降低质量来实现成本下降。而一旦企业可以获得成本节约带来的全

部租金，那么就存在通过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来降低成本的机会主义行为，特

别在规制者具有企业的不完全信息时更是如此。因此，如果在规制合同中没有

对质量提出具体的要求，被规制企业一定会降低质量要求。对于城市供水行业

而言，质量提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饮用水质量影响消费者的健康，所以质量的

下降会导致外部性的产生。ＯＦＷＡＴ价格上限中包含了对保护环境和饮用水

质量的考虑，凡是企业为提高质量而发生的成本和投资支出，已反映在 Ｋ值的

分解项Ｑ值决定中，从而消除了企业降低质量的动机。当然，对产品质量的保

证还需要ＯＦＷＡＴ与其他质量规制机构如环境保护署的密切配合。
５．规制俘获的问题。
在城市供水产业，价格上限一旦确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就是固定不变

的。由于价格上限的设定带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规制者对价格上限（Ｋ值）的

决策对公司的利益有很大影响。如果规制者实行一个更为仁慈的Ｋ值，这样被

规制企业将会获得更多的租金。相形之下，在成本加成的低效能规制中，企业

俘获规制者获得的租金要更小。所以，实行价格上限等激励性规制将会加剧被

规制企业的这种“寻租”行为，导致更为严重的规制俘获现象（拉丰、泰勒尔，
２００１）。规制者从某种程度上可视为社会公众的代理人，必须谋取社会福利的

最大化。但是代理人（规制者）相对于社会公众（委托人）有天然的信息优势，规

制俘获因此具有了生存的土壤。而在具有悠久的民主传统的盎格鲁国家，在实

践中ＯＦＷＡＴ倡导透明、公正的规制程序，强调审计的作用，广泛地使用咨询机

构和中介机构，并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可抑制规制俘获行为的发生。

英国城市供水的价格上限规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英国城市供水产业自１９８９年开始实施价格上限以来，整个产业实际发生

的总成本一直低于规制机构为其设定的成本，即整个产业的绩效高于 ＯＦＷＡＴ
的期望绩效。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的价格审查周期内，城市供水企业总的成本节

约为３．０１亿欧元，比上一个价格审查周期下降约４％左右。污水企业的成本节

约为０．２７亿欧元，成本下降幅度约为０．４％（ＯＦＷＡＴ，２００５）。英国的成功经

验表明，激励性规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效率。
当前我国城市供水产业的一个焦点问题是水价改革，而各地水价改革的普

遍趋势是提高供水价格，其主要观点是长期以来，我国强调供水服务的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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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性，实行供水价格低于供水成本的福利性定价（张昕竹，２００２）。而这种福利

性定价导致了过度的水需求和浪费，因此必须提高供水价格以达到节约型的城

市供水目标。然而，我们认为，价格规制的根本目标是效率目标，目前我国城市

供水产业价格规制的效率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实行的以成本加成基

础的收益率规制不能激励供水企业降低成本，导致成本无效率；二是价格结构

设计的不合理导致水资源使用的无效率（李眺，２００７）。因此，水价改革不能单

纯地强调需求者的节水管理和提高水价，而要兼顾成本无效率和水资源使用无

效率两个方面。如果只进行“阶梯式”价格结构的改革，而忽视根本的水价规制

方法的缺陷，势必会导致供水企业“成本推动型”的螺旋式上涨，这样的改革无

异于“一条腿跛行”，将无助于供水产业的效率的提高。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对成都、福州和张家口所做的案例研究，这几个城市供

水企业的单位成本每年都增加１０％以上，远远高于通货膨胀率（张昕竹，２００２）。
而我国现行的以成本加成为基础的收益率规制无法解决这种供水企业普遍存

在的成本失控问题。对此，一个有益的尝试即为在我国引入激励性的价格规制

如价格上限规制，而英国的经验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英国的激励性规制采取了一种集权式的规制体系，即由一个唯一的规制机

构ＯＦＷＡＴ负责对英国整个供水企业进行价格上限规制，这使得 ＯＦＷＡＴ能

够掌握所有企业的成本信息，改善规制者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利用激

励性的标尺竞争判断企业成本的合理性，从而提高规制机构自身的规制效率并

为每一个企业制定相应的Ｋ值。而我国城市供水的价格规制采取各地的市政

府规制的分权规制，这种规制的优点是在于当地规制者更了解当地自来水系统

的需求信息，同时可以提供给当地供水系统更多的投资机会。但是，这种分权

的市政规制不利于规制当局掌握充分的被规制企业信息，从而无法利用标尺竞

争来制定合理的价格上限。Ｍａｎｎ（１９９３）认为，由于地方规制缺乏充分的资源

和价格规制的专家，其规制可能是缺乏效率的，并且，规制体系的分权会导致规

制成本的增加，所以，现有的分权式地方规制无法适应激励性价格规制改革的

需要。但是，由于我国和英国在人口和国土面积规模上存在很大差异，而人口

密度、不同的地理位置和水资源条件对供水企业的非可控成本具有很大影响，
因此，不同企业的异质性成本很难比较，在我国由一个全国性的规制机构负责

对全国不同城市的供水企业制定价格上限是不合理的。一个更为可行的方式

是参照美国的州公用事业委员会的形式，在各个省设立一个城市供水的经济性

规制机构，负责全省的城市供水价格规制。
在我国目前的水价改革中，为被规制企业设计价格结构（即不同的用户间

的价格如何确定和调整）是规制当局的主要内容，但价格结构的合理制定需要

规制者了解更多的需求弹性信息，而规制机构固有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其比被

规制企业更少地掌握消费者的需求信息。而在英国实施的激励性规制中，规制

机构为被规制供水企业制定一个总的价格上限，但并不对供水企业的各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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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的价格结构作出具体规制，而是允许企业有选择价格结构的灵活性，这

一方面可以激励供水企业根据自身成本和需求信息制定一个更优的价格结构，
另一方面将减少规制当局的规制成本，从而有利于规制效率的提高。

此外，激励性价格规制的实施会使企业更有激励去俘获规制者，以争取一

个更为有利的价格上限，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在我国，公用事业领域的经

济规制脱胎于行政规制，规制俘获的现象尤为严重。为此，保持规制机构的独

立性、提高规制程序的透明度以及增强消费者在价格上限中的参与度，将是我

国城市供水产业实行激励性规制的成功和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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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力产业燃料调节条款及其启示

于立宏

　　摘　要　本文系统总结了美国电力产业普遍采用的燃料调节条款及其对

电力企业绩效的影响，分析了我国现行的“煤电价格联动”方案存在的问题，以

及与美国燃料调节条款之间的差异，以此作为基准，对煤电联动方案的实施提

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　燃料调节条款；ＡＦＡＣ；煤电价格联动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ｓ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ｆｕｅｌａｄｊｕｓｔ
ｍｅｎｔｃｌａｕｓ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ｐ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ｏｕｒ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ｏａｌｃｏｓｔｐａ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ｐ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ｔ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
ｅ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ｂｏｕｔ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ｃｏａｌｃｏｓｔｐａ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ｒｅｓｕｇ
ｇｅｓ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ｆｕｅｌ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ｃｌａｕｓｅｓ；ＡＦＡＣ；ｃｏａｌｃｏｓｔｐａ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５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建立煤电价格联动

机制的意见的通知》，这标志着我国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正式启动，并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１
日首次实施。一年半后，即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第二次煤电价格联动再次实施。

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的实施源于自２００２年开始的电力供应紧张，这通过产

业链传递到上游煤炭产业，导致电煤供应紧张。政府早在２００２年就试图取消

重点合同电煤价格，①然而，经济快速发展对煤炭的巨大需求导致煤炭市场价格

不断上涨，相比之下，电煤价格就很难维持在原来的低水平上。一方面，面对巨

大的获利空间，煤炭企业意欲大幅度提高电煤价格；而另一方面，电力企业的上

网电价和销售电价受到政府严格管制，导致其承受了日益上升的成本压力。据

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５年，五大发电集团下属约一半的电厂在亏损运营。这使得政

府对电煤价格的控制不断反复，煤炭价格实际上“放而不开”，同时，在电力企业

的强烈呼吁下，开始谋求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在２００４年底的“重点煤炭产运需

衔接会”上，国家发改委根据煤电价格联动政策，允许发电用煤价格每吨上涨不

超过１２元，同时允许发电厂上网电价每千瓦时上涨０．７分，销售电价每千瓦时

上涨０．８分。由此暂时缓解了煤炭与电力关于电煤价格的争议。然而，煤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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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５年底，政府又再次全面放开煤炭价格。



格联动方案是否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煤电由来已久的矛盾尚存疑问，更重要的

是，方案本身设计的合理性及科学性也必须时常加以检查并不断改进。
值得指出的是，煤电价格联动导致的电力价格上涨的成本最终要由全社会

承担。为此，我们必须谨慎实施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最大程度地减轻其对我国

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借鉴美国电力产业实施的燃料调节条款

所取得的经验并吸取其教训，不断调整与改进现有方案，再辅之以其他配套措

施，才能实现煤炭与电力产业向市场化进程过渡中的有效适应。本文系统总结

了美国电力产业普遍采用的燃料调节条款及其对电力企业绩效的影响，分析了

我国现行的“煤电价格联动”方案，以及与美国燃料调节条款之间的差异，以此

作为基准，对煤电联动方案的顺利实施提出了政策建议。

美国电力产业燃料调节条款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两次因石油危机导致的能源短缺中，美国能源部门面临

着燃料成本大幅上升的压力，这使得自动燃料调节条款（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ｆｕｅｌａｄｊｕｓｔ
ｍｅｎｔｃｌａｕｓｅｓ，ＡＦＡＣ）、指 数 调 整 条 款（ｅｓｃａｌａｔｏｒｃｌａｕｓｅｓ）、天 然 气 调 整 条 款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ｄｇａｓ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ｃｌａｕｓｅｓ）以及其他成本传递条款（ｃｏｓｔｐａ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ｌａｕｓｅｓ）得到广泛应用（Ｇｏｌｅｃ，１９９０）。这些条款的目的是确保相关能源部门的

财务状况不会由于投入品价格的不断上涨而恶化。其中，ＡＦＡＣ是电力产业规

制者使用的一种工具，用以确保在燃料价格快速上升时期电力公司的财务安

全，同时又节省了为时常发生的价格听证会所花费的资源。
ＡＦＡＣ用一个计算公式直接将电力产品价格与总燃料成本相联系，允许电

力公司自动调整电价以抵消因燃料成本的突然上升导致的收益损失，而无需正

式的听证过程。例如，在ＡＦＡＣ下，如果购买燃料的成本超过预期价格，额外的

成本被延期并纳入到未来电价中。虽然各个公司所面对的特定条款可能不同，
但目的都是使电力企业能够迅速减轻燃料成本冲击带来的利润降 低 风 险

（ＫａｓｅｒｍａｎａｎｄＴｅｐｅｌ，１９８２）。
事实上，美国所有电力公司都受到某种燃料成本调整机制的保护。然而，

不同的州规制当局的 ＡＦＡＣ公式并不统一，从而对电力公司的影响也是不同

的。Ｇｏｌｅｃ（１９９０）详细给出了所有使用ＡＦＡＣ条款的州的主要差异：
１．燃料成本传递的百分比。除了密歇根州和南达科他州传递了９０％的燃料

成本，纽约州和俄勒冈州传递了８０％的燃料成本外，其余各州都传递了１００％。
２．成本变化与电价变化之间的延迟时间：除了内华达州、佛蒙特州、弗吉尼

亚州、北达科他州有３—９个月的滞后外，其他各州的滞后都少于３个月。
３．测量燃料成本的标准（例如，可能以目标热能比（ｔａｒｇｅｔｈｅａｔｒａｔｅｓ）为基

准）。只有科罗拉多州、特拉华州、夏威夷州、北达科他州、佛蒙特州和威斯康星

州具有目标热能比。

９７１美国电力产业燃料调节条款及其启示



４．是否包括被购买的电力：只有伊利诺伊州和密苏里州排除了购买的电力①。
然而，Ｇｏｌｅｃ（１９９０）认为，虽然条款之间存在差异，但大多数是次要的，不影

响实质性结论。
自动调节条款实施后所引致的扭曲效应受到广泛的批评。Ｋａｓｅｒｍａｎ和

Ｔｅｐｅｌ（１９８２）总结了批评所主要关注的两个方面：
第一，ＡＦＡＣ导致投入品过度使用而扭曲生产效率。由于电力产品价格直

接与总燃料成本相关，而且燃料成本直接与燃料使用相关，那么具有 ＡＦＡＣ的

受规制公司将有激励过度使用总燃料投入品。由于在已建成电厂中总投入品

比例实际上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燃料投入品的过度使用使得新建发电厂偏好

选择燃料相对密集的技术。
第二，在 ＡＦＡＣ下，产品价格与总燃料成本的直接相关性可能导致这些公

司为总燃料投入品支付高于不存在调节条款时支付的价格。由于总燃料成本

是电厂使用的所有燃料开支的加权平均，因此这一扭曲可能以两种方式出现。
一是由于燃料市场不存在给定质量下特定燃料的统一价格，因此是不完全竞争

的，那些具有ＡＦＡＣ的电力公司可能比没有这一条款的公司投入较少的资源以

搜寻相对较低价格的供应源。因此，这一规制机制可能鼓励公司为他们购买的

燃料支付较高的价格从而增加了总燃料价格。这被称为搜寻效应。二是假设

特定燃料价格正在上升，那些具有ＡＦＡＣ的公司不会有激励用涨价较慢的燃料

来替代现用燃料，特别是当这种燃料转换是高成本的时候。因此，调节条款可

能鼓励过度使用成本相对高的燃料（如石油）而导致总燃料价格的进一步增加，
这被称为转换效应。

为了应对这些批评，很多公共事业委员会（ＰＵＣ）都重新评价他们在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早期采用或扩展的ＡＦＡＣ的审慎性，对ＡＦＡＣ条款加以调整以减少或消

除可能导致的无效率（Ｋｅｎｄｒｉｃｋ，１９７５；ＢａｒｏｎａｎｄＤｅＢｏｎｄｔ，１９７９）。美国燃料调

节条款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实施，到１９７４年，５０个州中有４３个采用或扩展了

ＡＦＡＣ。１９７８年的公共事业规制政策法案（ＰＵＲＰＡ）要求，每个州每两年要评价其

燃料调节条款以决定它是否满足ＰＵＲＰＡ对激励和监督等的要求。密苏里州、得

克萨斯州和威斯康星州已经废除了ＡＦＡＣ，一些州执行了燃料调节听证或只允许

部分调整的措施以增加激励性，其他州也正在考虑进行调整（Ｇｏｌｅｃ，１９９０）。

燃料调节条款对电力企业的影响及其改进

Ｋａｓｅｒｍａｎ和Ｔｅｐｅｌ（１９８２）的实证研究表明，ＡＦＡＣ的存在导致受规制公司

为总燃料投入品支付了比没有条款时更高的价格，这一总燃料价格差异估计是

０８１ 复旦产业评论（第２辑）

① 当燃料价格大幅上升时，受规制的电力公司可以在购买电力还是自己发电之间进行选择以最小

化短期成本。因此，燃料调节条款需要考虑是否将购买电力的成本也纳入到燃料成本中去。



平均燃料价格的１０％左右。更进一步，这一结果不是因为搜寻效应，而是因为

转换效应。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自动燃料调节条款也能带来一定的好处，主

要是来自不用召开听证会的资源节约以及对电力产业能力的保护以吸引资本

投资，但这两项都不好量化。
其他学者也讨论了燃料调节条款可能对电力企业效率的影响，但结论并不

一致。Ｇｏｌｌｏｐ和Ｋａｒｌｓｏｎ（１９７８）认为，燃料调节条款减少了受规制电力企业的

效率水平，但他们使用的成本函数没有考虑 ＡｖｅｒｃｈＪｏｈｎｓｏｎ效应导致的成本

最小化的失败。Ｂａｒｏｎ和ＤｅＢｏｎｄｔ（１９７９）讨论了燃料调节机制导致的两种无

效率：电力公司技术选择无效率以及燃料供应源无效率。这只能通过调整公式

的设计加以补偿，但无法消除。Ａｔｋｉｎｓｏｎ和Ｈａｌｖｏｒｓｅｎ（１９８０）的实证研究表明，
受规制电力企业的投入品选择显著受到 ＡｖｅｒｃｈＪｏｈｎｓｏｎ类型的扭曲以及存在

燃料调节条款导致的扭曲。由于两种扭曲是部分抵消的，所以，当存在燃料调

节条款时，受到回报率规制的电力公司的总效率水平是增加还是减少并不清

楚。Ｃｌａｒｋｅ（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则证实，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早期 ＡＦＡＣ的使用通常将电

力公司的系统风险减少了大约１０％。而且，那些严重依赖石油与天然气燃料的

电力公司在系统风险上的下降远多于严重依赖煤炭的电力公司。
Ｉｓａａｃ（１９８２）证实了燃料调节机制扭曲了电力公司的投入品选择的激励。

他认为，燃料调节条款与投入品选择之间的关系可能不仅与燃料调节条款本身

的构成有关，而且还与规制过程有关。在燃料成本是确定的情况下，电力公司

有激励投资于相对更加燃料密集型技术上。但当考虑了燃料成本不确定性时，
这一结论没有改变，但很难明确给出这些偏离是“促进燃料利用”（ｐｒｏｆｕｅｌ）还是

“减少燃料利用”（ａｎｔｉｆｕｅｌ）。因此，规制者面对着某种困境。
而Ｂｌａｉｒ、Ｋａｓｅｒｍａｎ和Ｐａｃｅｙ（１９８５）则是从关于燃料调整条款公式中的细

节———是否包括购买的电力———的不同处理，对受规制公司最小化短期成本的

激励的影响角度加以讨论的。他们的理论模型说明，从公式中排除购买的电力

使得电力公司有激励过度利用自有的发电设备。实证分析证实了理论预测。
这一发现对调节条款公式的最优设计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以上研究都说明，ＡＦＡＣ的使用减轻或消除了电力公司最小化燃料成本的

激励。美国很多州的公共事业委员会（ＰＵＣ）也都认可这一结论。但是，如果没

有ＡＦＡＣ，电力公司的财务风险可能会增加，并导致其资本成本增加。这一增

加的成本可能抵消由于改进了激励导致的燃料成本节约并迫使电价更高。因

此，废除 ＡＦＡＣ的决策取决于激励正效应与风险负效应之间的权衡。然而，
Ｇｏｌｅｃ（１９９０）则证明，ＡＦＡＣ的激励效应与风险效应之间的权衡并不存在，真正

需要的权衡存在于激励效应和福利效应之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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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ＡＦＡＣ存在很多问题并遭到批评（ＧｏｌｌｏｐａｎｄＫａｒｌｓｏｎ，１９７８；Ｂａｒｏｎ
ａｎｄＤｅＢｏｎｄｔ，１９７９；Ｉｓａａｃ，１９８２），但 ＡＦＡＣ仍在很多情况下普遍地、长期地

使用。因此，一些学者建议在ＡＦＡＣ中引入激励性（Ｇｏｌｅｃ，１９９０），也有学者在

试图寻找更好的替代方法，例如，Ｌｉｅｎ和Ｌｉｕ（１９９６）指出，可以用允许电力企业

在未来市场上规避其燃料价格风险的办法代替 ＡＦＡＣ的使用。如果相关条件

满足，电力企业能够在未来市场上将价格变化的风险转移给投机者，从而获得

较高的福利（改进地方纳税人的福利水平）。因此，未来交易的使用可能产生超

过ＡＦＡＣ的帕累托改进。
Ｇｏｌｅｃ（１９９０）从电力公司、规制者和消费者三方的视角对此给出了更完整

的评论。他认为，从价值最大化的电力公司角度看，在燃料成本上升阶段应该

采用ＡＦＡＣ，而在下降阶段应该取消ＡＦＡＣ。如果ＡＦＡＣ不能这样紧跟市场变

化，那么一些电力公司更可能偏好总是采用 ＡＦＡＣ。除风险规避动机外，电力公

司管理者可能偏好集中减少其他阶段性电价听证补偿的成本，以提高可能损失的

利润（如果规制者发现燃料成本的增加被其他投入品成本的减少所抵消的话）。
特别地，电力公司不想让其回报率总是受到修订（如果燃料成本增加的总和要求

频繁的电价调整可能出现的情形）。从规制者角度看，ＡＦＡＣ消除了对电价听证

的频繁的、高成本的需求，但他们也减少了提供电力公司降低成本的激励的规制

滞后。最后，从消费者角度看，一项条款不应该被阶段性地采用和废除。阶段性

地采用或废除ＡＦＡＣ可能导致电力公司股东的资本收益，但以消费者为代价。
综上所述，所有各方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可能是始终保留 ＡＦＡＣ，但构建它

以包括促使电力公司减少燃料成本的一些利润激励。例如，可以允许电力公司只

消化预测燃料成本与实际燃料成本之差的一部分，消费者消化其余的部分。事实

上，ＮｅｗＹｏｒｋ和Ｏｒｅｇｏｎ最近已经改变了他们的ＡＦＡＣ允许电力公司保持预测燃

料成本与实际燃料成本之差的２０％。其他州也增加了其他类型的激励措施，包括

Ａｒｋａｎｓａ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Ｄｅｌａｗａｒ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ｏｆ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Ｆｌｏｒｉｄａ，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Ｎｅｗ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Ｎｏｒ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Ｏｈｉｏ，Ｗｅｓｔ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我国煤电价格联动方案分析

我国煤电价格联动政策正是借鉴美国燃料调节条款的结果。以下我们将

比较中美两国在此项政策上的具体措施，并分析其对发电企业的影响，以此作

为政策建议的依据。

　　（一）煤电价格联动方案

我国煤电价格联动的初步方案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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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煤炭价格累计涨幅达５％，则电价调整一次，其中煤价涨幅的７０％由电

价来补偿，其余３０％由发电企业通过降低成本来承担。
２．由于各个地区、省份的煤价涨幅不同，煤价基准以各个大区（比如华东地

区、华北地区等）为基准，某些大区内又以省为基准。
３．原则上不少于６个月为一个煤电价格联动周期。若周期内平均煤价比

前一周期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５％，相应调整电价，超过５％的那部分煤价成

本，由发电企业承担３０％，其余７０％则通过涨价来消化；若变化幅度不到５％，
则下一周期累计计算，直到累计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５％，再进行电价调整。

４．首次煤电价格联动以２００４年５月底煤炭企业销售电煤的车板价（出矿

价）为基础，根据２００４年６—１１月电煤车板价的平均涨幅，按照煤电价格联动

公式测算和调整发电企业的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２００５年电煤价格上涨幅度

控制在８％以内。区域电网内煤价涨幅差距较大的，分省、区、市调整电价。调

整电价时，电网经营企业输配电价标准维持现行实际水平不变。
煤电价格联动方案包括上网电价与煤炭价格联动以及销售电价与上网电

价联动两个部分。上网电价与煤炭价格的联动公式为：

上网电价调整标准 ＝ 煤价变动量×转换系数

其中，转换系数与供电标准煤耗、发热量、消化比例等因素有关，具体计算方

法为：

转换系数 ＝ （１－消化比例）×供电标准煤耗×７０００／天然煤发热量

×（１＋１７％）／（１＋１３％）

销售电价与上网电价联动的计算方法为：

销售电价调整标准 ＝ 上网电价调整标准×比例系数

其中，比例系数 ＝１／（１－输配电损耗率）。
上网电价调整后，按照电网经营企业输配电价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则相应调

整电网企业对用户的销售电价。各类用户的销售电价中，居民电价、农业电价、
中小化肥电价保持相对稳定，一年最多调整一次。除居民电价外，其他用户电

价随上网电价变化相应调整。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煤电价格联动方案存在或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煤炭价格基准的确定需要投入很大精力进行煤矿成本核算、煤炭市

场价格数据的采集、煤电双方认可的煤炭价格指数的计算以及合理的中间环节

加价比例的计算等等，这些都需要一个成熟的煤炭市场长期运作的积累，而我

国在这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甚至还没有一个统一、规范的煤炭市场。
第二，当前，我国的煤炭价格与电力价格体系都是极端复杂的。煤炭价格

涉及出矿价、批发价、到厂价，煤电双方往往对此各说各话，煤炭企业以出矿价

为联动基准价格，而电力企业则认定应该是到厂价，两者差异差不多翻倍，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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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煤炭订货会上双方难以达成一致。
第三，煤电价格联动之后，在确定电厂上网电价时只能采用个别成本法来

计算，否则，煤电价格联动将无法实施。这意味着，煤电联动方案使得电力价格

规制回到了成本加成定价的老路，这显然与竞价上网的精神相违背，因为竞价

的结果可能高于或低于煤电价格联动之后的价格，那么，煤电价格联动方案又

如何应对呢？

第四，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无法解决铁路运能瓶颈与中间环节加价问题。政

府在煤电价格联动方案中明确要求铁路部门全力以赴配合电煤运输。如果铁

路运能的瓶颈问题不能解决，那么煤电价格联动方案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可能得

到彻底执行。另外，煤炭市场上中间环节过多、费用过高的问题也使得煤电联

动于事无补。

　　（二）中美煤电价格联动方案比较分析

表１给出了我国煤电价格联动方案与美国燃料调节条款之间的比较。可

以看出，这两种政策目的相同，都是确保发电公司的财务安全，同时给发电企业

一定的利润空间。我国政府甚至还希望藉此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但在

具体操作上，则存在很大差异。而正是具体条款和公式的设计的科学性与可执

行性可能影响该方案的效果，并直接影响发电企业的行为。

表１　我国煤电价格联动方案与美国燃料调节条款的比较

项　　　目 美国燃料调节条款 我国煤电价格联动方案

目的 确保电力公司财务安全 确保电力公司财务安全，抑制通货膨胀

联动对象 燃料价格与终端销售电价
电煤价格与上网电价
上网电价与终端销售电价

燃料成本传递比例
燃料价格上涨的１００％
只有２个州为９０％

煤炭价格上涨的７０％，其他３０％由电
力企业消化

调整时间
少于３个月
只有４个州为３—９个月

一般为６个月
居民电价、农业电价、中小化肥电价保
持相对稳定，一年最多调整一次

测量燃料成本的基准 目标热能比

首次煤电价格联动应以２００４年５月
底煤炭企业销售电煤的车板价（出矿
价）为基础，加上２００４年６—１１月电
煤车板价的平均涨幅

　　从表１可知，在美国成熟的发电市场下，具体的燃料调节条款对发电企业

的保护更大，联动周期更短，更能灵活应对燃料价格上升的压力。而在我国不

成熟的甚至还不存在的发电市场下，联动方案却对发电企业的要求更高，发电

企业承担的成本压力更大，政府此举的目的可能是强化电力企业降低成本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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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并提高效率。
然而，我国电力产业改革才刚刚起步，发电企业面临着重重压力：煤、油、运

价不断上涨、脱硫减排任务加重、电力供应能力过剩（火电机组利用小时数下

降）。电煤成本日益成为发电企业的刚性成本。在这种情形下，一个设计粗糙

的联动方案将使发电企业经营行为出现扭曲，也就是说，一旦企业经营出现亏

损，它们就有激励呼吁政府调整电价，而不是在内部降低成本。
２００５年５月１日，首次煤电价格联动的结果是，销售电价每度电上调２．５２

分，电煤平均售价比市场煤低５５．９９元／吨。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第二次煤电价

格联动的结果是，全国销售电价平均每度提高２．４９４分，上网电价平均每度电

上调１．１７４分。由于２００６年电煤价格普遍上涨８％—１０％以上，２００７年初的

煤炭订货会上电煤价格再次上涨３０元／吨，目前，国家发改委正组织电力和煤

炭企业进行测算，第三次煤电联动可能在２００７年５月份前后启动。这意味着，
全社会面临着日益抬高的能源成本和社会总成本，发电企业的成本压力大部分

将由全社会分担。很多经济学家预计，２００７年我国的经济增速会进一步放缓，
在这个时候再次上调电价，可能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此外，发电集团还在不断游说政府继续采取某些形式的煤电衔接机制，继

续控制电煤价格上涨，这些都与政府放开电煤价格、在发电市场引入竞争以及

深化电力产业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

政 策 建 议

由于我国煤电产业的市场化程度不高，煤电价格联动的顺利实施显然存在

诸多障碍。但是，如果因此而放弃联动，国有发电集团可能都将面临亏损，并可

能导致电力供应更大短缺的严重后果。因此，政府需要继续实施并改进煤电价

格联动方案。第一，只将终端销售电价与煤炭价格联动，但这需要以下措施的配

合：推行上网竞价，并以成本加利润法确定受规制的输电价和配电价，防止中间输

配电环节在联动过程中坐享其成，然后将终端电价提高的增收用于补贴上网竞价

低的发电企业。这有利于强化发电企业主动降低成本的激励，并减少对政府政策

的过度依赖。第二，尽快建立煤炭期货市场，以平抑煤炭价格的波动的影响，同时

编制煤炭价格指数，至少是电煤价格指数，以此作为煤电价格联动的基准。
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加速电力产业和铁路产业改革的步伐，加强煤炭经

营中间环节的治理，为煤炭企业与电力企业主要依靠市场手段（如纵向一体化

或长期合作）最大程度地减轻在面临价格波动时的风险提供制度保证。从今年

起，我国可能面临着发电能力过剩的局面，这为电力产业改革与煤炭市场的建

立提供了良机。正如Ｊｏｓｋｏｗ所指出的①，“由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初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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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规制措施于１９９０年被取消，一些为对付能源供应和价格冲击而使用的不合

理工具也不轻易动用，这反而促使能源部门更顺利地适应了供求状态的变化，
成功应对了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冲击”。美国能源政策的成功

所基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美国能源产能大量过剩。这对

我国的启示是，在电力短缺情况下，任何改革都必须考虑我国相关产业和宏观

经济的可承受性，如果过于急功近利，往往过犹不及，造成更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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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法律监管与审计质量提供
———产业组织视角的分析

李　眺

　　摘　要　审计质量是审计服务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从审计服务的特性

出发，探讨了法律监管框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本文认为，由于审计服务固有

的信任品特征，市场机制难以确保有效的审计质量提供。而法律监管对审计师

具有较强的事前威慑力，法律监管越严格，审计师的努力程度越高，相应的审计

质量越高。本文认为，社会合意的法律监管制度取决于审计所带来的社会福

利。在没有考虑到审计的外部性问题时，过失责任制被认为是比严格责任制更

有效率的法律制度。而将审计的外部性纳入到社会福利的分析时，严格责任制

度将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的法律制度。在中国，长期以来对于审计师的法律责任

制度都存在着缺失，导致了人们对于外部审计制度的一种普遍不信任。因此，
加强审计师的法律监管将是提高我国证券市场审计质量的明智选择。

关键词　审计质量；严格责任制；过失责任制；连带赔偿制度；比例赔偿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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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１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审计质量的保障机制研究：一个产业组织的视角》（项目批准

号７０５０３０１８）的阶段性成果。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ｔｈｅａｕｄｉｔｏｒｓｃｉｖｉｌｌｅｇａｌ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ｕｄｉ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ｔｒｉｃｔ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ｎｅｇｌｉｇｅｎｃ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ｏｉｎｔ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引　　言

对审计服务的需求起源于为促进商业社会中契约当事人（包括股东、债权

人、管理层、以及潜在投资者等）之间的交易顺利进行（Ａｒｒｕｎ～ａｄａ，１９９９）。由于

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机会主义，契约各方的交易成本很高。为此会计报表以及

其他的制度装置可用来提高合约实施的可能性。但是，会计报表由上述一方当

事人（主要是企业的管理层）提供，而管理层作为代理人的身份降低了会计报表

对契约中其他当事人的价值。外部审计人员以独立专家的身份对企业的财务

报告进行审计，可以有效地提高其他当事人对财务报告的可信度。因此，对独

立审计的需求降低了契约交易成本。研究表明，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而

引起的日益增加的契约冲突导致了审计服务的大量需求，委托人希望通过审计

来“监督”代理人，而代理人也希望用审计来“担保”其行为符合委托人的利益。
如果审计服务是高质量的，能对财务报告提供公正、公允的鉴证，提供尽可能多

的对第三方提供有用的信息，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促进交易

达成，使得交易成本大幅下降。因此，审计服务是用来监督代理人的绩效以及

报表信息准确性的一种监督机制。然而，它并不是唯一的外在监督机制。公司

治理机制也是委托人采用的一种监督机制。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等（２０００）发现，当内部

管理者的所有权比重越小时，公司可利用相应的公司治理机制，如在董事会中

增加外部所有者的比重来监督公司。Ｆｅｌｔｈａｍ（１９９１）则认为，审计质量与公司

治理结构是一种替代关系。当外部所有者的比重越来越大时，公司对审计质量

的需求相应提高，而外部所有者的比重越来越小时，公司对审计质量的要求相

应降低。事实上，相对于代理成本较低的公司，代理成本更高的公司需要更高

质量的审计服务来抵消。
在现代经济中，证券市场已成为公司融资的最主要形式。证券市场的特点是

资本的高度分散化，表现为公司管理层的所有权占据更小比重和公司外部所有者

的比重增加，这导致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高昂的交易成本，并产生“道德风险”问

题。因而外部审计服务已成为现代资本市场必不可少的监督机制，以改善事前的

信息的不对称，并使得代理人（管理层）事后的绩效可以观察和被证实。很多研究

均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在大多数公司上市时，他们的代理成本开始上升。并且，代

理成本越高，他们越倾向于从更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获得审计服务（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Ｓｔｒａｗｓｅｒ，１９７１；Ｆｉｒｔｈａｎｄ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２）。因此，高昂的代理成本要求高质

量的审计服务，这对证券市场的资源有效配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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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产品的特性和审计质量的衡量

审计是对客户财务报告是否遵守了既定的会计准则，是否真实且公允地反

映了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发表专业意见的信息质量审查、鉴证和评价活

动。而审计质量则是对审计师①准确判断财务报告的类型，并对财务报告提供

的信息给予正确评价的能力的衡量。学术界对审计质量的主要定义包括：

１．审计质量是在给定的客户财务报告包含实质性错误的前提下，审计师发

现并报告这些错误的联合概率（如，ＤｅＡｎｇｅｌｏ，１９８１；Ｗａｔｔｓａｎｄ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１９８３）。

２．审计师对包含实质性错误的财务报告出具限制性审计意见的概率（如，

Ｌｅ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３．审计师报告财务信息的准确性（ＴｉｔｍａｎａｎｄＴｒｕｅｍａｎ，１９８６；Ｂｅａｔｔｙ，

１９８９；ＫｒｉｎｓｋｙａｎｄＲｏｔ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８９；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ａｎｄＮｅｕ，１９９３）。

４．对审计师减少会计数据的噪音和提高会计数据精度的能力衡量（Ｗａｌ
ｌａｃｅ，１９８０）。

尽管这些定义各不相同，但实质上均包含两层含义，即审计质量取决于审

计人员的技术能力（审计财务报告并发现错误的能力）和独立性（提供客观审计

意见的意愿）。
如果客户的会计报表中存在重大的实质性的错误陈述及遗漏内容，而审计

师并没有发现，发表了与事实不符的不恰当审计意见，那么审计失败就发生了

（Ｐａｌｍｒｏｓｅ，１９８８）。此时，审计师便提供了低质量的审计服务，无法提供给投资

者关于客户财务报告信息的正确评价和鉴证，从而误导投资者，导致资源配置

的无效。然而，审计独立性是不可观察的，并且审计服务是一种专家服务，消费

者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来判断审计师的技术能力，导致即使在事后（消费后）也

无法了解和判断审计质量。虽然消费者可以在事后请专业机构来证实审计质

量，但证实成本很高。因此，审计服务具有“信任品”②的特征，使得审计服务存

在道德风险，审计师可以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根据特定的市场情况，随时调整

自己的审计努力和独立性意愿，从而降低审计质量。
此外，审计师是委托人用来监督管理层的一个“信息中介”，然而，审计服务

形成的契约关系同样是委托人和审计师之间的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审计服

务的这种双重委托代理的性质同样会导致审计师的机会主义行为，即由于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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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本文中，我们将从事外部审计的审计人员如注册会计师简称为审计师。
根据人们对产品质量的信息判断分类，大多数商品可分为搜寻品（消费者在购买前便了解产品

质量）、经验品（消费者在购买后可了解产品质量）以及信任品（消费者即使在购买后也无法确知产品质

量）三种。



的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审计师降低审计努力的道德风险。并且，委托人的风险还

在于，如果管理层和审计师两个代理人之间进行合谋，审计师的独立性就会受

到伤害。因此，审计师作为信息中介的性质导致了审计师的技术能力和审计独

立性的损害，并最终导致审计质量的下降。
由道德风险所引发的审计质量问题始终困扰着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其问题的症结正是审计产品的“信任品特性”所导致的审计质量不可观察性和

扭曲的审计服务的委托—代理关系问题。如果被审计的公司没有出现财务困

境时，公司投资者将无法判断审计质量。只有当审计失败发生时（审计意见为

财务状况好，但公司出现财务困境），审计质量才成为公共信息。因为一旦发生

审计失败，投资者将遭受巨大损失，此时投资者才有激励去调查和证实审计质

量（Ｄｙｅ，１９９３），而此时投资者乃至资本市场的信心已经遭受巨大的打击。一

个能够在事前防止审计师的机会主义行为、诱使审计师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

制度装置，无疑有助于资本市场的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提高。
大多数学者认为，审计服务作为一个具有严重信息不对称特性的“信任品”，

消费者处于信息劣势，在缺乏规制的情况下，市场将难以保证高质量产品的提供

（泰勒尔，１９９７）。Ｊｏｈｎｈｅｐｐ（２００１）也认为，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在没有惩罚和检

查等外在制度时，通过省略审计程序以减少审计成本，提供低质量的审计人员在

与其他审计师竞争时取得了成本优势，从而比提供高质量的审计人员获得更多的

收益。因此理性的审计人员的严格占优策略为提供低质量的审计。基于此，审计

市场需要借助于外在的惩罚和检查制度来加强对审计质量的监管。一些实证的

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看法。Ｋｈｕｒａｎａ等（２００４）比较了美国和其他一些英美法体系的

国家（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审计市场中“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非“四大”会

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的可信度，结果表明，在诉讼风险更高的美国，“四大”会计

师事务所被认为提供了更高的审计质量，而在诉讼环境更为宽松的其他国家，“四

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的可信度更低。因此，他们认为是诉讼的威胁，
而不是声誉更有效地保护了审计质量。很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法律监管（诉讼

机制）是对审计质量的一种有效的事前保护，因为审计师的最大责任来源于其所

审计的客户的财务状况，导致投资者对审计师的诉讼风险（Ｐｉｅｒｒｅ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８４；Ｐａｌｍｒｏｓｅ，１９８７；Ｓｐｅｌｌｍｏｒ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０）。

不同法律监管制度下的审计质量提供

　　（一）预期诉讼成本与审计质量提供

法律的一个主要功能是提供给社会一个有序的方式以解决冲突（Ｓｉｍｐｓｏｎ，
１９８８）。一旦审计产生无效率和冲突，就必须借助于法律系统来解决冲突。在

审计失败导致财务报告使用者的损失时，通过引入审计师的民事法律责任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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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和缓解审计服务的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
在具体的实施中，法庭往往通过强制当事人赔偿损失，从而具有分配财富

的权威（Ｓｉｍｐｓｏｎ，１９８８）。一旦民事法律责任和赔偿制度被确定，如果赔偿的

威胁足够防止违约的发生时，它便具有影响行为的能力，能够产生事前的威慑

力，以防止成本高昂的违约行为的发生。当发生审计失败时，法律系统将通过

明确审计师的赔偿责任，从而弥补第三方当事人的损失。因此，法律的威慑力

可以诱使审计师更高的审计努力程度，提高事实的审计质量。并且，法律的威

慑力将使审计师规避审计风险高的客户，以减少审计失败的诉讼风险。如果这

些风险更高的客户不能找到审计师，他们将会有压力减少财务风险特征，这种

行为将对投资者以及公众更为有利，进而引导出社会合意的产出（Ｌａｔｈａｍａｎｄ
Ｌｉｎｖｉｌｌｅ，１９９８）。诉讼威胁对审计师的威慑作用有效地提高了审计师的努力程

度（包括技术能力和审计独立性的努力），从而抑制了审计服务的道德风险行

为，这正是法律制度对于审计质量保障的机理所在。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看出，审计师面临的预期法律赔偿成本

如何对审计师的努力程度（审计质量）产生影响。假设客户有一个投资项目要

求一个最低的投资Ｉ，在项目成功时会产生一个正的现金流ＲＩ，其中Ｒ＞１。项

目失败时现金流为零。项目的成功取决于客户的类型。客户被分为好和差两

种类型，令类型为Ｌ的差公司概率为θ，则类型为 Ｈ 的好公司的概率为１－θ。
差公司的项目成功率为Ｐｌ，好公司的项目成功率为Ｐｈ。投资者根据审计师的

审计报告决定是否对该客户的项目进行投资，只有当审计报告显示该客户的类

型为好公司时，投资者才进行投资。
审计质量的提高可以降低审计师的审计失败概率，从而避免赔偿责任。我们

用审计人员的努力程度ａ来代表审计质量，ａ∈［０，１］，审计努力程度越大，审计

质量越高。令Ｐｒ［ｈ｜Ｈ，ａ］＝１，表示审计人员总能在客户类型为好公司的情况

下出具好的类型的审计报告，Ｐｒ［ｌ｜Ｌ，ａ］＝ａ，即当客户类型为差公司的情况下，
审计人员出示差的类型的审计报告的概率等于审计人员的努力程度，当审计努力

程度为零时，审计质量最低，当审计努力程度为１时，审计质量最高，等于１。因

此，发生审计失败的概率，即审计师对类型为差的公司出具了类型好的审计意见

的概率为Ｐｒ［ｈ｜Ｌ，ａ］＝（１－ａ）θ。而审计诉讼的前提是：审计师出现审计失败；投

资者出现损失ｄ。因此，符合上述两种条件的概率为Ｐｒ［ｈ｜Ｌ，ａ］（１－Ｐｌ）＝θ（１－
ａ）（１－Ｐｌ）。审计师的诉讼成本为ＴＡ，投资者的诉讼成本为ＴＢ，

审计师的审计努力程度与审计质量决策取决于审计师的总成本。审计师

的总成本为审计努力程度ａ的函数，我们用ＴＣ（ａ）表示。它包括两部分：
１．审计师的劳动成本Ｃ（ａ），且Ｃ（ａ）是审计努力程度ａ的严格递增函数。

ｃ
ａ＞０，ｌｉｍ

ａ→１

Ｃ
ａ＝ ∞，

２ｃ
ａ２ ＞０。

２．审计失败而导致的预期诉讼赔偿成本。令Ｄ＝ＴＡ＋ｄ，表示一旦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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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审计师必须承担的诉讼赔偿成本①。则审计师的预期诉讼赔偿成本为

θ（１－ａ）（１－Ｐｌ）Ｄ。
由于审计收费是既定的Ｆ，因此，审计人员的审计质量决策为使审计总成

本ＴＣ（ａ）最小化，即

ｍｉｎＴＣ（ａ）＝Ｃ（ａ）＋θ（１－ａ）（１－Ｐｌ）Ｄ （１）

等式（１）表明，一方面审计努力程度的提高会使得审计师的劳动成本提高，
但另一方面，审计努力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审计师的预期诉讼赔偿成本。因此，
审计努力程度的决策就转化为审计总成本的最小化问题。

令总成本的一阶导为零，得：

Ｃ′（ａ）＝θ（１－Ｐｌ）Ｄ （２）

因此，等式（２）隐含了审计师审计努力的反应函数ａ（Ｄ）。该等式表明，对

于任何审计失败带来的损失，审计师选择使自己的边际审计努力成本等于避免

法律责任的边际诉讼赔偿成本。很显然，当Ｄ＝０，即缺少法律监管时，审计努

力ａ（０）＝０，这时审计师将不可避免地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此时审计质量最

低。当Ｄ＝ ∞，审计师面临无限的法律赔偿责任时，审计努力ａ（∞）＝１。因

此，随着诉讼赔偿成本Ｄ 的提高，审计师为避免法律诉讼责任的边际努力程度

ａ′（Ｄ）＞０，这意味着审计努力程度ａ（Ｄ）为严格递增函数，因而审计质量随着

诉讼赔偿成本Ｄ 的增加而增大。

　　（二）审计师的民事法律责任制度

目前世界各国对于审计师的民事法律责任主要为过失责任制。如果审计

师尽了应有的职业谨慎，那么他并不存在过失行为，即使审计失败发生，审计师

也可以免除赔偿。相反，如果审计没有尽到应有的职业谨慎，那么他具有违约

的过失行为，一旦发生审计失败，此时，他将对因过失行为造成损害的另一方当

事人负有赔偿责任。更为具体地说，尽管客户（管理层）也对这种损害负有责

任，但是这并不能消除审计师对第三方当事人的责任。在美国，１９３３年的证券

法和１９３４年的证券交易法均没有明确地说明什么是“应有的职业谨慎”，所以

审计师很难判断是否特定的审计符合“应有的职业谨慎”的标准（Ｄｏｐｕｃｈａｎｄ
Ｋｉｎｇ，１９９２），并且法庭对于审计师的过失责任是基于单个个案的判决，这种过

失责任被学者们称为“模糊的过失责任”（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１９９７）。
在英美法体系中，出于对审计质量的担忧和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承担责

任的受益对象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的主要受益第三者扩大到６０年代的必然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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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不同的法律责任制度和赔偿制度下，审计师必须承担的诉讼赔偿成本是不同的。而这将会诱

使不同的审计努力程度，我们将在接下来的部分继续讨论。



见第三者再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合理预见第三者，承担责任的要件也从欺诈放

宽到重大过失（推定欺诈）再到一般过失。并且，最初的过失责任制采取了连带

赔偿制度的形式。当审计师被判过失行为时，即使事务所的过失很小，但如果

其他过失方没有能力弥补受益者的损失，则审计师将要赔偿受害者的全部损

失，这意味着会计师事务所起着所谓的“深口袋”（ｄｅｅｐｐｏｃｋｅｔ）作用。
但是，美国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会计师事务所的深口袋赔偿使审计师

陷入“诉讼危机”而不能自拔。连带赔偿制度的合理性成了注册会计师行业和

法律界关注的焦点。１９９２年以国际“六大”为首的会计师事务所要求对赔偿制

度进行改革，其中的关键内容便是以比例赔偿制度取代连带赔偿制度。比例赔

偿制度指当审计师被法庭被判处具有过失行为时，审计师将会支付一定比例的

投资者损失，而这个支付比例是依据法庭所判定的审计师所犯过错的程度决定

的。在会计职业界的推动下，美国于１９９５年以比例赔偿制度替代了连带赔偿

制度。
相对于过失责任制，严格责任制（ｓｔｒｉｃｔ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主要应用于产品责任制中，

但是，很多学者在理论上将它作为当前审计师过失责任制的一种替代（Ｓｈａｖｅｌｌ，
１９８０ｂ；ＤｏｐｕｃｈａｎｄＫｉｎｇ，１９９２；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１９９７）。严格责任制指当发生审计

失败时，如果第三方（投资者和财务报告相关使用者）因受审计报告的误导而导

致损失时，无论审计师付出何种审计努力（不论审计质量的高低），都必须对投

资者的损害进行赔偿。严格责任制体现了“消费者保护”的思想，即法庭倾向于

保护掌握更少信息的弱者（财务报告使用者）。但是，严格责任制并没有在审计

服务中得到采用，其原因在于，从审计师的角度来看，独立审计的本质决定了独

立审计只能为财务报告提供一个合理而非绝对的保证。这是因为财务报告中

隐含了大量的假设、前提和估计，财务报告至多只能提供一个大致合理的对于

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变动情况的描述。只要这一描述与企业的

实际状况的差异不是重大的，就可以合理认定财务报告“公允”地反映了企业的

实际情况。而社会公众则认为，经审计后的会计报表应该是没有任何差错的，
已经将所有的欺诈、隐瞒和舞弊行为排除掉。由此，在现实中公众对于审计师

的期望过高而导致的期望差距，反映了公众与会计师行业对于严格责任制的截

然不同的态度。
在不同的民事法律责任框架和赔偿制度下，审计师的诉讼赔偿成本是不同

的。在严格责任制度下，当发生审计失败时，投资者在遭受到损失时总是会以１
的概率起诉审计师并获得相应的赔偿。而在过失责任制下，投资者并不能在遭

受损失时必然获得审计师的赔偿，这就削弱了投资者的诉讼激励。投资者必须

要权衡期望的赔偿与诉讼成本，只有在所获得的期望赔偿大于诉讼成本ＴＢ 时

才起诉审计师。这就使得投资者起诉审计师的概率为０≤ρ≤１。因此，相对于

过失责任制，严格责任制下的审计师的诉讼成本和诉讼风险更高。由于审计师

的诉讼成本和其审计努力程度正相关，因此，严格责任制下的审计质量较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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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制下更高。
而在过失责任制下，审计师的诉讼成本和诉讼风险取决于不同的赔偿制

度。相对于比例责任赔偿制度，连带赔偿责任制度下投资者所获得的赔偿更

高，所以在连带赔偿制度下审计师的诉讼成本更高，这导致了审计师在连带赔

偿制度下的审计质量高于在比例赔偿制度下的审计质量。
我们的分析表明，审计师的努力程度与其面临的诉讼赔偿成本成正比关

系，Ｃ′（ａ（Ｄ））＝θ（１－Ｐｌ）Ｄ，审计努力程度ａ（Ｄ）为Ｄ 的严格递增函数，即审

计努力随着诉讼赔偿成本Ｄ 的增加而增大。因此，随着诉讼赔偿成本的增大，
审计师的努力程度将增加。这表明，严格责任制比过失责任制对于审计师的威

慑作用最大，其审计质量最高。在过失责任制下，适用连带赔偿制度的审计质

量比适用于比例赔偿责任制度下的审计质量更高。

最合意的法律监管制度分析

法律制度通过强制性的惩罚，对审计师具有较强的威慑力，可以抑制审计

师的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从而对审计质量起着保障作用。然而，不同的法律

制度框架可以诱使不同的审计质量提供，何种法律监管制度更具有效率？对于

此问题，学术界仍然存在着广泛的争论。

　　（一）最优的法律监管与审计质量提供

外部审计可以消除客户与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以促进交易的进行。如

果不存在审计服务，投资者难以判断公司的类型，那么就如同二手车市场（柠檬

市场）一样，买者将会依据好公司和坏公司的概率分布，支付一个平均的期望价

格，这会激励类型为好的公司聘请审计师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以提供

给投资者更多的信息鉴证，从而向投资者发送公司类型为好的信号。并且，在

法律监管下，审计师将对投资者负有赔偿责任，当公司的项目失败时，投资者可

以对审计师进行索赔，这会增加项目的溢价，从而提高公司的资产价格并激励

更多的投资者投资公司的项目（Ｄｙｅ，１９９３）。此外，审计师的法律责任存在会

减少投资的无谓损失。因此，法律监管下的外部审计将会增进社会福利。然

而，是否法律责任制度越严格审计质量越高，由此外部审计带来的社会福利就

越高？

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外部审计的社会总福利指的是审计带来的社会净价

值。在公司、审计师、投资者等相关财务报告使用者三者的契约关系中，审计的

社会总福利Ｗ 等于公司的净收益ＶＣ、审计师的净收益ＶＡ 以及投资者的净收

益ＶＩ 之和，这三者被赋予相同的权重。其中公司的净收益为由审计带来的公

司的净资产价值的增加减去审计费、审计师的净收益等于审计收费减去审计的

总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预期诉讼成本）、投资者的净收益等于从投资的公司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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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获得的净投资回报（即投资的现金收益加上预期的赔偿损失减去投资成本

和预期的诉讼成本）。
但在如何确定外部审计的社会净福利方面，学者们存在不同的分歧。在一

些学者（ＳａｒａｃｈａｎｄＷｏｌｆｓｏｎ，１９９３；Ｓｈｉｂａｎｏ，１９９５）看来，审计的法律监管制度

及审计质量与投资者的投资额是密不可分的。更高的惩罚力度导致更高的审

计质量，但更严厉的法律监管使得审计师们更为保守（签发坏项目的概率更

高），因此导致投资的减少。所以，他们的一个结论是更高的审计质量并不一定

提高审计的社会净价值。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１９９７）进一步将审计质量与投资者的投资

视为外生变量，比较了不同的法律赔偿制度与赔偿方式的社会福利。在他的分

析框架中，假定公司的净收益为零，因此审计的社会净福利为投资者的净收益

与审计师的净收益之和。其研究结果表明，在严格责任制（连带赔偿制度）相对

于其他法律制度框架来说社会福利更低，因为在这种法律框架下，投资者的任

何投资损失可以从审计师处获得赔偿，因此严格责任制可以被视为一种保险，
这将会导致投资者对于风险资产的过度投资，以及审计师对审计的过度投资

（过高的审计努力），而这对社会而言是一种成本。在严格责任和连带赔偿制度

下，审计质量的提高和更严格的法律责任只是使得财富从审计师向投资者进行

转移。所以相对而言，过失责任制的效率更高（ＤｏｐｕｃｈａｎｄＫｉｎｇ，１９９２；Ｓｃｈｗ
ａｒｔｚ，１９９７）。

对于过失责任制的福利分析框架，基本的假定是在一个竞争性的资本市场

上，由于存在投资者的诉讼成本，在不同的法律框架下，投资者获得赔偿的概率

不同，其必然会选择相应调整自己的诉讼概率ρ，使自己在诉讼与不诉讼之间无

差异。所以无论在何种法律制度框架下，投资者的预期诉讼净收益均为零。因

此，社会福利等于公司的净收益与审计师的净收益之和（ＣｈａｎａｎｄＰａｅ，１９９８）。
公司由审计带来的净收益等于公司的净资产价格Ｖ 的增加减去为此支付

的审计费Ｆ。在不同的法律责任制度下，公司所获得的净收益是不同的。在严

格责任及连带赔偿制度下，投资者的任何投资损失可以从审计师处获得赔偿，
因此严格责任制可以被视为一种保险，与之相应的是投资者必须支付更高的资

产价格。而在过失责任制下，由于审计师的预期诉讼成本较严格责任制更低，
则审计师的审计努力会更低，投资者必须承担投资风险，所以投资者相应地降

低了公司项目是好的后验概率，导致其调低公司的资产价格。并且，过失责任

制及比例责任赔偿制下的资产价格比过失责任制及连带赔偿制下的资产价格

更低。
审计师的净收益又如何确定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ＣｈａｎａｎｄＰａｅ

（１９９８）就假设审计市场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因此，即使在不同的法律制度框

架下，在均衡中审计师都将获得一个零的期望收益。在这样一个假设前提下，
审计带来的净福利就变成公司的期望净收益，Ｗ ＝ＶＣ－Ｆ。审计师的审计费Ｆ
在不同的法律监管制度下是不同的，在严格责任制下，审计师的审计收费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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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在于审计师通过提高审计收费以弥补他们所承担的更高的诉讼风险

（Ｋｉｎｇａｎｄ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２０００）。但是，Ｄｏｐｕｃｈ和Ｋｉｎｇ（１９９２）的研究表明，由于审

计市场也是高度竞争的，审计师不能将其诉讼风险全部转移到其所审计的客户

身上。相应地，严格责任制的收费最高，过失责任制及连带赔偿制度的收费次

之，过失责任制及比例赔偿制度下的审计收费最低。Ｃｈａｎ和Ｐａｅ（１９９８）的研究

表明，尽管过失责任制下的连带赔偿制度较过失责任制下的比例赔偿制度的审

计质量更高，但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过失责任制下的比例赔偿制度将是一

个更为有效率的法律制度框架。Ｃｈａｎ和 Ｗｏｎｇ（２００２）则将审计师的期望净收

益定义为审计师的审计收费减去审计师的总成本，即ＶＡ ＝Ｆ－ＴＣ（ａ）。则总的

社会福利为Ｗ ＝ＶＣ－ＴＣ（ａ）。他们的分析表明，审计师诉讼责任的减轻会提高

整个社会福利。这与Ｃｈａｎ和Ｐａｅ（１９９８）的研究是一致的。
上述学者们的观点表明，尽管严格责任制能够诱使更高的审计质量提供，

但是，更高的审计质量并不意味着更大的社会福利，过失责任制度会导致更有

效率的经济产出。此外，严格责任制和“深口袋”的连带赔偿方式具有很多缺

陷，如它诱使了原告（投资者和财务报告使用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且集团诉

讼的形式也加剧了原告的这种行为，导致了美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会计师事

务所陷入诉讼风暴中。所以，他们认为，将审计师从过于严格的审计责任和诉

讼风险中解脱出来，对于社会福利而言是更优的。Ｄｏｐｕｃｈ和 Ｋｉｎｇ（１９９２）从实

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不同法律框架的社会福利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
在社会福利方面，过失责任制的社会福利最高，严格责任制其次，没有法律责任

最低。他的研究也进一步支持了过失责任制能够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率的观点。
因此，尽管美国的审计法律监管制度一直是基于过失责任制，然而相对严格的

连带赔偿方式仍然使得审计师面临很大的诉讼风险，并使得会计职业团体在随

后的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争取放松对审计师的法律责任。①最终，１９９５年美

国在证券私人诉讼改革法案中将审计师的过失责任及连带赔偿制度修改为过

失责任制及比例赔偿制度。而在１９９８年，美国的证券诉讼统一标准法案废除

了州法院关于对证券欺诈的集团诉讼，这进一步减轻了审计师的法律责任和预

期诉讼赔偿成本。

　　（二）社会合意的审计师法律监管制度的再讨论

上述学者对于社会最优的审计质量和审计师法律责任的衡量主要基于社

会福利的分析，然而上述的研究均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没有考虑到审计的

外部性问题。随着现代资本市场的高度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包括证券咨询

师、债务人、债券评级机构）借助于经审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进行决策，而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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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财务报告使用者的净收益却没有纳入到社会福利的分析中去。此外，审计

的另一个外部性在于，当法律责任减弱时，审计质量会相应下降，并引发审计市

场的逆向选择，最终使得更多的投资者对审计师和证券市场失去信心，从而导

致证券市场更少的投资，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则相应减弱。因

此，审计质量的下降所带来的“负外部性”会对整个社会福利产生不利的影响。
再者，法律责任的减弱没有考虑到审计师与管理层的合谋问题，而在今天，这种

情况正变得越来越严重。最后，过失责任制下，法庭将耗费大量的成本去证实

审计师是否存在过失，这对整个社会而言是一种福利损失。然而，对于过失责

任的福利分析并没有将这种证实成本考虑在内。因此，需要全面考虑这些问题

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将能更好地探讨法律责任的减轻是否是更有效率的一种改

革方式。
最近的一些研究则再次提出了在审计领域引入严格责任制的可能性。

Ｋｉｎｇ和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２０００）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表明：严格责任制与过失责任制下

的社会福利并无明显的不同；但是，在严格责任制下，审计师的审计质量及审计

成本较过失责任制下更高，相应地，其净收益明显低于过失责任制下的净收益；
而投资者的净收益则显著高于过失责任制下的净收益，这意味着严格的法律责

任只是使财富从审计师向投资者进行转移。据此，他认为采取何种法律框架取

决于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如果政策制定者只是从社会福利最大的目的出发，那

么不同的法律框架都是无差别和可行的。如果政策制定者更关注于审计师的

福利，那么更低的法律责任则是更优的选择，相反，如果政策制定者更关注于投

资者的福利，那么严格责任制是更优的。因此，该研究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

美国１９９５年私人证券法改革，对审计师法律责任的减轻正是审计师这个利益

集团向政府游说和施压，最终使得政府出台有利于倾向审计师而不是投资者的

结果。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过失责任制下，审计师应有的职业谨慎很难定义，特

别是这种职业谨慎与通用审计准则与通用会计准则密切相关，而现在，“安然事

件”的爆发使人们对于通用审计准则和通用会计准则重新开始反思，认为这些

准则存在着许多不严密、模糊和不合理之处（Ｃｏｆｆｅｅ，２００１），越来越多的公司利

用这些会计准则的模糊之处和灰色地带实行盈余管理和财务操纵，相应地，很

多审计师在发生审计失败时会花费高昂的成本为自己辩护，利用审计准则的缺

陷寻求过失责任上的开脱，从而导致法律责任对审计质量的监控流于形式。此

外，在过失责任制下，法庭将花费大量的资源来判断审计师是否具有过失，这对

于整个社会而言是一种浪费。过失责任制的失灵还表现在它对于审计师与客

户间的合谋无法形成有效约束。相形之下，严格责任制能激励更高的审计质

量，并且节约法庭的成本，更容易执行。目前一些法庭已经倾向于认为，严格责

任制同样可以运用于审计领域，在Ｒｏｓｅｎｂｌｕｍｖｓ．Ａｄｌｅｒ一案中，法庭就认为审

计师是最合适的项目损失的风险承担者，因为审计师可以把他们的风险转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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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被审计客户，并且可以购买保险（Ｃａｖｅ，１９８５）。
Ｅｗｅｒｔ等（１９９８）的理论研究认为，在存在保险的情况下，严格责任制优于

过失责任制。如果存在合理的保险（即审计师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约），则

保险公司在事后总有动力去证实审计师是否偏离合约。如果存在证实成本，
在严格责任制和过失责任制下，审计师均会以正的概率偏离审计准则，然而，
在严格责任制下审计师偏离审计准则的概率要低于过失责任制下的偏离

概率。
Ｃｏｆｆｅｅ（２００３）认为，在１９９５年末美国私人证券法改革以前，审计师明显处

于法律诉讼的压力之下，据估计，当时“六大”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法律赔偿责

任大约为３００亿美元，即每个合伙人约为３８０万美元左右。即使在这样的诉讼

压力下，美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初的会计欺诈仍然在不断增加。而在

１９９５年以后，比例赔偿制度取代了连带赔偿制度，美国法律制度对于审计师的

威慑力正在迅速消失，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美国证券市场接连出现“安然事件”、
世界通信案等会计欺诈案浪潮，表明审计质量呈现明显的恶化趋势，并且已经

对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据估计，“安然事件”对美国证券市

场的损失高达８７０亿美元（Ｃｏｆｆｅｅ，２００３）。因此，提高审计师的法律责任，使其

对审计师具有足够的威慑作用是面对这种会计欺诈的必然反应。而对于审计

师最具有威慑力的法律责任便是严格责任制。但是，审计师的过度法律责任会

伤害审计职业，因为他不能通过提高审计收费来完全地补偿所承受的诉讼风

险。①为此，对严格责任制的修改是必要的，即对审计师提供实质性虚假陈述行

为实行严格责任制形式，并明确审计师的系列责任范围。如Ｐａｒｔｎｏｙ（２００１）主

张客户与审计师签订合约，明确审计师要承担指定的最低比例的审计失败所带

来的损失。假设证券法中指定的最低比例为５％，那么在“安然事件”中，安达信

将为此支付４３．５亿美元以赔偿损失。而Ｃｏｆｆｅｅ（２００３）则认为，上述法律责任

对于审计师来讲仍然是过度了，在大多数审计失败中都将使得审计师面临破产

的风险。这种方案的实施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必然会遭到会计师职业团体的抵

制。因此，他提出了另一种修改的严格责任制，即在审计师不能发现财务报告

的重大错误陈述时，要求审计师承担严格责任，但审计师的赔偿设有一个“最高

上限”，这个上限的确定是将审计师每年从该客户处获得的收入乘以审计师法

律责任明确规定的一个乘数。如果乘数被规定为１０，则在“安然事件”中，安达

信在为安然公司服务的最后一个年度中共从其获得５２００万美元的收入，那么，
按照Ｃｏｆｆｅｅ的方案，安达信最高需支付５．２亿美元以赔偿损失。相对于Ｐａｒｔ
ｎｏｙ（２００１）的提议而言，赔偿数目要小得多，但该赔偿足以对审计师构成威慑，
以诱使审计师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因此，上述两个学者均认为，现行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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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安然事件”而言，造成的市场损失据估计约８７０亿美元，如果在严格责任制下，审计师将无法

支付这样巨额的赔偿，直接的后果便是事务所的破产。



国过失责任和比例赔偿的法律制度对于审计师难以构成威慑，而严格责任制

度将对审计职业界造成过度的伤害，在现实中也难以执行。所以对严格责任

制的上述修改方案正是严格责任与威慑力不足之间的权衡结果。然而，这两

个学者提出的严格责任制的修订方案仍然不成熟，同样也值得商榷，因为无论

是Ｐａｒｔｎｏｙ提出的明确审计师要承担指定的最低比例的审计失败带来的损失，
还是Ｃｏｆｆｅｅ主张的“最高上限”赔偿，对于最低比例的衡量以及最高上限的乘数

衡量标准如何确定才是合理的，缺乏理论上的论证。

结 论 与 启 示

近年来，审计质量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文的分析表明，由于审计服

务的“信任品”特性，在一个没有惩罚制度的审计市场上，审计师将会不可避免

地采取机会主义的降低审计质量的行为。对审计师的法律监管能够对审计师

产生较强的威慑力和约束力，抑制审计师的“道德风险”问题。并且，法律赔偿

的力度越大，将会诱使审计师更高的审计努力，从而提高审计质量。从这个角

度看，更为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和赔偿制度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然而，一

些学者们认为，尽管严格责任制能够诱使更高的审计质量，但从整个社会福利

看，过失责任制下的比例责任制的社会福利最高。因此，放松审计师的法律责

任和赔偿制度有利于整个审计市场的效率。但是，这些学者们并没有考虑到审

计质量下降带来的负外部性问题，以及过失责任制下的法庭高昂的判决成本。
而严格责任制将有助于消除审计的负外部性和法庭的判决成本。事实上，随着

“安然事件”的爆发，以及证券市场上不断出现的会计欺诈，人们开始重新反省

过失责任制的缺陷和放松审计师法律责任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学术界，对于

审计师的严格责任制的可行性研究也在逐步兴起。
在我国，现阶段审计师实行的是过失责任制下的连带赔偿制度。①这种法律

责任制度相对于过失责任制下的比例赔偿制度更为严格。然而，现实中我国的

会计欺诈和审计失败频频发生，表明这种法律责任制度并没有对审计师起到足

够的威慑力。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审计师的法律责任制度缺乏足够的实施

力度和实施保证。研究表明我国审计师面临的法律责任和诉讼环境，比美国更

为宽松。刘峰等人（２０００）的研究表明，国际“四大”在我国明显降低了审计质

量，这意味着并不是声誉而是法律责任制度对审计质量起着更为重要的保障作

９９１法律监管与审计质量提供———产业组织视角的分析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２０２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

告、资产评估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

书。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

法》第４２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规定，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用。在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５日前，我国法院不受理任何与注册会计师审计责任相关

的案件。①从１９９６年２月至２００１年２月间所受处罚的会计师事务所来看，其真

正所受的处罚主要是警告、罚款、暂停执行业务、吊销执业证书等行政监管处

罚，对会计师事务所民事赔偿责任事实上是缺位的，这导致审计违规和会计造

假的法律威慑力很低，造成审计师的诉讼风险意识极为淡薄。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５
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

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在执行注册会计师法律诉讼监管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但是，它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如它只接受单独诉讼和共同诉讼而不接受集团诉

讼等，使得弱势的投资者不能够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此外，我国的事务所

在进行改制的过程中大多实施有限责任的公司制，相对于普通合伙制而言，
事务所的财富更少，审计师的期望赔偿成本更低，因而连带赔偿制度形同虚

设，无法激励审计师更高的审计努力程度。当前我国提高审计质量和审计市

场效率的关键是“严刑峻法”，当务之急为改变目前审计师法律责任事实上的

缺失，同时对事务所进行合伙制的组织形式改革，使得现行的过失责任制下

的连带赔偿制度能够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强化和完善过失责任制下

的连带赔偿制度和审计师的诉讼风险的基础上，逐渐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法

律监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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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产 业 创 新



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中技术创新
思想的演进与发展

芮明杰　余东华

　　摘　要　长期以来，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传统

产业组织理论中最富争议的领域之一。新产业组织理论突破了熊彼特假说

的局限，将产业特性、市场力量等其他产业组织因素纳入技术创新研究，同

时借鉴和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研究了技术创新对产业组织演进

的作用机制。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视角的转换，技术创新思想已经成

为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中极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近年来取得了丰富的研究

成果。
关键词　技术创新；企业规模；市场结构；产业组织动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ｏｆ
ｆｉｒｍ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ｅｒｅａｌｗａｙｓｔｈ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ｔｈｅＴＩＯ．Ｔｈｅ
ＮＩＯｂｒｏｋ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ｓ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ａｎｄｐｕｔｔｈｅ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ｍａｒｋｅｔ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ＩＯ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ＩＯａｌｓｏｕｓｅｄｆｏ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ｘｅｒｔｅｄｔｈｅ
ｎｅｗｅｓｔ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ｖ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ＩＯｆｒｏ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ｏｆｄｏ
ｍａｉｎ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ｌｉｖｉｎｇｎｅｓｓａｒｅａｓ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Ｏａｎｄ
ｐｒｏｃｕｒｅｄｌｏｔ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ｏｆｆｉｒｍ；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ｆＩＯ

产业组织理论的中心问题是研究在竞争和垄断的市场条件下，企业和市场

如何通过组织和调整实现最优经济绩效。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的基本活动，不仅

与这一中心问题密切相关，而且与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主要范畴———市场结

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和公共政策———联系紧密。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新技术

革命的兴起，技术创新已经成为推动产业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技术创新思

想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５０２

 原文发表于《研究与发展管理》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技术创新思想的分歧与争论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西方传统产业组织理论（ＴＩＯ）中技术创新思想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企业规模、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上。长期以来，围绕

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
熊彼特（１９４２，１９５０）首创了关于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现代研究，并

将注意力集中于分析产业组织在科技进步中所扮演的角色上，认为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与企业家、发明家个人相比，大企业的研究组织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

体；保证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拥有一定的寡占性市场支配力，是保证研究开发

诱因存在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从这一观点出发，熊彼特引出了两条著名的假

说，即熊彼特假说（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ｓ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企业规模越大，技术创新就越有

效率，也就是说，大企业比小企业更具创新性；技术创新与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

正相关性，在保证技术创新成果方面，市场支配力是必需的。同时，熊彼特也提

出了支持其假说的论据：第一，垄断或大企业能够承担创新风险，而且市场权力

允许其将创新行为的回报据为己有，对创新带来垄断利润的预期成为创新的激

励机制，因而技术创新需要大企业的存在；第二，超额垄断利润的实现为技术创

新投资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完全竞争下的小企业不可能为技术创新支付最佳费

用，也就是说，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有能力支持有风险和“野心勃勃”的研发计划；
第三，技术创新是竞争的一个要素，大企业的引进并不消除竞争，反而因追求创

新而增进了竞争，竞争的结果必然走向垄断。
熊彼特之后，对企业规模、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

为两大类：一类是支持熊彼特假说，认为企业规模、市场集中与技术创新之间存

在正相关性；另一类是否定熊彼特假说，认为企业规模、市场集中与技术创新之

间存在负相关性或不存在相关性。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１９６２）、Ｈａｍｂｅｒｇ（１９６４）、Ｃｏｍａｎｏｒ（１９６７）等学

者通过研究发现，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之间存在微弱的正向关系，证实了熊彼

特假说。７０年代，加尔布雷斯（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１９７２）、弗里曼（Ｆｒｅｅｍａｎ，１９７４）等人

的研究也表明，大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拥有垄断力量的大

企业比小企业更具创新性，更有可能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大型垄断企业所得利

润是研发经费的主要来源，而这一点导致这些企业在创新上的卓越地位。这些

学者通过大量实证研究，找出了支持熊彼特假说的依据：一是资本市场的不完

善使得大企业在获取具有风险的研发计划的金融支持方面具有优势；二是技术

创新中存在规模经济；三是大规模的创新者能够通过大量销售额分摊创新的固

定成本，因而技术创新的回报率更高；四是大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更高的生产

率，这种较高的生产率作为研发活动与其他非生产性活动（如市场开拓、金融计

划等）相互促进和补充而产生的一种结果，在大企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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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ｅｒｅｒ（１９６５）与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９６８）的早期研究得出了否定熊彼特假说的结

果，他们没有发现企业规模与创新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相反，Ｓｃｈｅｒｅｒ发现，
超过了一定临界点后，规模和创新之间具有负相关性，一些学者将这种关系称

为“倒 Ｕ字形假说”。而Ｂｏｕｎｄ（１９８４）等学者通过对大量的美国企业数据分析

发现，研发密度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是先下降，再上升，得出了“Ｕ 字形假

说”。他们发现，小企业与大企业一样，都具有比中等规模的企业更多的创新行

为。Ｃｒｅｍｅｒ和Ｓｉｒｂｕ（１９７８）运用法国企业数据、Ｐａｖｉｔｔ等人（１９８７）运用英国企

业数据，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而Ｓｃｈｅｒｅｒ（１９８４）则指出，在美国小企业是更加

重要的创新来源。８０年代中后期以来，大量的实证研究也没有发现规模与技术

创新之间的线性的正相关关系（Ｃｏｈ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Ｈｏｌｍｅ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１）。
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是熊彼特假说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在对

这一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方面，同样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Ｈｏｒｏｗｉｔｚ
（１９６２）、Ｈａｍｂｅｒｇ（１９６４）、Ｃａｖｅｓ和Ｕｅｋｕｓａ（１９７６）等人对市场集中度与研究开

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支持了熊

彼特的观点。但是，Ａｒｒｏｗ（１９６２）、Ｆｅｌｌｎｅｒ（１９５１）等学者认为，与寡占性的事前

市场结构相比，竞争性的事前市场结构能够产生更大研究开发诱因。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ｏｎ（１９６５）、Ｂｏｚｅｍａｎ和Ｌｉｎｋ（１９８３）、Ｍｕｋｈｏｐａｄｈｙａｙ（１９８５）等人的实证研究结

果支持了Ａｒｒｏｗ等人的观点。
对熊彼 特 假 说 的 实 证 检 验 出 现“明 显 混 乱 的 结 果”（ＣｏｈｅｎａｎｄＬｅｖｉｎ，

１９８９），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主要变量度量的困难。技术本质上是一种信息，
如何度量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一直是困扰学者们的一个基本问题。二是产业

差别对实证结果的影响。不同的产业之间具有不同的需求条件、技术的可独占

性以及技术机会，不同学者运用不同产业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结果必然

有较大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往往不是因为规模的差异而产生。三是数据的非随

机性。数据难以随机获取，大部分样本具有高度的非随机性，因而实证结果带

有一定的局限性。四是市场集中度与技术创新都是模型的内生变量，它们之间

存在高度相关性，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可能产生统计学上的多重共线性（ｍｕｌｔｉ
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问题。

新产业组织理论中技术创新思想的演进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随着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及其ＳＣＰ范式的衰落，新产

业组织理论（ＮＩＯ）迅速崛起。新产业组织理论学派在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中

逐渐淡化对熊彼特假说的争论，开始注重需求条件、技术机会、可专用性条件等

产业特性和市场力量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ＣｏｈｅｎａｎｄＬｅｖｉｎ，１９８９）。正是

由于不再拘泥于熊彼特假说的实证检验，产业组织理论在技术创新理论方面的

研究视野豁然开朗，技术创新思想得到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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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产业特性与技术创新

１．产品市场需求。关于什么是创新活动的主要牵引力问题，西方产业组织

理论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技术能力和科学知识是创新活动的主要推

动力，称为“技术推动”（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ｕｓｈ）假说；另一种观点认为，市场需求是决

定创新 活 动 速 率 和 方 向 的 主 要 因 素，称 为“需 求 拉 动”（ｄｅｍａｎｄｐｕｌｌ）假 说

（Ｓｃｈｍｏｏｋｌｅｒ，１９６６）。市场经济中产业间需求条件的差异直接影响创新活动的

激励强度，特别是在新经济条件下，表现更加明显，技术创新和产品的更新换代

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需求导向的。产业间市场需求的差异由市场规模大小和

需求的价格弹性两个方面构成。因此，研究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
有两个主要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一是市场的大小，既可以用规模参数静态衡量，
也可以用增长率变量动态考察；二是需求的价格弹性，它会影响研发投入的边

际回报率。需求弹性越大，从减少生产成本中所获的收益就越大；反之反是。
２．技术机会。产业组织理论中的技术机会（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是

指，由研究开发资源的投入而产生的可利用潜在生产边界的集合。通俗地说，
就是每一个企业或产业对其所面临技术的潜在可利用程度。对于技术机会的

实证研究，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对于企业而言，特定的技术机会可能因时代、国

家或者产业等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二是技术机会的度量问题。一些学者试

图运用代理变量来解释创新活动中的技术机会，如科技人员、研发经费、专利、
利润等。这些变量便于衡量，用于实证分析能够使复杂问题简单化，当然同时

也将带来解释力和准确性的问题。Ｆｕｎｇ（２００２）在度量技术机会时，采用知识的

溢出效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企业间研究活动的交迭（ｉｎｔｅｒｆｉｒ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ｖｅｒｌａｐ）和研究范围（ｓｃｏｐｅ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等三类综合性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并通

过对计算机、化学和电力等三个产业的实证研究发现，研究活动中没有规模经

济现象，技术机会对提高研究效率具有正向作用。
３．可专用性条件。可专用性条件（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指的是持续

排除模仿并能够排他性地利用技术知识的程度。它是研发诱因的决定因素之

一，与技术的普及和模仿速度负相关。技术创新过程中，若事后模仿较为容易，
就存在研究开发诱因由此变得很不充分的可能性。因而，从法律上保证事后寡

占（事后市场力量）就是专利制度的目的。但是，专利制度是否能够提高技术的

可专用性和促进技术创新，至今尚未得到明确的结论。从理论的角度证明，若

可专用性程度提高，则会增加对研发的投资，但是若在与此同时的漏出（ｓｐｉｌｌ
ｏｖｅｒ）效果持续降低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使研发的绩效恶化。在实践中，企业除

了申请专利保护外，所使用的专用化手段还包括杰出的销售努力、学习效果产

生的成本降低、营业秘密的维持等。
虽然在历史文献和案例研究中，市场需求、技术机会和可专用性条件这三

类变量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公认和举证，但是经济学家们在详细说明和量化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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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方面，仍然没有取得进展。主要原因有：一是相对忽视了企业规模和市

场结构的效应，二是对本应概念化和可操作定义的技术机会和可专用性条件这

两类变量缺乏准确的理解，三是即使是这些变量有了明确定义，它们对技术创

新的影响也有了明确假定，实证研究所需的数据通常难以获得，即使获得，数据

的可靠性也难以得到保证。

　　（二）市场力量与技术创新

产业集中度是衡量市场力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市场力量与技术创新活动之间

的关系比较复杂。不少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力量与研发投入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ＣｏｈｅｎａｎｄＬｅｖｉｎ，１９８９），而与创新产出是非正向关系（ＢｒｏｕｗｅｒａｎｄＫｌｅｉｎｋｎｅｃｈｔ，
１９９６）。这是因为，集中度较高的市场具有较高的价格—成本边际（ｐｒｉｃｅｃｏｓｔｍａｒ
ｇｉｎｓ），吸引在位企业和潜在进入者更多地进行研发投入，但是高集中度往往导致

研发投入中的效率损失。也就是说，集中度越高的产业，研发投入越多，但是创

新产出只是相当于甚至少于集中度低的产业。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当竞争程度

较低时，企业在研发方面的花费要高于最有效率的水平；另一方面，相对于大企

业而言，小企业为了生存，成本意识更强，研发效率更高（Ｖｏｓｓｅｎ，１９９９）。
技术创新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技术创新设计生产出新产品，称为产

品创新（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二是通过技术创新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节

约生产成本，称为生产创新（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通常用价格—成本边际的提高

来表示创新动机和收益。也就是说，价格—成本边际越高，企业的创新动机就越

强烈，创新的收益就越大。在生产创新中，企业价格—成本边际的提高来自于生

产成本的下降。只要创新不被竞争对手模仿，企业将不断从较高的价格—成本边

际中获益。在产品创新中，价格—成本边际上升，是由于购买者愿意为新的产品

特性付出更多而导致价格上升。这种受益过程一直持续到新产品特性被竞争对

手模仿。实证研究显示，企业规模对产品创新和生产创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生

产创新与规模的相关性要高于产品创新与规模的相关性（ＦｒｉｔｓｃｈａｎｄＭｅｓｃｈｅｄｅ，
２００１），即生产创新和产品创新具有不同的规模弹性（ｓｉｚ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在研发投

入的分配中，企业的规模越大，用于生产创新的投入的比例越高，用于产品创新

的比例越低。这就意味着，小企业将花费更高比例的研发投入用于产品创新。
也就是说，在两类创新中，产品创新更适合于用作小企业进入市场的工具。

　　（三）技术创新效应：替代效应与产品惯性效应

由于垄断者进行技术创新是一种“自我替代”，同一企业创新前与创新后的

产品之间具有竞争性，是一种自我竞争；而竞争性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有望成为

垄断者。因此，撇开任何策略考虑不讲，垄断者来自创新的所得要少于竞争性

企业。一个垄断者总是容易“吃老本”，这一特性被称为“替代效应”（ｒｅｐｌａｃｅ
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替代效应”是Ａｒｒｏｗ（１９６２）在说明竞争性市场结构更有利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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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时首先提出来的，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８８）在解释这一范畴时给出了一个严格的数

理推导。“产品惯性效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ｎｅｒｔｉａｅｆｆｅｃｔ）是指，在竞争性企业进入后，
原垄断企业竞争性地供给原有产品（ｏｌｄｐｒｏｄｕｃｔ），由于原有产品与新产品之间

具有替代性，原有产品的大量供给减少了新产品供给者的利润，这样就使得竞

争性市场中的创新相对减少吸引力，降低了潜在竞争者的创新动机。“产品惯

性效应”是原有产品垄断者在采用新产品时，将外部性内部化的一种策略。在

垄断市场中，垄断者要么被保护，要么被威胁。前者称为被保护垄断，只有垄断

者能够参与技术创新；后者被称为被威胁垄断，所有企业都可以参与技术创新。
在一个纵向差异化市场（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ｍａｒｋｅｔ）中，被保护垄断的替代

效应和产品惯性效应正好抵消。这意味着，竞争和被保护垄断提供相同的创新

动机；而被威胁垄断所提供的创新动机要大于竞争性市场，这与 Ａｒｒｏｗ（１９６２）
关于市场结构与生产创新关系的结论截然相反。

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中技术创新思想的新进展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一批有着良好微观经济学理论素养和数学基础的经

济学家，开始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对专利竞赛（ｐａｔｅｎｔｃｏｍｐｅｔｉ
ｔｉｏｎ）、新技术的策略性采用（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创新的

时序选择（ｔｈｅｔｉｍｉｎｇ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技术变迁与网络效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ｉｔ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ｆｆｅｃｔ）、技术创新与产业动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ｓ）等问题进行研究，丰富了技术创新思想的理论内容，同时也

开辟了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视角（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８８）。

　　（一）技术创新的时间选择

技术创新既依赖于新技术的发明，也依赖于新技术的采用。每一项技术创

新在时间选择方面，都面临着发明、采用、发展和扩散的问题。垄断企业发明的

最优时机是当发明产生的节约等于初始投资产生的其他不同收入的现值的时

候（Ｒｅｉｎｇａｎｕｍ，１９８９）。也就是说，应在（由专利使用费产生的）边际收入增大

至足以支付先行利息的边际成本时进行发明。无论是竞争性企业还是垄断企

业，当它们面临专利竞赛时，它们的发明速度要快于没有专利竞赛时的速度。
这是因为：如果垄断企业首先做出发明，它就维持了它的垄断力量；如果潜在竞

争对手首先做出发明，它就能够与在位企业进行竞争，有可能产生双头垄断。
因此，专利竞赛的报酬是非对称的：垄断企业若不能首先发明的话，其损失比其

竞争对手的损失要大。竞争对手仅损失它的研发支出，而垄断企业的损失不仅

包括研发支出，而且包括一部分垄断利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垄断企业不仅在意自己是否创造或完成新的发明，

更加在意自己的竞争对手是否创造或完成新的发明。在很多情况下，如果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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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首先做出发明，它可能让发明成为“沉睡专利”（ｓｌｅｅｐｉｎｇｐａｔｅｎｓ）。就是说，
垄断企业可能为了防止其他任何人申请专利而先申请相关产品的专利，却不急

于采用这一专利，在它认为是适当的时机采用，以维持它的市场力量。这样，垄

断企业就利用它的充分领先的地位，阻止了专利竞赛。专利不被垄断企业立刻

采用有两个原因：一是垄断企业可能期望需求的增长，不愿意在形成足够的需

求之前沉淀采用成本；二是企业可能期望采用成本下降，或者新技术的不确定

性下降（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８８）。

　　（二）先占专利与垄断市场结构的可维持性

先占专利（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ｖｅ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ｇ）就是在位垄断企业在潜在进入者之前通

过专利竞赛获得替代产品的新技术专利。Ｇｉｌｂｅｒｔ和 Ｎｅｗｂｅｒｙ（１９８２）通过一个

简单的先占专利模型证明，在确定性条件下，拥有垄断力量的在位企业具有获

得先占专利以保持垄断力量的动机。在位企业获取先占专利的动机来自于专

利所带来的垄断利润与允许竞争者进入时获得利润之间的差额的大小。差额

越大，垄断者取得先占专利的动机就越强。如果潜在竞争者理性预期到专利竞

赛将导致产业利润的消失，那么潜在竞争者将不进入该产业，垄断者能够维持

其垄断地位，市场结构不发生变化。如果潜在竞争者预期通过技术创新和专利

竞赛能够获得产业利润，那么潜在竞争者将通过加大技术创新力度，进入该产

业，垄断者难以维持其垄断地位，市场结构将发生变化。
垄断市场结构的可维持性与在位企业获取先占专利的可信度有关（Ｇｉｌｂｅｒｔ

ａｎｄＮｅｗｂｅｒｙ，１９８２）。如果潜在竞争者知道垄断者在专利竞赛中的策略是理

性的，也就是说，垄断者通过在竞争性进入发生之前申请专利能够使自身利益

最大化，那么，通过专利竞赛的进入就不会发生。这时，先占专利是可置信威

胁。由此可见，可置信威胁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垄断者能够根据潜在竞争者的

研发投入情况加快自身的研发行为，而不招致明显的附加成本。在先占专利的

可置信威胁存在的情况下，潜在竞争者的行为将不会改变垄断者的行为，垄断

者将按照进入被阻止的情况投入研发活动，没有必要加快研发进度，取得先占

专利；潜在竞争者不投入研发活动和专利竞赛，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任何竞争者

参与专利竞赛，垄断者加快研发是理性行为。相反，如果垄断者为应对竞争者的

技术创新，加速研发活动而招致大量附加成本，那么潜在竞争者可能通过技术创

新进入。这时，垄断者被迫使用先占威胁，通过获取先占专利阻止潜在竞争者通

过技术创新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先占威胁能否维持垄断地位取决于加速研发增

加的成本（即获取先占权的成本）与潜在竞争者进入后带来的利润损失之间的比

较。如果竞争者进入后带来的利润损失超过了获取先占权的成本，垄断者使用先

占威胁就是理性行为，这种先占威胁就能够维持垄断地位。如果加速研发的成本

足够高，使得获取先占权是不理性的行为，那么潜在竞争者将继续创新活动，垄断

者难以通过获取先占威胁保持垄断地位，市场结构将发生变化（Ｖｏｓｓｅｎ，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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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技术创新与垄断市场结构的可维持性

技术创新中的不确定性包括发明过程、发明性质和市场的不确定性，竞争

者的竞争策略和在位者反应方式的不确定性等（ＧｉｌｂｅｒｔａｎｄＮｅｗｂｅｒｙ，１９８２）。
发明过程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发明时间并不是研发费用的确定性函数，研发费

用的投入并不一定能够导致预期的结果，创新过程是随机的。发明性质的不确

定性主要是指由于竞争者所采取的策略不同，发明所取得的新技术的价值是不

确定的。市场的不确定性是指技术创新的市场前景是不明朗的，市场的变化可

能改变技术创新的未来收益。Ｒｅｉｎｇａｎｕｍ（１９８２）构建了一个技术创新博弈模型

来分析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技术创新与垄断市场结构的可维持性。Ｒｅｉｎｇａｎｕｍ
发现，在不确定性技术创新的纳什均衡中，在位企业的投入比竞争者少，而且不

确定性越强，在位企业的投入越少。这是因为在位企业的技术创新的过程是一

种“自我替代”的过程，不确定性越强，在位企业实现“自我替代”的成本就越高，
动机就越小。因此，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技术创新中，垄断市场结构往往难以

维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技术创新活动总是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可以说，技术

创新具有打破垄断的天然特性，是促进产业组织优化的内在动力（Ｆｒｉｔｓｃｈａｎｄ
Ｍｅｓｃｈｅｎｄｅ，２００１）。

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竞争者通过两种途径影响技术创新，一是自己的创新

活动，二是刺激在位者增加创新投入。正因为如此，在一些重要的创新活动中，
竞争者能够做出与其实力不相符的贡献（Ｓｃｈｅｒｅｒ，１９８０）。如果只有一个竞争

者通过技术创新成功进入市场，那么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将转变为双寡头垄断

市场结构，市场将趋于双寡头的古诺均衡；如果有多个竞争者成功进入，市场结

构将转变为寡占竞争型市场结构，市场将趋于多企业的古诺均衡。

简 要 结 论

正如经济学其他研究领域一样，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中技术创新思想也是在

分歧和争论中演进与发展的。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学者在市场结构、企业规模与

技术创新关系上，虽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是仍然难以得出一个具有说

服力的统一结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新产业组织理论突破了熊彼特假说的

局限，将产业特性、市场力量等其他产业组织因素纳入技术创新研究，同时运用

微观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研究了技术创新对产业组织结构演进的作用机制，
在技术创新与专利竞赛、技术创新与产业组织动态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理

论成果。正是由于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视角的转换，技术创新思想已经成为

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中极具活力和影响力的研究领域。不仅如此，技术创新思想

在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众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推动了这

些学科的发展，并使得技术创新理论日臻完善、自成体系。

２１２ 复旦产业评论（第２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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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中技术创新思想的演进与发展



模块化时代中国高科技产业创新与升级
———以两岸信息产业竞争与合作为例

伍华佳

　　摘　要　这是一个模块化产业发展时代，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已加

入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但在整个国际分工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如

何摆脱我国始终徘徊在产业链中处于低附加价值模块生产的困境，进行本国高

科技产业的创新和升级则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电子信息产业，中国

台湾与大陆各有竞争优势，作为同种同文的两岸电子信息产业如何优势互补，
形成战略联盟，把握中国市场，以中国特有的竞争优势走向亚洲市场乃至全球

市场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所在。
关键词　电子信息产业；价值链；模块化创新；战略联盟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ｔｉｓａｍｏｄｕｌ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ｇｅ，Ｃｈｉｎａｉｓａｎｄｉｓａｄ
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ｕ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ａｓｉｔｉｓａｄｅｖｅｌｏ
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ａｉｗ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ｅａｃｈｈａ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ｅｌｅｃ
ｔｒ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ｂｅｓｉｎｔｏ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ｈｏｗ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ａｋ
ｉｎｇ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ｎｄｍａｒｃｈｉｎｇｉｎｔｏ
Ａｓｉａｎ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ｅｖｅ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ｒｋｅ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ｍｏｄｕｌｅ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信息产业全球价值链模块化现状分析

　　（一）电子信息产业价值链模块化特征分析

所谓电子信息产业价值链模块化，即电子信息产业一体化的价值链结构逐

渐裂变成若干独立的价值节点，通过各价值节点的横向集中、整合以及功能的

增强，形成了多个相对独立运营的价值模块制造者以及若干模块规则设计与集

成者的产业动态分化、整合过程。目前，电子信息技术是当今全球科技发展最

活跃的领域。进入新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内涵和外延随着技术快速发展、应

用领域加深与拓展而不断变化，孕育着新的突破，设计生产的模块化和平台化

特点更加鲜明，电子信息技术模块化和平台化特点日益明显。ＰＣ早已成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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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工业产品；服务器目前正沿着ＰＣ的轨迹前进；集成电路设计中的ＩＰ复用正

是模块化思想的体现；信息技术中最难标准化的产品———软件也通过构件化、
模块化工程方法使开发效率大幅度提升。

在此，模块化主要是指通过每个可以独立设计的子系统来构筑复杂的产品

和业务的过程，是在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产业发展过程中逐步呈现出来的用于

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新方法。模块化结构由三个特色部分组成。一是“设计规

则”。这是企业都知道而且必须遵守的，或称“看得见的”设计规则。二是“隐形

模块”，即各个独立的模块。它必须依赖于“看得见的”设计规则，但具体操作是

独立进行的，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这一部分。隐形模块是模块化系统中创造选

择价值的最大源泉。三是“系统集成与检测模块”。它可以用来解决多个“隐形

模块”被组装成系统后各模块之间遗留下来的问题。模块化的过程是产业分工

专门化过程，也是企业内部分工的外部化。ＩＢＭ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所采用的设

计上的模块化战略，解决了新的系统与现存的软件之间的兼容性问题，更主要

的是模块化将复杂的系统简单化。这一模块化战略最终导致了电脑产业结构

的飞速升级和持续的创新，并引发了电脑产业的集聚现象，即“硅谷现象”。

　　（二）全球化背景下电子信息产业价值链模块化发展态势

全球价值链模块化加速了电子信息产业的国际转移。电子信息技术产业

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新的信息化一旦在发达国家出现，为

了获取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资本就有强烈的扩张冲动，必然要突破市场的局

限而向外扩展，不可阻挡地要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进行转移和

扩散。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高

速发展，全球范围内产业转移步伐进一步加快。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经历由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泰国、马来西亚—
中国内地的转移模式，但这种递次转移的模式正在改变，世界电子信息产品制

造业正在从美国、欧洲直接向中国及东南亚国家转移。
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进步是以新的规模经济和边际收益递增为基础的，

标准一旦确定，市场就会被锁定，并排斥其他的技术。如微软在操作系统、英特

尔在中央处理器方面成为标准之后，其他企业已经很难翻身。所以，在信息时

代，由于技术进步和选择的多重性以及不确定性，决定每项的普及和标准化的

主因不再是工业化时代的技术本身的领先性和超越性，而是消费者在选择技术

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同步化效应。时至今日，各主要发达国家的企业和政府都

将标准的竞争看作是事关产业成败兴衰的关键问题。
标准化的基础是模块化。标准是用来检验模块是否符合设计规则、测定模块

性能的。标准之争就是市场主导权之争。同时，标准化具有全球性，至少是地区

性、行业性的，否则标准化就失去意义。所以，信息产业的转移过程就是标准化的

扩散过程。为了获得在更大范围内的标准制定权，发达国家必然要加快信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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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扩散。目前，发展中国家合同制造商能力一般来讲都是有限的，主要集中在价

值链低端加工制造环节，常常为一家主导厂商服务，资产专业化程度高，能力的升

级路径常常被主导厂商锁定。主导企业控制着销售渠道、市场规则、产品标准以

及核心技术，价值的实现基本控制在主导企业手中。在模块化的价值链中，发达国

家以及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合同制造商通过专业化、规模化经营，其能力

范围包含了低端的加工、制造以及中高端的设计、开发以及物流等综合服务，并进行

全球经营、全球供应，能力得到了大大强化，甚至控制了某些价值模块很大的市场份

额，直接对主导厂商产生了逆向控制，在产业价值链分配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就目前全球电子信息产业价值链模块分工而言，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处于产

业价值链的高端价值链模块，它们拥有品牌，负责标准制定和产品研究开发以及

系统集成，控制着核心产品和新产品的生产；日本是世界电子信息产业的第二大

国，是世界消费电子产品的霸主，在微电子、光电子产品以及计算机方面仅次于美

国，并具备较强的研究开发能力，尤其拥有精湛的生产工艺；韩国、新加坡以及中

国台湾地区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中端价值链模块，经过积累，它们已具备较好的生

产技术，正发展成为集成电路等部分关键元器件的生产基地，并生产部分高端产

品和新产品；而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则处于产业

价值链低端模块，主要从事一般元器件的生产以及整机的加工和组装。①

在国际电子产业，价值链的主导力量正在从品牌商向众多的专业供应商转

移，如掌握关键组件的厂商Ｉｎｔｅｌ、Ｓｅａｇａｔｅ、宏基等，各类软件供应商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ＳＡＰ、Ａｄｏｂｅ、Ｎｅｔｓｃａｐｅ等，纯粹产品定义公司Ｃｉｓ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３Ｃｏｍ等，这些专

业供应商在不同价值模块领域都具有关键性影响。这一产业发展趋势对后起

的发展中国家合同制造商对主导厂商的控制，甚至整个电子信息产业链的控制

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两岸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中国内地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长速度，已成为

国民经济的新兴产业，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间总产值增长了近３０倍，年均增长率高达

３１．４％，主要电子产品如程控交换机、彩电、手机、激光视盘机等产品的产量高

居世界第一，已成为全球主要家用电子产品制造国。②２００４年大陆电子信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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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继续保持良好势头，全年完成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５６５０亿元。从电

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发展情况看，整个产业的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全年销售

收入２．６５万亿元，增长４０．９％；实现利税总额１５００亿元，增长４４．６％。软件

与系统集成销售额达到２２００亿元。生产计算机４５１２万台，手机２．３亿部，集

成电路２１１．５亿块。销售收入超过１００亿元的企业达到１８家，有１家企业销售

收入超过１０００亿元。信息技术创新在这一年里也有了新的进展。软件和集成

电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已建成具备规模生产能力的１２英寸、０．１３
微米集成电路生产线，中文Ｌｉｎｕｘ软件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研究开发和

产业化步伐加快。①２００５年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达７２００亿元，电子信息产品制造

业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已超过３０％。掌握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

键技术。部分骨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但值得一提的是，与美国等大型电子信息跨国公司相比，我国电子信息产

业的利润还是相当薄的。２００５年公开发布的财报数据显示，２００５年１—９月

份，微软公司净利润为９４亿美元，比我国整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利润总额还多１２
亿美元，英特尔净利润达６２．２亿美元，ＩＢＭ 净利润为４７．５亿美元，分别是我国

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利润总额的４倍和３倍。其中微软、英特尔的利润率都在

２０％以上②。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效益不高的现状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电子信息

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一直处于低端价值链模块，发展受制于人等因素造成。
目前，我国每年出口产品中５０％以上来自于加工贸易，加工方式主要是贴

牌生产（ＯＥＭ），通过直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关键电子设备和现代化生产线进

行生产，而且多为低端产品，技术含量不高。正如“两头在外”所反映的那样，加

工贸易在上游和下游部分均严重依赖海外。我们逐个调查一下贴有“中国制

造”标签的电脑的每个零部件，就会发现ＣＰＵ是美国英特尔，主板为台湾生产，
显示器为英国生产，硬盘为美国生产，在中国制造的一个也没有。不难看出，中

国电子信息产业目前最大的局限就是，在整个产业链的各个模块中生产分工的

环节主要局限在加工组装这一模块中。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在关键技术、
专利和标准方面受制于美、日、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对全球ＩＴ产业巨头

的依赖程度非常高。随着全球工业“模块化”的进程和发展中国家在“微笑曲

线”最低端的相与竞争，中国正在逐步陷入一种“丰收贫困”的陷阱，加工产品出

口越多，产品的价格越会降低，以致产量的扩大并不能带来收入的增加。为此，
中国想要挣脱这一陷阱，成为真正的“发达的工业国家”，就必须着眼和重视“微

笑曲线”的两端，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扩张，一个是向自主知识产权扩张，另外一

个同样重要的是必须要向拥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营销渠道、自主营销手段这

一端来扩张，通过产业链中模块创新，增加电子信息产业的附加价值，不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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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
当然，我们必须尊重的事实是２１世纪是信息化的世纪，在电子信息产业蓬

勃发展的今天，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和最丰富的人才资源，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信息设备生产基地。为

此，我国在未来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中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战略目标，用以指导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未来发展。到２０２０年我国信息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有

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突破一批关

键技术，掌握一批核心技术，实现信息技术从跟踪、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跨越，实

现信息产业由大变强的跨越。

　　（二）中国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现状分析

中国台湾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被称为电子资讯产业，包含：以计算机、通信

设备和信息家电（ＩＡ）为主体的硬件制造业、软件产业、集成电路制造业和网络

服务产业。电子信息产业是台湾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兴起的一大新兴产业。其发

展过程可分为装配、制造与设计开发三个不同阶段。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台湾

电子信息产业已日渐成熟，成为世界上颇具实力的信息电子产品生产基地，不

仅有十多项计算机硬件及集成电路芯片等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名列世界前茅，
而且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跃居世界第三位，成为台湾最重要的

支柱产业。不过，近年由于大陆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台湾电子信息产业在世

界的排名被大陆赶上，２０００年退居世界第四位。据台湾“主计外”统计，２０００年

台湾信息产业硬件产值（海内外）为４７０亿美元，２００１年受国际经济不景气与台

湾经济衰退之影响，台湾信息产业出现首次衰退，全年信息产业硬件产品产值

为４２６亿美元，较上年下降９．２％。在台湾，信息产业是电子工业进一步发展分

离出来的新兴产业，主要从事电脑的硬件与软件开发、制造及其使用，其主要产

品包括终端机、微电脑、监视器、主板机、交换式电源供应器、鼠标、影像扫描器、
印表机、绘图卡等。

半导体工业是指集成电路（ＩＣ）、分离式元件与光电元件等设计、生产与制

造，已成为台湾最重要的高科技产业。台湾半导体生产能力逐渐迈向高级化与

复杂化，已从原来的以封装测试业转为以芯片生产为主，且从４英寸与５英寸

芯片等产品生产发展为以８英寸芯片及１２英寸芯片为主生产。２０００年，台湾

半导体产业总产值达７１４４亿元新台币，创历史最高记录。２００１年，由于台湾

整体经济衰退，半导体产业也大受影响，产值降为５２４３亿元新台币。不过半导

体产业前景仍被看好，２００４年台湾半导体产业总产值大约达１１７０１亿元新

台币。
台湾资讯产业是典型的外向型产业，其发展主要依托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

的国际市场。台湾资讯产业对于国外技术、资本、市场都有很强的依附性。
２００３年台湾资讯硬件产业产值约为５２１亿美元，其中台湾本岛生产的产值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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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１７３亿美元下降为１３７亿美元，产值比例下降为２６％。而台资企业在祖国

大陆生产的产值继续增长至３０７亿美元，所占比例增长至５９％。２００４年继续

增长，而且随着产量的增长，产品的技术含量也产生了新的变化。
近几年来，中国台湾对大陆的投资热不断升温，约九成高科技企业决定投

资大陆。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世界都争抢占中国大陆庞大市场，台

商ＩＴ业投资大陆热也空前高涨，其中以资讯硬体为中心的高科技产业增长最

快。据台湾“经济部投审会”统计，１９９１年以来电子电器制造业赴大陆投资仅占

所有被核准赴大陆投资案件３０％以下，但到１９９８年已上升至４２．９２％，最近几

年更是有所增加。如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台湾剑度公司总经理凌安海以个人资金形

式与超微（ＡＭＤ）合作，筹资７亿美元赴大陆兴建８英寸芯片厂，２００２年６月大

王电子宣布投资４亿美元在珠海设立８英寸芯片厂。目前，１２英寸芯片厂也已

有台商投资兴建工厂。台湾ＩＴ业内移大陆使两岸资讯电子产业的格局产生了

显著的变化，并影响着两岸产值在世界的排名。

两岸信息产业发展与合作、联盟可行性分析

综上所述，两岸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势在必行。在此，我们完全有必要对

两岸的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合作、联盟的可行性作一个剖析，以

此找到竞争与合作的结合点，充分利用模块化给信息产业带来的创新与超越的

机遇，以及两岸同种同文所带来的合作优势，建立共同的愿景，努力向电子信息

产业链上游与下游发展，使两岸电子信息产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中共

同升级和提升。

　　（一）从产业链技术研发、创新视角剖析中国大陆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优劣势

１．主要优势。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在技术、产品结构上不断取得突破，开始

逐步向产业链高端靠拢。其主要优势体现为：
首先，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门类齐全，已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产业发展速

度快、产业规模居世界前列，许多重要产品在全球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其次，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已发展成由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软件业和电子

信息服务业三大块构成的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而且，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从芯

片、元器件到整机，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以及软件和信息服务的各个环节均有

力量分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有着良好的产业配套能力。
第三，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在第三代移动通信、数

字电视等核心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通用ＣＰＵ、自主操作系统、光电子器

件、高端服务器、高性能路由器等关键产品开发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已开

始逐步向产业链的高端靠拢。而且，我国具有较丰富的科技智商及人力资源及

多年科研成果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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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主要劣势。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过程中就研发与创新而言，仍存在

一系列瓶颈问题，如：
首先，由于研发投入不足、产业链上研发与产业链脱节，产业与市场脱节的

问题依然严重，企业之间缺乏合作。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由于研发上的滞后，
生产环节的技术几乎全靠引进，研发环节无法为生产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而

研发环节需要的线上研发由于体制等原因无法利用生产企业闲置的生产能力，
只能自建研发线。

其次，设计企业缺少提供高水平流片及测试服务的生产企业支撑，而且设

计企业与生产企业人员交流不足，设计人员往往不了解工艺，并且市场开拓能

力较弱，造成设计成功率低下、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能力缺乏等问题。
第三，缺乏核心技术。信息产品软硬件都处在产品供应链的中下游，普遍

缺乏核心技术。在技术标准上，基本上很少中国企业参加国际标准的制作，大

都采用国外的标准；在硬件上，核心芯片全部都是进口；在软件上，核心软件如

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大型工具软件都是进口。

　　（二）中国台湾电子信息产业研发与创新实力优劣势剖析

１．主要优势。中国台湾的信息产业是典型的外向性产业，产业的发展主要

依托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国际市场，是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际知名电子

企业的ＯＥＭ（贴牌生产）、ＯＤＭ（委托设计制造）基地。台湾电子资讯业的特点

在于：
首先，以市场为导向，以商品研发为目的，技术引进与研发并重。台湾信息

产业的发展大都是通过引进工业发达国家的技术、制造系统，引进关键零组件

而发展起来的。而且，研发费用的投入不以基础研究为目标，而是以市场为导

向，以商品研发为目的，把大部分的研发资源都配置到新产品开发上，从而加强

了台湾应用科学研究的实力，而且上中下游整合能力极强，又由于科学园区的

产销组合，都对信息产业的生产制造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次，作为台湾最具优势的集成电路（ＩＣ）产业，目前通过与美国、日本等大

型生产企业结盟，并取得知识产权和技术支援，以较低风险跻身于世界市场。
目前已形成设计、制造、后封装及材料、设备和其他若干辅助产业相配套的产业

体系。芯片制造业高度集中，加工能力已经占据全球市场的６４．６％。
第三，就技术水平而言，台湾目前已拥有８英寸、０．５—０．３５微米工艺水平，

有些企业已达到０．２５—０．１５微米的生产水平，具备与世界主流生产技术同步

发展的能力。
第四，在资金方面，台湾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渠道灵活、适时、可行。如支

持ＩＣ产业发展的“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又如用于科研开发的经费４０％来自政

府拨款，而６０％则来自民间企业等。
２．主要劣势。中国台湾资讯产业的发展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

０２２ 复旦产业评论（第２辑）



第一，基础学科研究薄弱。长期以来，台湾科技产业政策明显存在着“重应

用研究轻基础研究、重制造技术轻科学研究”的弊端，以致其科学水平大大落后

于发达国家或地区，没有走上自主创新的新路。
第二，研发类的科技人才缺乏。据台湾有关部门统计获知，台湾在重点科

技领域方面的科技人才缺口逐年扩大，２００４年达到５８０９人的缺口高峰，其中

又以显示器、手机制造、ＩＣ制造、ＩＣ设计等领域上的人才供需缺口最大。整体

而言，研发类的科技人才缺口在２００５年时超过工程类的科技人才缺口。

　　（三）两岸信息产业优势互补与联盟可行性分析

目前，中国大陆与台湾都面临着发展科学技术、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产业

升级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大陆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台湾也提

出了“绿色硅岛”计划。由于两岸特殊的地理、人文关系，使得两岸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都面临着共同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利用两岸的综合优势，加强科技产业

领域的合作与联盟，加快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步伐，共同在世界科技发展中争得

一席之地，实乃中华民族共同繁荣的明智之举。在此，我们不妨从以下两方面

进行探讨：
一方面从全球科技发展的轨迹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产业的宏观发展可

分为四个步骤，即概念的科技化、科技商品化、商品的产业化以及产业的国际

化。借助科技产业发展过程的这一模式，我们可以结合上面所分析的结论，考

察两岸在科技产业领域合作、联盟的可行性。
（１）概念的科技化方面，大陆比台湾占有优势。大陆基础研究实力雄厚，研

发人才众多，研究成果丰硕。近年来ＳＩＣ、ＩＳＴＰ、ＥＩ对大陆和台湾所发表的论

文收录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两岸基础研究的实力对比。大陆在十年前就

开始进入世界前１０名，这表明大陆科学界的研究水平在不断提高。台湾学术

界被收录的论文数虽然有迅速的增长，但总体上讲，其科研基础弱于大陆。
（２）科技的商品化方面，台湾比大陆占有优势。大陆虽然在基础学科领的

研究上较台湾具有优势，但在科技成果的转化、企业市场营销的能力、分销网络

的建设等方面尚需进一步加强。台湾多年来实行以应用为主、重点突破的科技

发展政策，以出口为导向，建立了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在科技成果的商品

化方面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很值得大陆学习借鉴。
（３）商品的产业化方面，两岸绝对具有合作、联盟的空间。台湾有较成功的

高技术产业化的实践经验和高效率的管理技术，大陆在市场和上中下游的产业

网络的发展，将有利于提高台湾高科技产业在大陆投资的竞争力。
（４）产业国际化方面，台湾在微电子、通讯、计算机、光电等产业，有一套严

密、高效、覆盖面广的全球营销网络，在高科技产业的国际化方面取得了不少成

功的经验。短期内，大陆仍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台湾的发展经验。在此，只要两

岸精诚合作，两岸科技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势必得到令全球瞩目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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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中国大陆与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比较优势来看，大致可归纳为：
就管理优势而言，台湾方面主要是产品设计能力强，并具有丰富的国际营

销经验；大陆方面主要是基础科学人才充裕，市场潜力巨大。
就技术优势而言，台湾方面主要是信息硬件ＰＣ，监视器、笔记本电脑、消费

性电子产品、半导体以及通讯产品及软件应用技术；大陆方面主要是航天技术、
光电与电脑应用技术、光学技术和中文识别及软件开发。如果两岸电子信息产

业能很好地进行优势互补与科研、生产、销售力量的整合，以中国市场为立足

点，制定相关行业标准，并逐渐走向亚洲和世界市场。

模块化时代两岸信息产业技术创新的合作与战略联盟路径选择

　　（一）两岸信息产业升级与联盟的机遇

价值链模块化作为一种新型国际分工形态为主导厂商和合同制造商提供

了共同升级的良性互动机制。在模块化的价值链中，由于参与各方在关系上的

互补性、对等性，合同制造商可以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持续爬升，如果我

国制造商能嵌入到这类价值链中，就会处于有利的升级环境。目前，在国际电

子信息产业，如前所述价值链的主导力量正在从品牌商向众多的专业供应商转

移，如掌握关键组件的厂商Ｉｎｔｅｌ、Ｓｅａｇａｔｅ、宏基等，各类软件供应商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ＳＡＰ、Ａｄｏｂｅ、Ｎｅｓｃａｐｅ等，这些专业供应商在不同价值模块领域都具有关键性

影响，这些都为我国信息产业升级和企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同时，价值链模块化降低了产业进入壁垒，促进了信息产业的竞争与重组，

也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企业转型创造了条件。两岸电子信息产业企业应充分

利用价值链模块化为两岸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精诚合作，结成联盟，使两岸电

子信息产业的大中型企业不断扩大能力范围，向具有研发、设计功能以及营销

等高附加值环节、高端产品方向迈进，争取成为 ＯＤＭ（委托设计制造）和 ＯＢＭ
（自有品牌制造）或者具有综合能力的合同制造商。同时，整合两岸科技开发能

力，在某些核心价值模块上加大研究开发力度，争取在若干核心技术和产品中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向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延伸。
另外，就信息产业竞争力而言，主要在于对关键模块和技术标准升级的控

制。掌握产业技术标准的制定决定了关键企业对整个价值链模块生产的控制

力。就目前大陆与台湾的科技实力和中国所具有的巨大潜在市场而言，只要两

岸科研力量真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以中国市场为导向，向负责制定标准和产

品研发以及系统集成发展，掌控价值链的高端是可能的。我们相信，由于是在

大陆本土进行这些科研合作和联盟，其科研、研发成本与美、日、欧相比一定具

有竞争优势，一旦技术成熟、标准成立，利用东亚区域合作之契机，还可以把市

场扩展至亚洲其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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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两岸高科技产业科技联盟的目标、原则、策略与运行机制

如果两岸科研力量要真正形成一种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战略联盟，则需

要将两岸的大学、科研机构和具有模块创新能力的大中型企业的科研力量根据

不同层次进行整合，同时必须建立一个虚拟的研究开发组织，建立共同的愿景、
目标、原则，将各种科技能力整合进一个大系统，对高科技产业的研究与开发进

行统一管理。在此，本文在提出两岸建立高科技产业科技联盟的同时，根据电

子信息产业价值链模块化的创新特点，对联盟的愿景、目标、原则以及运行机制

等进行了初步的构想。
愿景：
以亚洲市场为导向，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从基础研发、概念设计、功能设

计、成品组装、系统升级、系统集成与升级以及营销等产业核心价值环节，在中

国内陆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目标：
两岸应以资源共享、财富的共同增长以及两岸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为目标，

形成一种比较公平、合理、建设性的竞争方式，并体现一种平等、民主的原则和

体制。通过在尖端科技领域的合作，互惠互利，最后达到产业共同升级的目标。
原则：
１．强调政府与民间企业的共同参与。目前，主要以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为

主导，制定相关的支持政策，参与者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成果。
２．以开发民间高科技为主，强调技术开发的市场驱动，加快电子信息产业

结构的调整和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
３．采取灵活多样的合作方式，如建立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将产业链中的

各种功能组成不同的模块进行科学的整合和管理；举行各种电子信息产业研究

开发研讨会；组建电子信息产业上中下游产业链集聚区对不同价值链的产品和

功能进行模块创新。
运行机制：
１．科研合作的法律环境的创建。建立两岸电子信息产业专利体系，加强两

岸科研成果立法协调性。采取措施，规范国际科技合作的法律文本，使其符合

国际惯例。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充分利用模块化创新具有信息包裹的特征，
尽量减少研究开发风险，避免各研究成果的技术流失。

２．协调两岸大学、科研机构及企业等各方资源，共同设立两岸科技人才库，
通过信息扩散效应，加强两岸科技人才的信息和技术交流。

３．设立官方和民间“科技基金”，优先投资国际前沿、意义重大同时风险也

较大的科研项目，并对其采取“倾斜的保护政策”。
４．在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建立各种培训基地和专科学校，通才教育与专才

教育并列发展，正规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驾齐驱，并注重培养科技、管理和商业人

３２２
模块化时代中国高科技产业创新与升级

———以两岸信息产业竞争与合作为例



才，以增强电子信息产业的国际综合竞争力，提升我国从事电子信息产业工作

员工的整体素质。

　　（三）两岸电子信息产业科技联盟的路径依赖

１．共同研究开发。就研究开发、设计环节而言，在高端显性技术标准制定、
关键模块功能设计方面，两岸可以“大陆基础研究、台湾设计开发”的分工模式，
使台湾的研究开发机构、大学和大陆的研究开发机构、大学进行战略联盟，在研

发能力上进行通盘的互补合作，共同研究发展，制定产业技术标准或模块设计

的共同界面标准，利益共同分享，掌控中国市场的电子信息产业的升级和市场

拓展；在模块化机制下，模块产品的“隐形设计原则”使独立的功能模块有了自

由的创新空间，各大中型企业可以和各大学及研究机构进行联盟，对关键模块

进行联合开发、创新，并通过市场竞争，使模块的真正价值得以实现，在电子信

息产业集聚地产生创新的激励效应。同时，台湾可以充分发挥其在管理技术和

营销方面的优势，加快创新产品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
２．共同产业布局。由于大陆目前不同区域的产业发展呈现一种由东到西

梯度转移的态势，各个区域由于具有技术、人才、资金等显性差异，产业的布局

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区域特征形成不同层级的产业集聚。东部地区科技人才资

源丰富、高校林立、科研机构要比中西部地区更为集聚，目前台湾许多高科技企

业都将研究开发中心设立在这一地区，如上海、天津、深圳等地。但另一方面，
由于东部地区的土地及劳动力成本近几年已呈急剧上升趋势，其成本优势正在

减弱。因此，许多台湾投资者已逐渐将一些技术含量底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

至中西部地区，这些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往往处于“微笑曲线”的中底部，而上、
下游产业链则布局于东部地区。这样，由于大陆地广人多，各区域呈现出不同

的资源特征，为整个电子信息产业上中下游产业链的合理布局、创新、整合提供

了可能。
３．共选科研项目。整合电子信息产业上中下游环境，开展科技研究开发项

目的评估、筛选和规划等合作。目前，台湾现有电子信息产业中许多产品对零

部件的依赖很深，特别是关键性零部件几乎都要从日本进口。为了摆脱对日本

的依赖，台湾完全可以和大陆相关研究部门或大学携手，共选各自具有共性又

急于攻克的项目进行开发研究，力争使整个产业链的模块都能以最优态势在国

内进行生产、运作，增强电子信息产业综合国际竞争力。
４．共同价值链管理。在物流规划环节，两岸可以根据“台湾参与、两岸共同

规划大陆现有物流网络”的模式，对电子信息产业链进行战略管理，将价值链管

理虚拟化，增强企业价值链管理的协同效应及企业价值系统（供给链）的整合协

调管理，进行链与链之间的战略协同，降低交易成本，获得更多的潜在利润。虚

拟化管理是企业在知识网络经济与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一种重要的经营方式。
各级地方政府应加强各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其嵌入于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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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价值链的模块中，成为重要的辅助系统和具有关键功能的模块。企业和政

府精诚合作，结成联盟，从而使整个产业链在资源、技术、人员、物流、配送和安

全等方面发挥协同效应。
５．共享高科技产品市场。在市场营销环节，首先以国内市场为导向，台湾

通过对美国市场的营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品牌销售、物流、供应链整合等

模块，台湾可以发挥其在这些模块的功能优势，和大陆企业共同开拓潜在市场，
进而带动大陆电子信息产业链的高端价值链模块走进亚洲市场，并向整个国际

市场扩展，力争向国际市场提供质量上乘、价格最优的电子信息产品，占领国际

电子信息产业的制高点，使两岸电子信息产业在战略协同中得以真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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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和德国促进

Ｒ＆Ｄ活动的比较研究

张　洁　苏多坚

　　摘　要　本文研究了国外推动Ｒ＆Ｄ的措施，选取美国、日本和德国作为典

型对象，从Ｒ＆Ｄ政策机制、法案法规、中介机构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为上海知识

生产中心和知识服务中心的构建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　Ｒ＆Ｄ活动；市场失灵；比较研究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ｙ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Ｒ＆ＤｐｏｌｉｃｙａｍｏｎｇＵＳＡ、
ＪａｐａｎａｎｄＧｅｒｍａｎｙ，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ｔｒｙｔｏｆｉｎｄｏｕｔｗｈａ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ｃａｎｂｅｔａｋｅｎ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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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Ｄ；ｍａｒｋｅ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Ｒ＆Ｄ的定义是：为增加知识总量（包括人类、文化和

社会方面的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

工作。一般分为基础性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个部分。我们对国外的

Ｒ＆Ｄ促进措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发现各国对 Ｒ＆Ｄ的推动主要是从三个方

面着手：Ｒ＆Ｄ政策推动机制设立、法案法规制定、中介机构推动。
在查阅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我们最后选取美国、日本和德国作为典型研

究对象。美国和日本对Ｒ＆Ｄ的推动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模式，德国粗略地可

以说是介于两者之间。

Ｒ＆Ｄ政策推动机制

　　（一）美国

美国政府多年来间接或直接地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扶助及推动 Ｒ＆Ｄ
活动，长期有策略性地从立法、政策、财务、扶助小型企业、宣传教育等方面下

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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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关于Ｒ＆Ｄ政策的研究比较多，它有一系列针对 Ｒ＆Ｄ活动不同的市

场失灵的措施，税收补贴和直接资助是主要的方式，表１是美国采取的针对市

场失灵的措施。

表１　美国针对市场失灵的措施

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 政策响应形式

类型一：一般风险

　　一般投资风险厌恶 资本所得税

　　一般Ｒ＆Ｄ风险厌恶 Ｒ＆Ｄ税收抵扣

　　产业结构（竞争） 小公司创新研究

类型二：特定的风险

　　固有技术

　　Ｒ＆Ｄ资本密集

　　进入市场的时间长

　　潜在市场的范围广泛

　　技术与市场不匹配

支持共性技术研究
（ＡＴＰ）

类型三：与市场有关的风险

　　集体使用

　　产业结构（市场进入）
　　高的交易成本

　　规模或范围经济

支持基础技术研究和标准
（ＮＩＳＴ实验室）

　　我们研究了美国Ｒ＆Ｄ资助的一些主要机构及资助计划。这些机构和计划

都有一定的针对性，对国内的Ｒ＆Ｄ促进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１．国家科学基金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缩写为 ＮＳＦ）。该基金会

成立于１９５０年，每年都要对全国各企业、研究机构、大学等的Ｒ＆Ｄ活动进行调

查，内容包括Ｒ＆Ｄ投资在资金来源、活动、产业部门和地域上的差异，Ｒ＆Ｄ项

目投资回报率，外包等。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研发产业信息系统（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缩写为ＩＲＩＳ），政府、企业、研究

机构、行业协会及大学等能够访问１９５３年至今各年的调查数据，为决策提供依

据。政府可以预测Ｒ＆Ｄ发展趋势，调整Ｒ＆Ｄ的投资结构；可以发现Ｒ＆Ｄ产

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积极的措施。

２．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缩写为ＮＩＳＴ）。该研究所主要支持基础技术研究和标准，资助基础技术研究联

合体，为美国公司开发范围广泛的基础技术，包括主要（基本物理和化学的）标

准、制造过程模型、特定技术／产业的先进测定方法、技术数据库、产品性能测

试、互用性协议、校准以及质量保证体系。

３．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美国科技产业化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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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企业Ｒ＆Ｄ活动的扶助。对于小型企业，税收激励对 Ｒ＆Ｄ活动的作用

不大，政府在１９８２年颁布了《小企业创新发展法》，该法确定了一个对小企业资

助的机制———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ｓｍａｌ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
ｇｒａｍ，缩写为ＳＢＩＲ）。该法要求所有拥有研究与开发预算费用超过１亿美元的

政府有关部门，必须按照一定比例向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提供资金，用于援助

小企业开发科技创新。在１９８３年这个比例是０．２％，执行到第６年时，这笔拨

款增长到１．２５％，１９９７年更是增长到２．５％（每年达１０亿美元）。
根据ＳＢＩＲ多年的执行经验，政府进行了一个新的尝试，即在参与ＳＢＩＲ计

划的联邦机构中设立１个示范项目，拿出其７．５％的资金用于小企业。这些新

的、较为充足的资金可以鼓励项目官员与最好的小型企业开展合作，促使已经

取得显著成果的ＳＢＩＲ项目参与者为联邦机构从事更多的项目开发和研究

工作。

４．先进技术计划。１９８８年建立的先进技术 计 划（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缩写为ＡＴＰ）是ＮＩＳＴ的组成部分之一，主要任务是资助高风险、长期

的而且有着重要溢出的（共性技术）研究，通过企业—政府共同分担成本的方

法，帮助产业克服通常出现在产业Ｒ＆Ｄ早期阶段中的投资障碍问题。

　　（二）日本

直接资助是日本政府采取的主要政策之一。政府对基础研究特别是早期

共性技术研究的资助主要来源于通产省（ＭＩＴＩ）。ＭＩＴＩ通过一系列计划资助

技术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有大规模计划、工业科学与技术前沿计划，还包括下

一代计划以及小一点的医疗和福利设备技术计划。
大规模计划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资助的项目从大规模集成电路到高性能

电动汽车电池，再到脱盐设备。下一代计划始于８０年代，主要资助未来的关键

产业中的“支撑”技术。

１９９３年日本政府推出著名的工业科学与技术前沿计划，它每年资助２．６亿

美元，并集中资助工业技术的早期开发，其目标类似于美国 ＮＩＳＴ 的 ＡＴＰ
计划。

ＭＩＴＩ的另一个主要资助部分是实验室研究，它通过工业科学与技术局

（ａｇｅｎｃｙｆ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缩写为ＡＩＳＴ）管理１５个实验室。
这些实验室资助或指导共性技术和基础技术的研究。研究的很大一部分是与

私营企业合作进行，大学研究人员也参与其中。

１９８５年日本设立了一个部门间的 Ｒ＆Ｄ 计划，叫做关键技术中心（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ｅｎｔｅｒ，缩写为ＫＴＣ）（现名为关键技术研究提升中心）。主要针对

存在高技术风险、需要不同产业间的技术相互融合以及缺乏配套的基础技术

（标准）等市场失灵问题对企业进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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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德国

在１９６０年前德国政府较少积极地采取产业和科技政策，政府的功能只是

扮演提供有力的创新和投资环境、消除财政政策障碍、修改法令、鼓励厂商从事

风险性投资活动的角色。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德国经济增长缓慢，政府逐渐认识

到在若干科技领域要落后于美国，因此陆续制定了许多直接或间接促进、激励

Ｒ＆Ｄ发展的政策。德国的 Ｒ＆Ｄ促进模式在欧洲国家中是最为成功的，它的

大量做法后来被推广到整个欧盟国家中。
从机构组织来看，德国科研分工明确，相互补充，有序性强，上游（基础研

究）、中游（应用研究）和下游（技术开发与成果产业化）之间的承接转换清楚。
基础研究主要以大学和四大科研组织中的马普学会（ＭＰＧ）为主；四大科研

组织中的弗朗霍夫学会（ＦＨＧ）以应用研究为主，主要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

方面的研究，为企业提供有偿的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赫尔曼·冯·赫尔姆霍

尔兹研究中心联合会（ＨＧＦ）职能定位介于马普学会（基础研究）和弗朗霍夫学

会（应用研究）之间，主要从事具有应用前景的高技术基础研究；莱布尼兹学会

（ＷＧＬ）从事人文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工程科学、环境科学五大领域的研究。
政府资助重点在基础研究方面。马普学会从事基础研究，经费由联邦政府

和州政府各自承担５０％；而弗朗霍夫学会从事应用研究，依靠来自工业界的合

同以及公共财政资助项目，协会自行解决每年预算的２／３，联邦政府和所在地政

府提供剩余的１／３经费；赫尔曼·冯·赫尔姆霍尔兹研究中心联合会从事具有

应用前景的高技术基础研究，联邦政府和所在地州政府分别提供９０％和１０％
的经费；莱布尼兹学会的经费，原则上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承担５０％。

从三个国家的经验看，政府资助是Ｒ＆Ｄ政策的主要内容，希望达到的目

的是增加Ｒ＆Ｄ投入量和提高投入效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Ｒ＆Ｄ总的投资

不足，特别是基础性研究和技术投入不足，因此政府资助重点在于早期的基

础性技术的研究，一方面增加了Ｒ＆Ｄ的投入量，另一方面为后期的 Ｒ＆Ｄ减

少风险，促进成果商业化，同时促进企业在 Ｒ＆Ｄ后期阶段的投入，提高整体

的投入效率。

相关法案法规

　　（一）美国

在法案法规方面，美国政府颁发了许多促进中小企业 Ｒ＆Ｄ活动和推动

Ｒ＆Ｄ成果转化的法案，最有代表意义的如下：
１．１９９２年美国政府颁布了《加强小企业研究和发展法》，该法对政府部门

制定和实施“企业技术转移（ＳＴＴＲ）计划”作了具体规定，还要求为研究发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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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较少的政府部门设立一个目标计划，以帮助中小企业参与联邦研究与开发

活动。
２．１９８０年政府在《贝赫—多尔法》中鼓励中小企业加强与政府研究机构或

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并对中小企业在合作研究中的科技发明权制定了特殊的保

护条款———允许中小企业保留联邦政府资助的科技发明权。
３．为了促进技术从国家实验室向产业转化，激励政府投资的Ｒ＆Ｄ的商业

化，美国在１９８０年通过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Ｗｙｄｌｅｒ法案，在１９８６年通过技术转移法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ｃｔ），旨在通过减少 Ｒ＆Ｄ的合作障碍，来提高产业效率。
通过技术转移法案，政府创建了一种在政府和产业间进行联合研究的机制。这

种机制被 称 为 合 作 研 究 和 开 发 协 议（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缩写为ＣＲＡＤＡ），它允许联邦政府和私有部门的合作者共同拥有研

究所产生的知识产权。

　　（二）日本

日本政府在早期并没有意识到在合作研究中工业参与者对知识产权的要

求，造成了研究联盟中参与者激励不足的问题。后来政府采用部分的专利分享

机制，ＭＩＴＩ研究计划的参与者可以集体拥有研究成果专利的５０％。每个参与

者的份额取决于其对导致专利产生的研究所作出的技术贡献。这样，日本政府

资助研究计划更接近于美国的模式。
关键技术中心（ＫＴＣ）的Ｒ＆Ｄ计划中，那些通过权益投资资助的项目一旦

商业化成功，关键技术中心有权利通过出售其在合资企业的资产，或是分享合

资企业的收入来收回它的投资；那些通过贷款计划资助的项目一旦成功，贷款

加利息必须偿还，如果不成功，只是偿还本金。ＫＴＣ资助项目的知识产权被全

部分配到参与到资本预算和贷款计划的私营企业中。
在促进中小企业的Ｒ＆Ｄ活动方面，日本政府在有关中小企业的一般法律

上进行了大量投入，如１９８５年的《中小企业技术开发促进临时措施法》、１９９６年

的《关于促进中小企业的创造性活动的临时措施法》。这些法律制定特别条款

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条款一般都明确规定政府对中小企业创新应设立管理

机构和进行支持，各级政府及所属的各种实验机构要协助中小企业研究新技

术，政府给予经费补助和低息贷款，免费提供信息与咨询等。
日本还充分利用税收法的作用。由于一般研究经费税额抵扣制度对中小

企业作用不大，因此１９８５年日本政府颁布了《租税特别措施法》，实行了中小企

业技术基础强化税制，侧重在试验研究费用上给予税收优惠，进一步调动中小

企业开展试验研究的积极性。

　　（三）德国

为促进创新技术成果转化，德国政府改革了经费划拨模式，国家对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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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资助以项目为导向，促使大研究中心制定长远的项目工作计划，将经费

的分配使用与科研成果的应用结合起来，大研究中心对科研成果的应用负有义

务。建立专利和应用机构，为大学和大学以外的科研活动提供必要的专业性服

务，确保尽早鉴定具备专利申请条件的科研成果。在２００１年推出的“知识创建

市场”行动计划中，规定大学有权获得其科研人员的发明并有权申请专利，大学

教师可从其发明的成果转化收益中获取３０％。
政府还通过大力促进大研究中心与工业界的合作来实现成果转化，合作形

式有：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开发项目和研究计划开展合作，接受工业界的委托

开展合作研究，以许可证的形式向工业界转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工业界可以使

用大研究中心的实验室和设备，进行人员交流、培训、继续教育等。国家从拨给

大研究中心事业费里留出５％作为战略基金，为各大研究中心引入竞争机制，通

过公开竞争的方式将这部分费用分配给项目。政府还以大研究中心的科研为

基础扩展高技术园区的建设，促进产学研密切结合。
从国外的经验看，法案主要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成果的合理化分配和促

进合作研发的方式，刺激更多的中小企业参与Ｒ＆Ｄ活动和Ｒ＆Ｄ成果的转化。
与政府资助的形式相比，法案侧重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化条件，促进

Ｒ＆Ｄ投资。

中 介 机 构

　　（一）美国

按照中介机构的功能，美国的科技中介机构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１．孵化、转化型。这类科技中介机构主要以企业孵化器的形式出现。美国

的企业孵化器有以下四种：
（１）政府或非营利性组织主办的企业孵化器，其主要功能是应用高新技术

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增加就业、经济多样化和扩大税源。这类企业孵化器占全

国企业孵化器总数的４７％。
（２）私营的企业孵化器。一般由风险资金和种子基金投资集团，石油公司

与房地产开发商合伙经营。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向承租企业、新技术应用项目和

技术转让项目投资，并在工业和房地产开发中获利。这类企业孵化器占全国总

数的２５％。
（３）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有关的企业孵化器。这是指挂靠在专业方向相

近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企业孵化器。其好处是：便于教师和科研人员开展研

究工作；为毕业生、教职员、科研人员提供创办自己企业的机会；吸引高素质的

人才。这类企业孵化器占全国总数的１４％。
（４）公私合营的企业孵化器。由政府或非营利性组织与私营开发商共同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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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这种合伙关系使企业孵化器内的企业既能获得政府或非营利组织的资金

支持，又能具备私有企业的活力，得到社会各方包括个人的科技资源和融资。
这类企业孵化器占全国总数的１４％。

２．咨询服务型。如美国的国家技术信息中心，由联邦政府资助建立，主要

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信息咨询，内设技术转移中心。

３．技术转移、推广型。包括：
（１）美国的联邦实验室技术转移联合体（ｆｅｄｅｒ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ｆ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建于１９７０年，是联邦政府有关部门资助建立的把全国技

术转移机构联系起来的网络组织，是推动联邦政府支持的研究成果向地方政府

和企业转移的主要措施之一。联邦实验室技术转移联合体采用网络服务方式，
将政府实验室研究成果与各级政府和企业相联，发布联邦实验室的技术转移与

合作项目，同时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需求反馈到相关的实验室。联合体的运转

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
（２）美国的大学—产业合作研究中心。由国有科学基金会资助建立，主要

是促进大学与产业之间在研究开发活动中的合作。
（３）政府在各大科研机构设有科技转移办公室。专门研究成果专利权的管

理，为大学、科研机构工作者、企业提供专利、产业化潜力评估等专业服务，作为

产学合作的联系窗口。此外，政府也成立独立的科技转移中心，设立全国科研

成果资料库，提供全面的技术转移服务。

　　（二）日本

日本的科技中介机构主要有中小企业事业团（ＪＡＳＭＥＣ）、科学技术振兴会

（ＪＳＴ）。前者由政府资助，主要的工作是资金援助、人才培养、信息提供，侧重于

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后者由通产省建立，旨在促进官、产、学、研之间的技术交

流，负责通产省研究院的技术转移，侧重于基础技术。

ＪＳＴ还有两种重要的科技中介服务形式：“委托开发”和“开发斡旋”。委托

开发主要是一些重大战略性基础项目和商业化较困难的新技术，国家提供开发

必需的费用，“委托”给企业或企业群。研发成果归国家所有，参与的企业在获

准时享有优先使用的权利。开发斡旋主要用于风险比较小、离实际应用比较近

的一些技术。中介机构通过契约调整技术所有者和实施企业之间的关系，采用

合伙、技术入股和买断等几种形式。
日本的技术交易市场，由通产省政府设立，主要利用电脑网络提供技术买

卖资料，进行中介服务。业务范围包括：收集、管理、提供技术资料；对技术资料

应用的研究和开发；对技术资料应用的商讨和指导；关于技术资料应用的公共

关系和促进活动；技术资料的演讲和展示；完成基金会目标所需的其他经营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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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德国

德国在协助中小型企业Ｒ＆Ｄ活动的中介机构方面下了很多工夫。德国技

术转移中心是德国的一个全国性组织，它分布在德国各地，原则上每个州有这

样一个机构。例如，石荷州技术转移中心是在石荷州经济技术和交通部指导下

开展工作，其运行经费一半来自政府即石荷州科技基金会，其余来自工商协会。
中心主要进行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和技术成果转让的服务工作，如举行技术洽

谈会，组织展览会，还有一些技术交易市场等。
自１９７１年起德国便按地区性的需求通过史坦贝斯基金来支援应用性研究

和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通过该基金设立的技术转移中心着眼于小型企业，弥

补了创新体制的运作空间。史坦贝斯基金具有民间和提供技术商品化衔接功

能的性质，快速发展成为全国甚至全欧的计转核心。
在直接援助中小企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另一组织是工业研究机构工作联

合会（ＡＩＦ）。ＡＩＦ的目标是资助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应用研究和开发，它支援中

小企业的核心功能包括：提供满足中小企业需求的技术转移体系运转机制；提

供一般中小企业无法获得的创新与高科技市场通路。
此外，德国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让附属于大学的应用研究中心，即 ＡＮ

机构填补科技市场化过程中的商品原型研发空间。ＡＮ机构以委托研究的形式

从事市场衔接工作。政府还鼓励大型公司以外包形式与小型公司和风险性资

金合作，将风险外部化，这在生物产业尤其显著。
政府还通过适当形式分担创新风险，鼓励中小企业的创新投入。例如，企

业的原始创新项目最多可申请４０％的政府补贴，有些科研项目强制性的要求研

究单位与企业共同申请（企业要投入６０％）；实现的形式也较为灵活，有专项的

基金会，也有政府的政策性投资银行；方式上有补贴、借贷和参与等多种，目的

就是分担企业的创新风险，促进企业发展，增进就业和税收。政府的补贴性投

入没有产权和收益方面的任何要求。
科技中介机构是影响科技成果市场化的重要环节，对Ｒ＆Ｄ的推动作用及

其进一步的产业化非常重要。因此，科技中介机构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和积极协助，政府的支持一般着眼于两个角度：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以及科

技成果商业化，通过这两个方面的支持推动Ｒ＆Ｄ投资进入良性循环。

经 验 借 鉴

政府在推动Ｒ＆Ｄ发展中承担的角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政府本身

承担的Ｒ＆Ｄ活动，一是政府参与Ｒ＆Ｄ成果转化和Ｒ＆Ｄ产业化。
从承担的Ｒ＆Ｄ活动方面看，政府主要承担基础性的研究活动。基础性的

研究，特别是技术基础设施中的共性技术的研究，有很高的风险，要求投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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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研究时间长，失败的可能又大，市场失灵严重，企业支出比例不大。但是同

时基础性研究对国家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基础研究的成功，使技术的可行性

问题初步得到解决，大大降低Ｒ＆Ｄ活动的风险，为企业后续应用Ｒ＆Ｄ提供基

础，大大地刺激企业的 Ｒ＆Ｄ行为，促进 Ｒ＆Ｄ产业的发展。如果政府措施不

当，会使Ｒ＆Ｄ活动偏离下一代技术的研究，产生长久的不良影响。因此，基本

上所有国家的Ｒ＆Ｄ支出中，基础研究的支出按资金来源分，政府支出占的比例

最大。
美国政府在解决基础性研究的市场失灵问题方面主要采取直接资助的方

式，促成企业和政府合作研发；同时采用针对合作研发的税收优惠政策，激励合

作研发行为；完善合作研发中的知识产权等法律问题，减少Ｒ＆Ｄ的合作障碍，
提高产业效率。

日本在早期采用“吸收性战略”，引进、消化、吸收、改进国外先进技术，政府

在基础研究中花的工夫不多，短期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

国信息经济崛起后，日本政府意识到长期的竞争优势不能靠模仿获得，为适应

高科技的发展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开始重视自主开发技术和独立研究。因此政

策的重点向早期研究或共性技术研究转移，为企业后续的应用Ｒ＆Ｄ提供基础，
并开始向美国学习。德国的基本政策也类似。

而在Ｒ＆Ｄ成果转化和Ｒ＆Ｄ产业化方面，各国政府主要采用间接的方式，
制定各种法案，发展中介机构。

上海正在努力构建知识生产中心和知识服务中心，Ｒ＆Ｄ活动是知识生产

的源泉，是知识服务业中其他产业的知识链源头。对各国Ｒ＆Ｄ活动的推动研

究能够拓宽思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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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联盟及其支撑理论研究

严清清　胡建绩

　　摘　要　随着新兴产业的迅猛发展，标准竞争日趋激烈，技术标准联盟正

在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联盟形式。主要根据国内外的相关资料对技术标

准联盟的定义及其相关的支撑理论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提出了技术标准理论和

战略联盟理论是研究技术标准联盟的基本理论，他们与外部性理论、技术生命

周期理论、组织理论、竞争理论和博弈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技术标准联盟

的相关支撑理论体系。
关键词　技术标准；技术标准联盟；支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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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标准竞争在许多产业领域已经

取代价格竞争、品牌竞争等传统竞争方式成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形式。在围绕技术

标准的企业竞争、国家竞争中，为了迅速推出自己的新技术、占领更广阔的市场并保

持持续的竞争优势，世界各国纷纷制定本国的标准化战略，力图在国际标准竞争中

占据主动。而技术标准联盟成为其中最为常用的竞争手段。随着技术更新速度的

不断加快和“双赢”哲学的深入人心，标准联盟这一形式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技术标准联盟的定义界定

　　（一）技术标准

根据国际化标准（ＩＳＯ）的定义，标准是指：“一种或一系列具有强制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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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指导性功能，内容含有细节性技术要求和有关技术方案的文件，其目的是让

相关的产品或者服务达到一定的安全标准或者进入市场要求。”标准一般可分

为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三大类。按照欧洲委员会的观点，技术标准

是：“一种产品或服务相关并得到大多数生产商和用户承认的技术规范。”根据

《国际档案描述标准：架构与内涵》，技术标准是一个沟通的定义，此定义不能遭

受单方面的改变，若遵循适当可产生一致的结果。我国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

产业化司司长李健认为：技术标准是指重复性的技术事项在一定范围内的统一

规定。总的来说，技术标准是指标准化领域中需要协调统一的技术事项所制定

的标准。按照标准化的形成过程来分，技术标准可以分为正式标准和事实标

准。正式标准由政府或标准化组织制定，事实标准通过市场过程产生。

　　（二）技术标准联盟

技术标准联盟即技术标准的倡导者通过战略联盟的方式将标准进行市场

扩散，是技术标准竞争的常用方式，技术标准之间的竞争往往表现为不同技术

标准联盟之间的竞争。同时，这种技术标准联盟也是解决知识产权和标准化矛

盾的主要方式。
代义华、张平（２００５）则在对技术标准联盟问题的评述中指出，技术标准联

盟在国内外不同的文献中是以标准联盟、技术联盟、技术标准化联盟、企业联盟

而出现的。不同的提法具有不同的侧重点。标准联盟指出了其是围绕标准成

立的一种战略联盟；技术联盟则强调了联盟在创新行为方面的作用；技术标准

化联盟指出了技术标准是一个动态扩散过程，联盟的目的是技术标准化；企业

联盟的说法看到了这种联盟以企业为成员，从而区别于其他包含非企业成员的

战略联盟，如基于研发创新的技术联盟会包含一些研究机构。
本文主要接受了技术标准化联盟这一定义，作者认为，技术标准联盟是技

术标准竞争的一种重要手段，目的是技术标准化，使本联盟所支持的技术标准

不断得到接受，并最终获得市场的承认。

　　（三）技术标准联盟的特点与技术标准联盟的支撑理论

技术标准联盟是战略联盟中的重要形式，但它又不同于其他一般战略联

盟，与其他战略联盟相比它至少有以下特征：
１．影响的深远性。由于技术标准的形成往往是在产业发展的成长期或变

革期，因此技术标准联盟的形成不仅会改变现有的竞争格局，还会影响整个产

业的发展方向和进程。
２．形成中的竞争和利益权衡的复杂性。由于与其他战略联盟相比，技术标

准联盟具有影响的深远性，这就必然造成形成过程中的激烈竞争，各类企业会

站在不同立场上参与和影响技术标准联盟的形成与发展，这与其他战略联盟往

往只与相关战略集团关系较大而有所不同。

６３２ 复旦产业评论（第２辑）



３．一旦形成退出的机会成本较高。一个产业的技术标准一旦形成，要变动

将会产生较大成本，在技术标准联盟中陷得越深，变革成本就越大。
综上分析可见，研究技术标准联盟仅仅研究技术标准理论和战略联盟理论

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外部性理论、技术生命周期理论、组织理论、竞争理论、博

弈论等，把他们一起作为研究技术标准联盟的支撑理论。

技术标准联盟的支撑理论分析

　　（一）外部性理论———技术标准联盟的形成原因研究

技术交易行为是典型的伴随着高额交易费用的交易方式，具有很强的外部

性。技术交易的外部性是指某项技术创新行为影响了其他组织或厂商，却没有

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也就是指，在市场活动中技

术创新活动没有得到补偿的外部成本和外部收益的现象。郑文范（２００４）认为，
技术联盟的建立使得技术交易由联盟“外部”转移到了“内部”，使技术创新由

“交易”行为变成了“协调行为”。合适的技术联盟模式选择能够降低技术开发

风险，实现技术交易外部性的内在化，促进技术创新；不当的技术联盟模式选择

却使联盟不但无法实现技术交易外部性的内在化，反而浪费大量的联盟成本，
加上技术创新私人的边际效益和成本会同社会的成本发生偏离，难于实现技术

创新的目的。夏皮罗和瓦里安（２０００）对于网络外部性给出了比较规范的定义：
若某一方加入一网络系统所愿意支付的价格，与网络中现有的顾客数量或对象

有关，则网络外部性就存在。网络外部性分为正的和负的网络外部性。外部性

理论可指导我们进行技术标准联盟形成原因的研究。

　　（二）技术生命周期理论———技术标准联盟的内部驱动力研究

在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和Ｔｕｓｈｍａｎ（１９９０）的技术生命周期模型中，认为技术的生命

周期主要经历技术的非连续性发展，竞争性、替代性技术不断涌现，主导设计范

式的形成，主导设计方式递增积累等几个发展历程。在主导设计方式形成的阶

段即是技术标准竞争的阶段，这一环节至关重要，不仅决定谁将制定游戏规则，
而且还必须为后一阶段的递增积累打好基础。技术标准联盟成为这一阶段标

准竞争的重要手段。李保红、吕廷杰（２００５）通过对目前标准供应模式的比较，
认为基于自愿基础上的联盟标准既可以是正式标准，也可以是事实标准，不仅

分担了标准形成的标准、减少了技术交易成本等问题，又获得了标准扩散的联

盟推动力。技术标准联盟以一种制度方式有效化解了专利私有权和标准化公

共利益的矛盾。由于是多个企业形成联盟共同提出标准，相对较多地平衡了各

方的利益，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也为后一环节标准设计范式节约了交易成

本。产业发展导致技术标准的发展，要分析技术标准联盟的内部驱动力必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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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技术生命周期理论。

　　（三）组织理论———技术标准联盟的组建与管理研究

所谓组织理论是关于组织应当采取何种组织结构才能提高效率的观点、见

解和方法的集合。组织理论对于技术标准联盟的研究侧重在联盟的形成、联盟

体的控制和联盟的组织学习几个方面，主要研究联盟内部的活动机制，通过研

究技术标准联盟的结构因素、运行机制、联盟各方的行为模式以及它们之间的

关系，发现和评估影响技术标准联盟绩效的环境和行为因素。有关学者还认

为，在技术标准联盟的组织理论研究中，还应有以下侧重面：技术标准联盟的伙

伴选择与结构设计，联盟的风险管理，不同联盟的共同发展规律，影响联盟技术

标准扩散的因素的。
一般有三种形式的技术标准联盟组织形式：纵向技术标准联盟、横向技术

标准联盟以及同互补品提供者的技术标准联盟。
１．纵向技术标准联盟是指产业链中处于上下游的不同企业构建的技术标

准联盟，其联盟中各成员的产品是互补的，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纵向标准

联盟的优点是可以避免成员间的竞争，不足是由于分属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
合作相对困难。

２．横向技术联盟是指在产业链中处于同一产业链的企业构建的技术标准

联盟，联盟中各成员间的产品是替代性的，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横向标准联

盟的优点是能够更多的共享技术资源，推进标准更新，不足是成员间的联盟不

够稳定，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和竞争。
３．同互补品提供者的技术标准联盟，这是在更广义基础上的技术标准联

盟，如果同互补品提供者的目标客户有很高的重叠性，就可以组成联盟。因

此，在现实中，我们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针对性地选择恰当的标准联盟组织

形式。

　　（四）竞争理论———技术标准联盟中的竞争策略研究

根据迈克尔·波特（２００５）的理论，企业的竞争战略有三种，即成本领先战

略、差异化战略和专一化战略。但在网络经济时代，围绕技术标准的竞争愈演

愈烈，波特的竞争理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企业或者国家之间的竞争。因此，阿

诺德·哈克斯对波特的理论进行了补充，他提出了三类新的竞争战略，即最佳

产品战略、客户解决方案战略和锁定战略。而笔者认为，在高科技产业的竞争

中，以上的战略最终体现在创造先动优势，强化差异化并阻止竞争对手发展市

场权利以及锁定三种竞争态势上。技术标准联盟这种竞争手段将有利于三种

竞争态势的形成的实施。先占策略是战略中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策略。由于

存在正的网络外部性的市场上，先行者具有先动优势。消费者对先行者产生一

定的偏好，市场也随之会向先行者偏向，而正的网络外部性的作用会加速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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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向作用，最终先行者的技术会成为事实上的标准。谭静（２０００）认为，标准联

盟将从三个方面创造“先动者优势”。第一，企业间的标准联盟往往混同着结合

成员企业技术优势的共同技术开发活动，因此可以大大缩短技术和相关产品进

入市场的时间，加快其占领市场的速度；第二，企业间的标准联盟有助于形成技

术的扩散效应；第三，企业间的标准联盟还有助于催生市场的成长，创造较高的

市场需求。Ａｘｅｌｒｏｄ、Ｍｉｔｃｈｅｌｌ和Ｔｈｏｍａｓ认为，企业在对联盟选择时将会考虑

两个因素：其一是联盟足够大，参与企业众多；其二是与非最大竞争对手在同一

联盟中。由此，企业为了避免提供完全同类产品的竞争，将提供与其竞争对手

互不兼容的产品或技术，为了进一步强化这种差别和阻止其最大竞争对手的

技术扩散及相应发展的市场权力，企业往往发起或加入某一标准联盟实现与

其对手的抗衡。锁定战略是网络竞争中特有的，其目标是锁定用户，防止用

户切换至其他网络或标准。而通过参加技术标准联盟，企业将通过一系列产

品和服务的上下游合作，一方面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巩固并扩大用

户安装基础；另一方面也将大大提高用户的切换成本，强化锁定效应，以此来

加强竞争优势。

　　（五）博弈论———技术标准联盟中的利益权衡研究

博弈论，是一门研究博弈中局中人各自所选策略的科学，通过描述局中策

略对另一个局中人预期反应的影响来反映企业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冲突和合作。
在博弈中，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合作都被视为策略性的博弈，或者企业行为的计

划。它主要包括了局中人的支付函数、相互策略性行为和规则治理的状态。根

据博弈参与人的目标是否冲突博弈被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按照参与人

行动的先后顺序，博弈分为静态博弈与动态博弈；根据局中人支付总和是否为

零，可分为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从联盟角度而言，技术标准联盟是一种战

略联盟的形式，一般具有半开放的结构；从单个企业角度，在标准联盟之争中，
企业需要考虑选择支持哪一个联盟，在联盟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是否只集中

在一个标准之上。因此，联盟和企业将形成一种博弈，一方面联盟将千方百计

吸引市场中的核心企业加入到联盟中来；另一方面，企业又希望支持多种标准

来分散只加入一个标准联盟的风险。例如，在下一代高清视频碟片标准上，两

大阵营的暗战从未停息。一是以索尼、松下为主导的蓝光阵营；一是以东芝为

主导的 ＨＤＤＶＤ阵营。对于下一代高清视频碟片标准，微软和英特尔曾公开

表示保持中立，但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８日，微软在ＤＶＤ论坛中透露，微软和英特尔

决定，将公开支持和推动 ＨＤＤＶＤ标准。舆论大哗，一些ＰＣ厂商不得不思考，
是不是应该放弃对蓝光阵营的支持。而在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份，英特尔突然意外倒

戈，转而支持蓝光阵营。在日趋激烈的标准竞争中，各个标准联盟和企业一样，
也只有随时警惕竞争环境的变化，正确判断合作与竞争的时机才能在不断变化

的环境中，掌握先机，把握主动，不断提高竞争能力。此外，博弈竞争中规则治

９３２技术标准联盟及其支撑理论研究



理在标准联盟竞争中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技术标准联盟各相关支撑理论间的内在联系及应用

从上述的分析可见，技术标准理论和战略联盟理论是研究技术标准联盟的

基本理论，它们与外部性理论、技术生命周期理论、组织理论、竞争理论和博弈

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技术标准联盟的相关支撑理论体系（见下图）：

在这个相关支撑理论体系中，技术标准理论将指导我们更加了解技术标

准的基本特征；而战略联盟理论可帮助我们解决研究技术标准联盟的指导思

想；外部性理论和技术生命周期理论从外内两个方面揭示了技术标准联盟形

成的原因和内部驱动力；组织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技术标准联盟组建、内部管

理、风险处理的理论依据；竞争理论和博弈论可指导我们正确处理外内竞争

与利益权衡。从时序上看，技术标准联盟组建前可主要借鉴外部性理论和

技术生命周期理论，组建中必须重视组织理论，组建后可进一步借鉴竞争理

论和博弈论，而技术标准理论和战略联盟理论必须在整个过程中得到充分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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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产业评论》欢迎投稿

《复旦产业评论》（以下简称《评论》）（Ｆｕｄａ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主办，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前沿性产业组织学论文

集，暂定每年１辑，第１辑计划于２００６年第３季度出版。它以提升中国产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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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理论、实证和综述性的研究论文，特别欢迎以中国国情为背景的实证和案

例研究。《评论》采用国际通行的匿名审稿制，倡导独立、客观的研究和严谨、规

范的研究方法，提倡和促进学术观点的交流与探讨。
《评论》以中文印行，投稿以中文为主，海外学者可用英文投稿，但必须是未

发表的稿件。稿件一般不超过２００００字。稿件如果录用，由编辑部负责翻译成

中文，由作者审查定稿。文章在本论文集发表后，作者可以继续在中国以外以

英文发表。
《评论》采用国际通行的注释体例，编辑部将在收到投稿后，当即向作者回

函确认，并在三个月内答复作者是录用、修改后再投或不予录用，初审通过将请

作者惠发电子版。因工作量大，所收稿件恕不退还，请作者自留底稿。
诚邀海内外产业组织学界的专家学者踊跃投稿！

附：投稿体例

１．除海外学者外，稿件一般使用中文。作者投稿时请将打印稿寄至：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复旦产业评论》编辑部

（上海市邯郸路２２０号管理学院９０６室，邮编：２００４３３）
Ｅｍａｉｌ：ｆｕｄａｎｉｅｂｊｂ＠ｓｏｈｕ．ｃｏｍ
２．文章的首页应包括：
（１）中文文章标题；
（２）２００字左右的中文摘要；
（３）３—５个中文关键词；
（４）２００字左右的英文摘要；
（５）３—５个英文关键词。
３．文章的正文标题、表格、图形、公式以及脚注须分别连续编号。大标题居

中，小标题左齐。
４．文章的末页希望作者提供：参考资料目录，并按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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